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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１．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

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

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２．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

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３．１９１８年２月１４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

种历法所标日期，在１９００年２月以前相差１２天（如俄历为１日，

公历为１３日），从１９００年３月起相差１３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

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４．目录中凡标有星花 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５．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６．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７．《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

《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

带方括号［ ］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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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卷收载列宁１９０８年３月至１９０９年６月即俄国第一次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的一个阶段的著作。本卷和上一

卷同属一个历史时期，本卷的内容是上一卷的内容的继续。

本卷一开头的《走上直路》一文以及此后的《对目前时局的估

计》、《走上大路》、《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等文，

分析了俄国国内的形势、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以及沙皇政府

的新政策。列宁指出，第二届杜马的被解散和１９０７年的六三政变

是俄国革命史上的转折点，是俄国革命发展中的一个特定时期或

曲折时期的开端。斯托雷平体制是旧的半宗法的、半农奴制的沙皇

制度解体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是沙皇制度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

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俄国的专制制度虽然早已成为财阀的

专制制度，但它却是在受了俄国第一次革命的打击以后才成为资

产阶级的专制制度的；它早就在扶植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早就用金

钱为自己打通了进入“上层”的门径，对立法和管理施加了影响，取

得了同贵族平起平坐的地位。专制制度不得不为资产阶级的某些

阶层建立代表机关，不得不在这些阶层与农奴主之间保持平衡，在

杜马中组织这些阶层的联盟，不得不抛弃对农民宗法思想的一切

希望，而在新生的富农中找寻支柱来反对农村的群众。列宁根据对

形势的分析得出结论说：专制政府在六三政变后所执行的政策只

Ⅰ



能使黑帮专制政府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同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

展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俄国的革命阶级虽然在第一个战

役中遭到失败，但革命形势仍然存在，革命危机正在通过新的形式

和其他道路再行到来，尽管有时比希望的要迟缓得多。

上述这些文献也论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危机以及布

尔什维克的策略，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革命的失败引起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危机不仅是组织上的，而且是思想上的和政

治上的。六三政变后，所有的革命组织，包括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在

内，都大大衰落和削弱了，总的情况是动摇，涣散和瓦解。列宁指

出，在解放运动沉寂、反动势力猖獗、民主派阵营内出现叛变和消

沉的现象、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发生危机和一部分已经解体的时期，

首先要总结俄国革命第一个战役的基本教训。他认为：在新的形势

下，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并没有改变，但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要

有所改变；不是立即向专制制度发动公开进攻，而是要在教育和组

织群众方面、在使群众做好这种进攻的准备方面进行耐心细致的

工作，首先把对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进行长期的教育、组织和团结

的工作提到日程上来；要特别强调，必须把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结

合起来，必须利用各种合法的机会，首先是利用杜马讲坛。孟什维

克竟然提出如下怀疑：要不要保留原来的社会民主党，要不要继续

它的事业，要不要再转入地下。他们认为无论如何要合法化，为此

不惜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列宁针对孟什维克的取消主义

说，建立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秘密组说，使之拥有比过去数量更多、

种类更多的合法和半合法地传播影响的工具这一点至关重要。列

宁还批判了孟什维克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的错误看法。孟什

维克说，既然俄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在资产阶级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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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这个革命的动力时，革命就不能完成，而资产阶级正在成为这

种动力。孟什维克仍然要维护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策

略，反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策略。列宁说，

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容置辩地证明了俄国资产阶级的极端动

摇性和反革命性，证明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成为胜利的革命的领袖。

本卷中的《论俄国革命的“本性”》、《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等文献从俄国革命的特点谈

到了农民问题。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以往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

不可能是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或专制君主的胜利。在俄国，农民占

大多数，受半农奴制的大地产的残酷压迫，而无产阶级已经组成社

会主义政党，这就使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特殊性。这一特殊性

并不排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却决定了下述两点：俄国资产阶级

是反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联盟，才能在革命中取得胜

利。无产阶级同农民联盟，就是对农民进行领导。无产阶级只有执

行革命先锋队的绝对独立自主的政策，才能使农民同自由派断绝

关系，在斗争中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只有建立起无产阶级和农民

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使这一革

命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

在本卷中，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占很大分量。本卷中的《１９世

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是列宁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的一个词

条，它通俗地概括地阐述了俄国的土地问题。这一著作可说是收载

于上一卷的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重要著作《社会民主党在１９０５—

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的姊妹篇，它所使用的统

计数字和表格也都来自后者以及另一列宁名著（俄国资本主义的

发展》（见本版第３卷）。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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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则是列宁自己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

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所拟的简介，是为了让波兰社会民主党

人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在土地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写的。此

外，本卷所载《沿着老路走去！》、《编辑部的话》、《彼·马斯洛夫歇

斯底里大发作》、《对彼·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见》、《普列汉

诺夫一伙人怎样维护修正主义》、《第三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

论》等都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

上述著作进一步揭示了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实质。斯托雷平

土地改革说明俄国专制政府在土地政策上的巨大改变：由支持和

巩固旧的村社变为用警察手段加速破坏和掠夺村社，培植富农。这

一改变的经济内容就是在农民土地关系方面实行自由主义的即资

产阶级性质的政策。列宁在《对目前时局的估计》中把这一政策称

为“农业波拿巴主义”。对此，列宁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波拿巴主义

是君主制在丧失了旧有的宗法制或封建制的牢靠支柱以后所采取

的顺风转舵的手段，这样的君主制不得不竭力维持平衡以防跌倒，

卖弄风骚以便统治，实行收买已便讨好，同社会渣滓、同公开的小

偷和骗子称兄道弟以便不单单靠刺刀维持统治。”（见本卷第２４９

页）列宁认为，由于俄国的村社已经在向资本主义发展，这就使专

制政府能以向村社内部经常在产生的农村资产阶级讨好，否则，黑

帮地主和十月党资产阶级所支持的斯托雷平的农业波拿巴主义是

不能维持下去的。列宁指出，在俄国还远远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

土地制度，就是实现了斯托雷平的农业发展道路，资产阶级革命也

还可能发生，甚至必然会发生。

列宁在上述这些著作中论证了俄国当时农村经济的特征。资

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的发展是异常缓慢的，农奴制还一直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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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表现为地主贵族的大地产经济和工役制度。农民的份地占有制

也是纯粹中世纪的制度。地主贵族的大地产、工役制度、份地占有

制这些形形色色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阻碍了商业周转，同新经济

极不适应，成了俄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列宁认为，俄国纷繁复杂

的土地关系即农奴制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方式交织在一

起了，破坏旧的土地占有制在经济上已经是必需的了。总的说来，

俄国当时的农民经济属小资产阶级类型，因为农业中的小生产者

（不管他是在份地上经营还是在其他什么土地上经营都一样）在商

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必然是小资产者。

列宁还全面地阐述了布尔什维克的土地国有化纲领。土地国

有化可以加速农奴制的灭亡，可以彻底扫除土地占有制方面的一

切中世纪关系，可以消灭在土地上的一切人为的界限，使土地变成

真正自由的土地，使建立在这样的土地上的纯粹资产阶级农场加

速发展。列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了土地国有化的经济实质：土

地国有化就是消灭绝对地租，把土地所有权转交给国家，禁止土地

的一切转让，就是说，取消土地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国家）之间的

一切中介人。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彼·马斯洛夫和格·普列汉诺

夫否认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维护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

错误。列宁进一步指出，只有实行彻底的政治变革，消灭专制制度，

建立民主共和国，才能实行彻底的土地变革，才能没收地主土地，

实现土地国有化。列宁认为土地国有化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措施，

它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准备条件。

本卷中的土地问题著作评论了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党派的土

地纲领。立宪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实际上赞同斯托雷平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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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竭力掩饰土地变革的实质，混淆俄国革命中土地纲领的两条

基本路线即地主路线和农民路线。列宁认为孟什维克提出的“土地

地方公有化”是一种反动措施，阻碍消灭中世纪土地所有制，阻碍

为一切业主在土地方面建立同一经济条件。孟什维克一方面保持

份地的私有制即当时的农户和村社所有制，另一方面对被剥夺的

非份地实行公有制（“地方公有化”），这是一种荒谬透顶的土地复

本位制。从政治方面讲，土地地方公有化会加强联邦制和各区域的

分散状态，而国家分散为一个个的区域正是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

的原因之一。列宁认为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土地重分（土地平分）

理论是冒牌社会主义，是反动的，而在半农奴制的俄国却具有资产

阶级的进步性，从客观上讲是要消灭土地上的一切中世纪的和等

级制的界限，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为资本主义建立自由的活动场

所。

布尔什维克从１９０８年初起就着手筹备下一次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同年８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

会全体会议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立即着手召开代表会议的

决议。本卷收载了列宁关于８月中央全会的三个文献。中央全会

后，列宁发表《对目前时局的估计》、《关于两封来信》、《第三届杜马

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等文，对中央全会要列入代表会议议程的各

个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经过与孟什维克的斗争，终于在１９０８年１２月下旬召开。列宁曾在

会议上就“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作报告，会议根据这个报告通过

了列宁提出的决议。列宁所拟《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草

案》以及列宁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其他文献共１０件收进了本卷。

这次代表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重申了党早已提出的最近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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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说明了布尔什维克策略的正确性，弄清了党内危机的根源及

其消除办法，解决了关于党的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的相互关系，论

证了利用杜马讲坛的必要性并给杜马党团的活动作出了正确指

示。列宁在代表会议后所写的《走上大路》一文指出，代表会议把党

引上了大路，显然是反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

转折点。列宁《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会》的信件也评述了

这次代表会议。列宁在信中抗议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

报》对代表会议的决议的歪曲。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以及在代表

会议之前和之后，在反对取消派的同时，也反对召回派。产生于布

尔什维克中的召回派死板地搬用已不适合新的历史情况的陈旧口

号，要求取消党的合法组织，召回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列宁称召

回主义为“改头换面的孟什维主义”，即取消主义。他在《关于两封

来信》、《关于〈论迫切问题〉一文》和《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等

文章中揭露召回派的“革命性”和“左倾”是对党要进行的艰难复杂

的工作无能为力、对党在反动统治时期所遇到的困难惊慌失措的

一种表现。列宁说，召回主义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而是拙劣的政治

上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的最恶毒的

政敌才想得出来的。列宁在以上文章中把最后通牒派同召回派相

提并论，最后通牒派仅仅在形式上不同于召回派。

本卷中的《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

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英国和德国工人的和平示威》、《巴尔干

和波斯的事变》等文评述了国际政治形势。列宁指出欧洲列强结成

反革命联盟来对付亚洲的日益增长的民主运动的事实。他列举了

波斯、土耳其、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反民族压迫、反殖民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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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他把殖民地、附属国争取解放的斗争看作国际革命运动的一

部分。他也提到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他认为：在中国，反对中世纪

制度的革命运动也强有力地开展起来了；中国的旧式的造反在新

思潮的影响下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中国的革命运动已

经使参加殖民掠夺的人惶惶不安，他们竟帮助中国的反动政权镇

压革命者，他们也在为自己的那些和中国接壤的亚洲属地的安全

担心。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应该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面前揭露欧洲

各国政府的反动性，揭露这些政府由于害怕它们国内的无产阶级

的斗争而充当对付亚洲革命的宪兵。列宁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斗争

目标是：打倒任何形式的殖民政策，打倒一切干涉政策，打倒资本

家争夺他国领土、他国居民、新的特权、新的市场、海峡等等的政

策。在这些文章中，列宁注意到了日益增长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各

国人民的反战斗争。列宁援引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的

一个论点：战争导源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列宁说，争夺殖民地的斗

争、商业利益上的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战争的主要原因

之一。有人说什么，既然军国主义是资本的产儿，而且将和资本同

归于尽，那就用不着专门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了。列宁认为，专

门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不仅在原则上得到了证明，而且也有了重

要的历史经验。讨论各国无产阶级和社会党人共同起来防止资产

阶级政府的政策可能造成的国际冲突和殖民冲突的问题，是１９０８

年１０月１１日（公历）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议程之一。列宁

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载入本卷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一文，是列宁对这次会议议程内

容所作的报道。

本卷前面所载《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是列宁批判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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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会主义者的理论和策略的文章中重要的一篇，是列宁写给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而编印的《卡尔·马克思（１８１８—

１８８３）》文集的。列宁写道，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

步都得经过战斗。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

中的传播和扎根，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更加频繁、

更加剧烈。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官方科学的斗争中显得愈加

生气勃勃。它在那些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联系而且主要是在无产

阶级中间流传的学说中远不是一下子就居统治地位的，它在其存

在的头５０年中一直同那些与它敌对的理论进行斗争，它在其创立

后的第二个５０年（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起）一开始就同它内部的一

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伯恩施坦派进行斗争。曾经是正统派马

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提出修正主义。列宁揭示了修正主义对马

克思主义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即阶级斗争学说）方面的基本

原理所作的修正。他精辟地概括了修正主义的特征：“临时应付，迁

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

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

修正主义的政策。”（见本卷第１７页）列宁说，伯恩施坦的“运动就

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

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列宁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

象，它的阶级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广泛存在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当然会不断地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列宁

预见到，１９世纪末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是向着

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

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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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入本卷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列宁评论

托尔斯泰的一系列文章中的头一篇，是为纪念这位伟大作家８０诞

辰而写的。这篇文章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这个角度去分析托

尔斯泰的作品。列宁认为，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

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

流的作品。他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

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

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但

与此同时，却疯狂地宣传“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他以最清醒的现实

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而另一方面，却鼓吹宗教，力求让有道德

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他不理解工人运动及其在争取社

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不理解俄国的革命。列宁认为托尔斯

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是１９世纪最后３０多年俄国

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托尔斯泰是俄国千百万农民在

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时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他表现了

俄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特点。列宁说明，托尔斯泰的思

想是反映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矛盾条件的一面镜

子，是俄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

本卷后面所载《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和《各阶级和各政

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两文说明，列宁在“反动时期”非常注意宗

教问题。在反动时期，复活宗教的活动日益猖獗，反动派指望利用

宗教宣传诱使人民群众脱离革命斗争。因此，列宁对宗教问题的研

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以马克

思主义为基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马克思的名言是马克思

主义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态度。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所有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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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会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

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同宗教作斗争。但列宁指出，同宗教作斗争

不应该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消灭产生宗

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联系起来；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论应该

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列宁重述恩格斯的教导，要求工人政

党耐心地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

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因为对宗教作战和禁止宗教存在，只会使宗

教加强并妨碍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列宁也对社会民主党“宣布宗

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一政治策略所受到的机会主义歪曲进行了揭

露。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对于社会

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

事情。列宁指出，党要用党纲的精神教育信仰上帝的工人党员，但

反对任何侮辱他们宗教信念的行为。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

当成为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斗争的思想领袖，它不仅反对陈腐

的、官方的宗教，还反对任何革新宗教、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种方式

建立宗教的尝试。列宁批判了阿·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造神说”。

“造神说”鼓吹创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宗教，企图把马克思主

义和宗教调和起来。列宁说，卢那察尔斯基的“社会主义是宗教”这

一论点是离开社会主义而转到宗教的一种方式。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１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１２篇，其

中，除《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提纲》和《〈俄国的目前形势〉报告的

要点》两篇外，都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１９０８年８月中央全会和

同年１２月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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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上 直 路
１

（１９０８年３月１９日〔４月１日〕）

  第二届杜马２的被解散和１９０７年的六三政变
３
，是我国革命史

上的转折点，是我国革命发展中的一个特定时期或曲折时期的开

端。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从俄国阶级力量的总的对比和这场未完

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角度谈过这个曲折时期的意义。现在，

我们想谈谈在革命发生这个转折以后我们党的工作状况。

反动的六三政变已经过去半年多了，毫无疑问，在改变发生后

的头半年，所有的革命组织，包括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在内，都大大

衰落和削弱了。动摇、涣散和瓦解，是这半年总的特征。当然，情况

也只能是这样，因为在直接的阶级斗争停顿状态下反动势力的极

大加强和暂时胜利，不能不引起革命政党的危机。

现在已经有很多十分明显的迹象证明，这一危机已经停止，最

坏的时期已经度过，正确的道路已经呈现，党正在重新走上直路：

坚定不移地领导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就拿党的危机的一个很有特点的现象来说吧！这个现象当然

远不是最深刻的，但是非常突出。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脱党。今年２

月出版的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４第１号，提供了很多可以说明党内

生活的材料（其中大部分我们都转载了），非常突出地描述了这种

脱党现象。有一篇来自库列巴基工厂（中部工业区弗拉基米尔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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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的通讯报道说：“最近由于缺少知识分子工作人员，专区党

组织已经灭亡了。”来自乌拉尔的通讯报道说：“我们的思想力量正

象雪一样地在融化。”“那些根本不愿参加秘密组织……而只是在

高潮时期，在很多地方真正有自由的时期才加入党的人，都离开了

我们的党组织。”中央机关报的《论组织问题》一文在总结这些（以

及其他未刊登的）报道的时候写道：“大家知道，最近知识分子大批

地开小差。”

但是，党摆脱了半无产者、半小市民的知识分子，就使那些在

无产阶级群众进行英勇斗争的时期聚集起来的新的纯粹无产阶级

的力量重新活跃起来。我们上面引用的那篇通讯所说的那个陷于

绝境、甚至完全“灭亡了”的库列巴基组织，现在已经复活了。那篇

通讯写道：“分散在整个专区的大量的工人党组织，虽然多半没有

知识分子，没有出版物，甚至同党的中央机关没有任何联系，但是

它们都不愿意灭亡…… 参加组织的人数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

了…… 没有知识分子，最有觉悟的工人不得不自己来进行宣传

工作。”总的结论是，“在很多地方，由于知识分子脱党，重要的工作

落到先进工人的手里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号第２８版）。

要在另外的即所谓阶级的基础上改组党组织，当然是件困难

的事情，做起来一定会发生摇摆。然而，最难走的是头一步，而这一

步已经走了。党已经走上了直路：由工人当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来

领导工人群众。

工会和合作社的工作起初是摸索前进行的，现在已经有了头

绪，具备了固定的形式。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工会和合作社

的两个决议，就是受到日益发展的地方工作的启示而写出来的。在

一切非党的组织内建立党支部；这些支部本着无产阶级的战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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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精神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精神进行领导；“从无党性到有党

性”（《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号第２８版），——这就是这里的工人

运动也已经走上的道路。偏僻的省城明斯克的一个党组织的通讯

员报道说：“革命情绪比较高的工人离开了它们〈被当局破坏得不

成样子的合法工会〉，他们愈来愈赞同成立秘密工会。”

完全不同的方面的工作，即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工作，也是

沿着这种“从无党性到有党性”的方向发展的。这听起来当然很奇

怪，但这是事实：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议会代表的工作提到

党的高度，就象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按照党的方式”在合作社内进

行工作一样。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是按照假造民意的选举

法选举出来的，是从头两届杜马期间遭到迫害后人数锐减的那些

保留了合法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选举出来的，因此，在开始的时

候他们实际上必然会更象非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象真正的

党员。

这很可悲，但这是事实，在一个同农奴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

本主义国家里，在公开的工人政党总共才存在了两年的情况下，事

情恐怕也只能是这样。不仅非党的知识分子，还有“无头派”５社会

民主主义化的知识分子，象苍蝇廉集在盛蜜的盘子上一样聚集在

杜马党团周围，都想根据这种事实来制定自己的策略——建立不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但是这些可敬的伯恩施坦派６的努力好象是落

空了！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工作好象也开始有了起色。我们不

作预测，不会闭上眼睛不看，在我国条件下比较象样地进行社会民

主党的议会工作还要花多大力气。我们要指出的是，中央机关报第

１号刊载了党对杜马党团的批评和中央委员会关于杜马党团比较

正确的工作方针的明确决议。我们决不认为中央机关报上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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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把一切缺点都谈到了，譬如，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既不应该

投粟赞成把收到的土地税首先交给地方自治机关，也不应该投票

赞成以不高的价格收买贫苦农民租用的城市土地（见中央机关报

第１号第３６版）。但是比较起来，这些都是次要问题。基本的和最

主要的问题是，从我们一切工作中已经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杜马

党团正在变为真正的党组织；也就是说，不管需要花多少气力，不

管在这条道路上还有多少的考验、动摇、局部的危机以及私人的冲

突等等，党是一定会达到这一目的的。

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即真正党的工作大有起色的征象

之一，就是秘密出版物有所增加这一明显的事实。中央机关报写

道：“乌拉尔出版了八种报纸，克里木出版了两种，敖德萨出版了一

种，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很快也要出版报纸；彼得堡、高加索和一些

民族组织的出版工作也有相当的规模。”尽管警察设置了重重障

碍，除国外的两个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之外，在俄国也出版了中央机

关报。中部工业区的区域局机关报《工人旗帜报》７正在筹办中。

从上面谈的一切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社会民主党坚决走上的

道路。坚强的秘密的党的中央机关，经常出版的秘密出版物，而更

主要的是工人当中同群众有直接联系的先进分子所领导的地方党

支部，尤其是工厂的党支部，——这就是我们赖以建立起革命的社

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不可动摇的坚强核心的基础。这个秘密的

核心将会通过杜马和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团体等空前地无限广

阔地伸展自己的触角，扩大自己的影响。

初看起来，党的工作的这种体制和德国人在非常法８时期

（１８７８—１８９０年）建立的体制十分相似。德国工人运动在资产阶级

革命以后走了３０年（１８４８—１８７８年）的那条道路，俄国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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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三年（１９０５年底—１９０８年）。但是，表面虽然相似，却有极大的

内在区别。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的３０年中间，彻底完成

了这一革命的客观上必然的任务。通过６０年代初的立宪议会，通

过统一了大部分德意志邦国的王朝战争，通过利用普选建立帝国

的活动，这一革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俄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取得第一次巨大胜利和遭到第一次巨大失败以后不满三年的期

间，不但没有完成这一革命的任务，反而第一次使广大的无产阶级

和农民群众认识了这些任务。在这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立宪幻想

和对黑帮沙皇制度的自由派奴才的民主性的信念都破灭了。

由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未实现，危机是不可避

免的。纯粹经济的、专门财政的、国内政治的以及国外的一些事件、

情况和变动都会使这一危机尖锐化。无产阶级的党，既已走上了一

条建立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秘密组织的直路，拥有比过去数量更多、

种类更多的合法和半合法地传播影响的工具，一定能比１９０５年

１０月和１２月更有决战的准备，去迎接这一危机。

载于１９０８年３月１９日（４月１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２６号 第１７卷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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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革命的“本性”

（１９０８年３月２６日〔４月８日〕）

  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９，——立宪民主党的

《言语报》１０在它不久以前的一篇社论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国

反革命自由派的正式机关报这个宝贵的自供是必须特别着重指出

的，因为这里涉及到俄国革命的本性问题。布尔什维主义对农民资

产阶级革命的“本性”的基本观点，就是这个革命只有反对动摇的、

不稳定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可以

始终坚持说，事变已经十分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观点。

１９０６年初第一届杜马１１召开以前，司徒卢威先生写道：“杜马

中的农民将成为立宪民主党人。”这在当时是一个自由派的大胆断

言，他还想把庄稼汉从幼稚的君主派改造成为反对派的拥护者。当

时，官僚的机关报，维特先生的走狗们的报纸《俄罗斯国家报》１２担

保说，“乡巴佬会来搭救的”，就是说，广大的农民代表对专制制度

有利。这种看法在当时（已经过去很久了！有整整两年了！）非常流

行，甚至从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１３上的发言中也可以

清楚地听到类似的调子。

但是，第一届杜马就使这些君主派的幻想和自由派的幻想完

全破灭了。最愚昧的、不开展的、政治上无知的、没有参加政党的庄

稼汉，竟比立宪民主党人１４左得不可比拟。立宪民主党人同“劳动

６



派
１５
精神”和劳动派政策的斗争，是头两届杜马期间自由派“活动”

的主要内容。第二届杜马被解散以后，司徒卢威先生（反革命自由

派中的先进人物）对劳动派进行了激愤的批评，宣布对农民的“激

进知识分子”领袖进行十字军讨伐，从而表明了自由派的彻底破

产。１６

自由派经过两届杜马的试验彻底失败了：他们没有能“使庄稼

汉驯服”。他们没有能使庄稼汉谦逊一些，肯于让步，愿意同地主专

制制度妥协。资产阶级的律师、教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废物这些自

由派未能“适应”“劳动派”的庄稼汉。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落

在劳动派后面。因此，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的全部历史意义可以

概括如下：自由派已经彻底证明自己是反革命的，不能领导农民革

命；农民还没有完全懂得，只有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

革命的共和的道路，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自由派的破产意味着地主反动派的胜利。自由派被地主反动

派吓倒，受到他们的轻视和侮辱，成为斯托雷平立宪滑稽剧中的农

奴制帮凶，因此现在，有时由于想到过去而伤心落泪。当然，同劳动

派精神作斗争是艰苦的，非常艰苦的。但是……不管怎样……一旦

这种精神再次加强起来，我们还不能再一次取胜吗？那时，我们还

不能较成功地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吗？我们德高望重的名人彼·司

徒卢威不是在革命以前就写过，在两极的政党彼此进行尖锐斗争

的时候，中间的政党总能得利吗？

于是同劳动派斗得筋疲力尽的自由派就向反动派摊出一张劳

动派精神复活的王牌来！《言语报》的同一篇社论写道：“刚刚提交

国家杜马的右派农民的土地法案和司祭的土地法案表现了过去的

劳动派精神。正是劳动派精神，而不是立宪民主党的精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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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是农民提出的，４１个国家杜马代表签了名。另一个法案是司

祭提出的。前者比后者激进一些，就是后者在某些方面〈请听立宪

民主党的《言语报》是怎么说的！〉也把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革法案

远远抛在后面了。”自由派不得不承认，按照有名的六三选举法对

选民进行了多次筛选以后，这个事实所证明的（这一点我们以前已

经指出，见《无产者报》第２２号）就不是什么偶然性，而是俄国革命

的本性了①。

《言语报》写道，农民占有土地资产不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

“而是一种固定的制度”。立宪民主党人承认这一点，但又谦逊地闭

口不谈，他们自己为了迎合反动派，奉承反动派，在从第一届杜马

转到第二届杜马的时候，把关于土地资产的主张（即以某种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土地国有化）从自己的纲领中删去了，而赞成古

尔柯的土地完全私有的观点１７。

《言语报》写道，农民按公道的估价（就是说，按立宪民主党的

估价）购买土地，但是（这个“但是”真是意味深长！），估价要由“当

地的全体居民选出的”地方土地机关来作。

有些东西，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又不得不闭口不谈。他们不得

不绝口不提，这种全体居民的选举使人很快就联想到第一届和第

二届杜马的有名的“劳动派”法案，即通过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

的投票选出地方土地委员会的法案。他们不得不绝口不提，头两届

杜马的自由派如何卑鄙地反对这个从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唯一可

行的法案，如何可鄙地支吾搪塞，转弯抹角，希望不要把他们在自

己的报刊上，在《言语报》的社论（后来米留可夫的《斗争的一年》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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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了这篇社论）中，在库特列尔的草案和丘普罗夫的文章（立宪

民主党的《土地问题》文集第２卷）１９中说到的东西，在杜马讲坛上

全都说出来。那就是他们在自己的报刊上承认，按他们的意图，参

加地方土地委员会的代表应当是一半农民，一半地主，外加一名政

府代表作为第三者参加。换句话说，立宪民主党人把庄稼汉出卖给

了地主，处处保证地主占多数（地主加上地主专制政府的代表，总

是比农民占多数）。

我们完全了解，为什么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这些骗子不

得不绝们不提这一点。不过，他们以为工人和农民会忘记俄国革命

道路上这些最大的路标，这是枉费心机。

连司祭这些极端反动分子，这些政府特地豢养的黑帮极端反

动分子的土地法案也要比立宪民主党人的走在前面。连他们也谈

到了降低“人为拾高的”土地“价格”，谈到土地累进税，以及地块不

超过消费定额免交任何赋税。为什么农村的司祭这个官方正教的

巡官，要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偏向于农民方面呢？因为农村司祭不

能不同庄稼汉生活在一起，许多事情要依靠他们，甚至有时在神父

利用教会的土地经营小农业的情况下，还要当一当农民。农村的司

祭，不管他是哪个极端祖巴托夫式杜马的代表，都是要回农村的，

而要回农村，不管农村受到讨伐队和斯托雷平常驻军队怎样的清

洗，站在地主一边是回不去的。因此，把庄稼汉出卖给地主，这对最

反动的神父来说，比对有学问的律师和教授要难。

一点不错！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在农民的

俄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本性就是这样：只有农民起义取得胜利

（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种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才能不顾资产阶

级自由派内在的反革命性而把这个革命引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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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自由派或者是不相信劳动派糖神的力量（这是不可能

的，因为事实俱在），或者是打算再来一次政治欺诈。下面就是《言

语报》的结语中提出的这种欺诈的纲领：“只有认真地实际地提出

这类改革〈即“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土地改革〉，才能医好居

民的空想企图。”这段话应读作：斯托雷平先生阁下，尽管你到处布

满绞架，实行六三选举法，但并没有“医好”居民的“空想的劳动派

精神”。让我们再来试验一次：我们答应人民进行一次最广泛的民

主改革，实际上是用向地主赎买土地和地主在地方土地机关中占

优势的办法来把人民“医好”！

我们衷心感激米留可夫、司徒卢威先生之流这样热心“医治”

居民对和平立宪道路的“空想”信仰。他们正在医治，看来是会医好

的。

载于１９０８年３月２６日（４月８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２７号 第１７卷第９—１３页

０１ 论俄国革命的“本性”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２０

（１９０８年４月３日〔１６日〕以前）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

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

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

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

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

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方教授按官方意图讲授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是为了愚

弄那些出身于有产阶级的青年，为了“训练”他们去反对内外敌人，

关于这种科学和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这种科学对马克思主义连

听都不愿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无论是

借驳斥社会主义来猎取名利的青年学者，或者是死抱住各种陈腐

“体系”的遗教不放的龙钟老朽，都同样卖力地攻击马克思。马克思

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扎根，必然使

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而马克思

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却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

生气勃勃了。

就是在那些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联系而且主要在无产阶级中

间流传的学说中，马克思主义也远远不是一下子就巩固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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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在它存在的头半个世纪中（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

起）一直在同那些与它根本敌对的理论进行斗争。在４０年代前５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站在哲学唯心主义立场上的激进青年

黑格尔派２１。４０年代末，在经济学说方面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
２２

的斗争。５０年代完成了这个斗争，批判了在狂风暴雨的１８４８年显

露过头角的党派和学说。６０年代，斗争从一般的理论方面转移到

更接近于直接工人运动的方面：从国际中清除巴枯宁主义２３。７０年

代初在德国名噪一时的是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７０年伐末则是

实证论者杜林。但是他们两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都已经微不足道了。

马克思主义已经绝对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

到上一世纪９０年代，这一胜利大体上完成了。甚至在蒲鲁东

主义传统保持得最久的罗马语各国２４，工人政党实际上也把自己

的纲领和策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恢复起来的国际

工人运动组织，即定期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斗

争就立即在一切重大问题方面都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了。但

是，在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

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所表现的倾向就开始给自己另找出路。斗

争的形式和起因改变了，但是斗争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

的第二个５０年（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

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

这个派别因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而得名，因为伯

恩施坦叫嚣得最厉害，最完整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对马

克思学说的修改，即修正主义。甚至在俄国这样一个由于经济落

后，由于被农奴制残余所蹂躏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而非马克思主

义的社会主义自然会支持得最久的国家里，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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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也清清楚楚地在我们眼前转变成修正主义了。我们的社

会人民党人无论在土地问题上（全部土地地方公有化的纲领），或

者在纲领和策略的一般问题上，都不断地用对马克思学说的种种

“修正”来代替他们的自成系统而同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旧体系

的那些日益消亡、日趋没落的残余。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被击溃了。它已经不是站在自己

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共同基地上，作为修正主

义来继续斗争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究竟怎样。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

面跑。教授们“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

２５后面蹒跚而行。教授们重复神父们已经说过一千遍的、反对哲

学唯物主义的滥调，修正主义者就带着傲慢的微笑嘟哝着（同最新

出版的手册一字不差），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教授们轻蔑

地把黑格尔视作一条“死狗”①，耸肩鄙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

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修正

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

“简单的”（和平静的）“演进”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教授们拿他们那些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统治地位

的中世纪“哲学”（即神学），以酬报官家给的俸禄，修正主义者就向

他们靠拢，竭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是对现代国家来说而

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来说的“私人的事情”。

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正”的真正的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

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说自明的。我们仅仅指出，在国际社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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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

义者在这方面大肆散播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

坚决地着重指出这一点现在尤其必要，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

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上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

反动的哲学垃圾①。

谈到政治经济学，首先应当指出，修正主义者在这一方面所作

的“修正”更广泛详细得多，他们竭力用“经济发展的新材料”来影

响公众。他们说，集中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在农业方面根

本没有发生，而在商业和工业方面也进行得极其缓慢。他们说，现

在危机已经比较少见、比较微弱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大概会给资本

提供根本消除危机的可能。他们说，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的“崩

溃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阶级矛盾有减弱和缓和的趋势。最后他

们说，就连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不妨按照柏姆－巴维克的观点来

加以纠正。

在这些问题上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正象２０年前恩格斯同杜

林的论战一样，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思想有了颇见成效的

活跃。人们用事实和统计数字分析了修正主义者的论据，证明了修

正主义者一贯地粉饰现代小生产。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

大生产在技术方面和经营方面都比小生产占优势的事实，由无可

辩驳的材料证实了。但是在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要弱得多，而

现代的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通常都不大善于特别注意那些表明农

４１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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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愈来愈卷入世界经济交换的农业专业部门（有时甚至是专门的

作业）。在自然经济的废墟上，小生产是靠营养不断恶化，经常挨

饿，延长工作日，家畜质量及其饲养情况恶化，总之，是靠手工业生

产用来对抗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那些手段来维持的。科学和技

术每前进一步，都必不可免地、毫不留情地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内的

小生产的基础，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这一过程所表现

的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一切形式，是向小生产者证明，他们在资本主

义制度下不可能支持下去，农民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出路，

农民必须接受无产者的观点。从学术上来说，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

题上的毛病，是他们对一些片面抽出的事实作肤浅的概括，而没有

把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看；从政治上来说，他们的毛

病就是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势必号召农民或推动农民去接受业主

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是推动他们去接受革命无产者

的观点。

在危机论和崩溃论方面，修正主义的情况更糟。只有在极短促

的时间内，只有最近视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

下，想要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原理。现实很快就向修正主义者表明，

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各个危机

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

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卡特尔和托拉斯把生产联合起来了，但是大家

都看到，它们同时又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级的

生活更加没有保障，资本的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到

空前的程度。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清楚、特别广泛地表明资

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不管这是指一次次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还

是指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崩溃。不久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全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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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失业人数惊人的增加，更不用说有许多迹象预示快要到来的工

业危机，——这一切使大家都忘记了修正主义者不久以前的“理

论”，似乎连许多修正主义者自己也忘记了。但是这种知识分子的

不坚定性给工人阶级的教训，是不应当忘记的。

关于价值理论，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除了一些柏姆－巴维克

式的异常模糊的暗示和叹息，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根本没有拿出

什么东西来，所以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确实想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

斗争学说。他们说，政治自由、民主和普选权正在消灭阶级斗争的

根据，并且使《共产党宣言》里的工人没有祖国①这个旧原理变得

不正确了。他们说，在民主制度下，既然是“多数人的意志”起支配

作用，那就不能把国家看作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能拒绝同进步的

社会改良派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去反对反动派。

毫无疑义，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反对意见，是一个相当严整的观

点体系，即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观点体系。自由派总

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正在消灭阶级和阶级的划分，因为一切公

民都毫无差别地拥有投票的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１９世纪

下半叶的全部欧洲史和２０世纪初的全部俄国革命史，都很清楚地

表明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谬。在“民主制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下，经济

上的差别并没有缩小，而是日益扩大，日益加深。议会制度并没有

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不

断暴露这种本质。议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组织比先前积极参加政

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是这不会消除危机和政治

６１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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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只会在这种革命发生时使国内战争达到最激烈的程度。１８７１

年春天的巴黎事变和１９０５年冬天的俄国事变，已经再明显不过地

表明这种激烈的情况是必然要到来的。法国资产阶级连一秒钟都

没有犹豫，立刻就同全民族的敌人，同蹂躏其祖国的外国军队勾结

起来镇压无产阶级运动。谁不懂得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的辩证法会导致比先前更激烈地用群众的暴力

去解决争执，那他就永远不能在这种议会制度的基地上去进行坚

持原则的宣传鼓动工作，真正培养工人群众去胜利地参加这种“争

执”。在西欧同社会改良主义自由派、在俄国革命中同自由主义改

良派（立宪民主党）实行联合、妥协和联盟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表明

这种妥协只能模糊群众的意识，因为这种妥协不是提高，而是降低

群众斗争的真实意义，把正在斗争的人同最不能斗争、最动摇、最

容易叛变的人拴在一起。法国的米勒兰主义２６是在真正全国的广

大范围内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它给修正主义作了

一个使全世界无产阶级永远不会忘记的实际评价。

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

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

什么”，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

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

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

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

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

实质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

个稍微“新颖的”问题、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没有预见到的局势

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内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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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基本路线），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的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

正主义是国际现象。每一个稍有见识、稍有头脑的社会主义者都丝

毫不会怀疑：德国正统派和伯恩施坦派、法国盖得派和饶勒斯派

（现在尤其是布鲁斯派）２７、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独立工党
２８
、比利

时布鲁凯尔和王德威尔得、意大利整体派２９和改良派、俄国布尔什

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关系实质上到处都一样，虽然按所有这些国家

的现状来说，民族条件和历史因素极不相同。当前国际社会主义运

动内部的“分化”，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里现在实质上已经是按同

一条路线进行的，这表明比３０—４０年前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因

为那时在不同的国家里相互斗争的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

部的不同类型的倾向。现在在罗马语各国出现的“革命工团主

义”３０这种“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也趋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对它

加以“纠正”：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法国的拉葛德尔总是不求助于

过去被人误解的马克思学说，而求助于现在被人正确理解的马克

思学说。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分析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它还远不

如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那样成熟，还没有国际化，还没有经受过同

任何一国社会党的实际的大搏斗。因此，我们在这里只分析上述那

种“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

为什么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呢？为什么

它的根源比民族特点的差别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差别还要深

呢？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是有广泛的小

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

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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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许多“中间阶层”（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劳动以及适应大工业如自

行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

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十分自然，小

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会不断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十分自然，

情况只能如此，而且一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还

会如此，因为，那种认为必须在大多数人口“完全”无产阶级化以后

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目前我们往往只是

在思想领域经历的事情，即同理论上修正马克思学说的人进行的

争论，目前在实践上只是在工人运动某些局部问题上暴露出来的

事情，即同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在将

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

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将把

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决定群众的行动有最直接意义的几点上，将

迫使人们在斗争高潮中分清敌友，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给敌人以

决定性的打击。

１９世纪末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

小市民的种种动摇和弱点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

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载于１９０８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卡尔·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马克思（１８１８—１８８３）》文集 第１７卷第１５—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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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老路走去！

（１９０８年４月１６日〔２９日〕）

  对俄国革命，即对革命头三年如何估计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

上了。不弄清我国各政党的阶级本性，不分析各阶级在我国革命中

的利益和相互关系，在确定无产阶级的最近任务和策略方面是寸

步难行的。在本文中，我们正是打算为读者作一次这种分析的尝

试。

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３１第３号上，费·唐恩和格·普列

汉诺夫都发表了文章，一个对革命的结局作了系统的估计，另一个

就工人政党的策略作了总结。唐恩的估计可以归结为一点，即认为

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抱希望不能不是一种幻想。“无产阶级实

行新的、广泛的革命发动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

阶级的立场。”“在它〈新高潮〉的最初阶段，当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潮

还没有把城市小市民卷进去，而城市革命的发展还没有在农村燃

起烈火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面对面地作为两种主要的政治

力量出现。”

从这种“真理”中应当得出的策略方面的结论，费·唐恩显然

没有说完。他显然是不好意思写出那种自然而然地会从他的话里

得出的结论：向工人阶级推荐孟什维克的著名策略——支持资产

阶级（请回忆一下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对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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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号的支持、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全权杜马等等）。可是普列汉诺

夫替唐恩作了补充，他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３号上写了一

篇杂文，最后一句是：“如果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能

够避免半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所犯的这些错误

〈即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能力估计不足，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活

动的能力估计过高〉，那对俄国是一件好事！”

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唐恩和普列汉诺夫不是直言不讳地，而

是小心翼翼地企图证明孟什维克要无产阶级依赖立宪民主党人这

一政策是正确的。那我们就来仔细考察一下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

“理论根据”吧。

唐恩是这样论述的，他说“农民运动”是以“沿着资产阶级道路

和无产阶级道路成长和发展的城市革命”为转移的。因此，随着“城

市革命”的高潮而来的是农民运动的高潮，而随着城市革命的低

落，“被革命高潮压下去的农村内部的对抗又重新尖锐起来”，“政

府的土地政策、离间农民的政策等等开始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从这里就得出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那个结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将是新高潮最初阶段的主要政治力量。按照费·唐恩的意见，

“无产阶级应当而且可以利用这种状况来发展革命，使这种发展远

远超过革命新高潮的起点，并且造成以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为

标志〈原文如此！〉的社会彻底民主化”。

不难看出，发表这种议论完全是由于根本不懂得我国革命中

的土地问题，而且还说些“以解决”问题“为标志”的“彻底民主化”

这样廉价的空话，很拙劣地把这种无知掩盖起来。

费·唐恩认为，“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抱希望”，这在现在

和过去都是出于民粹派的偏见，是由于忘记了农村内部的对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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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运动的个人主义性质。这是大家早就知道的普通的孟什维克

观点。但是到目前为止，未必有谁象费·唐恩在我们所分析的文章

中这样清楚地展示出这些观点的荒谬绝伦。这位最可尊敬的政论

家竟然会没有觉察到，他认为是互相对立的两种“解决”土地问题

的办法都是符合“农民运动的个人主义性质”的！实际上，取得“一

定程度的成功”（照唐恩的说法）的斯托雷平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

在农民的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费·唐恩称

之为“根本的”、同“社会彻底民主化”相联系的另一种解决办法又

怎样呢？最可尊敬的唐恩是不是认为，这个办法不是建立在农民的

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呢？

不幸的是，唐恩用“以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为标志的社会彻底民

主化”这种空话来掩饰他的根本不善于思考。他象瞎子一样不知不

觉地偶然碰上两种客观上可能实现但是还没有被历史最终选定的

“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可是又不能明确地说明这两种解决办法

的性质和条件。

为什么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３２能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呢？

因为在我国农民中间，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已形成了农民资产

阶级和农民无产阶级这样两个敌对阶级。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能

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这样的胜利意味着什么？要是形势对斯托

雷平非常有利，这种胜利是可能的，它意味着土地问题在资产阶级

俄国的“解决”使地主和农民的全部土地的私有制得到彻底的（在

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巩固。这将是普鲁士式的“解决”办法，这种办

法确实能保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异常缓慢，要把政权长期

交给容克３３，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来说，比另一种客观上可能实现

的、也是资本主义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要痛苦一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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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恩不假思索，就把另一种解决办法称为“根本的”解决办法。

这种话没有什么价值，也没有丝毫意义。斯托雷平的解决办法也是

很根本的，因为它是在根本摧毁俄国的旧村社３４和旧土地制度。农

民解决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问题的办法同斯托雷平和立宪

民主党人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的真正差别在于：前者必然废除地

主土地私有制，而且很可能也废除农民土地私有制（农民份地这个

个别问题，我们暂且不去谈它，因为就是从我们目前的“地方公有

化的”土地纲领的观点来看，唐恩所有的议论也都是错误的）。

现在试问，第二种解决办法在客观上确实有可能实现吗？无疑

是可能的。这是一切有头脑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同意的，否则无产

阶级支持小私有者没收大地产的愿望，就是反动的诈骗行为在其

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写出支持

农民没收大地产的愿望的纲领。在俄国，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

什维克，都一致认为有支持这种愿望的必要。为什么？因为在俄国，

客观上有可能走另一条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一条不是“普鲁

士式的”，而是“美国式的”，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或容克的），而是

农民资产阶级的道路。

斯托雷平和立宪民主党人，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尼古拉二世

和彼得·司徒卢威彼此一致的地方是：必须通过保存地主土地所

有制的办法为资本主义“清洗”俄国腐朽的土地制度。他们分歧的

地方只是如何更好地保存这种所有制和保存到什么程度。

工人和农民，社会民主党人和民粹主义者（包括劳动派、人民

社会党人３５、社会革命党人
３６
）彼此一致的地方是：必须通过以暴力

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办法为资本主义“清洗”俄国腐朽的土地制

度。他们分歧的地方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解，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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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革命，即使是最根本的土地革命，不论是土地地方公有化，土地

国有化，土地社会化，或是土地分配，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民粹

主义者却不了解这一点，他们用关于平均制的庸俗而空想的词句

来粉饰他们争取农民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而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

演进的斗争。

费·唐恩之所以十分糊涂、十分愚蠢，是由于他根本不了解俄

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基础。他只看到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同小市民社会主义对目前革命中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经济内容

和经济意义这一问题有意见分歧，而“没有觉察到”在这种分歧后

面各种现实的社会力量为争取这种或那种客观上可能实现的资本

主义农业演进的道路而进行的斗争。而且他还用斯托雷平的“一定

程度的成功”和“以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为标志的社会彻底民主化”

这种词句来掩饰他的这种完全无知。

事实上，现在俄国的土地问题是这样的：斯托雷平的政策要取

得成功，就需要长期用暴力镇压和屠杀不愿意饿死、也不愿意流落

他乡的农民群众。历史上有过这类政策取得成功的例子。如果我

们说这种政策在俄国“不可能”取得成功，那这是民主派的空洞而

愚蠢的漂亮话。可能成功的！但是我们的任务是明确地向人民指

出，这种成功要用什么样的代价换取，我们应当全力争取另外一条

比较短、比较快的道路，即通过农民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

道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困难的，

是很困难的，但是革命是可能发生的，必须为实现这一革命而斗

争。三年的革命使我们和全体人民不仅懂得必须为实现这一革命

而斗争，而且懂得如何去斗争。不论孟什维克在支持立宪民主党人

这个政策上要什么“花招”，都不能使工人忘记这些革命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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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尽管群众进行了斗争，但是斯托雷平的政策还是长久地

维持下去而足以成功地实现“普鲁士式的”道路，那又怎么办呢？那

时俄国的土地制度将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土地制度，大农将几乎把

所有的份地都拿到自己手里，农业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农业，而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任何“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无论是根本的还是不

根本的，都是不能实现的。那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会直接和公

开地把任何“土地纲领”都抛掉，并且向群众说，工人已经做了所能

做的一切来保证俄国发展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容克式的资

本主义。工人现在号召你们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因为在按斯

托雷平的精神“解决”土地问题之后，任何其他能够真正改变农民

群众的经济生活条件的革命都不可能有了。

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即唐恩

在他用德文转述他的俄文文章３７时（《新时代》杂志第２７期）弄得

混乱不堪的问题，就是这样一种相互关系问题。

在俄国，就是实现了斯托雷平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农业发展道

路，资产阶级革命也还可能发生，甚至必然会发生。但是，在１８３０

年和１８４８年的法国革命这样的革命中，是谈不上“以根本解决土

地问题为标志的社会彻底民主化”的。或者确切些说，在这样的革

命中，只有小市民的冒牌社会主义者还会喋喋不休地嚷着要“解

决”（特别是“根本解决”）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解决了的

土地问题。

但是在俄国还远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这一点，不

仅我们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很清楚，不仅同情革命和希望革命

出现新高潮的人们很清楚，甚至那些彻头彻尾的、自觉的、肆无忌

惮的、反对革命的敌人和黑帮专制制度的朋友，如彼得·司徒卢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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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也是很清楚的。如果他“大哭大叫”，说我们需要俾斯麦，需要

把反动变成自上而下的革命，那么这正是因为司徒卢威在我国既

没有看到俾斯麦，也没有看到自上而下的革命。司徒卢威看到的，

是仅仅依靠斯托雷平的反动和成千的绞架决不能建立起地主资产

阶级的、巩固的、雇农的俄国。需要采取另外的办法，另一种类似解

决（哪怕是按照俾斯麦的方式）全国性的历史课题、类似统一德国、

类似实行普选制的办法。而斯托雷平只能把杜姆巴泽和里加博物

馆３８的英雄们统一起来！甚至不得不废除根据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１１日

法令３９制定的维特选举法！斯托雷平甚至不得不撒开那些对唐恩

所说的土地政策的“一定程度的成功”感到满意的农民，而从参加

第三届杜马的农民那里听取“劳动派的”要求！

当彼得·司徒卢威清楚地看到，我国没有、到现在还没有一个

准备就绪的、差强人意的、温和谨慎的、残缺不全的、经久不变的

“宪法”，他怎能不“哭叫”、不呻吟、不流泪呢？

司徒卢威很清楚他正在往哪里走。而费·唐恩在三年的革命

中却什么也没有学会，什么也没有忘掉。他仍然象瞎子一样，把无

产阶级拉去受司徒卢威先生们的庇护。他仍然嘟哝着那些反动的

孟什维克的话，说什么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够成为“主要

的政治力量”……那么反对谁呢，最可尊敬的先生？反对古契柯夫

吗？反对君主制吗？

费·唐恩用德文写的文章表明，他在这里给自由派脸上贴金

已经到了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甚至恬不知耻地对德国公

众说，城市小市民选了“进步的复选人”（即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第

三届杜马４０，而农民却选了百分之四十的反动的复选人！向斯托雷

平鼓掌的“进步的”米留可夫们和司徒卢威们万岁！唐恩们和米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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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夫们为了反对在第三届杜马中表现劳动派精神的“反动”农民而

结成的联盟万岁！

为了迎合那些反动的孟什维克理论，普列汉诺夫还伪造了恩

格斯的话。恩格斯说，马克思在１８４８年的策略是正确的，这个策

略，而且只有这个策略真正给了无产阶级以正确可靠的、永远不能

忘怀的教训。恩格斯说，虽然这个策略是唯一正确的策略，但是它

没有成功，原因是无产阶级的准备不够和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４１。

可是普列汉诺夫，好象是为了嘲弄恩格斯，好象是为了让伯恩施坦

们和斯特列尔佐夫们心花怒放，竟这样来解释恩格斯的话，说什么

他对马克思的策略感到“遗憾”！似乎他后来承认马克思的策略是

错误的，并且倾向于一种支持德国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

明天格·普列汉诺夫会不会又对我们说，恩格斯在谈到１８４９

年的起义时认为“不应当拿起武器”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教给无产阶级的是革命的策略，是把斗争推

进到最高形式的策略，是引导农民跟着无产阶级走，而不是引导无

产阶级跟着自由派叛徒走的策略。

载于１９０８年４月１６日（２９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２９号 第１７卷第２７—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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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

是否结成了联盟？

（１９０８年４月１６日〔２９日〕）

  ４月１日（１４日）《法兰克福报》４２登载的一份发自彼得堡的私

人电讯说：“十月党人４３、温和的右派、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和平革新

党４４从３月底起进行秘密谈判，讨论他们能否结成联盟的问题。计

划是由已经没有希望得到极右派支持的十月党人提出的。极右派

由于对杜姆巴泽问题的质询而特别不满意十月党人，他们打算同

反对派一起投票反对中派。这种做法会给杜马工作造成困难，因为

极右派和反对派联合起来共有２１７票，而中派和温和的右派共有

２２３票。第一次会议（讨论联盟问题）是在４月１２日（俄历３月３０

日）举行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３０个按比例选出的代理人。这次

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决定在下星期内再召开会议。”

这条消息的可靠程度如何，我们不知道。不管怎样，俄国报纸

的沉默并不是表示否认，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外国报纸的报道告诉

我国读者。

说秘密谈判正在进行，这是没有什么不可信的。从１９０５年１１

月司徒卢威拜访维特起，到１９０６年夏同特列波夫及其同伙进行幕

后谈判４５等等为止，立宪民主党人的全部政治历史都证明了他们

的策略的实质就是从后门投奔当权者。但是，即使这个关于谈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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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不可靠，那有一点也是不容怀疑的，就是在第三届杜马中，由

于立宪民主党人向右转，在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之间事实上

存在着心照不宣的联盟。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的许多次

投票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至于立宪民主党人发言的内容和他们

的政治行动的性质，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早在第三届杜马召开以前就说过，在第三届杜马中有两

个多数（见《无产者报》４６和１９０７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全国

代表会议４７的决议①）。我们当时就证明过，不愿承认这一事实（象

孟什维克那样），而且主要是不愿对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的多

数进行阶级分析，就等于让资产阶级自由派牵着走。

立宪民主党人的阶级本性暴露得愈来愈清楚了。现在事实迫

使那些在１９０６年不愿意看到这一点的人或者承认这一点，或者完

全滚到机会主义那里去。

载于１９０８年４月１６日（２９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２９号 第１７卷第３５—３６页

９２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是否结成了联盟？

①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１２９—１３８页。——编者注



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
４８

（１９０８年４月）

  现在俄国谁都不会再想照马克思的学说进行革命了。不久以

前，一家自由派的——甚至几乎是民主派的——甚至几乎是社会

民主党的（孟什维克的）报纸《首都邮报》，就是这样或者几乎就是

这样宣扬的。４９应当为这句名言的作者说句公道话：他们确实抓住

了在最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有点教养的小市民中间，也许还在许多

完全没有教养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普遍存在的对当前政治情绪

和对我国革命教训的态度的实质。

这句名言不仅反映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其坚持无产阶级的

革命使命的坚定信念的憎恨，对马克思主义支持广大群众的一切

革命运动、深入开展斗争并把斗争进行到底的无畏决心的憎恨。

不，不仅如此，这句名言还反映了对不久前刚刚在俄国革命的实践

中经过实际检验的斗争方法、活动方式和策略的憎恨。我国革命所

取得的一切胜利（确切些说，是一半的胜利、四分之一的胜利），完

全是而且仅仅是由于无产阶级率领非无产阶级的劳动居民群众进

行直接的革命冲击而取得的。一切失败都是由于这种冲击的削弱

造成的，都是由于回避这种冲击、指望不发生这种冲击、有时甚至

是干脆指望取消这种冲击（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而引起的。

现在，在反革命迫害猖獗的时期，小市民正在怯懦地巴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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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统治者，讨好称霸一时的新贵，抛弃以往的一切，竭力把它忘

掉，要自己和别人相信，现在俄国谁都不会再想照马克思的学说进

行革命，谁都不会再去考虑“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在其他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旧政权镇压起义人民而取得的实

际胜利也总是使广大的“有教养的”社会阶层灰心丧气，分崩离析。

而那些真正为自由而斗争、在真正的革命事件中起过一些显著作

用的资产阶级政党，却总是产生一些同现在俄国知识分子小市民

中普遍存在的幻想相反的幻想。这就是幻想“自由、平等和博爱”必

然会取得迅速的和彻底的胜利，幻想建立一个天下太平和人间幸

福的全人类的共和国，而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就是幻想在受过

君主制和中世纪制度压迫的人民中间没有阶级纠纷，幻想暴力手

段不能战胜“思想”，幻想过时的封建制度同新的自由民主的共和

制度（对这种制度的资产阶级性，人们还根本没有认识到，或者认

识极端模糊）截然对立。

因此，在反革命时期，探索到了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的无产阶级

代表人物不得不起来反对（如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５０年所做的

那样）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幻想，反对对革命传统和革命本质作唯心

主义的理解，反对用浮夸的空话来代替在特定阶级中间进行坚忍

不拔和严肃认真的工作①。我国的情况恰好相反。我们没有看到那

种使我们在新的变化了的情况下继续进行革命工作这一迫切任务

受到阻碍的原始共和主义幻想。我们没有遇到夸大共和国的作用，

把这个同封建制和君主制进行斗争所必需的口号变成全体被剥削

劳动者进行各种解放斗争的口号的现象。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同他

１３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第５３５—５４０页。——编者注



们一脉相承的、培育这类思想的集团只是一小撮人，三年革命风暴

时期（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促使他们成立了机会主义小市民的新政党

人民社会党，促使他们又一次加强了反对政治的暴动行为和无政

府主义活动，而不是广泛地迷恋于共和主义。

小市民的德国在１８４８年革命的第一次冲击后的第二天，就明

显地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幻想。小市民的俄国在１９０５

年革命冲击后的第二天，就明显地表现出而且日益表现出小资产

阶级机会主义的幻想，这种机会主义希望不经过斗争就达成妥协，

它害怕斗争，一遭到失败就急忙抛弃自己过去的东西，就以灰心、

沮丧和变节行为来毒化社会气氛。

显然，这种差别是社会制度不同和两个革命的历史背景不同

造成的。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居民群众同旧制度

的矛盾不那么尖锐。恰恰相反，我国农民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

进行的土地运动比１９世纪历次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运动，要强

大得多，明确得多，政治上自觉得多。问题在于，在欧洲构成革命民

主派核心的阶层，即城市行会手工业、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

级，在俄国却一定是转向反革命自由派的。同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

国际大军携手并进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自觉性，世世代代受农

奴主压迫而陷于绝境、要求没收地主土地的庄稼汉的坚决的革命

性，——就是这些因素使得俄国的自由派比欧洲的自由派更容易

投入反革命的怀抱。因此俄国工人阶级要担负起这样的重任：保持

知识分子和小市民急于抛弃的革命斗争传统，发扬和巩固这种转

统，把它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中去，把它带到必然到来的民

主运动的下一次高潮中去。

工人们自发地执行的正是这样一条路线。他们十分热情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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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伟大的十月斗争和十二月斗争。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只有通

过这种直接的革命斗争，他们的状况才会有所改变。现在他们所说

的，或者至少他们所感觉到的，就象一位织布工人在给他的工会机

关报的信中所写的一样：工厂主夺去了我们的胜利果实，工长仍旧

象过去一样嘲弄我们，你们等着吧，１９０５年还会来的。

你们等着吧，１９０５年还会来的。这就是工人的想法。对于工人

来说，这一年的斗争提供了怎么办的范例。对于知识分子和变节的

小市民来说，这是“疯狂的一年”，这是不该这么办的范例。对于无

产阶级来说，研究和批判地掌握革命经验，就是要学会更有效地运

用当时的斗争方法，使这种十月罢工斗争和十二月武装斗争更广

泛、更集中、更自觉地进行。对于支配着变节的知识分子的反革命

自由派来说，掌握革命经验，就是要永远避免“野蛮的”群众斗争

“幼稚地”突然爆发，而代之以建立在斯托雷平“立宪主义”基础上

的“先进的、文明的”立宪活动。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掌握和批判地检验革命经验。社会党

人和自由派在谈论。机会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谈论。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各种各样掌握革命经验的方法都不会

超出上述两种对立的掌握方法的范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明确

地提出问题：我们是应当掌握并且帮助群众掌握革命斗争的经验

以进行更顽强和更坚决的斗争呢，还是应当掌握立宪民主党人背

叛革命的“经验”并把它传授给群众呢？

卡尔·考茨基在他的基本理论著述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在

已经译成欧洲所有主要文字的名著《社会革命》的第２版里，作了

许多涉及俄国革命经验的补充和修改。第２版序言注明的日期是

１９０６年１０月，这就是说，作者掌握的材料不仅涉及１９０５年的“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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飙突进”，而且涉及我国革命的“立宪民主党时期”所发生的主要事

件，涉及全国（几乎全国）都迷恋于立宪民主党人的选举胜利和迷

恋于第一届杜马的时期。

在俄国革命的经验中，考茨基认为哪些问题是重大的和主要

的，或者至少是比较重要的，需要向一般研究“社会革命的形式和

武器”（考茨基著作第７节，即根据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经验增补的一节

的标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材料呢？

作者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能够在俄国革命中取得胜利、使俄国革命成为真正胜利

的革命的那些力量的阶级成分问题。

第二，俄国革命提供的、按革命力量的活动方向和攻击性质来

说都是最高级的群众斗争形式——十二月斗争，即武装起义的意

义问题。

任何一个多少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俄国革命事件的社会

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承认，这确实是在估计俄国

革命以及估计目前形势要求工人政党执行的策略方针方面的两个

主要的基本问题。如果我们不彻底弄清哪些阶级由于客观经济条

件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成为胜利的革命，那么我们所说的要

竭力把这一革命变成胜利的革命就是一句空话，就只是一种民主

主义的豪言壮语，我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就必然是无原则

的和摇摆不定的。

另一方面，要具体确定革命政党在目前全国性危机的风暴时

期的策略，只是指出哪些阶级能够按照胜利完成革命的精神来行

动显然是不够的。革命时期同所谓和平发展时期，同经济情况没

有引起严重危机、没有产生强大的群众性运动的时期的区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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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的斗争形式必然更加多种多样，而且群众的直接革命斗

争比领导人在议会、报刊上以及其他场合进行的宣传鼓动活动要

多得多。因此，我们在估计革命时期时，如果只限于肯定不同阶

级的行动方针，而不分析它们的斗争形式，那么我们的论断，从

科学方面说来，就是不全面的、不辩证的，从政治实践方面说来，

就会蜕化成死板的说教（附带说一句，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他论述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策略的著作中，十分之九都是满足于

这种说教的）。

如果要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

估计革命，就应当把革命当作一场处于某种客观条件下、以某种方

式活动以及多少成功地运用某些斗争形式的生气勃勃的社会力量

所进行的斗争。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当然也只有在这种基础上，

估计斗争的技术方面和它的技术问题才是完全合适的，而对马克

思主义者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承认一定的斗争形式而不承认学习

斗争技术的必要性，就等于我们承认需要参加某次选举而不重视

规定这次选举的技术问题的法律。

现在我们来谈谈考茨基对上面两个问题的回答。大家知道，这

两个问题在整个革命时期，即从１９０５年春天起（当时在伦敦举行

的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５０和同时在日

内瓦举行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５１都在明确的决议中规定了自己策

略的原则基础），到１９０７年春天举行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

敦代表大会５２时止，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长时期的热

烈争论。

对于第一个问题，考茨基作了如下的回答。他说，在西欧，无

产阶级包括大量的居民群众。因此民主派在日前欧洲的胜利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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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俄国，由于农民占大多数，就不会

有这种情况。当然，社会民主党在最近的〈德文是ａｂｓｅｈｂａｒ，即

看得见的，在视线内的〉将来也可能在俄国取得胜利，但是这种

胜利只有依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Ｋｏａｌｉｔｉｏｎ〉才能取得。”考

茨基甚至还说 ，这种胜利必然会有力地推动西欧的无产阶级革

命。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还不足以确定哪些力量能

够在这种革命中取得胜利。商业资产阶级或工商业资产阶级充当

主要动力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可能发生的，而且也发生过。这种革命

的胜利，作为上述资产阶级阶层对其敌人（如享有特权的贵族或无

限君主制）的胜利，是可能的。俄国的情况则不同。我国资产阶级

革命的胜利，要作为资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似乎令人难

以置信，但这是事实。农民占大多数，农民受半农奴制的大地产的

残酷压迫，已经组成社会主义政党的无产阶级有力量有自觉性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一

特点并不排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而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在

他们对考茨基的立场所作的最不成功的批评中却企图说明是排斥

的）。这一特点只是决定了我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质和为了在这

样的革命中取得胜利而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必要性。因为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是别的

什么东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种情况就是革命时期社会民主党内策略分歧的来源。只有

注意到这一点，才能理解各种局部的争论（关于支持立宪民主党人

的问题，关于左派联盟及其性质的问题等）和个别的冲突。布尔什

维克和孟什维克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意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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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的根源就在于这种基本的策略分歧，而决不是象一些不知内情

的人有时所想的那样，在于“战斗主义”或“抵制主义”。

必须十分注意研究这种分歧的根源，必须根据上述观点来分

析两届杜马和农民直接斗争的经验，这是应当始终坚持的。如果

我们现在不做这样的工作，那么在下一次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我

们在策略方面每走一步都会在党内引起旧的争论或引起派别冲突

有纠分。社会民主党对自由派和农民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应

当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来确定。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坚持原则的

无产阶级策略。顺便说一句，决不能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

盟”理解为无产阶级和农民两个不同的阶级或不同的政党的合并。

不要说是合并，就是达成任何长期的协议，都会危害工人阶级的

社会主义政党，削弱革命民主主义斗争。农民必然会在自由派资

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这是它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我

国革命在各个不同的斗争领域都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如抵制

维特杜马，选举，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劳动派等）。无产阶级

只有执行革命先锋队的绝对独立自主的政策，才能使农民同自由

派断绝关系，使他们摆脱自由派的影响，并在斗争过程中领导他

们，从而真正实现“联盟”，也就是实现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条

件下的联盟。只有无情地批评劳动派的弱点和动摇，而不是奉承

他们，只有宣传主张共和制的、革命的农民政党的思想，才能实

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以便战胜共同的敌人，而不是为了

拿联合和协议开玩笑。

我们所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质，决定了这个革命

不同于现代其他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又使这个革命接近于农民

曾起过显著革命作用的过去几次资产阶级大革命。在这方面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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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一篇思想十分深刻而

丰富的文章《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的英文版导言，恩格斯本人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载于《新时代》杂

志第１１年卷（１８９２—１８９３）第１册）中所写的一段话。恩格斯写道：

“很有意思的是：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革命〈１６世纪的德国宗教

改革和农民战争，１７世纪的英国革命和１８世纪的法国革命〉中，

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而在胜利后由于这一胜利的经济结果

而必然破产的阶级又恰恰是农民。克伦威尔之后１００年，英国的自

耕农（ｙｅｏｍａｎｒｙ）差不多完全绝迹了。无论如何，正是由于这种自

耕农和城市平民的参与，斗争才进行到底，查理一世才上了断头

台。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

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正如１７９３年在

法国和１８４８年在德国那样。这看来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

的规律之一。”恩格斯在同一篇文章的另一个地方指出，法国革命

是“第一次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完全被消灭而

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的起义”。①

俄国革命的进程明显地证实了恩格斯的这两点历史的观察或

概括。同时证实了，只有农民和无产阶级即“城市平民”的参与，才

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大大向前推进（在１６世纪的德国、１７世纪的英

国和１８世纪的法国，农民可以占据首要地位，但是在２０世纪的俄

国，这种关系无疑必须颠倒过来，因为没有无产阶级的主动精神和

领导，农民将一事无成）。证实了必须使革命远远超过直接的、最近

的、已经完全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目的，才能真正实现这些目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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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牢牢地巩固最起码的资产阶级成果。因此可以断定，象高加索的

孟什维克在１９０５年的决议中写的“为了不使资产阶级退出”，或者

象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说的为了得到“防止复辟的保障”，事

先就把革命仅仅局限在直接的资产阶级的和狭隘的资产阶级的范

围内，对于这种庸俗的做法恩格斯是会十分蔑视的！

另一个问题，关于对１９０５年十二月起义的估计问题，考茨基

在他的小册子的第２版序言中作了分析。他说：“我现在已经不能

象１９０２年那样肯定地断言，武装起义和街垒战在未来的革命中不

会起决定性作用。莫斯科巷战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说明不是这样，当

时为数很少的人在街垒战中同整整一支大军相持了一个星期，如

果不是其他城市的革命运动遭到失败，使敌人有可能派遣增援部

队，最后集中了庞大的优势兵力来对付武装起义者，他们是几乎就

会取得胜利的。当然，街垒战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只是因

为城市居民大力支持革命者，而军队的士气却十分低落。但是谁能

够肯定说，在西欧不可能发生这类情形呢？”

总之，当时起义过去差不多已有一年，已经用不着特意给战

士们直接鼓气了 ，但是象考茨基这样谨慎的研究家还是坚决地

肯定莫斯科起义是街垒战所取得的“一定的胜利”，并且认为必

须修改自己认为巷 战在未来革命中不可能起很大 作用这个总的

结论 。

１９０５年十二月斗争证明，在现代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的条件

下，武装起义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十二月斗争说明，整个国际工人

运动今后应当考虑到在最近的无产阶级革命中采取这二类战斗形

式的可能性。这就是从我国革命经验中真正得出的结论，这就是广

大群众应当吸取的教训。而普列汉诺夫对十二月起义所作的有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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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特拉特
５３
名声的评价是“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５４
，可见上述

结论和教训同他的这种论断的方向有多大的距离啊！普列汉诺夫

的这种估计引起了数不清的背叛性的评论！无数双龌龊的自由派

的手抓住了他，要把有害的思想和庸俗的妥协精神灌输给工人群

众！

普列汉诺夫的估计没有丝毫的历史真实性。马克思在巴黎公

社成立半年以前说过，起义是蠢举，然而后来却把这种“蠢举”估计

为１９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有多一千倍的理由使群众相信，十二月斗争是巴黎公社以后最必

要、最合理和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不管社会民主党内某些知识

分子怎么说和怎么抱怨，俄国工人阶级应当持有的正是这样的观

点。

考虑到这篇文章是给波兰同志写的，因此在这里作一点说明

也许是必要的。很遗憾，我不懂波兰文，了解到的一些波兰的情况，

只是道听途说。因此别人很容易驳倒我，说正是在波兰，整个党遭

到失败，是因为从事软弱的游击活动、恐怖活动和一连串的突然行

动，而且正是为了起义的传统和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共同斗争（所谓

波兰社会党“右派”５５）。很可能，从这一观点看来，波兰的情况和俄

国其他地方的情况确实有很大不同。我不能对这一点下判断。但

是我应当指出，除了波兰以外，我们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见过这种荒

谬的、会引起正当的反对和斗争的离开革命策略的现象。这里自然

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正是波兰在１９０５年１２月没有发生这样的群

众性武装斗争！可是这难道不正是因为在波兰，而且只是在波兰，

无政府主义那种“制造”革命的反常的荒谬策略曾经风行一时吗？

不正是因为那里的条件不容许开展哪怕是短暂的群众性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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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难道这样的斗争传统即十二月武装起义的传统有时不正是克

服（克服的办法不是靠陈腐庸俗的小市民说教，而是放弃无目的

的、无意义的、分散的暴力行动而采取有目的的、群众性的、为了广

泛推动和加紧直接的无产阶级斗争联系而进行的暴力行动）工人

政党内部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唯一有效手段吗？

对我国革命的估计问题决不只有理论意义，而且有最直接的

现实意义。我们的整个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现在同最广大的工人

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居民群众掌握伟大的三年的教训的过程有密切

联系。我们现在不能只是空洞地说（按波兰社会党“左派”５６第十

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根据现有材料目前还不能确定，我们面

临的究竟是革命爆发的道路，还是长期地、缓慢地小步前进的道

路。当然，现在世界上任何一种统计学都不能确定这一点。当然，

将来不论遇到多么严重的考验，我们都应当使我们的工作全都贯

彻总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和内容。但这还不是一切。停留在这一点

上，就意味着不善于给无产阶级政党以任何实际的指导。我们应当

直接提出并且切实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应当根据什么方针

来总结三年的革命经验呢？为了教育动摇不定和意志消沉的人，为

了揭露背叛和脱离社会主义的人，我们要大声公开地宣布：工人政

党认为，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１９０５年十月斗争和十二月斗争是

巴黎公社以后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只有发展这种形式的斗争，

才能保证未来革命取得胜利，这些斗争的榜样应当成为我们在教

育新一代战士的工作中的灯塔。

如果我们根据这一方针进行日常工作，而且记住，只是由于党

进行了多年的实实在在和坚定不移的准备工作，才保证了党在

１９０５年对无产阶级产生巨大影响，那么，我们一定能够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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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事态怎样发展，不管专制制度以什么速度崩溃，工人阶级都会

不断壮大起来，成为自觉的、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

载于１９０８年４月《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克拉科夫）第２期 第１７卷第３７—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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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

（１９０８年５月１０日〔２３日〕）

  今天本报《科学新闻》栏发表的一篇寄自俄国的通讯，值得读

者特别注意。通讯的作者所讲的事实，在我们的报纸快要出版时得

到了证实，因此应当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一个新的政治组织正在产生，社会运动正在出现某种新的转

折。一些想“比立宪民主党人左一些”、想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

人拉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聚集在一起，他们似乎模模糊糊

地意识到第三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反对派是一具腐烂的尸体，

必须撇开它“做点事情”。

事实就是这样。这些事实还很不明确，但是已经勾画出从革命

头三年的教训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

第一代立宪民主党人是在１９０５年夏天登上公开的革命舞台

的。他们支持了不到三年，还没有来得及开花就凋谢了。于是第二

代立宪民主党人就出来代替他们。这种替换有什么意义呢？它向

工人政党提出了哪些任务呢？

１９０４年，第一代立宪民主党人在宴会上大叫大嚷，搞地方自

治运动，他们在各阶级同专制制度之间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还很

不明确的时候，即在群众的公开斗争和各阶级的（而不是小集团

的）政策还没有确定这些关系的时候，反映了社会高潮的开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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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立宪民主党集合了资产阶级社会即所谓有教养的社会的各种

各样的分子，从宁要姜汁鲟鱼５７而不要宪法的地主一直到当职员

的、受雇的知识分子。立宪民主党人曾经准备在“历史上的政权”即

沙皇专制制度同正在斗争的工农群众之间进行调停。１９０５年夏天

的朝见沙皇，是卑躬屈节的开始，因为俄国自由派除卑躬屈节外就

不了解还有另外形式的调停了。从那时候起，确实在俄国革命的每

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中，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是以向专制政府和黑

帮地主匪帮的奴仆卑躬屈节来进行“调停”的。１９０５年８月，他们

反对抵制布里根杜马的革命策略。１９０５年１０月，他们分裂出了公

开反革命的十月党，同时派彼得·司徒卢威去拜见维特，鼓吹温和

谨慎。１９０５年１１月，他们谴责邮电职工的罢工，对士兵起义的“灾

祸”表示遗憾。１９０５年１２月，他们吓得偎依在社巴索夫的怀里，为

的是在第二天猛击（看来应当说是乱踢５８）“疯狂的自发势力”。

１９０６年初，他们竭力洗雪自己蒙受的“耻辱的”怀疑：似乎他们竟

会在国外进行宣传，反对借亿万外债来巩固专制制度。在第一届杜

马中，自由派空谈人民自由，同时又偷偷地从后门进去见特列波

夫，并反对劳动派和工人代表。他们发表了维堡宣言５９，企图一箭

射双雕，他们看风使舵，以致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解释自己的行为，

既能解释成支持革命，也能解释成反对革命。关于第二届和第三届

杜马，更没有什么可说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在这里已经把

自己的十月党人的本性暴露无遗了。

过了三年，立宪民主党人就“破产了”，要想重新活跃起来，就

得提出“比立宪民主党人左一些”的口号！第一代立宪民主党人已

经为人所不齿。由于彻底背叛人民自由，他们自己埋葬了自己。

但是，新换上来的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有没有沾染同样的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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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呢？在新组织周围吵闹得特别厉害的人民社会党人先生们，你们

这些“社会立宪民主党人”，是不是想再重复我们从三年的经验中

所知道的旧的演进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不应当用对未来的猜测来回答，而应当用对

过去的分析来回答。这一分析雄辩地证明，“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

克”即人民社会党人先生，在他们那个“美好的日子里”（例如在

第一届杜马时期）在曾经活动过的劳动派农民政治组织中，确切

些说，在他们的政治运动中，的确扮演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角色。请

回忆一下人民社会“党”（小集团？）在俄国革命中的主要历史事

实吧。他们在“解放社”６０接受了洗礼。在１９０５年１２月的社会革

命党代表大会上，他们这些老是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

之间摇来摆去的人，主张采取一种荒谬的、暧昧的立场，希望同

社会革命党人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十月的自由的日子里，他

们同社会革命党人合办政治报纸。在第一届杜马时期也是一样：玩

弄“高超的”外交手腕，“巧妙地”掩饰分歧，蒙蔽世人的耳目！

在第一届杜马被解散、第二阶段起义遭到失败、斯维亚堡起义６１被

镇压下去以后，这班绅士就下定决心向右转。他们使自己的党

“合法化”，当然只是为了在报刊上合法地诋毁起义的主张，证明

积极宣传共和制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在第一届杜马中，他们在农

民代表面前战胜了社会革命党人，为自己的土地法案６２征得了１０４

人的签名，而在社会革命党人的法案６３上签名的只有３３人。农民

小业主要求土地国有化这种“清醒的”、资产阶级的愿望，吹散了

“社会化”的迷雾。我们看到，社会立宪民主党人要求的不是建立

农民的政治革命组织，不是建立起义的组织，而是玩弄合法化和

议会主义的把戏，保持狭隘的知识分子的小组习气。俄国农民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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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摆去，离开了立宪民主党人和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人民社会党

人，转向带有知识分子那种不坚定性的革命者社会革命党人，这

就证实了小农的两重地位，证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就不

能进行坚定的阶级斗争。

现在人民社会党人先生们又开始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搞在

一起”，而且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小傻瓜也拉来，这就

表明，这伙人在三年的革命中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他们说，经济要

求会使人们分离。他们希望在更迫切的要求即政治要求方面联合

起来。他们在革命进程中什么也没有弄明白，而俄国的革命同其他

国家的革命一样表明，只有群众斗争才有力量，然而群众斗争只有

以重大的经济改革为目标才能开展。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再追随左派立宪民主党人，这已

经不是新闻了。在彼得堡进行第二届杜马选举时，情况就是如此。

在前者对待立宪民主党内阁和全权杜马问题上，在后者对待同人

民社会党人秘密结盟的问题上，情况也是如此。很明显，小市民知

识分子的“如醉如痴的思慕心情”，即寄身于自由派资产阶级卵翼

之下的思慕心情，是有其深刻根源的。

当然，这种思慕心情照例要用所谓利用新的高潮和新的力量

配置等等的花言巧语来掩盖。

是啊，先生们，我们也赞成利用……尸体，不过不是为了使它

“复活”，而是用来肥田，不是为了姑息陈腐的理论和庸人的情绪，

而是为了让它去担任“恶魔的辩护人”６４的角色。我们将利用人民

社会党人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个新的绝妙的例子来教育人

民，教他们不该这么办，教他们避免立宪民主党人的变节和小市民

的萎靡不振。我们将密切注视这个新生的怪胎（只要不是死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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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和发育，并时刻提醒大家，在现代的俄国，一切类似的胚胎只

要不是死胎，都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标志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群

众性斗争的前奏。“解放社”又在复活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说，

上层人物已经开始嗅出什么来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说，开了

头就会有继续，在知识分子忙乱一阵之后，就会有无产阶级的斗

争。

我们要趁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登上舞台的机会，教育人民学

习斗争，学习只是在斗争中并且只是同进行革命斗争的农民群众

建立革命的联系。

载于１９０８年５月１０日（２３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３０号 第１７卷第５２—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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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
６５

（１９０８年６月１８日〔７月１日〕）

  本文的任务是概略地叙述一下俄国农业中的全部社会经济关

系。这样的文章不可能具有专门研究的性质。它应当总结马克思

主义的研究情况，指出我国农业经济的每个比较重大的特征在俄

国国民经济整个结构中的地位，描绘出俄国土地关系的总的发展

方向，揭示出这样或那样决定这种发展的阶级力量。因此我们将从

这个观点出发考察俄国的土地占有情况，接着再考察地主经济和

农民经济，最后对１９世纪我国的演进引起了什么后果和它给２０

世纪留下了哪些任务这两个问题作出一般性的结论。

一

我们可以根据１９０５年最新的土地统计资料（中央统计委员会

于１９０７年在圣彼得堡出版）６６来叙述１９世纪末欧俄的土地占有情

况。

根据这次调查的数字，欧俄的土地共有３９５２０万俄亩，可以分

为三大类：

８４



第一类 私有土地 １０１７０万俄亩……………………………………
第二类 份地 １３８８０万俄亩…………………………………………
第三类 官地及其他土地 １５４７０万俄亩……………………………

欧俄共计 ３９５２０万俄亩………………………
必须指出，我国的统计机关把北部边远地区阿尔汉格尔斯克、

奥洛涅茨和沃洛格达三省的一亿多俄亩土地列入官地。既然我们

谈的是欧俄实际农业用土地，那就应当把很大一部分官地除外。我

在自己那部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的著作

（这一著作在１９０７年底就写好了，但是由于某些不取决于作者的

原因，该书迟迟没有出版）中，推算出欧俄实际农业用土地约为

２８０００万俄亩①。这里包括的官地不是１５０００万俄亩，而仅仅是

３９５０万俄亩。因此在欧俄，除了地主和农民的地产，剩下的土地不

到总面积的１７。６７的土地掌握在两个对抗阶级的手中。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在等级上也彼此不同的阶级的土地占

有情况，因为大部分私有主土地是贵族的土地，份地是农民的土

地。在１０１７０万俄亩私有主土地中，１５８０万俄亩属于村团和协作

社，其余８５９０万俄亩都属于个人所有。请看个人所有的土地在

１９０５年和１８７７年按等级分配的情况：［见第５０页表格。——编

者注］

由此可见，俄国的个人所有者主要是贵族。他们占有大量的土

地。但是发展的趋势是贵族占有的土地日益减少。土地占有的无

等级性不断飞速增长。在１８７７—１９０５年期间，“其他等级”占有的

土地增加得最快（２８年增加了７倍），其次是农民（增加了１倍

多）。因此从农民中日益分化出一些转变成土地私有主的社会成

９４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

①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１８７页。——编者注



１９０５年 １８７７年
１９０５年的增（＋）
减（－）情况

占有者的等级
土地数
（单位百
万俄亩）

％
土地数
（单位百
万俄亩）

％
土地数
（单位百
万俄亩）

％

贵族 ５３．２……………  ６１．９  ７３．１ ７９．９  －１９．９ －２８．５６

僧侣 ０．３……………… ０．４ ０．２ ０．２ ＋０．１ ＋７４．００

商人和荣誉公民６７１２．９ １５．０ ９．８ １０．７ ＋３．１ ＋３０．００

小市民 ３．８…………… ４．４ １．９ ２．１ ＋１．９ ＋８５．００

农民 １３．２…………… １５．４ ５．８ ６．３ ＋７．４＋１２１．００

其他等级 ２．２………… ２．５ ０．３ ０．３ ＋１．９ ＋７０７．００

外国臣民 ０．３………… ０．４ ０．４ ０．５ －０．１ －３４．２１

 个人所有者共计８５．９ １００．０ ９１．５１００．０ －５．６ －８．２５

分。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以后我们在分析农民经济时，应当揭示

出产生这种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现在必须确切地肯定，俄国土地

私有制的发展就是由等级性转向无等级性的。到１９世纪末，贵族

的封建地产或农奴制地产仍然占私有地产的绝大部分，但是发展

的趋势显然是造成资产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从侍卫、世袭领主、官

宦及其他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私有地产正在减少。直接用钱买进的

私有地产正在增加。土地权力在削减，货币的权力在增长。土地日

益进入商业周转。我们在后面的叙述中将会看到，进入商业周转的

规模比仅仅从土地占有情况的材料中所看到的要大好多倍。

在１９世纪末的俄国，“土地权力”，即农奴主－地主的中世纪

土地占有制的权力还大到什么程度，这从私有地产按大小划分的

材料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来。我们所使用的资料特别详细地列

出了大私有地产的数字。按私有地产大小划分的一般情况如下：

０５ 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



农 户 类 别 户 数
共有土地
（单位俄亩）

平均每户有地
（单位俄亩）

 １０俄亩和不满１０俄亩 ４０９８６４……… １６２５２２６     ３．９

 １０—  ５０俄亩 ２０９１１９……………… ４８９１０３１ ２３．４

 ５０— ５００俄亩 １０６０６５……………… １７３２６４９５ １６３．３

５００— ２０００俄亩 ２１７４８………………… ２０５９０７０８ ９４７

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俄亩 ５３８６………………… ２０６０２１０９ ３８２５

超过１００００俄亩 ６９９……………………… ２０７９８５０４ ２９７５４

    超过５００俄亩者共计   ２７８３３  ６１９９１３２１    ２２２７

        欧俄总计    ７５２８８１  ８５８３４０７３    １１４

由此可见，在全部私有地产中，小地产是微不足道的。占总数

６７的土地占有者，即７５３０００个土地占有者中的６１９０００个，一共

只有６５０万俄亩土地。而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占地极广的大地产：

７００个私有主平均每人占有３万俄亩土地。这７００个人占有的土

地比６０万个小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还要多两倍。因此，大地产一般

说来是俄国土地私有制的一个特点。我们把５００俄亩以上的地产

单独列出来，就可以看到２８０００个私有主占有６２００万俄亩土地，

平均每人２２２７俄亩。这２８０００个人掌握着占总数３４的私有土

地。①按占有者的等级来说，这些大地产主要是贵族的。在２７８３３

项地产中，有１８１０２项，即差不多有２３的地产属于贵族，他们拥

有土地４４５０万俄亩，即占大地产所拥有全部土地的７０％以上。由

此可见，在１９世纪末的俄国，大量土地——而且大家知道，都是最

好的土地——仍然同以前（中世纪）一样，集中在享有特权的贵族

１５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

① 为了使正文不致因引文过多而凌乱，我在这里说明一下，大多数材料都是引自
上述那一著作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１９０８年圣彼得堡第２版。（见《列宁全
集》第２版第３卷。——编者注）



等级手中，集中在昨天的农奴主－地主手中。至于这些大地产用什

么方式经营，我们到下面再作详细叙述。这里只简单地提一下鲁巴

金先生在其文章中描述得很清楚的那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个个

高官显贵都出身于贵族大地产占有者。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份地占有情况。除了没有按地产多少划分

的１９０万俄亩土地，其余的１３６９０万俄亩土地掌握在１２２５万个农

户手中，平均每户１１．１俄亩。但是，份地的分配也是不均衡的：差

不多有一半份地，即在１３７００万俄亩份地中有６４００万俄亩掌握在

２１０万个土地多的农户手中，这些农户占农户总数的１６。

欧俄份地分配的综合材料如下：

农户类别 户 数
共有土地
（单位俄亩）

平均每户有地
（单位俄亩）

不满５俄亩 ２８５７６５０…………………… ９０３０３３３ ３．１

５—８俄亩 ３３１７６０１…………………… ２１７０６５５０ ６．５

８俄亩以下的共计 ６１７５２５１ ３０７３６８８３ ４．９

８—１５俄亩 ３９３２４８５………………… ４２１８２９２３ １０．７

１５—３０俄亩 １５５１９０４……………… ３１２７１９２２ ２０．１

超过３０俄亩 ６１７７１５………………… ３２６９５５１０ ５２．９

     欧俄总计      １２２７７３５５ １３６８８７２３８   １１．１

这样看来，一半以上的份地农户，即１２３０万户中有６２０万户，

每户不到８俄亩土地。就全国平均水平来看，这点份地是绝对不

能维持全家生活的。为了判断这些农户的经济状况，我们来看一

下军马调查（这是唯一定期而正规的全国性统计）的一般数字。在

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期间，欧俄４８省（即除去顿河州和阿尔汉格尔斯克

省）共有１１１１２２８７个农户。其中无马的有３２４２４６２户，占总数

２９．２％。有１匹马的有３３６１７７８户，占总数３０．３％。在俄国，无

２５ 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



马农民是怎么回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当然，这里我们讲的是

总的情况，而不是讲的城市近郊的牛奶业以及烟草业等带有某种

特殊性的地区）。大家也知道只有１匹马的农民的贫困状况。６００

万户就是意味着２４００—３０００万居民。而所有这些居民都是赤贫

者，他们只有微不足道的一小块份地，靠这点份地维持不了生活，

只能饿死。假定一个农户至少要有１５俄亩土地才能勉强维持生

活，那么就有１０００万个农户达不到这个水平，他们一共只有７２９０

万俄亩土地。

其次，必须指出份地占有情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农民之

间，份地分配方面的不均衡现象远没有私有主土地分配方面那么

严重。但是在份地农民中存在着很多其他方面的差异、区别和界

限。这是许多世纪以来在历史上形成的各类农民之间的差异。为

了清楚地说明这些界限，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欧俄总计的材料。

１９０５年的统计材料把农民分为如下主要几类：前土地占有者农

民，平均每户有份地６．７俄亩；前国家农民，平均每户有１２．５俄

亩；前皇族农民，平均每户有９．５俄亩；移民，平均每户有２０．２俄

亩；世袭租地户６８，平均每户有３．１俄亩；列泽希
６９
，平均每户有５．３

俄亩；巴什基尔人和新巴什基尔人７０，平均每户有２８．３俄亩；波罗

的海沿岸的农民，平均每户有３６．９俄亩；哥萨克，平均每户有５２．

７俄亩。由此可以看出，农民的份地占有制是纯粹的中世纪制度。

农奴制至今还存在着，表现在农民之间保留下来的许多界限中。各

类农民的差别不仅表现在土地的数量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赎金的

多少、赎买的条件以及土地占有的性质等等方面。如果我们撇开整

个俄国总计的材料而来看看一个省份的材料，我们就会看到，所有

这些界限意味着什么。现在就拿萨拉托夫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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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一看。这里除了上面我们所说的那些全国共同的类别以外，地

方调查人员又把农民分成如下几类：有赐地的农民、完全私有农

民、有村社地产的国家农民、有切特维尔梯地产的国家农民、原属

地主的国家农民租种官地的农民、常住私有农民、移居农民、脱离

农奴籍的农民、免交代役租的农民、自由耕作农、前工厂农民等

等７１。这种中世纪的区分甚至细到同一个村庄的农民也分为完全

不同的两类，如“前某某老爷的农民”和“前某某太太的农民”。我国

自由主义民粹派营垒中的著作家们不会用发展的观点来看俄国的

经济关系，看不到农奴制度正在被资产阶级制度所代替，因此他们

通常都忽视这一事实。实际上，如果不充分估价这个事实的全部意

义，就根本不能理解１９世纪俄国的历史，特别是它的直接后果，即

俄国２０世纪初的事件。一个交换不断扩大和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

国家，如果它的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处处受到中世纪关系的阻碍

和干扰，那它就不能不经受各种各样的危机。著名的村社（关于村

社的意义，后面我们还要谈到）防止不了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事实

上它起了中世纪界限的作用，使农民分隔开来，把农民牢牢地束缚

在小联合体中或束缚在失去任何“存在意义”的类别中。

在给欧俄的土地占有情况作结论以前，还应当指出问题的另

一方面。无论是关于“３万个上层”地主和几百万个农户的土地数

量的材料，或者是关于农民地产方面的中世纪界限的材料，都不足

以估计出至今还保存着的农奴制残余究竟把我国农民“压迫”、压

制和压抑到什么程度。第一，在所谓１８６１年大改革７２的那次地主

对农民的剥夺之后留给农民的份地，其质量要比地主的土地坏得

不可比拟。各地介绍和研究地方自治局统计材料的大量文献都证

实了这一点。在这方面，有大批的确凿材料证明，农民土地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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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产量低于地主的土地；谁都承认，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首先是

份地的质量低劣，其次才是耕种不得法和贫穷的农民经济存在许

多缺陷。第二，在１８６１年地主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时，他们

给农民土地所划的地界，往往使农民最后陷入了“自己的”地主所

设的陷阱。俄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文献记载了极其奇怪的、异常独

特的、世界上少见的地主经济的经营方式，从而丰富了政治经济学

这门科学。这就是靠割地来经营的经济。１８６１年农民得到“解放”，

离开了他们的经济所必需的饮马场、牧场等等。农民的土地象楔子

一样被嵌在地主的土地中间，这样地主老爷就可以得到一种非常

可靠的（而且是非常光明正大的）收入，就是以践踏庄稼等等名义

对农民处以罚金。“连放鸡的地方也没有”，这是农民说出的令人伤

心的真情，这种“受绞刑者的幽默”比任何长篇引证都更好地说出

了统计数字所表达不出的农民在土地占有方面的特征。不用说，这

种特征无论就其渊源来说，或者就其对于地主经济的组织方式的

影响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农奴制。

现在我们来对欧俄的土地占有情况作一个总结。上面我们分

别说明了地主土地占有和农民土地占有的情况。现在我们应当来

看一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我们就根据前面引用过的欧俄土

地资产（２８０００万俄亩），考察一下所有这些土地在各类土地占有

者之间的分配情况。至于有哪几类土地占有者，后面我们要作详细

的叙述。现在我们稍微提前一点，暂且把土地占有者分为几大类。

我们把占有１５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户列为第一类，这是受农奴制剥

削的破产农民。第二类是中等农民，占有１５—２０俄亩土地。第三

类是富裕农民（农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地产，占有２０—５００俄

亩土地。第四类是农奴制大地产，占有５００俄亩以上的土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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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农民的地产和地主的地产按这几类算在一起，并采用只计整

数① 的大致的算法（我在上述著作中提出了详细数字），这样１９世

纪末俄国的土地占有情况如下：

１９世纪末欧俄的土地占有情况

户数
（单位百万）

共有土地
（单位百
万俄亩）

平 均
每户有地
（单位俄亩）

（一）受农奴制剥削的破产农民 １０．５……… ７５．０   ７．０

（二）中等农民 １．０…………………………… １５．０ １５．０

（三）农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地产 １．５…… ７０．０ ４６．７

（四）农奴制大地产 ０．０３…………………… ７０．０ ２３３３

共  计  １３．０３ ２３０．０ １７．６

未按地产大小分类的土地……………… ５０．０

总  计  １３．０３ ２８０．０ ２１．４

我再说一遍：对上述四类土地占有情况从经济上所作的说明

是正确的，这在下面的叙述中会得到证明。如果这个表格（它实质

上只能是一个大致的表格）的个别地方受到了批评，那我们请读者

留心注意，不要让人在批评细节的幌子下偷偷地否定事情的实质。

事情的实质就是：俄国土地占有的两极，一个是１０５０万农户（大约

包括５０００万人口），他们占有７５００万俄亩土地，另一个是３万家

（大约包括１５万人口），他们竟占有７０００万俄亩土地。

为了把土地占有问题告一段落，现在我们需要越出欧俄本部

的范围，大致地来考察一下垦殖的意义。为了使读者对俄罗斯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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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亩土地。



（芬兰除外）整个土地情况有一些了解，我们利用一下梅尔特瓦戈

先生的材料。为了醒目起见，我们把这个材料列成一个表，并加进

１８９７年人口调查的数字。

波兰王国

 １０省……
伏尔加河以
 西３８省…
伏尔加河
 以北以东
 １２省……
欧任５０省
 总计……
高加索……
西伯利亚…
中亚细亚…
亚俄总计…
俄罗斯帝国
 总计……

土地总数 其  中 其中农业用地 １８９７年的人口

单位

千平方

俄里

单位

百万

俄亩

无统计
材料的
土地 

有统计
材料的
土地 

耕地 草地林地 总计

单位百万俄亩 单位百万俄亩

总  计

（单位千）

每一
平方
俄里
人口

１１１．６

１７５５．６

２４７４．９

４２３０．５
４１１．７
１０９６６．１
３１４１．６
１４５１９．４

１８８６１．５

１１．６

１８３．０

２５８．０

４４１．０
４２．９
１１４２．６
３２７．３
１５１２．８

１９６５．４

－

－

－

－
２２．１
６３９．７
１５７．４
８１９．２

８１９．２

１１．６

１８３．０

２５８．０

４４１．０
２０．８
５０２．９
１６９．９
６９３．６

１１４６．２

７．４

９３．６

２２．３

１１５．９
６．５
４．３
０．９
１１．７

１３５．０

０．９

１８．７

７．１

２５．８
２．２
３．９
１．６
７．７

３４．４

２．５

３４．０

１３２．０

１６６．０
２．５
１２１．０
８．０
１３１．５

３００．０

１０．８

１４６．３

１６１．４

３０７．７
１１．２
１２９．２
１０．５
１５０．９

４６９．４

９４０２．２

－

－

９３４４２．９
９２８９．４
５７５８．８
７７４６．７
－

１２５６４０．０

８４．３

－

－

２２．１
２２．６
０．５
２．５
－

６．７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对俄国的边疆地区了解

得还很少。当然，认为向边疆地区移民就可以“解决”俄国内地的土

地问题的想法是极端荒谬的。毫无疑问，只有那些招摇撞骗的人才

能提出这样的“解决”办法，我们在上面指出的那种欧俄旧的大地

产同欧俄新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条件之间的矛盾，应当通过在欧俄

内部而不是在欧俄以外进行某种变革来“解决”。问题不在于用移

民的办法使农民摆脱农奴制，而在于除了中部地区的土地问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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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垦殖地区的土地问题。问题不在于用垦殖问题来掩盖欧俄

的危机，而在于指出农奴制大地产对中部地区和边疆地区都发生

极有害的影响。俄国垦殖事业的障碍是俄国中部地区的农奴制残

余。不在欧俄进行土地变革，不使农民摆脱农奴制大地产的压迫，

就不能开发并管理好俄国的垦殖事业。这种管理不应当是官僚化

的“关心”移民工作，也不应当是自由主义民粹派营垒中那些著作

家爱讲的“组织移民工作”，而应当是要铲除使俄国农民世世代代

受大地产占有者盘剥而变得愚昧、闭塞和野蛮的那些条件。

梅尔特瓦戈先生在他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合写的《俄国有多

少土地，我们怎样使用？》（１９０７年莫斯科版）这本小册子中正确地

指出，经营水平的提高会使不宜耕作的土地变成可耕地。贝尔院士

和格尔梅尔先院士这两位专家在１８４５年曾经写道，塔夫利达草原

“由于气候的原因和水源不足，将永远是最贫瘠最不宜耕作的土

地！！”７３当时塔夫利达省的居民生产了１８０万俄石谷物。６０年以

后，人口增加了１倍，而谷物的产量是１７６０万俄石，差不多增加了

９倍。

梅尔特瓦戈先生的这一论断非常正确，非常重要，只是他忘记

了一点：新罗西亚的垦殖事业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条件是俄国中

部地区农奴制的崩溃。只是由于中部地区实行了变革，才得以向南

部迅速地、广泛地、美国式地移民，使南部工业化（关于１８６１年以

后俄国南部的美国式的发展，人们已经谈得非常多了）。因此现在

只有在欧俄实行变革，只有彻底铲除那里的农奴制残余，把农民从

中世纪大地产中解放出来，才能够真正开辟垦殖的新时代。

同中部地区的土地问题相比，俄国的垦殖问题是一个从属性

的问题。１９世纪末，我们面临着这样一种抉择：要么坚决地消灭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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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自古已有的”省份中的农奴制，这样，我国边疆地区的垦殖事业

就保证可以获得迅速的、广泛的、美国式的发展；要么把中部地区

的土地问题拖下去，这样，生产力的发展就必然长期停滞不前，农

奴制传统在垦殖事业方面也必然会保存下来。在前一种情况下，经

营农业的将是自由的农场主；在后一种情况下，经营农业的将是受

盘剥的农民和靠割地“经营的”地主。

二

我们现在来谈谈地主经济组织。大家知道，这种组织的基本特

征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自由雇佣”）同工役制度结合在一起。什么

是工役制度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看一看农奴制度下的地主经济组织。大

家知道，从法律上、行政上和生活上来看农奴制是怎么一回事。但

是很少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农奴制度下，地主同农民的经济关

系的实质是什么。当时地主把土地分给农民，有时还贷给农民其他

生产资料，如林地、牲畜等等。这种把地主土地分给农奴的做法，究

竟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拿适用于现代关系的话来说，当时的份地就

是一种工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用货币付给工人工资的。

资本家的利润是以货币形式实现的。在工厂里，必要劳动和剩余劳

动（即维持工人生活的劳动和无偿地给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

动）结合为一个劳动过程，结合为一个工作日，等等。徭役经济则是

另外一种情况。它同奴隶经济一样，也有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但

是这两种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农奴三天替地主干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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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为自己干活。替地主干活，他是在地主的土地上干活，或者说为

地主生产粮食。为自己干活，他是在份地上干活，给自己和自己的

家庭取得为地主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粮食。

因此，农奴制经济或徭役制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相同

的方面，这就是在两种经济制度下，劳动者都只得到必要劳动的产

品，而把剩余劳动的产品无偿地交给生产资料所有者。然而农奴制

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以下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农奴制经济

是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则是货币经济。第二，农奴制经济的剥

削手段是把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分给他们土地；资本主义经济的

剥削手段则是把劳动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奴主－地主要得到

收入（即剩余产品），就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有拥有份地、农具和牲

畜的农民。无地、无马、无家产的农民，是不宜于农奴制剥削的。资

本家要得到收入（即利润），就必须有恰恰是无地、无家产而不得不

在劳动的自由市场上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第三，拥有份地的农民

必须对地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农民既然占有土地，如不实行强

制，他是不会去为东家干活的。于是这种经济形式就产生了“超经

济的强制”、农奴制、法律上的依附关系、没有充分的权利等等。相

反，“理想的”资本主义就是在自由市场上最充分的契约（私有者和

无产者之间的契约）自由。

只有弄清楚农奴制经济或徭役经济的这种经济实质，我们才

能够懂得工役制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工役制是徭役制的直接残余，

是从徭役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工役制的实质就是农民用自己的

农具和牲畜耕种地主的土地，从而得到一部分货币报酬和一部分

实物报酬（如土地、割地、牧场、冬季贷款等）。大家都知道的对分制

经营方式就是一种变相的工役制。工役制地主经济需要拥有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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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这些农民要有哪怕是最坏的牲畜和农具；还需要使农民迫

于穷困而去受盘剥。工役制的必然伴侣是盘剥制，而不是自由雇

佣。在实行工役制的情况下，地主不是作为掌握货币和全部劳动工

具的资本家企业主出现的，而是作为高利贷者出现的，他们利用邻

近农民的穷困，以非常低廉的价钱购买农民的劳动。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农业司的材料，这些

材料不会有对土地占有者老爷们怀有恶意的任何嫌疑。《……农场

中的自由雇佣劳动……》（《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

资料》１８９２年圣彼得堡版第５编）这部著名的著作，提供了中部黑

土地带８年（１８８３—１８９１年）的资料：农民用自己的农具和牲畜包

种一俄亩秋播作物的平均酬金为６卢布。该书又指出，如果按自由

雇佣来计算一下同样活计的工价，那么单是徒手劳动就可以获得

６卢布１９戈比，马工还不包括在内；而马工酬金不可能少于４卢

布５０戈比（上引书第４５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１４１页①）。

这样说来，自由雇佣的价格是１０卢布６９戈比，工役制的价格则是

６卢布。既然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正常的、一般的，

那应该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盘剥”、“高利贷”、“重利盘剥”等等

字眼只是描述了契约的形式和性质，并没有说明它的经济实质。农

民怎么能够长期地干价值１０卢布６９戈比的活而只领取６卢布

呢？农民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的份地弥补了他家庭的一部分

开支，因而使工资能够低于“自由雇佣”的标准。农民所以不得不这

样做，正是由于贫瘠的份地使他无法依靠自己的经济维持生活，只

好依附邻近的地主。显然，只有把这种现象看作是资本主义排挤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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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才是“正常的”。这是因为这些情况必然

会使农民遭到破产，缓慢地然而是无疑地变为无产者。

现在再看一下萨拉托夫县性质相同的、但稍稍完备一些的材

料。这里耕种一俄亩土地（包括收割、运送和脱粒在内），如果是订

冬季包工合同并预付工资８０—１００％，那平均价格为９．６卢布。如

果是以工役换取租地，为９．４卢布。如果是自由雇佣，则为１７．５卢

布！每俄亩地的收割和运送工作的价格，如果是工役制，为３．８卢

布，如果是自由雇佣，则为８．５卢布，如此等等。这些数字，每一个

都包含着农民遭受无穷无尽的困苦、盘剥和破产的长篇倾诉。每一

个数字都证明，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农奴制剥削和徭役制残余是多么

严重地存在着。

工役制度的普遍程度很难加以估计。一般情形是，在地主经济

中，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被用于各种农

活。极少一部分土地是由雇佣工人用地主的农具和牲畜来耕种的。

大部分土地则是按对分制或工役制租给农民耕种的。我们从考夫

曼先生那部搜集了许多有关私有主经济的最新资料的详尽著作①

中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图拉省（１８９７—１８９８年的资料）：“地主依然

采用旧三圃制……远地由农民分种”；地主的土地种得最糟。库尔

斯克省：“……把土地按俄亩分给农民耕种，租金很高，因而有利可

图……结果导致地力衰竭。”沃罗涅日省：……中小地主“大都是全

靠农民用自己的农具和牲畜耕种土地，或者是把自己的土地租出

去……大多数农户的耕作方法没有任何改善”。

这些评语告诉我们，安年斯基先生在《收成……的影响》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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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欧俄各省工役制度占优势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的概括说

明，完全适用于１９世纪末。现在我们把这个说明列成下表：

省 份 数 目 私 有 主 的
播种总面积

黑土地带 非黑土地带 总计 （单位千俄亩）

一、资本主义制度占优

  势的省份 ………… ９ １０ １９ ７４０７

二、混合制度占优势的

  省份 ……………… ３ ４ ７ ２２２２

三、工役制度占优势的

  省份 ……………… １２ ５ １７ ６２８１

共 计 ２４ １９ ４３ １５９１０

由此可见，工役制在黑土地带占绝对优势，但在本表所包括的

４３个省份中居次要地位。然而列入第一类的（资本主义制度）恰恰

是那些对中部农业区来说并不典型的地区：波罗的海沿岸各省，西

南各省（甜菜区），南部各省和两个首都所在省。在这里指出这一点

是很重要的。

至于工役制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考夫曼先

生的著作所搜集的材料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说明。书中写道：“毫

无疑问，小农租佃和对分制是农业进步的最大障碍之一……”在波

尔塔瓦省农业概述中多次指出，“佃户把地种得很差，播下的种子

不好，地里杂草丛生”。

在莫吉廖夫省（１８９８年），“由于对分制经营存在种种弊病，经

营方面的任何改进都受到阻碍”。“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农业之所

以根本谈不上什么革新和改进”，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存在着粮垛

租７４。考夫曼先生在第５１７页上写道：“我们的材料给我们提供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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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显的事实，证明甚至在同一田庄范围内，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

已经采用比较完善的新耕作制度，而在出租的土地上却仍然保持

着过时的旧经营方式。”譬如，在租地上，还保持着三圃制，有时甚

至根本不施粪肥，而在农庄耕地上，已经采用了多圃轮作制。对分

制妨碍牧草的种植，限制肥料的施用，阻挠改良农具的推广。这一

切的后果明显地表现在有关产量的数字上。例如，辛比尔斯克省有

一个大地产，农庄耕地每俄亩黑麦的产量是９０普特，小麦是６０普

特，燕麦是７４普特，而对分制土地则是５８——２８——５０普特。下

面是一个县（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县）的综合材料：

每俄亩黑麦产量（单位普特）

私  有  主  土  地

土地类别 份地
农庄
耕地

对分制
土 地

租地

一 …………………… ６２ ７４ — ４４

二 …………………… ５５ ６３ ４９ —

三 …………………… ５１ ６０ ５０ ４２

四 …………………… ４８ ６９ ５１ ５１

  各类平均 ……… ５４① ６６ ５０ ４５①

由此可见，凡是以农奴制方式（对分制和小块土地的租佃）耕

种的地主土地，产量都低于份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因为

它无可争辩地证明，俄国的农业所以落后，整个国民经济所以停滞

不前，俄国农民所以遭受世界上闻所未闻的屈辱，其主要的和基本

的原因就是存在着农奴制的直接残余——工役制度。只要还存在

农奴制大地产、农奴制传统和农奴制经济形式的压迫，不管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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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贷款，不管怎么样改良土壤，不管给农民什么样的“帮助”，不管

官僚和自由主义者喜欢采用什么样的“促进”措施，都不会产生任

何重大结果。相反，实行土地变革，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摧毁古老

的中世纪村社（譬如，实行土地国有化就可以摧毁村社，而且不是

使用警察手段和官吏手段），就一定可以为非常迅速的、真正广泛

的进步打下基础。对分制土地和出租的土地的产量如此之低，完全

是由“替老爷”干活这种制度造成的。同样是现在这些农民，如果他

们能不再“替老爷”干活，那不仅这些土地的产量可以提高，而且仅

仅由于消除了农奴制对经营的障碍，份地的产量也必然会提高。

当然，即使在现在的情况下，私有主经济也有一些资本主义的

进步，但是这种进步非常缓慢，而且必然使俄国长期遭受“野蛮的

地主”７５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统治之苦。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种进

步表现在什么地方，并且设法确定这种进步的某些一般的结果。

“农庄”耕地即按资本主义方式耕种的地主土地的产量高于农

民土地，这一情况说明了农业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这种进步是同

工役制度向自由雇佣制度的过渡分不开的。农民破产，失去耕马和

农具，日益无产阶级化，这一切迫使地主改用自己的农具和牲畜耕

种土地。农业中愈来愈多地使用机器，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结

果必然会使纯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得到发展。俄国从国外输入

农业机器，１８６９—１８７２年价值为７８８０００卢布，１８７３—１８８０年２９０

万卢布，１８８１—１８８８年４２０万卢布，１８８９—１８９６年３７０万卢布，

１９０２—１９０３年１５２０—２０６０万卢布。俄国生产的农业机器的产值

（根据相当粗略的工厂统计得出的大致数字），１８７６年是２３０万卢

布，１８９４年９４０万卢布，１９００—１９０３年１２１０万卢布。毫无疑义，这

些数字证明农业取得了进步，当然是取得了资本主义的进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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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样毫无疑义的是，这个进步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譬如美国）

所能达到的速度比起来，是非常缓慢的。根据１９００年６月１日的

调查，在美国，农场占有的土地为８３８６０万英亩，大约等于３２４００

万俄亩。农场有５７０万个，平均每个农场有１４６．２英亩（将近６０俄

亩）土地。在１９００年，为这些农场主生产的农具价值１５７７０万美元

（１８９０年是１４５３０万美元；１８８０年是６２１０万美元）①。相形之下，

俄国的数字则小得可怜，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我国的农奴制大地产

还非常强大。

关于地主和农民使用改良农具的比例，农业部在上一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曾进行过专门的调查。考夫曼先生详细地记述了这次调

查的资料，现将该资料总括于下表：

使用改良农具的百分比

区  域 地  主 农  民

中部农业区 ……………… ２０—５１ ８—２０

伏尔加河中游 …………… １８—６６ １４

新罗西亚 ………………… ５０—９１ ３３—６５

白俄罗斯 ………………… ５４—８６ １７—４１

拉多加湖沿岸 …………… ２４—４７ １—２１

莫斯科郊区 ……………… ２２—５１ １０—２６

工业区 …………………… ４—８ ２

  所有这些区域平均起来，地主是４２％，农民是２１％。

关于粪肥的使用情况，所有统计材料同样无可辩驳地证明，

“在这方面，地主经济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远远超过农民经济”

（考夫曼的书第５４４页）。不仅如此，在改革后的俄国，地主向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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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粪肥的现象相当普遍。这是农民极端贫困的结果。目前这种

现象正在减少。

最后，在关于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的农业技术水平问题的大

量而精确的统计材料中，还有关于牧草种植情况的统计材料（考夫

曼的书第５６１页）。其主要结论如下：

欧俄牧草播种面积

年 份 农  民 地  主

１８８１年 ４９８００俄亩………………… ４９１６００俄亩

１９０１年 ４９９０００俄亩………………… １０４６０００俄亩

  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之间所有这些差别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呢？关于这一点，现在只有产量的数字。整个欧俄在１８年（１８８３—

１９００年）中的平均产量如下（单位俄石）：

黑麦 冬小麦 春小麦 燕麦

地主 ６．０ …………… ５．７５ ５．０ ８．５

农民 ５．０ …………… ５．０ ４．２５ ７．０

差额 １６．７％………… １３．０％ １５．０％ １７．６％

  考夫曼先生完全正确地指出，这种差额“是很小的”（第５９２

页）。这里不仅要注意到１８６１年留给农民的是一些坏地，而且要注

意到全体农民的总平均数掩盖了（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巨大的差

别。

我们从对地主经济的考察中应当得出如下的一般结论。资本

主义正在这个领域内十分明显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徭役经济正在

被自由雇佣经济所代替。资本主义农业同工役制农业和小农农业

相比，在各方面都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它在技术上的进步。但是这种

进步对于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还是异常缓慢的。在１９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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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末的俄国，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同农奴制之间产生了极为尖锐

的矛盾。这种农奴制表现为地主贵族的大地产和工役经济制度，它

是经济演进的障碍，是俄国实际生活中产生压迫、野蛮和无穷无尽

的鞑靼方式的根源。

三

农民经济是俄国现代土地问题的中心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

明了农民土地占有情况。现在我们应当来考察一下农民经济的组

织情况，但不是从技术方面，而是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考察。

这里我们首先遇到了农民村社问题。论述这个问题的书刊极

其浩繁。我国社会思想界的民粹派就把自己世界观的基本点同这

种“平均”制度的民族特点联系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应当指

出的是，论述俄国土地村社的书刊经常把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即

耕作技术和生活方式方面同政治经济方面搅在一起，甚至往往混

为一谈。论述村社的大部分著作（如瓦·奥尔洛夫、特里罗果夫、凯

斯勒尔、瓦·沃·等人的著作）对问题的前一个方面非常注意，用

了很大篇幅，以致后一个方面被完全忽略了。其实这种做法是极其

错误的。俄国的土地关系同任何其他一个国家相比，无疑有它的独

特性，但即使两个公认的纯粹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农业生活方

式、土地关系史、土地占有和使用的形式等方面，也是有很大差别

的。使俄国土地村社问题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这样尖锐的性质，

使俄国社会思想界从１９世纪下半叶起分为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这两个主要派别的，决不是问题的耕作技术方面，也不是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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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方面。很可能，地方上的研究人员必须着重注意问题的这一方

面，以便全面地考虑农民生活方式的地方特点，反对官僚们无知

地、十分粗暴地制定种种烦琐的、浸透警察精神的规章制度。但是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因研究重分土地的各种形

式及其技术等问题而抹杀以下的问题：村社内部正在形成什么类

型的经济，这些类型正在怎样发展，雇用工人的人同受雇干粗活的

人之间、富裕农民同贫苦农民之间、改善经营并实行技术改良的人

同经济破产、抛弃家业、离乡背井的人之间的关系正在怎样形成。

无疑，我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人员（他们为研究俄国国民经济提供

了非常宝贵的材料）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在上一世纪８０年

代抛弃了官方的农民分类法，即按村社、份地、男性登记丁口７６或

实有丁口来分类，而采取了唯一科学的分类法，即按农户的经济实

力来分类。要注意，在人们研究俄国经济的兴趣特别浓的时候，甚

至象瓦·沃·先生这样一位在上述问题上“党性”很强的著作家都

衷心欢迎“新型的地方统计出版物”（这是瓦·沃·先生在１８８５年

《北方通报》杂志７７第３期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并声称：“必须使

数字资料不是同村或村社这种形形色色农民经济类别的聚合体联

系起来，而是同这些类别本身联系起来。”

我国村社的基本特点是土地平均使用制，民粹派认为这一点

使村社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把村社怎样达到土地使用平均制的

问题完全搁在一边，直接来看一看经济事实，看一看这种平均制的

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用确切的材料证明，欧俄全部份地的分配远

远不是平均的。在各类农民之间，在各村农民之间，甚至在属于同

一村庄的不同地主（“从前的地主”）的农民之间，份地的分配也根

本谈不上是平均的。只有在规模小的村社内，重分机构才在这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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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隔绝的小团体内建立起平均制。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地方自治

局关于各农户之间份地分配情况的统计材料。当然，这里我们不应

当按农户人口的多少和劳动力的多少来分类，而必须按农户的经

济实力（播种面积，役畜和奶牛的头数等等）来分类，因为小农业的

资本主义演进的全部实质，就是在宗法式团体内部形成并加剧财

产上的不平等，进而由单纯的不平等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关系。因

此，我们如果不去专门研究农民内部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差别，那我

们就会抹杀新的经济演进的一切特点。

我们先看一个典型的县份（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按户调查

资料，有详细的综合表，分县开列），然后再谈一下，我们把自己感

兴趣的结论推及于全俄农民有什么根据。材料引自《俄国资本主义

的发展》一书第２章①。

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全部都是村社农民土地占

有制，那里份地的分配情况如下：

每     户

男女人口
份   地
（单位俄亩）

不种地者 ３．５………………………… ９．８

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４．５……………… １２．９

种地 ５—１０俄亩者 ５．４…………… １７．４

种地１０—２０俄亩者 ６．７…………… ２１．８

种地２０—５０俄亩者 ７．９…………… ２８．８

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８．２…………… ４４．６

共  计 ５．５ １７．４

我们看到，随着农户经济实力的提高，家庭人口也绝对地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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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显然，家庭人口多是农民富裕的因素之一。这是无可争辩的。

问题只是在目前整个国民经济所处的状况下，这样的富裕将产生

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关系。至于份地，我们看到它的分配是不平均

的，虽然不太严重。农户愈富裕，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份地就愈多。最

低一类农户每人（不分男女）的份地不到３俄亩。其他各类农户分

别为：约３俄亩——３俄亩——约４俄亩——４俄亩。最高一类农

户，每人（不分男女）的份地在５俄亩以上。可见，家庭人口多和份

地多只是极少数农民富裕的基础，因为两类上等户只占农户总数

的１１０。农户数、人口和份地的分配三者的百分比如下：

占总数的百分比

农户类别 户数 男女人口 份地

不种地者 ………………… １０．２ ６．５ ５．７

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 ３０．３ ２４．８ ２２．６

种地５—１０俄亩者 ……… ２７．０ ２６．７ ２６．０

种地１０—２０俄亩者……… ２２．４ ２７．３ ２８．３

种地２０—５０俄亩者……… ９．４ １３．５ １５．５

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０．７ １．２ １．９

共  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份地分配的比例和我们所考虑

到的村社平均制的结果。各类农户的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和份地所

占的百分比相当接近。但是这里已经开始表现出各农户的经济实

力的影响：下等户土地占的比例小于人口占的比例，上等户土地占

的比例则大于人口占的比例。这不是个别的、一个县的现象，而是

全俄国的普遍现象。我在上述那部著作中，曾把俄国不同地区的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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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２１县的同类材料综合在一起。这些包括５０万农户的材料证明

各地的比例都是相同的。２０％的富裕户，人口占２６．１—３０．３％，份

地占２９．０—３６．７％。５０％的贫苦户，人口占３６．６—４４．７％，份地占

３３．０—３７．７％。份地的分配到处都存在着这种比例，同时到处都表

现出村社正在被农民资产阶级所控制；不合比例的现象在任何地

方都表现为上等农户多占。

因此，认为我们根据经济实力来研究农民的分类就会忽略村

社“平均制的”影响，那是极其错误的。恰恰相反，我们正是用精确

的材料对这种平均制的真正经济意义作了估计。我们正是指明这

种平均制扩展到了什么程度，整个重分制度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

即使这个制度可以使不同质量的土地和各种农业用地得到最理想

的分配，但有一个事实是不容争辩的，即富裕农户对贫苦农户的优

势也在份地分配方面表现出来。下面我们就会看到，非份地的分配

还要不平衡得多。

租佃在农民经济中的意义是大家都知道的。对土地的需要，在

租佃的基础上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盘剥关系。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农

民租佃土地其实往往就是地主经济的工役制度，就是地主老爷获

得劳动力的一种农奴制手段。所以，我国农民的租佃无疑具有农奴

制的意义。既然我国正在发生资本主义演进，我们就应该来专门研

究一下，在农民租佃中，有没有表现出和怎样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关

系的。为此也需要关于农民的各种经济类别的材料，而不是关于整

个村社和村庄的材料。例如，卡雷舍夫先生在《地方自治局统计总

结》中承认，在任何地方，实物地租（即不是货币地租，而是对分制

地租或工役地租）通常总要比货币地租高，而且高得多，有时甚至

高一倍；其次他承认，实物地租在最贫苦的农户中特别普遍。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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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一点的农民尽量用货币租种土地。“租地者尽可能用货币交纳

租金，以便减少使用他人土地的费用。”（上引卡雷舍夫的书第２６５

页）

这就是说，我国租佃具有农奴制特征，贫苦农民受害最严重。

富裕农民竭力摆脱中世纪的桎梏，能否摆脱要看他们是否有足够

量的货币。有货币就能够按照一般的市场价格用现钱租得土地。没

有货币就只好受盘剥，只好通过对分制或工役制以非常昂贵的价

格交纳地租。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役制的劳动价格要比自由雇佣

的劳动价格低多少倍。既然经济实力不同的农民租地的条件各不

相同，那我们显然不能够只按份地来划分农民（象卡雷舍夫经常做

的那样），因为这样分类会把经济实力不同的农户人为地混在一

起，把农村无产阶级同农民资产阶级混淆起来。

我们拿几乎全省都是村社的萨拉托夫省（全省有２４５５个村

社，其中２４３６个村社有公有土地）的卡梅申县的材料来作说明。各

类农户在租地方面的比例如下：

户主类别
户数的

百分数

每一份地农户平均有
份地     租地
（单位俄亩）

无役畜者 ………………… ２６．４ ５．４ ０．３

有１头役畜者 …………… ２０．３ ６．５ １．６

有２头役畜者 …………… １４．６ ８．５ ３．５

有３头役畜者 …………… ９．３ １０．１ ５．６

有４头役畜者 …………… ８．３ １２．５ ７．４

有５头以上役畜者 ……… ２１．１ １６．１ １６．６

共 计 １００．０ ９．３ ５．４

  份地的分配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即按人口平均计算，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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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占有的份地比贫苦户要多。租地分配的不平均比份地分配严重

几十倍。最高的一类农户的份地比最低的一类的多两倍（１６．１比

５．４）。而最高的一类农户的租地则比最低的一类的多５０倍（１６．６

比０．３）。可见，租地不但没有把农民之间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差别

拉平，反而几十倍地加深和加剧了这些差别。我们从民粹派经济学

家（瓦·沃·、尼·—逊、马雷斯、卡雷舍夫、维赫利亚耶夫及其他

等人）那里多次看到的相反的结论，是由以下错误造成的。那就是

他们通常采用按份地划分农民的方法，证明份地少的农民租种的

土地多于份地多的农民。他们就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没有指出，租

种土地的多半是那些份地少的村社中的富裕户，因此村社表面上

的平均制只是掩盖着村社内部在分配方面最大的不平均。譬如，卡

雷舍夫自己就承认：“使用租地很多的是（一）土地较少的那几类农

户，然而是（二）其中比较富裕的农户”（上引书第１３９页），但是他

并没有按农户类别对租地分配情况进行系统的研究。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民粹派经济学家的这个错误，我们举马雷

斯先生的一个例子（《收成和粮价的影响》一书第１卷第３４页）。他

从梅利托波尔县的材料中得出结论说：“租地大致是按人口平均分

配的。”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如果按男劳动力的多少来划分农户，

那情况就是这样：没有劳动力的农户“平均”每户租地１．６俄亩，有

１个劳动力的租地４．４俄亩，有２个劳动力的租地８．３俄亩，有３

个劳动力的租地１４俄亩。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平均”数字把

经济实力极不相同的农户都混在一起了，譬如在有１个劳动力的

农户中，有的农户租地４俄亩，种地５—１０俄亩，有２—３头役畜，

有的农户租地３８俄亩，种地５０俄亩，有４头以上的役畜。所以马

雷斯先生所得出的平均数是虚假的。事实上，梅利托波尔县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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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富裕户尽管有最多的份地和购买地，却集中了全部租地的

６６．３％，即占全部租地的２３，而占农户一半的贫苦户只占有全部

租地的５．６％。

其次，我们看到，一方面，无马户和有１匹马的农户只租地１

俄亩，甚至还不到１俄亩，另一方面，有４匹马以上的农户则租地

７—１６俄亩。显然，这里是由量变进到了质变。前一种租佃是迫于

贫困，是盘剥性的租佃。在这种情况下的“租地者”不能不成为别人

用工役、冬季雇工、贷款等等方式进行剥削的对象。相反，有份地

１２—１６俄亩、另外还租地７—１６俄亩的农户，租种土地显然不是

迫于贫困，而是由于富裕，不是为了“糊口”，而是为了发财，为了

“赚钱”。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租地变成了资本主义农场，农业中

产生了经营活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农户非雇用农业工人

不可。

现在试问：这种明显的经营租佃是不是一般现象呢？下面我们

引证的材料将告诉我们，经营经济的增长在不同的商业性农业地

区表现也不同。现在，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先作出有关租佃的一般

结论。

在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种地２５俄亩以上的农户占

总户数１８．２％。它们每户有价地１６—１７俄亩，租地１７—４４俄亩。

在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有５头以上役畜的农户占总户数２４．

７％，它们每户种地２５——５３——１４９俄亩，租种非份地１４——

５４——３０４俄亩（第一个数字指有５—１０头役畜的农户，占农户总

数１７．１％；第二个数字指有１０—２０头役畜的农户，占农户总数

５８％；第三个数字指有２０头以上役畜的农户，占农户总数１．

８％）。它们从别的村社租种的份地，每户分别为１２——２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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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亩，在本村社内租种的份地分别为９——２１——７４俄亩。在彼尔

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占总户数１０．１％的农户，每户耕地

在２０俄亩以上。它们每户有份地２８—４４俄亩，租耕地１４—４０俄

亩，租草地１１８—２６１俄亩。在奥廖尔省的两个县（叶列茨和特鲁布

切夫斯克），有４匹马以上的农户占总户数７．２％，每户有份地１５．

２俄亩，此外还用购买和租佃的方法使自己的土地使用面积达到

２８．４俄亩。在沃罗涅日省扎顿斯克县，有４匹马以上的农户占总

户数３．２％，每户有份地１７．１俄亩，土地使用面积达３３．２俄亩。

在下诺夫哥罗德省的３个县（克尼亚吉宁、马卡里耶夫和瓦西里），

９．５％的农户每户有马３匹以上，有份地１３—１６俄亩，而土地使用

面积达２１—３４俄亩。

由此可见，农民中的经营租佃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

一般的、普遍的现象。无论什么地方，都有一些富裕户从村社中分

化出来，它们总是占极少数，总是靠经营租佃来组织资本主义农

业。因此泛泛地谈论维持生计的租佃和资本主义的租佃是根本不

能说明我国农民经济问题的，必须研究关于农奴制特点在租佃中

的发展以及其中资本主义关系形成的具体材料。

前面我们引用的材料说明了２０％最富裕户在人口和份地中

占多大部分。现在我们可以补充一点：他们集中了农民租种的全部

土地的５０．８—８３．７％，而５０％下等户则只占全部租地的５—

１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很清楚的：如果有人问我们，哪一种租佃

在俄国占优势？是维持生计的租佃还是经营租佃？是迫于贫穷的

租佃还是富裕农民的租佃？是农奴制的（即工役制的，盘剥性的）租

佃还是资产阶级的租佃？那么，答案只能有一个。就租地户的数量

来看，无疑大多数租地者是迫于贫穷而租种土地的。对于绝大多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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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来说，租佃就是受盘剥。就租地的数量来看，无疑至少有一半以上掌

握在富裕农民手中，即组织资本主义农业的农村资产阶级手中。

关于租地价格的材料通常都是只算出全部租地者和全部土地

的“平均”数。这些平均数把农民极端贫困和备受压迫的情况掩盖

到什么程度，这从地方自治局关于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

的统计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个材料幸好有各类农户的租地价格：

租地户的 每户租佃的
耕地

每俄亩的
价格

百分比 （单位俄亩） （单位卢布）

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２５………… ２．４ １５．２５

种地５—１０俄亩者 ４２………… ３．９ １２．００

种地１０—２５俄亩者 ６９………… ８．５ ４．７５

种地２５—５０俄亩者 ８８………… ２０．０ ３．７５

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９１………… ４８．６ ３．５５

共  计  ５６．２ １２．４ ４．２３

由此可见，租地的“平均”价格（每俄亩４卢布２３戈比）完全歪

曲了实际情况，抹杀了那些构成问题的本质的矛盾。贫苦农民不得

不冒破产的危险以高出平均价格两倍多的价格租种土地，而富裕

农民则廉价“成批地”购买土地，当然，有机会时就以２７５％的利润

转让给贫穷的邻居。有各种各样的租佃。既有农奴制的盘剥，也有

爱尔兰式的租佃，还有土地的买卖，资本主义的农场。

农民出租份地这一现象更加清楚地表明，村社内部出现了资

本主义关系，贫苦农民破产，少数人靠剥削这些破产的群众发财致

富。租种土地和出租土地这种现象同村社和村社的平均制是毫无

联系的。既然贫苦农民迫不得已把按平均制分得的土地出租给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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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农民，那这种份地分配的平均制在现实生活中又有什么意义呢？

既然实际生活屏弃了官方根据登记丁口规定的份地平均制，那还

有什么能比这一事实更清楚地驳倒“村社”观点呢？贫苦农民出租

份地和富裕农民集中租地这一事实最清楚不过地证明，无论什么

样的平均制在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

出租份地的现象普遍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已经过时的上一世

纪８０年代地方自治局统计调查（我们现在还不得不利用这个材

料），出租土地的户数和出租的份地所占的百分比看来并不大。例

如，在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出租份地的农户占２５．７％，

出租的份地占１４．９％。在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出租土地的农

户占１２％。在萨拉托夫省卡梅申县，出租的土地占１６％。在彼尔

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２３５００个农户中有８５００户，即有１３

以上的农户出租份地耕地；４１万俄亩份地中出租的有５０５００俄

亩，约占１２％。在沃罗涅日省扎顿斯克县，１３５５００俄亩份地中出租

的有６５００俄亩，占５％弱。在下诺夫哥罗德省的３个县，４３３０００俄

亩份地中出租的有１９０００俄亩，也占５％弱。但是，这些数字只是

看起来不大，因为这些百分比包含着一种秘而不宣的假设：似乎各

类农户出租的土地大致是平均的。然而这种假设同实际情况截然

相反。事实上出租土地的主要是贫苦农民，租种土地数量最多的则

是富裕农民。这一事实比租种土地和出租土地的绝对数字，比出租

土地或出租土地的农户的平均百分数要重要得多。地方自治局的

统计调查材料使人对这一点深信不疑。２０％最富裕户出租的土地

占全部出租土地的０．３—１２．５％。相反，５０％的下等户出租的土地

竟占全部出租土地的６３．３—９８．０％。租贫苦农民这些土地的自然

还是那些富裕农民。这里又一次清楚地表明，在各类农户中，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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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意义是各不相同的：贫苦农民出租土地是迫于穷困，他们没

有条件耕种土地，即无种子、牲畜和农具，又极需资金；富裕农民出

租土地少，他们或者是为了经营的方便交换土地，或者就是做土地

买卖。

下面是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具体材料：

出租份地的

农户的百分比

出租的份地的

百分比

不种地者 ………………… ８０ ９７．１

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 ３０ ３８．４

种地５—１０俄亩者 ……… ２３ １７．２

种地１０—２５俄亩者……… １６ ８．１

种地２５—５０俄亩者……… ７ ２．９

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７ １３．８

全  县 ２５．７ １４．９

从这个材料中难道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大批地抛弃土地和

无产阶级化的现象是同一小撮富裕农民买卖土地联系在一起的

吗？出租份地的百分比提高的，恰恰是那些每户平均有１７俄亩份

地、３０俄亩购买地和４４俄亩租地的大耕作者，这难道不值得注意

吗？总的说来，第聂伯罗夫斯克县４０％的贫苦户共有份地５６０００

俄亩，租地８０００俄亩，出租２１５００俄亩。而１８．４％的富裕户则有

份地６２０００俄亩，出租份地３０００俄亩，租地８２０００俄亩。在塔夫利

达省的３个县，这类富裕户租种份地１５万俄亩，占全部出租份地

的３５！在萨马拉省的新乌津斯克县，４７％的无马农户和１３％的有

１匹马的农户出租份地，而有１０头以上役畜的农户，即只占农户

总数７．６％的农户，租种份地各有２０——３０——６０——７０俄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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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关于购买地的情况可以说同租地的情况是大致相同的。所不

同的是，在租地中存在着农奴制的特点，租地在一定条件下往往

是工役制的和盘剥性的，也就是说，它是把邻近贫困化的农民的

劳动力束缚在地主经济中的一种手段。而份地农民购买土地作为

私有财产，则纯粹是资产阶级现象。在西欧，有时人们把小块土

地卖给雇工和日工，用这种办法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在我们俄

国，类似的办法官方早就实行过了，这就是１８６１年的“大改革”。

目前农民购买土地，只是说明从村社中正在分化出农村资产阶级

分子。关于１８６１年以后农民购买土地的发展情况，我们在前面分

析土地占有情况的材料时已经讲过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绝大

部分购买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２０％的富裕户集中了５９．７—

９９％的购买地，而５０％的贫苦户购买的土地只占农民购买地总数

的０．４—１５．４％。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断言，在农民从１８７７年

到１９０５年间购为个人所有的７５０万俄亩土地（见前面）中，２３—

３４，掌握在极少数富裕户的手中。农民村团和协作社购买土地的

情况，当然也是这样。１８７７年，农民村团占有购买地７６５０００俄亩，

而到１９０５年，已达３７０万俄亩，这时农民协作社的私有土地为

７６０万俄亩。如果认为村团购买或租种的土地的分配情况不同于

个人购买或租种的土地，那就错了。事实恰恰相反。例如，根据

塔夫利达省３个内陆县份关于农民村团租种的官地的分配情况的

材料，７６％的租地都掌握在富裕户（约占农户总数２０％）手中，而

４０％的贫苦户只掌握全部租地的４％。农民只是“根据钱多少”来

分配租地或购买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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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上面引用的关于农民的份地、租地、购买地和出租地的全部

材料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实际使用土地的情况同官方即

政府所规定的农民份地占有情况愈来愈不相符合。当然，如果拿总

的数字或“平均”数字来看，那出租的份地就同租地相抵消，剩下的

租地和购买地似乎是在所有农户中平均分配的，于是就给人一种

印象：实际使用土地情况同官方规定的份地的使用情况，并没有多

大的出入。但是这种印象是虚假的，因为正好在两极农户中，农民

实际使用土地的情况同最初的份地平均制出入最大，所以使用“平

均”数字，就必然要歪曲事实。

事实上，下等户出租土地多，租进土地少，因此使用的土地总

面积相对地（有时还绝对地）少于份地占有面积；而上等户由于集

中了购买地和租地，他们使用的土地总面积无论相对地或绝对地

总是多于份地占有面积。我们已经看到，占总数５０％的贫苦户占

有３３—３７％的份地，而使用的土地总面积只占１８．６—３１．９％。在

某些情况下几乎减少了一半，例如，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

克县，贫苦户的份地占３７．４％，使用的土地总面积只占１９．２％。占

总数２０％的富裕户占有２９—３６％的份地，而使用的土地总面积则

占３４—４９％。这里再引证一些具体材料来说明这种关系。在塔夫

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占总数４０％的贫苦户有份地５６０００俄

亩，而使用的土地总面积只有４５０００俄亩，也就是说少了１１０００俄

亩。富裕户（占农户总数１８％）有份地６２０００俄亩，而使用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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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达１６７０００俄亩，也就是说多了１０５０００俄亩。下面是下诺夫

哥罗德省３个县的材料：

每户平均     每户平均

占有份地     使用土地

（单位俄亩）

无马者 …………………… ５．１ ４．４

有１匹马者 ……………… ８．１ ９．４

有２匹马者 ……………… １０．５ １３．８

有３匹马者 ……………… １３．２ ２１．０

有４匹马以上者 ………… １６．４ ３４．６

共  计 ８．３ １０．３

  这里最低一类农户租进和租出的土地抵消后，使用的土地也绝

对地减少了。而这类下等户即无马农户占全体农户整整３０％。这就是

说几乎有１３农户租进和租出的土地抵消后，使用的土地绝对地减少

了。有１匹马的农户（占农户总数３７％）增加了使用的土地，但是增

加得极少，其比例还小于农民使用土地的平均增加数（从８．３俄亩

增加到１０．３俄亩）。因此这类农户在全部使用土地中的比重减少

了：就所有３个县份来看，这类农户的份地占３６．６％，而使用的土

地只占３４．１％。另一方面，极少数上等户使用的土地则大大超过

了平均数。有３匹马的农户（占农户总数７．３％）的地产增加了一

半，即从１３俄亩增加到２１俄亩。马匹很多的农户（占农户总数２．

３％）的地产增加了一倍多，即从１６俄亩增加到３５俄亩。

由此我们看到，份地在农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缩小是一种普

遍现象。这种现象在农村两极中的表现是不同的。贫苦农民的份

地的作用日益降低，是因为日益加剧的贫困和破产迫使贫苦农民

出租份地，抛弃土地，由于缺少牲畜、农具、种子和货币资金而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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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经营，或者是去当某种雇工，或者是……升入天国。饥荒、坏血

病和伤寒病使下等户农民大批死亡。上等农户的份地意义也日益

缩小，是因为日益扩大的经营不能不远远超出份地的范围，不能不

在新的土地占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种土地占有制不是劳役

性的，而是自由的，不是世代相传的，而是在市场上买的，就是说可

以购买和租佃。农民的土地愈多，农奴制的痕迹愈少，经济的发展

愈快，则脱离份地的现象就愈多，全部土地卷入商业周转的过程就

愈快，在租地上建立商业性农业的过程就愈快，新罗西亚就是一个

例子。我们刚才已经看到，那里富裕农民经营的主要是购买地和租

地，而不是份地。这似乎很奇怪，但这是事实：在俄国土地最多的地

区，份地最多的富裕农民（每户有份地１６—１７俄亩）正在把土地经

营的重心从份地转到非份地上去！

份地在迅速发展的两极农民中的作用日益缩小这一事实，对

于估计１９世纪遗留给２０世纪的、并在我国革命中引起了各阶级

间斗争的那种土地变革的条件，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事实清楚地

表明，破坏旧的土地占有制（包括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土地

占有制）已经是经济上绝对必需的了。这种破坏是绝对不可避免

的，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现在斗争的焦点是破坏将采

取什么形式和方法：是按斯托雷平的方式，把地主土地占有制保存

下来，让富农掠夺村社？还是按农民的方式，通过土地国有化来消

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土地上的一切中世纪的界限？关于这一点，下

面我们将作更详细的论述。这里必须指出一个重要的现象，即份地

作用的日益缩小使各种赋税的摊派极不平均。

谁都知道，俄国农民所担负的各种赋税带有很深的中世纪痕

迹。这里我们不能谈俄国财政史的细节。我们只指出赎金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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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金是中世纪代役租的直接继续，是农奴主－地主依靠警察国家

勒索来的一种贡赋。我们只要提一下贵族土地和农民土地课税不

平均以及实物税等等情况就够了。我们现在只引用一下沃罗涅日

省农民家庭收支统计资料７８中的各种赋税总额。一个农民家庭的

平均收入总额（根据６６份典型户家庭收支资料）是４９１卢布４４戈

比，支出总额是４４３卢布，纯收入是４８卢布４４戈比。每户“平均”

担负的各种赋税总额是３４卢布３５戈比。这样，各种赋税占了纯收

入的７０％。当然这只是就赋税的形式而言，事实上，这仍然是对

“劳役等级”的农奴制剥削。一个中等家庭的货币纯收入只有１７卢

布８３戈比，这就是说，一个俄国农民交纳的“赋税”超过了他的货

币纯收入的一倍。这是１８８９年的数字，而不是１８４９年的数字！

但是在这里，平均数字也掩盖着农民的贫困，大大美化了农民

的实际状况。关于各种赋税在经济实力不同的各类农户间的分摊

情况的资料表明，无马农户和有１匹马的农户（占俄国农户总数的

３５）交纳的各种赋税不仅大大超过货币纯收入，而且也大大超过

纯收入的总额。下面就是这种资料：

每户的收支数字（单位卢布）

  总收入 支 出 各种赋税
赋税在支
出中所占
的百分比

（一）无马者 １１８．１０……………… １０９．０８ １５．４７ １４．１９

（二）有１匹马者 １７８．１２………… １７４．２６ １７．７７ １０．２０

（三）有２匹马者 ４２９．７２………… ３７９．１７ ３２．０２ ８．４４

（四）有３匹马者 ７５３．１９………… ６３２．３６ ４９．５５ ７．８３

（五）有４匹马者 ９７８．６６………… ９３７．３０ ６７．９０ ７．２３

（六）有５匹马以上者 １７６６．７９…… １５９３．７７ ８６．３４ ５．４２

平 均  ４９１．４４ ４４３．００ ３４．３５ 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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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马农户和有１匹马的农户所交纳的赋税在他们的总支出中

各占１７和１１０。农奴制代役租也未必有这么高，因为属于地主

所有的农民不可避免地大批破产对地主是不利的。赋税分摊的不

平均现象也很严重：富裕农民所交纳的赋税，按其收入的比例计

算，要少２３—１２。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平均现象呢？因为农民是按

土地分摊大部分赋税的。对农民来说，税额和份地数量已合为“人

口”一个概念了。我们根据上面的例子，计算一下各类农户每俄亩

份地的各种赋税额，可以得出以下数字：（一）２．６卢布；（二）２．４卢

布；（三）２．５卢布；（四）２．６卢布；（五）２．９卢布；（六）３．７卢布。除

了最高一类农户因有大的工业作坊而特别课税外，我们看到赋税

的分摊大致是平均的。在这里，份地数量同税额大体上也是适应

的。这种现象是我国村社的劳役性质的直接残余（和直接证明）。就

工役经济的条件本身来说，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不把邻近农民束

缚在使人挨饿的份地上，逼迫他们为这种份地交纳很高的赋税，在

“解放”后的半个世纪中，地主就不可能从邻近农民中获得供盘剥

的劳动力。不要忘记，在１９世纪末的俄国，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

现象：农民不得不倒赎份地，为放弃份地而交纳“额外费用”，也就

是说，向承种离村者的份地的人额外交一笔钱。譬如，日班科夫先

生在《农妇国》（１８９１年科斯特罗马版）一书中描写科斯特罗马农

民生活时写道，在外出做零工的科斯特罗马人当中，“很少有人从

出租土地取得一点租金，他们出租土地通常只是要租地人把土地

围上栅栏，而一切赋税则由主人交纳”。１８９６年出版的《雅罗斯拉

夫尔省概述》一书也举出许多同样的事实说明外出做零工的工人

不得不倒赎份地。

当然，在纯农业的省份里，这样的“土地权力”是没有的。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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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在这样的省份里，份地在农村两极中的作用降低的现象也以不

同的形式而绝对存在。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既然如此，那按份地

分摊赋税就必然使课税愈来愈不平均。经济的发展从各方面、通过

各种途径导向一个结果，这就是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不断遭到

破坏，等级制界限（份地、地主的土地等等）不断被摧毁，新的经济

形式正在不加区别地由各种土地占有制的碎片组成。１９世纪遗留

给２０世纪的必须完成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清除”中世纪的土地占

有形式。斗争焦点是：这种“清除”是通过农民的土地国有化的方式

来进行呢，还是通过由富农加速掠夺村社并把地主经济变为容克

经济的方式来进行？

我们进一步分析现代农民经济结构的材料，从土地问题转到

畜牧业问题上来。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再一次确认，牲畜在各类农

户之间的分配情况比份地的分配情况还要不平均得多，这是一种

普遍现象。例如，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农民畜牧业的规模

就是这样：

每户平均有份地

（单位俄亩）

每户平均有牲畜

（单位头）

不种地者 ６．４………………………………… １．１

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５．５……………………… ２．４

种地５—１０俄亩者 ８．７……………………… ４．２

种地１０—２５俄亩者 １２．５…………………… ７．３

种地２５—５０俄亩者 １６．６…………………… １３．９

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１７．４…………………… ３０．０

平  均  １１．２ ７．６

两极农户之间在牲畜数量上的差额要比份地数量上的差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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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倍。根据畜牧业的材料来看，实际经营规模同人们通常只是根据

平均数字，根据份地决定一切这种假设所想象的也很少有相似之

处。无论我们拿哪一个县来看，牲畜的分配到处都比份地的分配不

平均得多。占总数２０％的富裕户占有份地２９—３６％，而它们的牲

畜则占该县或几个县农民所有的牲畜总数的３７—５７％。而占总数

５０％的下等户却只占有牲畜总数的１４—３０％。

但是这些数字还远远没有完全反映出实际存在的深刻差别。

除了牲畜的数量问题，牲畜的质量问题也同样很重要，甚至更重

要。不言而喻，半破产的农民，经济贫困，备受盘剥，是买不起也饲

养不起较好的牲畜的。主人（可怜的主人）挨饿，牲畜也不可能不挨

饿。沃罗涅日省的家庭收支材料极其清楚地表明，无马农户和有１

匹马的农户（即占俄国农户总数３５的农户）的畜牧经济小得可

怜。现在我们从这些材料中挑一些来说明农民的畜牧经济：

一年的平均支出额
（单位卢布）

每户平均有牲畜
（折成大牲畜）

补充农具
和牲畜

牲畜饲料

（一）无马者 …………………… ０．８ ０．０８ ８．１２

（二）有１匹马者 ……………… ２．６ ５．３６ ３６．７０

（三）有２匹马者 ……………… ４．９ ８．７８ ７１．２１

（四）有３匹马者 ……………… ９．１ ９．７０ １２７．０３

（五）有４匹马者 ……………… １２．８ ３０．８０ １７３．２４

（六）有５匹马以上者 ………… １９．３ ７５．８０ ５１０．０７

平  均 ５．８ １３．１４ ９８．９１

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间，欧俄的无马农民有３２５万户。他们每年每

户用于牲畜和农具的支出为８戈比，因此他们的农业“经济”的状

７８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



况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有１匹马的农户是３３０多万。他们每年

每户用于添置农具和牲畜的支出为５卢布，因此他们只能够终生

在无法摆脱的贫困中受煎熬。即使有２匹马的农户（２５０万户）和

有３匹马的农户（１００万户），每年每户用于牲畜和农具的支出也

不过９—１０卢布。只有两类上等户（在全国１１００万农户中，这样的

农户有１００万）用于牲畜和农具的支出才比较接近正常的农业经

济。

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各类农户的牲畜质量就不可能是一样

的。譬如，有１匹马的农户的１匹马值２７卢布，有２匹马的农户的

１匹马值３７卢布，有３匹马的农户的１匹马值６１卢布，有４匹马

的农户的１匹马值５２卢布，马匹很多的农户的１匹马值６９卢布。

两极农户的马价上下竟超过了１００％。凡是有小经济和大经济的

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普遍存在这种现象。我在《土地问题》（１９０８年

圣彼得堡版第１册）一书中①曾经指出，德雷克斯勒尔对德国农业

和畜牧业所作的调查也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７９。在德国，一头中

等牲畜的平均重量，在大田庄是６１９公斤（１８８４年，上引著作第

２５９页），在占有土地２５公顷以上的农户中是４２７公斤，在占有７．

５—２５公顷的农户中是３８２公斤，在占有２．５—７．５公顷的农户中

是３５２公斤，在占有２．５公顷以下的农户中则是３０１公斤。

土地的管理，特别是土地的施肥，同牲畜的数量和质量也有关

系。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全俄国的统计材料都证明地主土地的施

肥情况比农民的要好。现在我们看到，那种在农奴制时代曾经是正

确的和合理的划分已经过时了。现时在各类农户之间有很大的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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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因此，根据“中等”农户这种概念作出的一切研究、计算、论断和

理论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得出绝对错误的结论。遗憾的是，地方自治

局的统计只限于按村社调查的资料，极少研究各类不同的农户。但

是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却例外地在按户调查时收集

了各类农户土地施肥情况的精确材料：

施肥户占的

百分比

每一施肥户

施肥车数

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 ３３．９ ８０

种地５—１０俄亩者 …………………… ６６．２ １１６

种地１０—２０俄亩者…………………… ７０．３ １９７

种地２０—５０俄亩者…………………… ７６．９ ３５８

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８４．３ ７３２

平  均 ５１．７ １７６

这里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经营规模的不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

耕作技术类型。在另一个地方，注意这个问题的调查人员也得出了

类似的结论。奥廖尔的统计人员说，富裕农民每１头大牲畜所积的

粪肥比贫穷农民的几乎多一倍。每户平均有７．４头牲畜者，每头牲

畜积肥３９１普特，而每户平均有２．８头牲畜者，每头牲畜只能积肥

２０８普特。每头牲畜“正常的”积肥数量是４００普特，可见，只有极

少数富裕农民才能达到这个标准。贫苦农民不得不用谷草和粪肥

当燃料，有时候甚至出卖粪肥等等。

说到这里，还必须考察一下农民中无马农户增长的问题。

１８８８—１８９１年间，在欧俄４８省１０１０万农户中，无马农户有２８０

万，占２７．３％。大约过了９—１０年，即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间，在１１１０

万农户中，无马农户有３２０万，占２９．２％。可见，对农民的剥夺无

９８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



疑是愈来愈厉害了。但是如果从农艺学的观点来看这个过程，那就

会得出一种乍看起来非常奇怪的结论。这个结论是著名的民粹派

著作家反·沃·先生早在１８８４年（１８８４年《欧洲通报》杂志８０第

７期）作出的，他把我国农民经济中１匹马的耕地亩数同“正常的”

三圃制经营（从农艺学观点看来是正常的）中１匹马的耕地亩数作

了对比。他发现农民饲养的马匹过多，因为农民每匹马所耕种的土

地不是如农艺学所要求的７—１０俄亩，而只有５—８俄亩。瓦·沃

·先生得出结论说：“因此，对俄国这个区域〈中部黑土地带〉的部

分居民丧失马匹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应当看作是役畜和耕地

数量之间正常比例的恢复。”事实上，得出这种奇怪结论的原因是，

部分居民丧失马匹的同时，富裕户把土地集中到了自己手中，从而

使他们的马匹数目同耕地面积达到了“正常的”比例。这种“正常

的”比例并不是由农民资产阶级“恢复”的（因为在我国农民经济中

从未有过这种比例），而只是由他们达到的。“不正常现象”则表现

为小农经济的生产资料分散：同样数量的土地，１００万个有１匹马

的农民要用１００万匹马来耕种，而富裕农民用５０万匹马或７５万

匹马来耕种就可以了，而且耕种得更好更精细。

关于农民经济中的农具问题，应当把普通农具同改良农具区

别开来。普通农具的分配同役畜的分配大体上是相适应的；在这类

材料中，我们还没有发现说明农民经济的新材料。而价格昂贵的改

良农具，只有比较大的农户使用才合算，只有顺利发展的农户才用

得起，因而这种农具的集中程度高得无比。关于改良农具集中的材

料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根据这种材料才能准确地判断出，农民经济

的进步正在向哪个方向发展，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发展。从

１８６１年以来，在这方面无疑前进了一步，但是，这种进步不仅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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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经济中而且在农民经济中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这一点，却时常

引起人们的争论和怀疑。

地方自治局关于改良农具在农民中的分配情况的统计材料如

下：

每百户平均有改良农具数

奥廖尔省两县 沃罗涅日省一县

无马者 …………………… ０．０１ —

有１匹马者 ……………… ０．２ ０．０６

有２—３匹马者…………… ３．５ １．６

有４匹马以上者 ………… ３６．０ ２３．０

平  均 ２．２ １．２

在这些地区，农民使用改良农具的相当少。有改良农具的农户

所占的百分比非常小。下等户几乎根本不使用这种农具，上等户则

经常使用。在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有改良农具的农户占１３％，

这个百分比在有５—２０头役畜的农户中提高到４０％，在有２０头

以上役畜的农户中提高到６２％。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

县的３个区中，每百户有１０件改良农具，这是总平均数字；种地

２０—５０俄亩者每百户有５０件改良农具，种地５０俄亩者每百户甚

至有１８０件改良农具。拿我们在上面为了比较不同县份的材料而

使用的百分比来看，占农户总数２０％的富裕户占有全部改良农具

的７０—８６％，而占农户总数５０％的贫苦户只有１．８—３．６％。因此

毫无疑问，在农民中推广改良农具所取得的进步（考夫曼先生在

１９０７年出版的上引著作中也谈到这种进步）是富裕农民的进步。

占农户总数３５的无马农户和有１匹马的农户几乎根本没有力量

利用这些改良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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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们在考察农民经济 时，一直是把农民主要作为业主来看

待的 ，同时指 出，下等户不断被挤出业主的行列。被挤到哪里

去呢 ？显然被挤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了。现在我们应当详细地

考察一下，无产阶级尤其 是农村无产阶级是怎样形成的，农业劳

动力市场 是怎样形成的。工役经济 的典型的阶级人物是地主－

农 奴主和受盘剥的拥有份地的农民，资本 主义经济的典型的阶

级人物则是雇主－农场主和雇工或日工。前面我 们已经说明了

地 主和富裕农民如何变成了雇主。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农民如何

变成了 雇工。

富裕农民使用雇佣劳动是否很多呢？如果拿有雇工的农户在

农户总数中的平均百分比来看（象人们通常所作的那样），那这个

百分比是很小的：在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是１２．９％，在

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是９％，在萨拉托夫省卡梅申县是８％，在

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是１０．６％，在奥廖尔省两个县是

３．５％，在沃罗涅日省一个县是３．８％，在下诺夫哥罗德省三个

县是２．６％。但是这种数字其实是虚假的，因为这是有雇工的农

户同包括出去当雇工的农户在内的全体农户之间的比例。资产阶

级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只占人口的极少数。有雇佣工人的农

户任何时候都是“很少的”。问题在于，这里是在形成一种特殊的

经济类型呢，还是雇佣现象不过是偶然的。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材

料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明确的答复，材料处处都表明，富裕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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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雇工的农户的百分比要比全县的平均数高得多。我们引用一

下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的材料，那里例外地不仅有关

于雇工的资料，而且有关于雇用日工即农业中更典型的雇佣形式

的资料。

有雇工的农户占的百分比

 每户男
 劳动力

季节工 收割工 收获工 脱粒工

不种地者 ……………… ０．６ ０．１５ ０．６ — —

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 １．０ ０．７ ５．１ ４．７ ９．２

种地５—１０俄亩者 …… １．２ ４．２ １４．３ ２０．１ ２２．３

种地１０—２０俄亩者…… １．５ １７．７ ２７．２ ４３．９ ２５．９

种地２０—５０俄亩者…… １．７ ５０．０ ４７．９ ６９．６ ３３．７

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２．０ ８３．１ ６４．５ ８７．２ ４４．７

平  均 １．２ １０．６ １６．４ ２４．３ １８．８

我们看到，殷实户的特点是家庭成员比较多，自己家中的劳动

力比贫苦户多。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使用非常多的雇佣劳动。

“家庭协作”是扩大经营的基础，进而就变为资本主义协作。在上等

户中，雇用工人显然成了扩大经营的办法和条件。此外，雇用日工

甚至在中等农户中也极其普遍：在两类上等户（占农户总数１０．

３％）中，大多数农户都雇用工人，在耕种１０—２０俄亩土地的农户

（占总数２２．４％）中也有２５以上的农户雇用工人帮助收割。由此

得出的结论是，富裕农民如果没有数百万雇工和日工大军为他们

做工，他们是存在不下去的。我们看到，各县有雇工的农户所占的

平均百分数有很大的出入，然而有雇工的农户集中在上等农户中

间，即富裕户在变为企业主，这种现象则无疑是普遍的。占农户总

数２０％的富裕户占了有雇工的农户总数的４８—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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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的另一级，统计材料一般都没有告诉我们，有人出去

当各种雇工的农户有多少。我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同省长报告书

和各司局的官方旧统计相比，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

在一个问题上，即在所谓农民的“外水”问题上，地方自治局的统计

还保留了官方的旧观点。农民在自己的份地上经营农业被认为是

正业，除此以外的一切活计都属于“外水”或“副业”，而且这里还把

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就能加以区别的经济范畴混淆起来了。譬如

在“从事农业副业者”这一类别中，既包括大批雇佣工人，又包括副

业业主（如瓜田主）；此外，乞丐、商人、仆役和手工业业主等等也都

被列为“有外水的农户”。显然，这种政治经济学上的惊人的糊涂观

念，正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在地主看来，他的代役租农民在外边

干什么，是做生意，当雇工，还是以业主的身分从事手工业，确实无

关紧要；所有农奴都一律要交纳代役租，一切从事副业的人都被看

作是暂时地和有条件地离开自己的正业。

在农奴制废除以后，这种观点同现实的矛盾一天天地尖锐起

来。大多数有外水的农户无疑都是有人出去当雇工的农户，但是这

里我们不能知道十分确切的情况，因为少数副业业主也包括在这

类农户的总数中，从而粉饰了贫苦户的状况。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

这一点。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的统计人员把“农业副业”从整个

“副业”中分了出来８１。当然，这个名词也是不确切的，不过职业统

计表起码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情况：在从事这种“副业”的１４０６３

人中间，雇工和日工就有１３２９７人。这就是说，雇佣工人占绝大多

数。该县从事农业副业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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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农业副业的男劳动力

所占的百分比

无役畜者 ………………………………… ７１．４

有１头役畜者 …………………………… ４８．７

有２—３头役畜者………………………… ２０．４

有４头役畜者 …………………………… ８．５

有５—１０头役畜者 ……………………… ５．０

有１０—２０头役畜者……………………… ３．９

有２０头以上役畜者……………………… ２．０

全  县 ２５．０

从上表看来，在无马农民中，７１０都是雇佣工人，在有１匹马

的农民中，几乎一半是雇佣工人。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

县，从事农业副业的农户平均占１６．２％，在不种地的农户中，“从

事副业者”占５２．３％，在种地不满５俄亩的农户中，占２６．４％。在

其他没有专门分出农业副业的县份里，情况虽不很清楚，但是一般

说来，搞“副业”和找“外水”通常是下等户的特点。占农户总数

５０％的下等户在有外水的农户中占６０—９３％。

由此可见，下等农户尤其是有１匹马的和无马的农户，就其在

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来说，是有份地的雇工和日工（说得广

泛一些就是有份地的雇佣工人）。关于１８６１年以后全国使用雇佣

劳动增多的材料、关于下等户收入来源的家庭收支调查以及关于

下等户生活水平的材料都证实了这个结论。现在我们稍微详细地

来谈一谈这三方面的证据。

关于全俄农村雇佣工人增长的一般材料只是统计了外出做零

工的工人，而且没有把农业工人和非农业工人明确地区别开来。至

于在总数中究竟是前者占优势还是后者占优势的问题，民粹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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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认为前者占优势，但是我们在下面将提出相反看法的论据。

１８６１年以后，农民中外出做零工的迅速增加，这个事实是丝毫不

容怀疑的。一切资料都证实了这一点。关于身分证的收入和发出

身分证的数目的资料大致地说明了这一现象。身分证的收入在

１８６８年是２１０万卢布，１８８４年是３３０万卢布，１８９４年是４５０万卢

布，一共增加了一倍多。在欧俄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的数目

１８８４年是４７０万张，１８９７—１８９８年是７８０—９３０万张。我们看到，

１３年间增加了一倍。所有这些数字大体上都是与其他一些计算如

乌瓦罗夫先生的计算相符合的。乌瓦罗夫先生综合了２０省１２６县

的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材料（大部分是陈旧的），推算出外出做零工

的工人大概有５００万８２。谢·柯罗连科先生根据地方工人过剩数

量的材料，推算出这个数字是６００万人。

尼古拉·—逊先生认为，在这个数字中“绝大多数”是从事农

业副业的。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①一书中曾经详细地说明过，６０

年代、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的材料和调查都充分证明这个结论是不

正确的。大多数（虽然不是绝大多数）外出做零工的工人是非农业

工人。请看关于１８９８年欧俄各省发出的居民证的最完全和最新的

材料：

省       别 １８９８年发出的
居民证的总数

（１）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占优势的１７个省 …… ３３６９５９７

（２）过渡性质的１２个省 ……………………… １６７４２３１

（３）外出做农业零工占优势的２１个省 ……… ２７６５７６２

５０个省共计 ７８０９５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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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定在过渡性质的省份中有一半外出工人是农业工人，那大

概的分配情况很可能是这样：非农业雇佣工人大约是４２０万，农业

雇佣工人大约是３６０万。我们应当把鲁德涅夫先生的数字８３同这

个数字比较一下。鲁德涅夫先生在１８９４年综合了１９省１４８县的

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推算出农业雇佣工人大致是３５０万。根据

８０年代的材料，这个数字既包括当地的农业工人，也包括外出做

农业零工的工人。在９０年代末，光是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就有

这么多。

农业雇佣工人人数的增加同我们在前面分析地主经济和农民

经济时所探讨过的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经营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关

系。就拿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来说吧！富裕农民使用机器，意味着

向经营经济的过渡，这一点我们已经用确切的材料说明过了。地主

经济使用机器和一般改良农具，则意味着工役制必然被资本主义

所排挤。农民的农具被地主的农具所代替；旧的三圃制被农具的更

换引起的新的技术方法所代替，受盘剥的农民已经不适合于使用

改良农具的农活，因此正在被雇工或日工所代替。

在改革后的欧俄，使用机器最广泛的区域，使用外来工人雇

佣劳动力也最广泛。这个区域就是欧俄南部和东部各边疆地区。农

业工人迁入这个区域，造成了非常典型和鲜明的资本主义关系。这

种关系应该谈一谈，以便把直到现在还占优势的旧工役制同冲击

愈来愈猛烈的新潮流作一番比较。首先应当指出，南部区域的特

征是农业中的工资最高。根据整整１０年（１８８１—１８９１年）排除了

种种偶然波动的统计数字来看，塔夫利达、比萨拉比亚和顿河三

省的工资在俄国是最高的。这里年工的工资包括膳食在内是１４３

卢布５０戈比，季节工（夏季）的工资是５５卢布６７戈比。工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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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高的是最发达的工业区，即彼得堡省、莫斯科省、弗拉基米尔

省和雅罗斯拉夫尔省。这里农业年工的工资是１３５卢布８０戈比，

季节工是５３卢布。工资最低的是中部农业省份（喀山省、奔萨省、

坦波夫省、梁赞省、图拉省、奥廖尔省和库尔斯克省），即保存着

工役制、盘剥制和农奴制各种残余的主要地区。这里农业年工的

工资只有９２卢布９５戈比，比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省份少１３，季节

工的工资是３５卢布６４戈比，比南部的季节工（夏季）少２０卢布。

正是在这个中部区域，我们看到有大批工人外流。每年春季有１５０

多万人离开这里，一部分去干农活（主要到南部，也有一部分到

工业省份，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一部分到首都地区或

工业省份去做非农业工作。在这个人口移出最多的区域同两个人

口移入最多的区域（南部农业区和包括两个工业省份的首都地

区）之间有一些中等工资的省份。这些省份一方面从工资最“低

廉”和挨饿最厉害的中部地区吸收一部分工人，另一方面又放一

部分工人去工资较高的区域。谢·柯罗连科先生在《自由雇佣劳

动》一书中根据大量材料详细地描述了工人漂泊和人口流动的这

一过程。资本主义就这样使人口的分布更加平衡（当然是根据资

本的需要），使全国的工资平均化，建立起真正统一的全国性的劳

动市场，用高额工资来“诱惑”受盘剥的农民，从而逐渐地破坏

旧生产方式的基础。由此引起了地主老爷们无穷无尽的抱怨，抱

怨当地工人腐化堕落，抱怨外出做工养成了放荡和酗酒的习气，抱

怨城市“腐蚀了”工人，如此等等。

１９世纪末，在外来工人最多的区域，农业中建立起了规模相

当大的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协作是在使用象脱粒机这样的机

器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捷贾科夫先生在描写赫尔松省农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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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著作
８４
中指出，一部马拉脱粒机需要

１４—２３个或更多的工人，而一部蒸汽脱粒机则需要５０—７０个工

人。某些农场有５００—１０００个工人，这在农业中是非常大的数字。

资本主义造成了以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代替工资较高的男子劳动

的条件。例如，在塔夫利达省主要的劳动市场之一卡霍夫卡镇，以

前集中过４万工人，而在上一世纪９０年代有２—３万工人；在

１８９０年登记过的工人中妇女占１２．７％，到１８９５年已经达到了

２５．６％。１８９３年童工占０．７％，到１８９５年已经达到１．６９％。

资本主义农庄把工人从俄国的各个角落集中起来，然后根据

自己的需要加以分类，造成一种同工厂工人等级制类似的工人等

级制。譬如把工人分为整劳力、半劳力——其中又分出“力气大的

劳力”（１６—２０岁）和“帮小忙的”半劳力（８—１４岁的儿童）。地主同

“自己的”农民之间过去那种所谓“宗法”关系，在这里连一点痕迹

都没有了。劳动力象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变成了商品。“真正俄罗

斯”型的盘剥正在消失，代替它的是按周计算的货币工资制，是疯

狂的竞争，是工人和业主之间的争执。由于大批工人集中在雇佣市

场，由于极端恶劣的不卫生的劳动条件，人们试图对大农庄实行社

会监督。这种尝试是农业中的“大工业”所特有的，但是，在没有政

治自由和公开的工人组织的情况下，这种尝试是根本不能持久的。

外来工人的劳动条件坏到什么程度，这从工作日长达１２个半小时

至１５个小时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操作机器的工人受伤已是司空

见惯。患职业病的工人（如操作脱粒机的工人）增加了，如此等等。

在１９世纪末的俄国，不仅可以看到最发达的、美国式的纯粹资本

主义剥削的一切“美妙的东西”，而且还可以看到纯粹中世纪的、在

先进国家中早已消失了的工役制和徭役制的经营方式。俄国所有

９９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



纷繁复杂的土地关系，归结起来就是农奴制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

级的剥削方式交织在一起。

在结束对俄国农业雇佣劳动条件的叙述时，我们还要看一看

下等户的家庭收支材料。在这些材料中，雇佣劳动被婉转地说成

“外水”或“副业”。这种外水收入同农业收入之间的比例是怎样的

呢？沃罗涅日省无马农户和有１匹马的农户的家庭收支情况对这

个问题作了准确的回答。无马农户的总收入是１１８卢布１０戈比，

其中农业收入是５７卢布１１戈比，“副业”收入是５９卢布４戈比。

在这后一个数字中，３６卢布７５戈比是“个人副业”的收入，２２卢布

２９戈比是其他收入，其中也包括出租土地的收入！有１匹马的农

户的总收入是１７８卢布１２戈比，其中农业收入是１２７卢布６９戈

比，副业收入是４９卢布２２戈比（３５卢布是个人副业的收入，６卢

布是马车运输的收入，２卢布是“工商业作坊和企业”的收入，６卢

布是其他收入）。如果我们扣除土地经营方面的开支，那么农业收

入就是６９卢布３７戈比，副业收入是４９卢布２２戈比。占俄国农户

总数３５的农户就是这样谋生的。不用说，这些农民的生活水平是

不会比雇工高的，有时还要低些。在１８８１—１８９１年这１０年中，沃

罗涅日省一个全年雇工的平均工资是５７卢布，再加上生活费４２

卢布。可是，一个四口之家的无马农户全家一年的生活费才７８卢

布，一个五口之家的有１匹马的农户全家一年的生活费才９８卢

布。工役制、赋税和资本主义剥削使俄国农民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欧

洲人难以想象的贫穷和饥饿的程度。欧洲人把这一类社会分子叫

作赤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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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为了把上面关于农民分化的所有论述加以总结，我们先引用

一下书刊中唯一谈到整个欧俄的总结性材料，它可以使我们对各

类农民在各个时期的情况作出判断。这份材料就是军马调查材料。

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２版中，曾经综合了欧俄４８省在

１８８８—１８９１年和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这两个时期有关这方面的材料①。

现在把其中最重要的总结数字摘引如下：

农   户   数   目

１８８８—１８９１年 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

总数
（单位百万）

百分数 总数
（单位百万）

百分数

无马者 ……………… ２．８ ２７．３ ３．２ ２９．２

有１匹马者 ………… ２．９ ２８．５ ３．４ ３０．３

有２匹马者 ………… ２．２ ２２．２ ２．５ ２２．０

有３匹马者 ………… １．１ １０．６ １．０ ９．４

有４匹马以上者 …… １．１ １１．４ １．０ ９．１

共  计 １０．１ １００．０ １１．１ １００．０

我在前面已经顺便指出，这些材料证明了农民遭到愈来愈厉

害的剥夺。增加的１００万个农户全部是两类下等户。在这期间，马

匹的总数由１６９１万匹减少到１６８７万匹，就是说全体农民的马匹

略有减少。甚至上等户的马匹也有所减少，在１８８８—１８９１年，每

１０１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

①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３卷第１２１页。——编者注



户平均有５．５匹马，而到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每户平均只有５．４匹

了。

从这些数字中很容易得出农民并没有发生“分化”的结论，因

为最穷的一类农户增加得最多，最富的一类农户减少得最多（就农

户数目来说）。这不是分化，而是贫困的平均化！在出版物中经常

可以看到用类似方法所得出的这种结论。但是，如果我们问一下，

农民内部各类农户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呢？那情况就

迥然不同了。在１８８８—１８９１年间，占农户总数一半的下等户拥有

的马匹占马匹总数的１３．７％，在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间，下等户还是保

持着这个百分比。占农户１５的最富裕户拥有的马匹在１８８８—

１８９１年间占马匹总数的５２．６％，在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间则占５３．

２％。很明显，两类农户的相互关系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农民

变穷了，富裕户也变穷了，１８９１年的危机８５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

响，然而农村资产阶级同日益破产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此

而改变，其实，也不可能有什么改变。

这种情况往往被那些根据片断的统计材料来判断农民分化问

题的人所忽视。譬如有人认为，关于马匹分配的单项材料可以多少

说明农民分化问题，那是可笑的。这种分配情况如果不同有关农民

经济的全部材料联系起来，那就不能证明任何问题。如果我们研究

了这些材料，弄清楚了各类农户在租地和出租地、改良农具和肥

料、外水和购买地、雇佣工人和牲畜头数等等的分配方面的共同

点，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事情的所有这些不同方面相互之间有不可

分割的联系，它们的确表明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

的经济类型已经形成，如果我们弄清楚了这一切，而且只有在已经

弄清楚的限度内，我们才可以使用象关于马匹分配的单项材料来

２０１ 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



说明上面所说的一切。相反，如果有人给我们举出富裕户在某一时

期马匹减少的某个事例，并且仅仅根据这一点就对农村资产阶级

同其他各类农户的对比关系作出某些普遍性的结论，那就荒谬透

顶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在市场的统治

下，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均衡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不是跳

跃式的、曲折的，就是说，它忽而迅速前进，忽而暂时降低到原有水

平以下。俄国农业危机问题和当前变革问题的实质根本不在于资

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或发展速度怎样，而在于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

危机和变革，它是不是在农民变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情

况下发生的，村社内部各个农户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资产阶级的关

系。换句话说，研究俄国土地问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弄清楚那些说

明土地关系的阶级实质的基本材料。只有在弄清楚了我们所遇到

的是哪些阶级和哪种发展趋势之后，才能谈到局部问题，如发展速

度问题以及总趋势的某些不同形式问题等。

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改革后的农民经济的看法的依据，就是

承认这种经济类型是小资产阶级的类型。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经济

学家同民粹派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首先就是这种论断是否正确、

是否适当（如果打算弄清楚意见分歧的真正实质，必然这样争论）。

不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够进一步了解任何比较具体的或

实际的问题。譬如说，如果不先弄清楚我国农业演进的总趋势，不

先弄清楚在这一或那一事变进程中哪些阶级会取得胜利等问题，

要研究１９世纪留给２０世纪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各种途径，那是毫

无希望的，是研究不清楚的。

我们在上面引证的那些关于农民分化的详细材料所说明的正

是土地变革方面其他一切问题的基础，不了解这个基础就不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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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我们从俄国的两极详细地研究了各类农户之间的相互关系，所

有这些关系正好向我们表明了村社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实质。

这些相互关系清楚地表明了农民经济在当前历史情况下具有小资

产阶级的性质。马克思主义者说过，农业中的小生产者（不管他是

在份地上经营还是在其他什么土地上经营，都是一样）在商品经济

发展的条件下，必然是小资产者。这个论点曾经使很多人困惑莫

解，他们说，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是从别人那里照样搬来硬套在我

国独特的条件上的。但是关于各类农户相互关系的材料、关于富裕

的村社农民抢租贫穷的村社农民的土地的材料、关于富裕的村社

农民雇用工人的材料、关于贫穷的村社农民变为雇佣工人的材料

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材料，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论是正确

的，是驳不倒的。关于村社在俄国经济发展趋势方面的意义问题，

也被这些材料彻底解决了，因为这些材料所表明的恰好是真正的

（而不是虚构的）村社的真正趋势。不管份地的分配怎样平均，不管

进行什么样的重新分配，事实表明，村社农民真正的经济发展趋势

就是形成农村资产阶级以及大批贫苦的业主被挤到无产阶级的行

列中去。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也好，劳动派所

要求的土地国有化也好，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虽然从社会发

展的速度、生产力的增长和最大限度地照顾群众利益等角度来看，

这两种“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别。

现在我们还应该考察一下俄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问题。前面

的叙述包含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前提，即改革后整个时代

的特点就是商业和交换的发展。我们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再引用统

计材料来证实这一点了。但是必须说明：第一，目前的农民经济对

市场的依附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第二，随着农业对市场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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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将具有哪些特殊形式。

关于第一个问题，沃罗涅日省地方自治机关的家庭收支统计

收有极其精确的材料。这里我们可以从农民家庭的收支总额（这在

前面已经引用过了）中抽出货币收支额来看一看。下表说明了市场

的作用：

农民的货币收支额占收支总额的百分比

支出 收入

无马者 ……………… ５７．１ ５４．６

有１匹马者 ………… ４６．５ ４１．４

有２匹马者 ………… ４３．６ ４５．７

有３匹马者 ………… ４１．５ ４２．３

有４匹马者 ………… ４６．９ ４０．８

有５匹马以上者 …… ６０．２ ５９．２

平  均 ４９．１ ４７．９

这样看来，连中等农民的经济都在极大程度上依附市场，更不

用说富裕农民和贫困化的农民（半无产者）了。因此，任何有关农民

经济的议论，如果忽视了市场、交换和商品生产日益增长并占优势

的作用，那都是根本错误的。１９世纪末俄国农民梦寐以求的农奴

制大地产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消灭，不会削弱而只会加强市场的

权力，因为工役制和盘剥制在阻碍商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

关于第二个问题必须指出，资本渗入农业是一个独特的过程，

要正确地了解这个过程就不能够只看全国性的一般的材料。农业

在不同的经济中和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并不是一下子就同样

地变成商业性农业的。相反，市场通常在一个地区控制复杂的农业

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地区又控制它的另一方面，但其他方面并没

５０１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



有消失，而是适应于“主要的”即货币的方面。譬如，在某一个地区

主要形成了商业性谷物业，为出卖而生产的主要产品是谷物。在这

种经济中，畜牧业起着从属作用，再进一步，如果耕作业片面发展

到极点时，畜牧业几乎会消灭。例如，美国西部地区的“小麦工厂”

有时一个夏季在几乎没有牲畜的情况下就建立起来了。在其他地

区主要形成商业性畜牧业。为出卖而生产的主要产品是肉制品或

乳制品。纯农业则要适应于畜牧业。显然，经营的规模和组织的方

式在这两种情况下是不相同的。不能根据播种面积的大小来判断

城市近郊的牛奶业。不能用衡量大农户和小农户的同一尺度去衡

量草原耕作者、菜园主、烟草业主、“牛奶场主”（按照英国的说法）

等等。

交换和商业渗入农业，引起了农业的专门化，而且这种专门化

在日益发展。同样一些经济指标（如马匹数目），在商业性农业的不

同地区具有不同的意义。譬如在首都近郊的无马农民中就有一些

大农户，他们有产乳牲畜，做大笔生意，使用雇佣工人。当然，在全

部无马农民和有１匹马的农民中，这样的农场主是极少数。但是，

如果我们只是使用包括全国的总的材料，那我们就无法估计农业

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

对于这种情况，应当特别注意。忽视这一点就不能对农业资本

主义的发展得出正确的认识，并且容易犯简单化的错误。只有估计

到农业的实际特点，才能把握住这个过程的全部复杂性。有人说，

农业由于有它的特点，因此不受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支配。这是完

全错误的。农业的特点阻碍农业依附于市场，这是事实，但是在任

何地方和任何国家，商业性农业增长的过程都在不可遏止地进行

着。不过形成商业性农业的形式确实是独特的，因此就要用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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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去研究。

为了说明上述情况，我们从俄国商业性农业的不同地区举出

几个明显的例子。在商业性谷物业地区（新罗西亚和伏尔加左岸），

我们看到，谷物收获量增长异常迅速；在１８６４—１８６６年，这些省份

还落在中部黑土地带省份的后面，每人平均纯收获量只有２．１俄

石，到１８８３—１８８７年，这些省份超过了中部地区，每人平均纯收获

量达到了３．４俄石。播种面积扩大是这个地区在改革后时期的最

大特点。在这里，土地的耕作往往是最原始的，人们只注意尽量多

种土地。在１９世纪下半叶，这里出现了美国那样的“小麦工厂”。根

据播种面积（上等户每户平均达２７１俄亩），完全可以判断出经营

的规模和类型。在另一个地区，即在工业地区，特别是在首都近郊，

就谈不上扩大播种面积的问题。这里最明显的特点不是商业性谷

物业，而是商业性畜牧业。因此根据耕地的亩数或役马的匹数，已

不可能正确了解这里的经济。这里更适当的衡量尺度是奶牛的头

数（牛奶业）。这里大经济进步的标志不是播种面积的扩大，而是轮

作制的改变和牧草的种植。这里马匹很多的农户比较少，甚至马匹

的减少有时反而意味着经营的进步。但是这里农民的奶牛却比俄

国其他地区多。布拉戈维申斯基先生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的总数，

算出每户平均有１．２头奶牛；在彼得堡、莫斯科、特维尔和斯摩棱

斯克４省１８个县中，每户平均有１．６头，拿彼得堡省一省来说，每

户平均有１．８头８６。无论是商业资本或投入生产的资本，在这里都

主要用于畜产品。收入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奶牛的多少。于是“牛奶

场”不断出现。富裕农民雇用的农业工人愈来愈多。我们已经指出，

人们从贫困的中部地区纷纷跑到工业省份去从事农业。总之，由于

耕作技术条件跟纯粹农业地区不同，同样一些社会经济关系，在这

７０１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



里表现为完全不同的形式。

如果拿特种作物（如烟草业）来看，或者拿农业同产品加工业

（如酿酒业、甜菜制糖业、榨油业、马铃薯淀粉业及其他生产）的结

合来看，那这种经营关系的表现形式既不同于商业性谷物业中的

形式，也不同于商业性畜牧业中的形式。这里可以作为衡量尺度的

或者是特种作物的播种面积，或者是与这种经济有关的产品加工

企业的规模。

仅仅涉及土地面积或牲畜头数的农业综合统计材料，根本不

可能估计到所有这些纷繁的形式，因此那些只是根据这种统计材

料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正确的。同根据一般的综合数字和抽象

的平均数所能想象到的情况相比，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要迅速得多，

交换的影响要广泛得多，资本对农业的改造要深刻得多。

七

现在我们把上面关于１９世纪末俄国土地问题和农业危机的

实质的所有论述作一总结。

这个危机的实质是什么呢？Ｍ．沙宁在《土地地方公有还是分

归私有》（１９０７年维尔纳版）这本小册子中坚持认为，我国的农业

危机是耕作技术的危机，这一危机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必须提高

俄国极低的农业技术，必须过渡到更高的耕作制度，等等。

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太抽象。必须过渡到更高的技

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第一，这种过渡从１８６１年以后在俄国

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不管进步多么缓慢，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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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地主经济，还是以少数富裕农民为代表的农民经济，都已经

开始种植牧草，使用改良农具，更经常、更细致地给土地施肥，等

等。既然农业技术的这种缓慢进步是１８６１年以来的一个普遍过

程，那么指出这一点来说明公认的１９世纪末农业危机的尖锐化显

然是不够的。第二，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了两种“解决”土地问题的

方式，一种是斯托雷平的从上面解决的方式，其办法是保存地主土

地占有制，彻底消灭村社，让富农来掠夺村社，另一种是农民的（劳

动派的）从下面解决的方式，其办法是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实行

全部土地国有化，这两种解决办法都在按自己的方式促进向更高

技术的过渡，都朝着耕作技术的进步前进。只是前一种解决办法是

通过加速从农业中排挤出贫苦农民的过程来实现这种进步，后一

种解决办法则是通过加速排除工役制（用消灭农奴制大地产的办

法）的过程来实现这种进步。贫苦农民把自己的土地“经营”得极其

糟糕，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所以，如果让一小撮富裕农民大肆掠

夺贫苦农民的土地，那耕作技术会得到提高，这是无可怀疑的。但

同样无可怀疑的事实是，靠工役制和盘剥制来经营的地主土地，也

耕种得极其糟糕，比份地还糟（请回想一下前面引用过的数字：每

俄亩的产量，份地是５４普特，农庄土地是６６普特，按对分制耕种

的土地是５０普特，农民按年租种的土地是４５普特）。地主经济的

工役制保存了极其落后的耕作方法，使耕作技术方面和整个社会

生活方面的未开化状态永久存在。所以，如果连根铲除整个工役

制，即彻底消灭（而且不付赎金）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那耕作技术

会得到提高，这是无可怀疑的。

这样看来，土地问题和农业危机的实质不在于要铲除提高耕

作技术的障碍，而在于如何来铲除这种障碍，由哪个阶级用哪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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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铲除。铲除阻碍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是绝对必要的，不仅从

主观上讲是必要的，而且从客观上讲也是必要的，就是说，铲除障

碍是不可避免的，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防止的。

Ｍ．沙宁的错误，也是很多土地问题著作家所犯的错误，在于

把必须提高农业技术这一正确论点说得过于抽象，没有考虑到俄

国农业中农奴制特点同资本主义特点互相交织的各种特殊形式。

俄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的和基本的障碍是农奴制残余，这首

先是工役制和盘剥制，其次是农奴制的赋税、农民的权利不平等、

农民在上层等级面前所处的屈辱地位，等等。铲除这些农奴制残余

在经济上早已十分必要了。１９世纪末农业危机之所以极其尖锐，

正是因为俄国摆脱中世纪制度的过程拖得太长，工役制和盘剥制

“活得”太久。这些残余在１８６１年以后消亡得那样缓慢，以致新的

机体需要用强制手段来迅速地肃清农奴制。

俄国农业的这种新的经济机体是什么呢？这在前面我们已经

特别详细地说明过了，因为自由主义民粹派营垒的经济学家们对

这一点的认识是非常错误的。在我国从农奴制中破壳而出的新的

经济机体就是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地主经营的经济，只要不是

依靠工役制、依靠盘剥份地农民，那就非常清楚地表现出资本主义

的特征。只要我们能够深入村社内部去看一看，现实生活中发生了

哪些同官方规定的份地平均制不符合的事情，那我们就会看到，农

民经营的经济也处处表现出纯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俄国尽管存在

着种种障碍，但是商业性农业还是不断地发展，而且不可避免地转

化为资本主义农业，虽然这种转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各个地

区是各不相同的。

为了新的经济机体进一步自由发展，必须用强制手段消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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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外壳，但是应当消灭什么呢？应当消灭中世纪的土地占有

制。到目前为止，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纪的，就连相

当一部分农民土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的。我们看到，新的经济条件

正在冲破这些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框框和界限，迫使贫苦农民出

租自己历来耕种的份地，促使富裕农民利用各种土地（份地、购买

地以及从地主那里租来的土地）组织起规模较大的经济。地主的土

地分为用工役制耕种的土地、农民按年租种的土地和农庄耕地，这

一情况就说明，新的经济形式正在旧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框框

以外建立起来。

坚决抛开过去的东西，就能够一下子消灭这种土地占有制。消

灭的办法就是全体农民代表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间一贯要求的土地

国有化。消灭土地私有制丝毫也不改变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土

地占有制的资产阶级基础。认为土地国有化同社会主义甚至同土

地平均使用制有某些共同之处，这种看法是再错误也没有了。至于

社会主义，那么大家知道，它就是消灭商品经济。而国有化是把土

地变为国家所有，这丝毫也不触动土地的私人经营。不管富裕农民

是否把土地“永远地”买下，是否租种地主的土地或官地，是否“集

中”没落的贫穷农民的份地，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的）经营制度是

不会因此而改变的，正如同这种情形一样，不管土地是否成为全

国、全民的“财产”，土地的经营制度是不会因此而改变的。只要仍

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而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

交换同土地占有形式是毫无关系的。（顺便指出，我在这里讲的只

是国有化的经济意义，而不是替国有化纲领辩护；我在上述著作①

中已经作过这样的辩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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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平均制，我们在前面就已经说明了它在份地分配方面的

实行情况。我们看到，村社内部份地的分配是相当平均的，只是富

人稍微占了一点便宜。但是由于穷人出租土地，富人集中租地，结

果这种平均制就所剩无几了。很明显，只要存在着业主之间的财产

上的差异，存在着加剧这种差异的交换制度，那任何土地占有平均

制都无法消除实际使用土地方面的不平均现象。

国有化的经济意义根本不象人们通常探讨的那样。它的意义

不在于反对资产阶级关系（马克思早就指出，国有化是资产阶级最

彻底的措施①），而在于反对农奴制关系。形形色色的中世纪土地

占有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等级的框框妨碍了商业周转；旧土地占

有制同新经济之间的不适应现象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地主靠大地

产来延续工役制的寿命；农民被束缚在象犹太人居住区８７那样的

份地上，然而现实生活处处都在破坏份地占有制的框架。国在化可

以彻底扫除土地占有制方面的一切中世纪关系，可以消灭在土地

上的一切人为的界限，使土地变成真正自由的土地。对谁来说是自

由的呢？对全体公民吗？根本不是。我们已经看到，无马农民（３２５

万户）的自由在于出租份地。土地成为自由的，是对业主来说的，是

对那些真正希望而且能够按照整个现代经济条件特别是现代世界

市场的条件去耕种土地的人们来说的。国有化可以加速农奴制的

灭亡，可以使纯粹资产阶级农场在清除了一切中世纪废墟的土地

上加速发展。这就是１９世纪末提出的俄国土地国有化的真正历史

意义。

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占有制，还有一条在客观上不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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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正如我们看到的，这就是让富人加速掠夺村社和巩固富裕

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工役制和盘剥制的老根并未触

动，地主的大地产依然存在。很明显，对于保证生产力的自由发展

来说，这样一种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办法比前一种办法差得不

可比拟。既然大地产保留下来，那受盘剥的农民、对分制、小规模年

租制、用农民的农具和牲畜耕种“老爷的”土地等现象就必然保留

下来，也就是说，最落后的经营水平和叫作宗法式农村生活的一切

亚洲式的野蛮状态必然保留下来。

我所指出的“解决”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俄国的土地问题的两

种办法，是同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相适应的。我把这两条

道路叫作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前一条道路的特点是，

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关系不是一下子被消灭掉，而是慢慢地适应资

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长时期保存着半封建的特征。普鲁士的地主

土地占有制没有为资产阶级革命所粉碎，而是得到了保全，并成为

“容克”经济的基础。这种经济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它也必

然存在农村居民的某种依附关系，如奴仆规约８８等等。因此容克的

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在１８４８年以后又维持了数十年之久，而德国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比美国慢得无法相比。美国的情况完全相反，

资本主义农业的基础不是大地主的旧的奴隶占有制经济（国内战

争彻底粉碎了奴隶主农庄），而是自由的农场主在自由土地上的自

由经济。所谓自由土地，就是它一方面摆脱了中世纪的一切羁绊，

摆脱了农奴制度和封建制度，另一方面又摆脱了土地私有制的羁

绊。在美国，巨大的土地储备是按名义价格分配的，现在，那里的土

地私有制只是在新的、完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１８６１年以后，这两条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俄国都非常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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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来了。地主经济的进步是无可怀疑的，不过只要还保留着农

奴制残余，这种进步的缓慢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同样无可

怀疑的是，农民愈自由，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愈少（譬如在南部就

有这一切有利条件），而且从整个来说愈有保证得到土地，农民的

分化就愈厉害，农村的农场主－企业主阶级的形成就愈迅速。国家

今后发展的全部问题就是：这两条发展道路中究竟哪一条道路能

取得最后的胜利？与此相应的是，究竟由哪一个阶级来进行必要的

和不可避免的改革？是从前的地主老爷还是自由的农民－农场主？

在我国常常有人认为，土地国有化把土地排斥在商业周转之

外。大多数先进农民和农民思想家无疑都有这种看法。但是这种

看法是根本错误的。情况恰恰相反。土地私有制是对土地自由投

资的障碍。因此，在可以向国家自由租种土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

土地国有化的实质就在于此）的情况下，土地被卷入商业周转的情

形要比在土地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更加普遍。在自由租佃

的情况下，对土地投资的自由，农业竞争的自由，都比在私有制的

情况下多得多。土地国有化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大地主的大地主占

有制。而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大地主占有制是什么意思呢？关

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讲得非常透彻。我在前面提

到的那部论述土地纲领的著作中曾经引用了他的这段话①，但是

鉴于问题重要，我在这里还要引用一次。

马克思在关于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历史条件一节（《剩余价值

理论》１９０５年斯图加特版第２卷第２册第５—７页②）中说道，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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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图和安德森“都是从一种在大陆上看来非常奇怪的观点出发

的”。这就是：“根本不存在妨碍对土地进行任意投资的土地所有

权”。骤然看来，这是一个矛盾，因为正是在英国被认为是特别完

整地保存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是马克思解释道，正是在英国，

资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

系”。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从历史上遗

留下来的一切关系，不仅村落的位置，而且村落本身，不仅农业

人口的住所，而且农业人口本身，不仅原来的经济中心，而且这

种经济本身，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

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马克思继续说道：“在德国人那

里，经济关系是由各种土地占有（Ｆｅｌｄｍａｒｋｅｎ）的传统关系、经

济中心的位置和居民的一定集中点决定的。在英国人那里，农业

的历史条件则是从１５世纪末以来由资本逐渐创造出来的。联合王

国的常用术语‘清扫土地’（“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ｏｆｅｓｔａｔｅｓ”），在任何一个

大陆国家都是听不到的。但是什么叫作‘清扫土地’呢？就是毫

不考虑定居在那里的居民，把他们赶走，毫不考虑原有的村落，把

它们夷平，毫不考虑经济建筑物，把它们拆毁，毫不考虑原来农

业的类别，把它们一下子改变，例如把耕地变成牧场，总而言之，

一切生产条件都不是按照它们传统的样子接受下来，而是按照它

们在每一场合怎样最有利于投资历史地创造出来。因此，就这一

点来说，不存在土地私有权，土地所有权让资本——租地农场主

——自由经营，因为土地所有权关心的只是货币收入。一个波美

拉尼亚的地主〈马克思指的是洛贝尔图斯，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

把他的地租论驳得体无完肤〉，脑袋里只有祖传的土地占有、经济

中心和农业公会等等，因而对李嘉图关于农业关系发展的‘非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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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观点就会大惊小怪。”事实上，“英国关系是使现代土地所有

权——被资本主义生产改变了形式的土地所有权——得到合适发

展的唯一关系。在这里，英国的观点〈即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对

于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说具有古典意义”。

在英国，这种清扫土地是通过以暴力破坏农民土地占有制的

革命方式来进行的。这种对过时的旧东西的破坏，在俄国也绝对不

可避免，但是１９世纪（以及２０世纪的前７年）还没有解决由哪一

个阶级和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我们所需要的破坏这一问题。前面我

们已经说明了现今俄国土地分配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看到，１０５０

万农户只有７５００万俄亩土地，而３万个大地产占有者就有７０００

万俄亩土地。在这样的基础上必然要爆发斗争，而斗争可能的一个

结局就是１０００万农户的地产要增加将近一倍，３万个上层分子的

地产则要被消灭。现在我们从１９世纪末俄国土地问题是怎样形成

的这个角度出发，纯粹从理论上考察一下这个可能的结局。这一变

化的结果将会是怎样呢？从土地占有关系的角度来看是很明显的：

中世纪的份地占有制和中世纪的地主土地占有制将被更替。旧东

西将一扫而光。在土地占有关系中，任何传统的东西都不会留下。

究竟是什么力量决定新的土地占有关系呢？是平均制的“原则”吧？

受了民粹派思想影响的先进农民喜欢这样想。民粹派也这样想。然

而这是幻想。在村社中，法律所承认的并被习惯奉为神圣的平均制

“原则”，实际上使土地占有制适应于财产上的差别。无论是俄国的

材料，或者是西欧的材料，都千百次地证实了这个经济方面的事

实。根据这个事实，我们肯定地说，对平均制的希望将象幻想那样

成为泡影，而土地占有制的更替将成为唯一可靠的结果。这种结果

的意义是否重大呢？非常重大，因为任何别的办法，任何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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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别的改造都不能提供这样充分的保证，使俄国的农业技术获

得最迅速、最广泛、最自由的进步，使农奴制、等级制和亚洲式野蛮

的一切痕迹从我国生活中消除净尽。

或许有人要反驳我们说：技术进步呢？难道精确的材料在前

面没有证明地主经济在种植牧草、使用机器、施肥和牲畜质量等

方面都超过了农民经济吗？是证明了，这个事实丝毫不容怀疑。但

是，不应当忘记，经济组织、技术水平及其他方面所有的这些差

别都集中表现在单位面积产量上。我们已经看到，由农民按对分

制或其他方式耕种的地主土地的产量低于份地的产量。这就是人

们在谈论俄国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的耕作技术水平时几乎总是忘

记的情况！地主经济只有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才超过农民经济。问

题的全部实质也就在于，这个“只有”使工役制在１９世纪末依然

是我国中部地区占优势的经济形式。因为直到现在受盘剥的农民

还在用自己祖传的农具和耕作方法等等来耕种地主的土地，所以

地主土地占有制是落后和停滞的主要原因。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土

地占有制的改变会提高对分制土地和租地的产量（现在这些土地

的产量——见前面提到的数字——是５０普特和４５普特，而份地

的产量是５４普特，地主耕地是６６普特）。即使这些土地的产量只

提高到份地产量的水平，那这个进步也是很大的。但是不言而喻，

只要农民摆脱了农奴制大地产的压迫，只要份地象国家的其他一

切土地那样成为自由的土地，农场主都可以得到（不是一切公民，

而是拥有农业资本的公民都可以得到）的土地，那份地的产量也

会提高。

这个结论决不是从我们所引用的关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材料中

得出来的。相反，引用这种材料只是为了清楚地说明我们根据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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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演进的全部材料所得出的结论。要推翻这个

结论，就得先推翻这样一个事实，即１９世纪下半叶俄国农业的历

史是以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代替农奴制生产关系的历史。

如果死抱着目前农户数目的材料，那就会得出一种印象，似乎

我们现在所考察的土地变革会造成农业异常分散的后果。我的天

哪，在２８０００万俄亩土地上竟有１３００万农户！难道这不是骇人听

闻的分散吗？我们对此回答道：要知道，这种极其严重的分散是我

们现在看到的现象，因为现在１３００万农户所经营的土地还不到

２８０００万俄亩！因此我们所关心的变革决不会使这方面的情况变

得更糟。此外我们还要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种认为实行这

种变革后农户总数还会和过去一样多的观点有没有根据呢？受了

民粹派理论和农民意见影响的人通常正是这样认为的，农民梦寐

以求的就是土地，他们甚至还幻想使产业工人变成小农。在１９世

纪末，俄国某些产业工人本身无疑也持有农民的这种观点。但是问

题在于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是否符合客观经济条件和经济发展

进程呢？只要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出，农民的观点是根据

已经消逝的永不复返的过去得出的，而不是根据日益发展的未来

得出的。农民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它是昨天的意识形态，经济的发

展实际上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农业人口。

我们所考察的土地占有关系方面的变化并不会消灭也不可能

消灭农业人口比重减少的过程，凡是资本主义日益发展的国家都

有这个过程。也许有人会问：这种变化既然使人人都能自由地得到

土地，那怎么会使农业人口减少呢？对这个质问，我可以用波尔塔

瓦省的农民代表契热夫斯基先生在杜马的一次发言来回答。他在

１９０６年５月２４日的会议上说：“我们那里的农民，即把我们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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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来的那些复选人，曾经算过这样一笔帐：‘如果我们能稍微富

裕一点，如果我们每家每年能够花五六个卢布去买糖吃，那每一个

能够出产甜菜的县份，除了现有的制糖厂，还会再建立几个制糖

厂。’很自然，如果这些制糖厂建起来了，在集约化经营的情况下该

需要多少劳动力啊！制糖厂的生产一定会提高，等等。”（《速记记

录》第６２２页）

这是一位地方活动家的很能说明问题的老实话。如果要问一

下他对土地改革的意义的见解，那他大概会讲出民粹派的观点来。

既然这不是“见解”问题，而是改革的具体后果问题，那么资本主义

的真相就立即战胜了民粹派的空想。这是因为农民们对自己的代

表契热夫斯基先生所讲的那些话，正是资本主义的真相，资本主义

现实的真相。小农群众的生活如果能得到一点切实的改善，制糖厂

的数量和产量的确会大大增加；当然，不只是甜菜制糖业，加工工

业的其他一切部门，如纺织业、制铁业、机器制造业、一般建筑业等

等，都会得到很大的推动，都会需要“大批劳动力”。这种经济上的

必然性要比对平均制的一切美妙的期望和幻想更有力量。无论怎

样进行土地改革，无论怎样改变土地占有制，也无论怎样进行“土

地分配”，３２５万无马农户决不会成为“雇主”。我们已经看到，这几

百万农户（以及相当一部分有１匹马的农户）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

上疲于奔命或出租自己的份地。美国式的工业发展必然会使大多

数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出路的业主离开农业，无论什么样

的“土地所有权”也阻挡不住。１３００万小业主使用极其可怜的、简

陋的、陈旧的农具耕种自己的份地和地主的土地，——这就是今天

的现实。这是农业中人为的人口过剩，所谓人为的，就是那些早已

过时的农奴制关系是靠暴力来维持的，如果不使用刑罚、枪杀和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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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等手段，那这些关系连一天也不能维持。只要群众的生活得到一

点切实的改善，农奴制残余遭到一点严重的打击，都必然会破坏这

种农村人口过剩的现象，都会大大加速居民离开农业转入工业的

过程（这个过程现在也在缓慢地进行），都会大大减少１３００万户这

个数字，都会使俄国象美国那样前进，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象中国

那样前进。

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向社会各阶级提出了一个任务：结

束农奴制的旧时代，清扫土地占有制，为资本主义、为生产力的发

展、为自由的公开的阶级斗争扫清道路。这种阶级斗争将决定用什

么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

１９０８年公历７月１日

１９１８年由生活和知识出版社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第１７卷第５７—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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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目前瓦解的几个特征

（１９０８年７月２日〔１５日〕）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右面，即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

会党人机会主义派阵营内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瓦解，这种瓦解是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多数的党派在反革命猖獗时期的必然现象。

但是如果我们不谈谈“在左面”，即在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

阵营内的瓦解，那么对瓦解的了解就不全面了。

当然，“在左面”这种说法在这里只能从非常相对的意义上使

用，用来说明那些爱玩弄左的一套的人。我们在《无产者报》上已经

不止一次地指出，正是俄国革命最高涨的时期，在公开的、群众性

的政治活动中特别明显地充分表现出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主义”

的不坚定、不稳固和无原则性。这一点，只要把某些重大的事件回

忆一下就可以明白了。１９０５年秋季革命高涨的时候，社会革命党

人同倾向于成立合法的“人民社会党”的人民社会主义者结成秘密

同盟。１９０５年１２月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否决了成立同社会革命

党一模一样的政党的“计划”，但在１９０６年春季和夏季革命高涨

时，我们又在一些日报上，即在全民性宣传的主要讲台上，看到社

会革命党人在同人民社会党人结成同盟。人民社会党人在１９０６年

秋季，在斯维亚堡起义和喀琅施塔得起义８９失败以后，公开放弃革

命，公开以机会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然而在彼得堡举行的第二届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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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选举时（１９０７年春）又恢复了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和劳

动派的“民粹主义同盟”。总而言之，革命完全彻底地揭露出社会革

命党没有任何比较固定的阶级支柱，实际上把它的作用降到小资

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附属品、支系，迫使它经常在口头上的革命激

情和人民社会党人、劳动派的外交手腕之间摇摆不定。最高纲领

派９０在革命时期一直在同社会革命党闹分离，但又不能彻底分离，

这种分离只能证明民粹派的革命性没有稳固的阶级基础。还在《无

产者报》第４号上的《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一文中，我们就曾写

过，社会革命党的中派，“纯粹的”社会革命党人，现在只得搬用马

克思主义者的论据来抵抗社会革命党中的两个“新”流派①。社会

民主党人经过革命，终于团结了一个特定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并

分清了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所特有的两个流派，即机会主义派和

革命派，而社会革命党人经过革命，却没有任何直接的基础，没有

任何明确的界限能把他们一方面同那些与广大的小业主有联系的

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同最高纲领派这个知

识分子的恐怖团体区分开来。

而现在，在最高纲领主义消失（也许是暂时的）以后，我们又看

到和最高纲领主义相似的流派在新的外衣下复活了。“社会革命党

人集团”的机关报《革命思想》９１（１９０８年４月第１号，６月第２号），

表示要同“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即中央机关报《劳动旗

帜》９２划清界限，并宣布“修改我们的〈即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世

界观、我们社会革命党的斗争方法和组织方法”。当然，新报纸答应

要做的所有这些“修改”，所有这种“创造性的批判工作”都纯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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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话。实际上根本谈不到而且也不可能谈到什么修改理论，因为新

报纸根本没有任何理论世界观，它只是用千百种调子一再重复那

种采取恐怖手段的号召，只是愚蠢地、笨拙地、幼稚地去适应这种

好象是新的，其实是陈旧的、非常陈旧的对革命、对群众运动、对一

切政党的意义等等的看法。只要同这些答应要修改、批判和创造的

浮夸诺言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理论”知识是多么惊人的贫乏。

尤其是《革命思想》本身强调“社会革命党正式机关报领导人的看

法已经有进步”（这种进步就是极力强调使用“系统的、中央的政治

恐怖手段”９３以“加速事变的到来”），社会革命党内“新”“旧”两派

的理论观点的十分混乱的现象就更加明显了。引号里的这些话是

从《劳动旗帜》第８号上引来的。而且在第１０—１１号合刊（１９０８年

２—３月）上，我们看到了完全相同的论调，什么“全党竭力”采取

“中央的政治恐怖手段”，什么必须为此筹措“巨款”，同时那里还对

这笔款项的可能来源作了“明显的暗示”。《劳动旗帜》第７—８版上

写道：“一切政党，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都将享受这

个活动的直接成果。所以党完全可以指望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最

广泛的社会援助。”

读者可以看到，新报纸的言论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新报纸唯

一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它为估计被“左的”、似乎是革命的词句所

掩盖起来的瓦解提供了很有教益的材料。孟什维克在《社会民主党

人呼声报》（第１号）上以政治目标的某种一致性为理由，替自己向

自由派募款的行为辩护。社会革命党人在《劳动旗帜》上对立宪民

主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说：你们也将享受成果。两极相通了。小资

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总是同样地“不时看一

看”（虽然是从不同的方面）立宪民主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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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极不仅在这方面相通。孟什维克和“革命的”民粹派

经过革命都悲观失望了。两者都准备把党性，党的旧传统，革命

的群众斗争扔掉。《革命无思想》９４写道：“几乎所有革命政党都犯

的、当前危机中极其有害的一个错误，就是过于相信群众性的人

民起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现实生活中党的希望没有实

现。”原来社会革命党人白白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死板公式”制

定了一个“社会主义纲领”，制定了一个“关于革命的概念，把革

命同经济要求所引起的群众运动和群众起义混为一谈，虽然他们

曾经对有主动精神的少数人这一点作了修改”。不应该修改，而应

该发展“有主动精神的少数人的积极行动的理论和实践”（第１号

第６—７版）。“新的”社会革命的蒙昧主义者认为，必须极力称颂

“革命者心中充满的直接感情和鼓舞着他们的理想”的意义（第２

号第１版），而理论问题、哲学、科学社会主义都是空话。《革命

无思想》问道：“在或迟或早的最近的〈原文就是“在或迟或早的

最近的”〉将来有没有武装起义的希望呢？”它接着回答道：“大家

都认为没有这样的希望”（第２号第２版）。结论就是：俄国的

“政治变革只能由少数革命者来进行”（第７版）。“近三年来革命

政党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偶然的，在我们看来，原因不仅在于客观

条件，不仅在于策略错误，而且也在于这些政党组织的构想本

身”（第１０版）。原来革命者给自己提出了真正领导群众这种“不

能实现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人煽动社会革命党人，怂恿他们去设

法组织农民，并且训练农民进行普遍武装起义，从而损害了恐怖

斗争这一真正的事业（第１１版）。党的极端的中央集权——“发

号施令”——“专横精神”（第１２版）——这就是祸害。“革命者

认为强大的政党是达到既定目的的唯一手段和保证，而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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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俄国的条件下建立这样的政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没有

看到这种政党的一切阴暗面。”（第１２版）

看来已经够了！《革命思想》的思想多么混乱，它宣传的是什么

样的蒙昧主义，在事业一遇到困难以后，他们的所谓革命的纲领就

建立在多么庸俗的绝望、灰心、悲观的情绪上，——关于这些用不

着多费笔墨。上面的引文本身就说得清清楚楚了。

但愿读者不要以为这一类的论断不过是不知名的不足道的小

集团偶然说出的胡言乱语。不对，这样看是错误的。这里有它自己

的逻辑，就是对党对人民革命悲观失望，对群众进行直接革命斗争

的能力悲观失望。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激动、歇斯底里的逻辑，他们

不能坚持不懈地工作，不善于根据已经改变的情况运用理论和策

略的基本原则，不善于在同我们不久前所处的条件截然不同的条

件下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那些脱离了群众中的阶级支柱的

变化无常的人，不是竭尽全力来同不仅渗入上层阶级而且渗入下

层阶级的小市民的涣散现象作斗争，不是更紧密地团结分散的党

的力量来捍卫经过考验的革命原则，而是把过去学的东西完全抛

弃，并宣布要“修改”，也就是说，回到旧的垃圾堆里去，回到革命的

手工业方式，回到分散的小组活动。不管这些小组和个人在恐怖斗

争中多么英勇，都不能改变下面这个事实：他们这些参加了政党的

人的这种活动就是瓦解的表现。所以领会下面这个已为革命遭到

失败的各个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了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机会主义

者的灰心和恐怖主义者的绝望都表现了同样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

和阶级特点。

“大家都认为，在或迟或早的最近的将来没有武装起义的希

望。”请想一想这句尖锐而刻板的话吧。显然，人们从来没有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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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那些先引起广泛的政治危机、然后在这个危机尖锐化的时候引

起内战的客观条件。人们把武装起义的“口号”背得烂熟，却不

懂得这个口号的意义和应用这个口号的条件。所以革命一遭到失

败，他们就这样轻率地把那些未经思考、盲目接受的口号抛在一

边。要是这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２０世纪唯一革命的理论，要是

他们学一学俄国革命运动史，他们就会看出说空话同提出真正的

革命口号之间的区别。不论是在１９０１年，当游行示威使得克里切

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叫嚷“冲击”的时候，还是在１９０２年和１９０３

年，当已故的纳杰日丁骂旧《火星报》的计划是“舞文弄墨”的

时候，社会民主党人都没有提出起义的“口号”。起义的口号是他

们在１９０５年１月９日以后才提出的，当时已经没有一个人会怀疑

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已经爆发，在直接的群众运动当中，危机的尖

锐化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几个月内，这个危机就发展

成了起义。

从这里可以得到什么教训呢？教训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密切注

视正在酝酿中的新的政治危机，教育群众记取１９０５年的教训，懂

得任何尖锐的危机必然要转变成起义，并要巩固组织，使它在危机

到来的时候提出这种口号。“最近的将来有没有希望？”这样提问题

是毫无意义的。俄国的情况是任何一个稍微能够思考的社会主义

者都不敢预言的。我们所知道的和所能说的就是，如果不改造土地

关系，不彻底破坏旧的土地制度，俄国就不能生存，而俄国是要生

存下去的。斗争的焦点是，由斯托雷平按地主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破

坏呢，还是由农民在工人的领导下自己来进行对自己有利的破坏。

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要使群众认清正在增长的危机的这个经

济基础，并且教育郑重的党组织，使它能够帮助人民吸取丰富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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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教训，使它能够在日益成长的力量成熟到足以发动新的革命“运

动”的时候领导他们进行斗争。

但是，这个回答在那些不把“口号”看作是从阶级分析和对一

定历史时期的估计中得出的实际结论，而把“口号”看作是党派的

永久不变的护身符的人看来，当然会是“不明确的”。这些人不懂

得：不会根据完全明确的时机和还不明确的时机的不同来考虑自

己的策略，是政治上没有修养和眼光狭窄的结果。巩固组织！我国

这些好唱革命“高调”的英雄们看不起这种不会“马上”、立即、明天

就产生轰轰烈烈的结果的细小任务。说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党的希

望没有实现”。而且是在经过了三年革命，强大的政党的作用和意

义已经得到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证实之后，竟然还说出这种话来！

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就已表明，甚至在普列韦制度９５下也可能

建立真正能够领导各阶级的政党。１９０５年春天，我们党还是地下

小组的联合组织，到秋天就成了千百万无产阶级的政党。先生们，

这是“一下子”就变成这样的呢，还是经过１０年缓慢的、顽强的、无

声无息的工作才准备了和保证了这样的结果的呢？如果在当前这

样一个时期，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提到首要地

位的是杀死沙皇，而不是在农民群众中建立党的组织，把劳动派这

个流派的果子酱似的革命性锻炼成一种比较巩固的、有思想的、坚

定的、坚韧的东西，——那么我们要说，俄国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就

要灭亡，它早已死去，它的领袖们在人民革命的第一个战役期间就

模糊地感到民粹派自己的“破产”了。

我们没有指望农民在革命中能起领导作用，甚至没有指望他

们能起独立的作用，我们也不会因第一个战役的失败而灰心丧气，

因为第一个战役表明，在农民当中，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虽然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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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混乱，但是非常普遍。我们会再一次象革命前那样坚韧顽强地

工作，使党的传统不致遭到破坏，使党能够得到巩固，能够在第二

个战役的时候不是领导二三百万无产者，而是领导比这多五倍、十

倍的人。你们对这个任务没有信心？你们觉得这个任务枯燥？最

可尊敬的先生们，请便吧：你们不是革命者，你们不过是空谈家！

你们的正式机关报也是这样神经质地提出参加第三届杜马的

问题。① 在《劳动旗帜》第１０—１１号合刊上，一个歇斯底里的政客

嘲笑我们社会民主党的第三届杜马代表的错误，并且针对他们的

声明大声喊叫道：“谁知道这些声明，这些投票和弃权？”（第１１版）

关于这一点，我们说，是的，我们社会民主党的第三届杜马代

表犯了许多错误。但正是社会革命党人喜欢利用的这个例子，表明

了工人政党和知识分子集团对问题的不同态度。工人政党懂得，在

政治上沉寂和瓦解的时期，这种瓦解现象也必然会在杜马党团中

有所表现，我们的杜马党团在第三届杜马中还不如在第二届杜马

中那样能够集中巨大的党的力量。因此，工人政党批评和纠正自己

代表的错误。每一个组织讨论了每一次发言后得出结论说，某个声

明或演说是错误的，这就为群众采取政治行动提供了材料。社会革

命党人先生们，你们尽可放心：在政治危机尖锐化的时刻，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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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至少是我们杜马党团的成员，都会克尽自己的责任。我们是

公开地，当着群众批评他们的错误。代表、阶级、党都会从这种批评

中得到教益。党经历过困难时期，它知道，要光荣地摆脱困境，只有

靠所有的组织坚持不懈地工作，歇斯底里是无济于事的。《无产者

报》是在国外出版的报纸，它认识到自己从远方提意见必须小心谨

慎，但是它也公开提出改善党团工作的办法。我们党进行的公开的

批评，补充了党团工作的不足，使群众既能知道杜马中发表的声明

又能知道党对这些声明提出的修正意见的性质。在党的组织和党

的刊物正在大瓦解的时候，不重视杜马讲坛，那就表现出知识分子

的无比轻率。

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不理解，公开的社会主义言论在他们党

的机关报刊上受到率直的批评和纠正会有什么意义。社会革命党

人先生们宁肯闭口不谈自己的活动家的错误：《劳动旗帜》第１０—

１１号合刊骂我们发表了一个关于格尔舒尼偏爱立宪民主党人的

“庸俗”声明，这又使我们想起了这一点。我们早就对这个问题表示

了我们的意见①，所以在受尽沙皇刽子手折磨的这位忠于革命组

织因而应该深受尊敬的人死后不久的今天，我们不必重复这个问

题。但是，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愿意提起这个问题，那我们就

给予答复。先生们，你们除了谩骂以外，拿不出任何东西来回答我

们，你们不能直接公开地说出，你们当中谁赞成和谁不赞成格尔舒

尼在社会革命党二月（１９０７年）代表大会上的立场。你们不能从实

质上回答问题，不能揭露出你们领袖的错误和他们的支持者有多

少人等等，因为你们没有党，不重视通过对个人、对声明、对派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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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批评来教育群众。

工人阶级通过公开批评自己的代表将会教育和锻炼自己的组

织。虽然不是一下子，不是没有摩擦，不是没有斗争，不是没有困

难，但我们一定能完成事变的艰难转折给我们提出的困难任务：把

公开的杜马活动同党的秘密活动结合起来。完成了这个任务，就将

表明经历了革命的第一个战役的党已经成熟，完成了这个任务，就

会为无产阶级在第二个战役时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更巧妙地、

更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取得更为决定性的胜利提供一个保证。

载于１９０８年７月２日（１５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３２号 第１７卷第１３８—１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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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９６

（１９０８年７月５日〔１８日〕）

自拟简介

  为了满足波兰同志的请求，我想在这里把我那本同名著作的

内容简单地叙述一下，那本书在１９０７年１１月就写成了，但是由于

某些不取决于我的原因，至今尚未出版①。

在该书第一章中，我研究了“俄国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

质”。我把俄国１９０５年度最新的地产统计材料加以对比，按整数计

欧俄５０个省共有土地２８０００万俄亩，结果得出的全部土地（份地

和私有主土地）的分配情况如下表：

户 数 共有土地俄亩数

（单位百万）

平均每户
土地俄亩数

（一）受农奴制剥削的破产农民 １０．５…     ７５．０      ７．０
（二）中等农民 １．０……………………… １５．０ １５．０

（三）农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地产 １．５…………………………… ７０．０ ４６．７
（四）农奴制大地产 ０．０３……………… ７０．０ ２３３３．０

共  计 １３．０３ ２３０．０ １７．６

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 —……………… ５０．０      —

总  计 １３．０３ ２８０．０ ２１．４

１３１

①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１８５—３９７页。——编者注



  任何一个对社会统计稍微熟悉一点的人都懂得，这只能是一

种大致真实的情况。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溺于一

些细枝末节，而使事情的实质淹没了。但是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

是这些细枝末节，而是整个过程的阶级内容。我的图表揭示了这一

内容，表明俄国革命斗争是为了什么。３万个地主（主要是贵族和

皇族管理机关）占有７０００万俄亩土地。这个基本事实应该同另一

个事实加以对比，即１０５０万农户和最小的私有者只占有７５００万

俄亩土地。

后两者如果取得前者的土地可以把自己的土地扩大一倍：这

是斗争的客观必然趋势，不管各个阶级对这个斗争的看法多么不

同。

上面这个图表极其清楚地表明了农业危机的经济实质。千百

万遭到破产、陷于赤贫的小农；在贫困、愚昧和农奴制残余的压迫

下，不能不依附地主，过着半农奴式的生活，为了使用地主的牧场、

饮马场，为了使用他们的“土地”，为了冬季的贷款等等，他们必须

用自己的农具和牲畜去耕种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大地产占有者

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不靠邻近破产农民的劳动来经营，因为这样

经营既不需要耗费资本，也不需要采用新的耕作制度。这样必然产

生俄国经济文献中多次谈到的那种工役制。这无非是农奴制的进

一步发展。经营的基础不是使工人同土地分离，而是强迫破产农民

固守土地，经营的基础不是私有者的资本，而是他的土地，不是大

地产占有者的农具，而是农民的旧式犁，不是农业的进步，而是多

年来的因循守旧，不是“自由雇佣”，而是高利贷的盘剥。

上述情况在农业上引起的结果可以用以下数字来表示：份地

每俄亩的产量为５４普特；在独立农庄内使用地主的农具和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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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雇佣劳动来耕种的地主土地，每俄亩的产量为６６普特；同样

是地主土地，但用所谓“对分制”方式耕种，每俄亩的产量则为５０

普特，最后，农民租佃的地主土地，每俄亩的产量为４５普特。靠农

奴制和高利贷的方式（即上面提到的“对分制”和农民租佃）耕种的

地主土地，其产量还不如地力枯竭、土质低劣的份地，农奴制大地

产所保持的这种盘剥制是俄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

但是上面这个图表还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即这种发展在资本

主义国家中可以有两种方式。或者是大地产被保存下来，并逐步地

成为经营土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这是普鲁士式的农业资本

主义。主宰一切的是容克，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容克一直保持

着政治上的优势，而农民则处于受压制、受屈辱和贫困愚昧的状

态。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同１８６１年到１９０５年这段时间俄国农

业的情况相仿。

或者是革命扫除地主的地产。这样，资本主义农业的基础就是

由自由的农场主经营自由的土地，即清除了一切中世纪废墟的土

地。这是美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条件

中，这种条件对人民群众最有利，因而生产力的发展也最迅速。

实际上，在俄国革命中，斗争并不是为了实现民粹派的“社会

化”及其他荒谬主张（这些不过是市侩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空谈，

如此而已），而是要决定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走什么道路：走“普鲁

士的”道路，还是走“美国的”道路。不弄清革命的这一经济基础，就

根本不能了解土地纲领问题（马斯洛夫就是这样，他只是研究抽象

的愿望中的东西而不说明经济上的必然的东西）。

限于篇幅，第一章的其他内容就不能叙述了；我只能概括地讲

一下，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都竭力掩饰土地变革的实质。而普罗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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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维奇先生之流则为他们帮忙。立宪民主党人混淆（“调和”）了俄

国革命中土地纲领的两条基本路线，即地主路线和农民路线。其

次，也简单地说一下：在１８６１—１９０５年这段时间，俄国已经出现了

资本主义的农业演进的两种方式，即普鲁士式（地主经济逐步地向

资本主义发展）和美国式（在土地辽阔的、最自由的南部，农民发生

分化，生产力迅速发展）。最后，我在这一章中还研究了垦殖问题，

但是在这里不能详谈了。我只是提出一点，就是使俄国几亿俄亩土

地无法加以利用的主要障碍是中部地区土地占有中的农奴制大地

产。打倒这些地主将有力地推动技术和经营水平的发展，使扩大耕

地面积的速度比１８６１年以后快１０倍。请看几个数字：俄国的全部

土地为１９６５００万俄亩，其中８１９００万俄亩土地没有任何材料可

查。这样一来，可以研究的土地只剩下１１４６００万俄亩，这中间已经

在利用的有４６９００万俄亩，其中３００００万俄亩是森林。如果俄国能

摆脱地主的大地产，那现在没有任何用处的大量土地不久都会成

为有用的土地。①

我那本书的第二章阐述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种土地纲

领在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过去所有土地纲领的基本错误，就是没

有很具体地设想一下资本主义的农业演进在俄国可能采取的是哪

一种方式，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并给党提出了一

个地方公有化纲领的孟什维克，也犯了这个错误。问题的经济方

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在斯德哥尔摩恰恰没有得到任何研究，谈

４３１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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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是“政治”考虑和政治手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种

情况只能部分地用下面一点来解释，这就是正好在斯德哥尔摩代

表大会开会期间，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对１９０５年十二月事件和

１９０６年第一届杜马的评价上去了。因此，在斯德哥尔摩使马斯洛

夫的地方公有化纲领得到通过的普列汉诺夫，根本没有去考虑资

本主义国家中“农民土地革命”（《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４２

页，普列汉诺夫的发言）的经济内容。或者这是讲空话，是用蛊惑人

心的宣传和欺骗手段去干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干的“笼络”农民

（“Ｂａｕｅｒｎｆａｎｇ”）的行为；或者是在农民胜利的条件下的确存在着

资本主义获得最迅速发展的经济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清

楚地设想到这种胜利，设想到同“农民土地革命”的这种胜利相适

应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和土地占有关系。

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最有影响的“地方公有派”所持的主

要论据，就是说农民对份地国有化抱有敌视的态度。地方公有派的

报告人约翰大声疾呼说：“那时就不仅会出现一个‘旺代暴动’９７，

而是会发生一场反对国家对农民私有份地的支配，反对私有土地

‘国有化’做法的农民的总暴动〈多可怕！〉”（《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

记录》第４０页）。科斯特罗夫叫嚣说：“带着这个主张〈国有化主

张〉到农民中去，就等于把农民推开。农民运动就会避开我们或者

反对我们，我们就会被革命所抛弃。国有化会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力

量，使它同农民隔绝，从而也就削弱了革命的力量。”（第８８页）

看来这是很清楚了。农民对国有化抱着敌视的态度，这就是孟

什维克的主要论据。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违反农民意志而进行……

“农民土地革命”是可笑的，这还不明显吗？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彼·马斯洛夫在１９０５年写道：“土地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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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手段目前在俄国是不会被承认的，首先〈请

注意“首先”二字〉因为这是一种无谓的空想”…… “但是，农民

……会……同意……吗？”（彼·马斯洛夫《土地纲领批判》１９０５年

版第２０页）

可是到了１９０７年３月又写道：“一切民粹主义集团〈劳动派、

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主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土地国

有化。”（１９０７年《教育》杂志９８第３期第１００页）这是谁写的呢？是

同一位彼·马斯洛夫写的！

看，这就是新的旺代暴动！这就是农民反对国有化的暴动！马

斯洛夫不是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不去从经济上研究一下，为什

么农民必须主张土地国有化，却效法健忘的伊万９９，情愿忘记自己

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一切言论。

不仅如此。马斯洛夫为了消灭“不愉快事件”的痕迹，竟造谣中

伤劳动派，硬说他们主张国有化是出于市侩的考虑，“把希望寄托

在中央政权上”（同上）。说这是造谣，下面的对比可以证明。劳动

派提交给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土地法案第１６条写道：“全民土

地资产应由经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地方自治机关

主管，地方自治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独立进行活动。”

孟什维克所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写道：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要求“……（４）没收除小地产以外的私有土地，并将

其转交给根据民主原则选举出来的大的地方自治机关〈根据第３

项，包括城区和乡区的机关〉支配”。

这两个纲领的本质差别并不在于“主管”和“支配”①这两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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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不同，而在于赎买问题（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布尔什

维克同唐恩之流相反，投票否决了这一主张，然而在代表大会之后

孟什维克又竭力想通过这一主张），在于农民土地问题。孟什维克

要把农民土地除外，劳动派却不想把这些土地除外。劳动派向地方

公有派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劳动派提交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纲领是农民群

众的纲领。无论是农民代表写的文字材料，或者是他们在法案上的

签名以及各省都有代表的事实，都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１９０５年，马斯洛夫曾经写道：“特别”（上引小册子第２０页）是个

体农民不会同意土地国有化。原来这是“特别”荒谬的胡说。譬如，

波多利斯克省的农民差不多都是个体农民，可是签名拥护“１０４

人”土地法案（即上面引证的劳动派的法案）的波多利斯克省的代

表，在第一届杜马中有１３人，在第二届杜马中有１０人！

为什么农民拥护国有化呢？因为他们本能地了解到必须彻底

消灭中世纪的土地所有制，而且比那些目光短浅的假马克思主义

者了解得透彻得多。中世纪的土地所有制必须消灭，以便为农业资

本主义扫清道路，资本在不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消灭了旧的

中世纪土地占有制，使它服从市场的需要，并根据商业性农业的条

件加以改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３卷中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遇到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土地所有权都是同资本主义不相适

应的（如克兰（氏族）土地占有制，村社土地占有制，封建土地占有

制，宗法土地占有制，等等），它便根据新的经济要求加以改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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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剩余价值理论》①一书的《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历史条件》这

一节中，马克思极其清楚地发挥了这一思想。他在那里说道：“从亨

利七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

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都没有创造出如此完善的〈适合自己的〉条

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己支配。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

最革命的国家。”“但是什么叫作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ｏｆｅｓｔａｔｅｓ〈直译是清扫领

地或清扫土地〉呢？就是毫不考虑定居在那里的居民，把他们赶走，

毫不考虑原有的村落，把它们夷平，毫不考虑经济建筑物，把它们

拆毁，毫不考虑原来农业的类别，把它们一下子改变，例如把耕地

变成牧场，总而言之，一切生产条件都不是按照它们传统的样子接

受下来，而是按照它们在每一场合怎样最有利于投资历史地创造

出来。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不存在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让资本

——租地农场主——自由经营，因为土地所有权关心的只是货币

收入。”（第６—７页）②

最快地消灭中世纪的形式和最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就

是这样，也就是消灭整个旧的土地占有制，消灭妨害资本的障碍

——土地私有制。在俄国也不可避免地要对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实

行这种革命的“清扫”，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问题的中心和

斗争的焦点完全在于这种“清扫”将由地主来进行呢，还是由农民

来进行？由地主来“清扫”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这就是１８６１年对

农民的掠夺，这就是１９０６年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根据第８７条制

定的法律），由农民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这就是土地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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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和农民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土地国有化的这一经

济实质，马斯洛夫和普列汉诺夫之流根本不懂得。他们制定土地纲

领不是为了同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这一最重要的农奴制关系的残

余进行斗争，不是为了给资本主义彻底扫清道路，而是为了实现小

市民可怜的企图：把新旧事物“和谐地”结合起来，把分配份地所产

生的土地私有制同革命没收来的农奴制大地产结合起来。

最后，为了充分表明小市民的地方公有化主张的反动性，我再

引用一些关于租佃的材料（关于租佃问题的意义，我在１９０６年同

马斯洛夫争论时已经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①这本小册子

中指出过了）。这是关于萨拉托夫省卡梅申县的材料②：

分配份地后产生的农户的平均土地数量

（单位俄亩）
户主类别 份地耕地 租地 出租地 播种面积

无役畜者 …………… ５．４ ０．３ ３．０ １．１

有１头役畜者 ……… ６．５ １．６ １．３ ５．０

有２头役畜者 ……… ８．５ ３．５ ０．９ ８．８

有３头役畜者 ……… １０．１ ５．６ ０．８ １２．１

有４头役畜者 ……… １２．５ ７．４ ０．７ １５．８

有５头以上役畜者 … １６．１ １６．６ ０．９ ２７．６

平  均 ９．３ ５．４ １．５ １０．８

请看一下聪明的马斯洛夫和普列汉诺夫主张仍然归农民所有

的份地同收归“地方公有”的非份地（租地）之间实际的经济对比关

系。无马农户（在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间，这样的农户在俄国１１１０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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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中共有３２５万户）出租的土地比租进的多９倍。他们的播种的土

地比他们的“份地”少４５。有１匹马的农户（全国共有３３０余万

户）租进的土地比出租的稍微多一点，而他们播种的土地则少于

“份地”，在全部上等户中即在少数农民中，租进的土地比出租的多

好几倍，至于播种的土地，则是农民愈富裕，超过“份地”的数量就

愈大。

在整个俄国占统治地位的就是这种关系。资本主义破坏了农

业公社，把农民从“份地”的控制下解脱出来，缩小了份地在农村两

极的作用，而孟什维克这些深谋远虑的思想家却叫喊：“农民会举

行暴动反对份地国有化。”

在俄国，不仅地主所有制是中世纪的所有制，而且农民的份地

所有制也是中世纪的所有制，孟什维克“忽略了”这一点。巩固丝毫

不能适应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份地所有制，是一种反动的措施，而

地方公有化正是要巩固份地所有制，仅仅规定非份地“应收归地方

公有”。份地占有制以上千种的中世纪的界限和中世纪的纳税“村

社”把农民分割开来，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村社”和这种份地占

有制必然要被资本主义所消灭。斯托雷平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就

用黑帮手段加以破坏，农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想用农民的手

段或者说革命民主主义的手段加以破坏。而孟什维克却叫喊：“份

地是动不得的。”

实行土地国有化来消灭作为中世纪残余的“村社”和中世纪的

份地所有制，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最大限度地照顾农民利益

的情况下消灭这些制度的唯一可以设想的办法。在《农民问题材

料》（全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６—１０日），

１９０５年彼得堡版）中写道：“众所周知的‘村社’问题，根本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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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来，并且被大家默然否决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都规定，土地应该交给个人和协作社使用。”（第１２页）至于实行份

地国有化，农民自己是否会吃亏的问题，代表们的回答是：“在分配

土地时反正可以领到土地。”（第２０页）私有者农民（和他们的思想

家彼舍霍诺夫先生）十分清楚地懂得，“在分配土地时反正可以领

到土地”，农奴制大地产很快就会消灭。他们所以需要大规模地“分

配土地”，即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是为了摆脱中世纪的羁绊，是为

了“清扫”土地，使土地的使用适应新的经济条件。穆申科先生在第

二届杜马代表社会革命党人的发言出色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以自

己那种天真态度讲道：“只有废除地界，只有取消根据土地私有制

原则所树立的一切地界，才可能有合理的人口〈农民〉分布。”（第二

届杜马记录第１１７２页）把这种说法同前面引证的马克思的那段话

对比一下，你们就会知道，在“社会化”和“平均化”这类市侩空谈的

后面，隐藏着十分现实的内容，这就是用资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来清

扫旧的中世纪土地所有制。

土地地方公有化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是一种反动的措施，因为

它阻碍消灭中世纪土地所有制这一经济上必要的和必然的过程，

阻碍为一切业主（不管他们的状况、他们的过去、他们在１８６１年得

到的份地等情况如何）在土地方面建立同一的经济条件的过程。把

土地分归私有，在目前也是反动的，因为这样会把现有的、过时的、

作为中世纪残余的份地所有制保存下来；但是将来，在用国有化的

办法彻底清扫土地之后，分配土地可能会成为新的自由农场主的

口号。①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帮助激进资产阶级（即农民）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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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彻底地清除旧废墟，使资本主义获得迅速的发展，而决不是帮助

市侩去达到安居乐业和迁就过去的要求。

第三章讲的是“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

当然我不准备向波兰同志们重复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

的事情，譬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国有化就是要消灭绝对地

租，而不是消灭级差地租，等等。当时考虑到俄国的读者，我不得不

在这方面谈得很详细，因为彼得·马斯洛夫断言，马克思的绝对地

租理论是“矛盾”的，“因此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第３卷是在作

者死后出版的，把作者的草稿也收进去了”（《土地问题》）①。

彼得·马斯洛夫修改马克思草稿的狂妄行为对我来说并不是

什么新花样。早在１９０１年我就在《曙光》杂志１００上指出，马斯洛夫

在《生活》杂志１０１上歪曲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②但是在这以后不

久，当马克思极其清楚地阐明绝对地租理论的《剩余价值理论》出

版之后，彼得·马斯洛夫在１９０６年（第３版序言注明的日期是

１９０６年４月２６日）又重复了这种信口雌黄的彻头彻尾的谰言。这

真是无可比拟的！我在那本书中详细地分析了彼得·马斯洛夫对

马克思的“修正”，这里不可能再来重复，我只是指出，这些修正无

非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陈旧论据。彼得·马斯洛夫居然拿“烧

砖业”（第１１１页）来否定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而且宣扬“土地

肥力递减规律”，断言“没有这个规律，‘海外’竞争就不能得到解

释”（第１０７页），最后，他甚至说，不推翻马克思就不能推翻民粹派

的观点，“如果连续投入同一块土地的劳动的生产率会不断降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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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实不存在的话，那也许还能实现民粹派……的那种美景”（马

斯洛夫，１９０７年《教育》杂志第２期第１２３页）。总而言之，在彼得

·马斯洛夫的经济理论中，在绝对地租、土地肥力递减的“事实”、

“民粹主义”的基本错误、提高经营水平和提高技术水平之间的差

别等问题上，他没有一句话是新鲜的。马斯洛夫用那些被资本的官

方辩护士弄得庸俗不堪的纯粹资产阶级的论据来驳斥绝对地租理

论，因而必然要滚到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者的行列中去。彼得·马斯

洛夫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但他做得十分巧妙：他在自己的《土地问

题》一书的德译本中，把他对马克思草稿的所有修正都删掉了。马

斯洛夫在欧洲人面前把自己的理论都隐藏了起来！说到这里，我不

由得想起了（我在第３章中曾经写到）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陌生

人初次参加古代哲学家的座谈会，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当时有一

位哲学家对他说：“如果你很聪明，那你做得很愚蠢；如果你很愚

蠢，那你做得很聪明。”

不言而喻，谁否认绝对地租理论，谁就使自己根本不可能了解

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国有化的意义，因为国有化能够消灭的只是

绝对地租而不是级差地租。谁否认绝对地租，谁就是否认阻碍资本

主义发展的土地私有制的任何经济意义。正因为如此，马斯洛夫之

流必然会把国有化还是地方公有化的问题归结为政治问题（“把土

地交给谁？”），而忽视问题的经济实质。把份地（即掌握在条件差的

业主手中的劣等地）的私有制同其余一半土地（优等地）的公有制

结合起来，这在稍微有些发达、有些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一种

荒谬的做法。这恰恰是土地方面的复本位制。

由于孟什维克的这种错误，社会民主党人把对土地私有制的

批判任务交给了社会革命党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这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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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光辉的榜样①。而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却根本没有从发展

资本主义的观点来进行这种批判，因此群众所知道的只是民粹派

的批判，即对土地私有制所作的市侩式的歪曲批判。

我还要提到一个细节，在俄国的书刊中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

反对国有化的论据，说什么在小农所有制的情况下国有化就意味

着“货币地租”。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货币地租”（见《资本论》第３

卷）是地主的具有现代形式的利息。在现代农民租佃的情况下，地

租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货币地租。消灭农奴制大地产将加速农民

的分化，加强正在建立资本主义租佃的农民资产阶级。请回想一下

前面引证的关于上等农户租佃的材料。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有一种相当流行的

看法，似乎土地国有化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才能实现。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到那时，提上日程的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革命，

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了。土地国有化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措

施。马克思从《哲学的贫困》②起，就多次地肯定过这一点。他在《剩

余价值理论》（第２卷第１册第２０８页）中写道：“激进的资产者在

理论上发展到否定土地私有权…… 然而，他们在实践上却缺乏

勇气，因为对一种所有制形式——一种劳动条件私有制形式——

的攻击，对于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也是十分危险的。况且，资产者自

己已经弄到土地了。”③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存在着激进资

产者（农民）的条件下进行的。激进资产者“有勇气”为千百万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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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国有化的纲领，因为他们“自己”还没有“弄到土地”，就是说他

们受中世纪土地所有制的害处比从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那里得到

的好处和“利润”更多。除非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和工人之间的“激

进资产者”用群众性的发动来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俄国革命

就不可能胜利。除非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俄国革

命就不可能胜利。

第四章谈的是在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

虑。那里一开头就谈到了普列汉诺夫的“著名”论据，他在斯德哥尔

摩大声叫道：“我的看法的关键就是指出复辟的可能。”（《记录》第

１１３页）但这是生了锈的关键，是立宪民主党人在“防止复辟的保

障”这个幌子下同反动势力搞交易的关键。普列汉诺夫的论据是一

种最可怜的诡辩，他自己断定防止复辟的保障是没有的，但又要想

出来这种保障。“它〈地方公有化〉是不会把土地交给旧制度的政治

代表人物的。”（第４５页，普列汉诺夫的发言）什么叫作复辟呢？复

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代表手中。能不能有防止复辟的保

障呢？这样的保障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记录》第４４页，普列

汉诺夫的发言）。因此……就想出了一种保障，就是“地方公有化不

会把土地交给……”

在地方公有化的情况下，份地和地主土地在经济方面的差别

依然存在，这就是说，实行地方公有化将便于在法律上复辟或恢复

这种差别。地方公有化在政治方面是一个改变地主土地占有权的

法律。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一旦发生

复辟，原来那些阶级将重新成为统治阶级。普列汉诺夫同志，难道

法律能把它们束缚住吗？如果你把这一点想一想，你就会懂得，任

何法律都不能限制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而国有化却能在经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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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给复辟造成困难，因为它消灭了一切界限和整个中世纪土地所

有制，并使它适应新的、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

普列汉诺夫的诡辩承袭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即不是引导

无产阶级走向完全的胜利，而是要它同旧政权搞交易。事实上，只

有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防止复辟”唯一的绝对的“保障”，至

于相对的保障，那就是把革命进行到底，最彻底地消灭旧制度，在

政治上实行最大限度的民主制（共和国），在经济上为资本主义扫

清道路。

普列汉诺夫的另一个论据是：“在掌握土地的社会自治机关

中，地方公有化能造成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而且这将是很强大的

支柱。”（《记录》第４５页）不对。在资本主义时代，地方自治机关在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资

本主义必然要导致国家政权的集中，在反动的国家政权下，任何地

方自治机关都必然会被制服。普列汉诺夫是在宣扬机会主义，他不

去注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建立的唯一能够抵御反动势力的支

柱——“中央政权民主化”或者说共和国，而去注意那种永远无力

完成重大历史任务的、细小的、不独立的、分散的地方自治机关。

“农民土地革命”不击败中央政权，就不能在俄国取得胜利，而普列

汉诺夫却要所有的孟什维克相信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在斯德哥尔

摩所发表的观点：“有了真正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目前通过的纲

领在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没有达到最高限度的情况下也可能实现

〈请听！〉。即使在所谓相对民主化的条件下，地方公有化也是无害

而有益的。”（《记录》第１３８页）

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我们要教育人民迁就君主制，也许“他

们注意”不到我们的区域活动，而“让我们生活”，正如让谢德林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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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鮈鱼
１０２
生活一样。第三届杜马清楚地说明了在孟什维克所说

的中央政权“相对的”民主化的情况下实行地方公有化和地方民主

化有几分可能。

其次，地方公有化会加强联邦制和各区域的分散状态。无怪乎

右派哥萨克卡拉乌洛夫在第二届杜马中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卖力地

申斥国有化（《记录》第１３６６页），主张按区域实行地方公有化。俄

国哥萨克的土地已经是地方公有化的土地。国家分散为一个个的

区域，这正是我国历时三年的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论据是：土地国有化会加强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政权！

第一，提出这个论据的目的是要煽起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

不信任。彼·马斯洛夫在《教育》杂志（１９０７年第３期第１０４页）上

写道：“某些地方的农民也许会同意交出自己的土地，但只要有某

一个大地区（例如波兰）的农民拒绝交出自己的土地，全部土地国

有化的方案就会成为无稽之谈了。”好一个论据！真是没什么可说

的了！既然“只要有某一个大地区的农民拒绝”，就会如何如何，那

我们不是也应当放弃建立共和国的主张吗？这不是论据，而是蛊惑

人心。我们的政治纲领排斥任何暴力和非正义手段，要求各省有广

泛的自治权（见党纲第３条）。这就是说，问题不在于重新想出一些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做不到的新“保障”，而在于无产阶级的党要通

过自己的宣传鼓动号召大家联合起来，而不要四分五裂，要解决中

央集权国家的崇高的任务，而不要去保持穷乡僻壤的粗野和民族

狭隘性。俄国中部地区一定会解决土地问题，而在边疆地区，那只

能用示范来影响。① 这一点，每个民主主义者都看得很清楚，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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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说社会民主党人了。问题只是在于，无产阶级是应当提高农民，

使他们认识到更高的目标呢，还是让自己降低到农民的小市民的

水平。

第二，他们断言，国有化会使中央政权更可以恣意妄为，会加

强官僚制度，等等。谈到官僚制度，那应当指出，即使实行了国有

化，土地仍然由地方自治机关来管理。这说明上面的论据是虚假

的。中央政权只规定一些总的条件，譬如禁止以任何形式出让土地

等等。难道我们现行的即孟什维克的纲领没有规定把“移民所需土

地”和“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域”交给“民主国家支配”吗？要知道

把脑袋蒙在翅膀底下是很不明智的；即使这样也可能产生极端严

重的恣意妄为，因为中央国家政权将自己决定哪些算是有全国意

义的森林和水域。孟什维克寻找“保障”找得不是地方：只有中央政

权彻底民主化，只有共和国才能使中央政权同各区域发生冲突的

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

孟什维克喊道：“资产阶级的国家将会加强。”他们暗地里支持

资产阶级君主派（立宪民主党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却拍着胸脯说，

在考虑支持谁的时候是把资产阶级共和派也算在内的。客观历史

和社会的发展向我们提出的真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是普鲁

士式的农业演进，还是美国式的农业演进？是假立宪主义的遮羞布

掩盖起来的地主君主制，还是农民的（农场主的）共和国？闭上眼睛

不看历史对问题的这种客观的提法，就是自欺欺人，就是象市侩那

样躲避尖锐的阶级斗争，躲避对民主革命问题的这种尖锐、简单和

彻底的提法。

“资产阶级的国家”我们是避免不了的。只有市侩才会在这个

问题上想入非非。我国革命所以是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因为这个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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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并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资本主义的两种

形式之间、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之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两

种形式之间的斗争。十月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的君主制就是孟什

维克诺沃谢茨基所认为的“相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无产阶

级－农民共和国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在我国革命中，如果不以

这种或那种方式支持资产阶级的这一或那一阶层去反对旧制度，

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而且我们的确没有前进一步。

有人对我们说：国有化就是把钱用在军队方面，地方公有化则

是把钱用在医疗和国民教育方面，这完全是庸人的诡辩。马斯洛夫

就是这样谈论的，而且字句也差不多，他说：“……国有化，也就是

〈原文如此！〉把地租用于陆海军；土地地方公有化，也就是把地租

用于居民的需要。”（１９０７年《教育》杂志第３期第１０３页）这是小

市民社会主义，或者说这是把苍蝇捉住以后将药粉撒在苍蝇屁股

上来消灭苍蝇！善良的马斯洛夫没有考虑到，俄国的地方自治机关

和西欧的市政机关用于医疗和其他方面的费用所以比国家多，完

全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从收入最多的财源中已经抵偿了自己最重

要的开支（巩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而把次要的财源留给地方

机关去满足所谓“居民的需要”。把几十万巨款用于军队，而把小小

的零头用于无产阶级的需要，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在支出方面的

实际对比关系。只有马斯洛夫才会认为，只要把地租交给地方自治

机关“支配”，资产阶级国家就会被孟什维克这些精明的“政治家”

蒙骗过去！有了这种“精明的政策”，资产阶级国家难道就会把几十

万巨款交给无产者，而把小小的零头用于陆海军吗？

实际上，孟什维克执行的是市侩的政策，他们躲在偏僻省份的

地方自治机关中逃避历史提出的迫切问题：在我国应当建立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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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呢，还是应当建立容克的中央集

权的资产阶级君主国？先生们，不要躲躲闪闪！你们必然要参与解

决这个迫切问题，任何省区自治，任何玩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花

招都不能使你们回避这一点。你们拐弯抹角的手法实际上只是说

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不了解共和制趋势的意义，而在暗中支持

立宪民主党的趋势。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记录清楚地证明：孟什维克维护地方

公有化，是向欧洲费边社１０３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献媚。科斯特罗

夫在那次代表大会上说：“有些同志好象是第一次听到地方公有制

的说法。我可以告诉他们，在西欧有整整一个流派〈正是！！科斯特

罗夫无意之中道出了真情！〉叫作‘地方公有社会主义’〈英国〉”

（《记录》第８８页）。然而这个“流派”是极端机会主义的流派，这一

点无论是科斯特罗夫或者是拉林① 都没有想过。社会革命党人可

以把市侩的改良运动同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扯在一起，但是先生

们，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做就不适当了！西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英国的费边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法国的布鲁斯派）显然把问题

的重点从国家制度问题移到了地方自治问题。但是我们面临的正

是关于国家制度及其农业基础问题，因此在我国主张“地方公有社

会主义”就是玩弄农业社会主义的把戏。让那些市侩们在未来民主

俄国的宁静的地方自治机关里赶快“为自己营造安乐窝”吧。而无

产阶级的任务是组织群众，但这不是为了上述目的，而是为了进行

革命斗争，争取在今天实现彻底的民主化，到明天实行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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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

有人时常责备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的革命观点是空想主

义，是幻想。而正是在国有化问题上，这种责难听得特别多。然而

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最没有根据。谁把国有化看作“空想主

义”，谁就是没有想到，政治变革规模同土地变革规模必须相适应。

在庸碌的市侩看来，国有化的“空想主义”成分并不少于建立共和

国，而这两者的空想主义成分又不少于“农民”土地革命，即资本主

义国家中农民起义的胜利。就日常的、平静的发展来说，所有这些

变革都是同样“困难的”。叫嚣只有国有化是空想主义，这首先证明

这种人不了解经济变革同政治变革有必然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

不消灭地主的（以及十月党人的，即不完全是地主的）专制制度，就

不可能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承认的纲

领性的要求）。而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

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

时所说的那种“冲天”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反

过来说，不彻底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这种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

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几世纪来农民一直受农奴制的压迫，其中包

括整个中世纪的土地所有制，纳税“村社”的种种束缚，以及使人想

起就可恨的政府“赏赐”的小恩小惠，等等，等等。

由于篇幅不够（就是现在这样，我也已经超过了《社会民主党

评论》杂志１０４编辑部规定的篇幅），我的书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

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的内容就从略了。

农民在杜马中的发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些发言反

映出普通农民对摆脱地主压迫的渴望，对中世纪制度和官僚制度

的强烈憎恨，反映出他们自发的、直觉的、往往是幼稚的、不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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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然而是十分旺盛的革命精神。这比长篇大论更能证明，在农

民群众中蕴藏着一种反对贵族、地主和罗曼诺夫王朝的潜在的毁

灭性力量，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无情地暴露、揭发和消除

不胜枚举的市侩欺骗手段、貌似社会主义的言论以及农民对土地

变革天真幼稚的期望。但是消除这一切不是为了安抚农民（人民自

由的叛徒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在两届杜马中就是这样做的），而是

要唤起农民群众钢铁般的、不屈不挠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没

有农民群众这种革命精神，没有他们顽强无情的斗争，那没收地主

土地也好，建立共和国也好，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的选举

权也好，都是没有希望实现的“空想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

明确地提出问题：俄国已经极其明显地呈现出经济发展的两种趋

势即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愿所有的人对这一点都能好好地考虑

一下。在第一次革命运动期间，即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这三年中，这两

种趋势在我们看来不是理论上的概括，也不是根据１８６１年以后出

现的演进的某些特点所作出的结论。不是的，现在这两种趋势在我

们看来是由敌对阶级决定的。地主和资本家（十月党人）心中十分

清楚，除了资本主义的趋势，别无其他的趋势；不用强制手段加速

破坏“村社”，他们就无法走这条道路，然而这种破坏等于尾……让

高利贷者公开掠夺，让警察或“讨伐”队“任意洗劫”。这是一种非常

容易使自己掉脑袋的“战斗行动”！而农民群众在这三年期间同样

明确地了解到，对“慈父沙皇”的任何期望以及走和平道路的任何

打算都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进行革命斗争，消灭整个中世纪制度，

尤其是消灭整个中世纪的土地所有制。

社会民主党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的基础，应当是让群众认识到

这些结果，训练群众利用这些经验，以便在第二次革命运动中能够

２５１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尽量有组织地、坚决地、顽强地进行攻击。

正因为如此，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说无产阶级和农民夺

取政权就是复活“民意主义”，是非常反动的。普列汉诺夫自己使自

己陷入了谬误：照他这样说来就是“农民土地革命”可以不要无产

阶级夺取政权，不要农民夺取政权！相反，考茨基虽然在布尔什维

克同孟什维克刚分裂的时候明显地同情孟什维克，然而现在他在

思想上却转到布尔什维克这边来了，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同农

民结成联盟”，革命才能胜利。

不彻底消灭整个中世纪的土地所有制，不彻底“清扫”土地，即

不实行土地国有化，这样的革命是不可思议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

务就是要宣传这一最彻底最激进的资产阶级土地变革的口号。等

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一看，以后的前途如何；我们再来

看一看，这样的变革仅仅是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美国式

的迅速发展的基础呢，还是会成为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１９０８年７月１８日

附言：我起草的土地纲领草案已经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

哥尔摩代表大会提出过，并且在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中也多次地

刊载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只是谈几点想法。既然资本主义的

农业演进有两种趋势，那么纲领中就必须使用“如果”（这是在斯德

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专用语）这种说法，就是说纲领必须估计到两

种可能性。换句话说，在目前这种情况没有改变以前，我们还是要

求使用土地的自由，要求建立法庭以降低地租，要求消灭等级制度

等等。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同当前的趋势作斗争，支持农民的革命要

求，以便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广泛地、自由地开展阶级斗争。社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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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工党支持农民反对中世纪制度的革命斗争，同时指出，在资本主

义社会中土地关系的最好形式（同时也是消灭农奴制度的最好形

式）就是土地国有化；只有实行彻底的政治变革，消灭专制制度，建

立民主共和国，才能实行彻底的土地变革，才能没收地主土地，实

现土地国有化。

这就是我起草的土地纲领草案的内容。这个草案中说明当前

整个土地改革的资产阶级特点以及社会民主党的纯粹无产阶级观

点的那一部分，已经在斯德哥尔摩通过并载入了现在的纲领。

载于１９０８年８月《社会民主党评论》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杂志（克拉科夫）第６期 第１７卷第１４８—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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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

（１９０８年７月２３日〔８月５日〕）

  最近，欧洲和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我们十分清楚

地看到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比从前高得无

可比拟的阶段。

在波斯，爆发了一场以独特的方式把类似俄国的解散第一届

杜马同类似俄国１９０５年底的起义结合起来的反革命运动。可耻地

被日本人打败的俄国沙皇军队，正在为雪耻而卖力地替反革命效

劳。哥萨克在俄国建立了讨伐、掠夺、杀戮无辜等功勋以后，接着又

在波斯建立了镇压革命的功勋。尼古拉·罗曼诺夫站在黑帮地主

和被罢工与内战吓破了胆的资本家的前列，疯狂地镇压波斯的革

命者，这是理所当然的。虔诚地信仰基督教的俄国军人也不是第一

次充当国际刽子手的角色了。英国一面假装置身事外，一面对波斯

的反动派和专制制度拥护者采取明显的友好的中立态度，这是稍

有不同的现象。英国自由派资产者被自己家里工人运动的发展激

怒了，被印度革命斗争的高涨吓坏了，他们愈来愈经常、愈来愈露

骨、愈来愈强烈地表明，在立宪方面阅历最深的最“文明的”欧洲政

治“活动家”，在群众奋起同资本、同资本主义殖民制度，即奴役、掠

夺和暴力的制度作斗争的时候，竟会变成什么样的野兽。波斯的革

命者在国内的处境是困难的，印度的主人和俄国的反革命政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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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已经准备好要瓜分波斯了。但是，大不里士的顽强的斗争、似

乎已经被击溃的革命者屡次在军事上转败为胜，都表明波斯王的

军队即使有俄国的利亚霍夫们和英国的外交官的援助，也会遭到

来自下面的极其有力的反抗。一个革命运动能在军事上反击复辟

行动，迫使有这种行动的英雄们去向异族人求援，这种革命运动是

不会被消灭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波斯反动派取得最完全的胜

利，那也只能是人民的新的愤怒的开端。

在土耳其，青年土耳其党人１０５领导的军队中的革命运动获得

了胜利。当然，这种胜利只是胜利了一半，甚至只是胜利了一小半，

因为土耳其的尼古拉二世用恢复著名的土耳其宪法的诺言暂时敷

衍过去了。但是，革命的这种一半的胜利、旧政权被迫作出的这种

仓猝的让步，必然会使内战发生更重要得多、更剧烈得多、能吸引

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的新的转折。而内战这所学校，人民并没有

白进。这是一所要经受严重考验的学校，它的全部课程必然包括反

革命的胜利、凶恶的反动派的猖獗、旧政权对反叛者的野蛮镇压等

等。但是，只有愚蠢透顶的书呆子和没有头脑的木乃伊才会因人民

进入这个受苦的学校而痛哭流涕；这个学校教被压迫的阶级进行

内战，教他们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且把现代奴隶群众中的仇恨集中

起来。这种仇恨长期隐藏在闭塞的、迟钝的、无知无识的奴隶的心

中，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奴隶生活的屈辱，这种仇恨就会引导他们

去建立最伟大的历史功勋。

在印度，替“文明的”英国资本家当奴隶的当地人正巧也在最

近使得他们的“老爷们”感到惶惶不安。被称为英国对印度的管理

制度的暴力和掠夺是没有止境的。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俄

国当然除外——群众都没有这样贫困，居民也没有这样经常地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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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自由不列颠的最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和最激进的活动家，象约翰

·莫利（Ｍｏｒｌｅｙ）这种俄罗斯和非俄罗斯的立宪民主党人眼中的

权威、“进步的”（实际上是在资本面前卑躬屈节的）政论界的明星，

都当了印度的统治者，变成了真正的成吉思汗，他们竟能批准“安

抚”他们治下的居民的一切措施，直到杀戮政治抗议者！英国社会

民主党人的小型周报《正义报》１０６（《Ｊｕｓｔｉｃｅ》）在印度竟被莫利这样

一些自由派和“激进派”恶棍所查禁。当英国的国会议员、“独立工

党”（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Ｌａｂｏｕｒ Ｐａｒｔｙ）的领袖凯尔－哈第胆敢来到

印度，向当地人谈论民主的最起码的要求的时候，所有的英国资产

阶级报刊都向这个“反叛者”狂吠起来。现在，最有影响的英国报纸

都在咬牙切齿地谈论扰乱印度的“煽动者”，欢迎对印度的民主派

政论家采取纯粹俄国式的、普列韦式的法庭判决和行政镇压手段。

但是，印度的市井小民开始起来卫护自己的作家和政治领袖了。英

国豺狼对印度民主主义者提拉克（Ｔｉｌａｋ）的卑鄙的判决（他被判处

长期流放，最近几天向英国下院提出的质询表明，印籍陪审员认为

提拉克无罪，是英籍陪审员判定他有罪的！），财主的奴才向民主主

义者进行的这种报复，在孟买引起了游行示威和罢工。印度的无产

阶级也已经成长起来，能进行自觉的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了，——既

然情况是这样，那么，英国和俄国在印度的秩序已经好景不长了！

欧洲人对亚洲国家的殖民掠夺在这些国家中锻炼出一个日本，使

它获得了保证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发展的伟大军事胜利。毫无疑问，

英国人对印度的长期的掠夺，目前这些“先进的”欧洲人对波斯和

印度的民主派的迫害，将在亚洲锻炼出几百万、几千万无产者，把

他们锻炼得也能象日本人那样取得反对压迫者的斗争的胜利。欧

洲的觉悟的工人已经有了亚洲的同志，而且其人数将不是与日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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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而是与时俱增。

在中国，反对中世纪制度的革命运动近几个月来也强有力地

开展起来了。的确，对这个运动还不能作出明确的估计，因为关于

这个运动的消息很少，而关于中国各地造反的消息却很多，但是，

“新风”和“欧洲思潮”在中国的强有力的发展，特别是在日俄战争

以后，是用不着怀疑的，所以中国的旧式的造反必然会转变为自觉

的民主运动。某些参加殖民掠夺的人这一回已经感到惶惶不安，这

可以从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的举动中看出来：他们竟帮助中国的

“历史政权”镇压革命者！他们也在为“自己的”那些和中国接壤的

亚洲属地的安全而担心。

但是，使法国资产阶级感到不安的不单单是亚洲的属地。在巴

黎附近的维尔纳夫－圣乔治修筑街垒，枪杀修筑街垒的罢工者（７

月３０日（１７日）星期四），这些事件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了欧洲阶级

斗争的尖锐化。代表资本家统治法国的激进派克列孟梭在拼命地

摧毁无产阶级头脑中剩下的最后一点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幻想。

军队奉“激进派”政府的命令枪杀工人，这类事件在克列孟梭执政

时恐怕比过去更多了。克列孟梭已经因此从法国社会党人那里得

到了“血人”的外号，现在，当他的暗探、宪兵和将军们又在使工人

流血的时候，社会党人想起了这个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

有一次向工人代表说过的一句名言：“我们和你们站在街垒的不同

方面”。是的，法国无产阶级和最极端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现在已经

完全站在街垒的不同方面了。法国工人阶级为了建立共和国和保

卫共和国流过很多鲜血，而现在，在共和制度已经完全巩固的基础

上，私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决战已经日益临近了。《人道报》１０７就７

月３０日的事件写道：“这不是简单的屠杀，这是战役的一部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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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们和警察们总想向工人挑衅，想把和平的、非武装的游行示威变

成大血战。但是，当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罢工者和示威者，向手无

寸铁的人们进攻的时候，他们遭到了反击，街垒迅速地修筑起来

了，以至发生了轰动整个法国的事件。该报写道，这些用木板筑成

的街垒糟糕得令人发笑。但是重要的并不是这个。重要的是第三

共和国曾使修筑街垒不再风行。现在“克列孟梭又使之风行起

来”，——而且他明目张胆地谈论这一点，就象“１８４８年６月的刽

子手、１８７１年的加利费”明目张胆地谈论内战一样。

不只是社会党人报刊在评论７月３０日的事件时追溯了这些

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日子。资产阶级的报纸穷凶极恶地攻击工人，

指责他们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一家

报纸叙述了一个能够说明双方在出事地点的情绪的小小的但是很

值得注意的插曲。当工人们抬着一个受伤的同志从指挥攻击罢工

者的维尔威尔将军身边走过的时候，示威的人群中发出了喊声：

“Ｓａｌｕｅｚ！”（“敬礼！”），于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将军就向受伤的敌

人敬了礼。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现象在一切先进的资本主

义国家中都可以看到，但是由于历史条件、政治制度和工人运动的

形式不同，同样的趋势有不同的表现。在美国和英国，有充分的政

治自由，无产阶级缺乏任何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或者至少是

缺乏比较生动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表

现为反对托拉斯的运动的加强、社会主义运动的空前增长和有产

阶级对这一运动的注意力的相应增长，表现为工人组织（有时纯粹

是经济组织）转而进行有计划的和独立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在

奥地利和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情况也部分相同），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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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尖锐化表现在选举斗争上面，表现在政党的关系上面，表现为各

种色彩的资产者都彼此接近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

表现为法庭和警察加紧进行迫害。两个敌对阵营都在缓慢地但是

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组织，彼此在整个社会生活中

的分歧愈来愈尖锐，好象都在一声不响地聚精会神地准备进行即

将到来的革命战斗。在罗马语国家，如意大利，特别是法国，阶级斗

争的尖锐化表现为特别猛烈的、急剧的、往往简直是革命的爆发，

那时无产阶级埋藏在心底的对压迫者的仇恨突然爆发出来，“和平

的”议会斗争局面被真正的内战场面所代替。

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在各个国家的发展并不是而且也不

可能是以同一的形式均衡地进行的。只有各个国家的工人进行阶

级斗争，才能在一切活动场所充分地和全面地利用一切机会。每一

个国家都把自己的有价值的独创的特点汇入总的潮流里来，但是，

在每个国家里，运动都有某种片面性的毛病，都有各个社会主义政

党所具有的某些理论上或实践上的缺点。总的说来，我们可以很清

楚地看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无产阶级百

万大军已经在同敌人的一系列的具体冲突中团结起来，同资产阶

级的决定性的斗争已经愈来愈近。这次斗争，从工人阶级方面来

说，准备得将比无产者最近一次伟大起义即巴黎公社的时期要好

许多倍。

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一进步，以及亚洲革命民主主义

斗争的尖锐化，使俄国革命处于特殊的和特别困难的条件之下。俄

国革命在欧洲和在亚洲都有伟大的国际同盟军，但是，也正是由于

这一点，它不仅有国内的敌人，不仅有俄国的敌人，而且有国际的

敌人。针对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反动活动，在一切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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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里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反动活动把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政

府团结起来去反对一切人民运动，反对亚洲的、特别是欧洲的一切

革命。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正象大多数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一

样，至今还在幻想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推开”资产阶级，不要

吓倒他们，不要产生“过分的”反动，不要造成革命阶级夺取政权的

局面。这真是白日做梦，真是庸人的空想！在世界各先进国家里，

易燃物极其迅速地增多，烈火极其明显地延烧到昨天还在沉睡的

大多数亚洲国家去，国际资产阶级反动活动的加强和各个国家的

民族革命的尖锐化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俄国的反革命没有完成而且也不能完成我国革命的历史任

务。俄国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愈来愈倾向于国际反无产阶级和反

民主的潮流。俄国无产阶级不应当指靠自由派同盟者。它应当独

立地沿着自己的道路向革命的完全胜利迈进：相信农民群众自己

必然要用暴力来解决俄国的土地问题，帮助他们推翻黑帮地主和

黑帮专制制度的统治，给自己提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

民主专政的任务，并要记住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它的胜利同国

际革命运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对反革命的（俄国的和全世界的）

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少抱幻想，对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成长多加

关心！

载于１９０８年７月２３日（８月５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３３号 第１７卷第１７４—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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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部 的 话
１０８

（１９０８年７月２３日〔８月５日〕）

  这篇对马斯洛夫同志在理论方面的失误所作的概述，是从尼

·列宁系统分析我国农业发展趋势的一部著作中摘来的。当然，揭

露马斯洛夫那些充满毫不新奇的修正主义精神的“独创的”土地问

题理论，必然会引起对党纲某些条文的批评。我们认为就这个问题

在党的报刊上进行讨论是完全适时的。

至于马斯洛夫同志在理论上的“发现”，我们要就此特地向普

列汉诺夫同志，向这位保护我们土地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者的天使

说几句话。

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６—７号合刊上，你们在讨论极其

重要的理论问题时，却发表了一些应当说是很不体面的拐弯抹角、

模棱两可的议论。您曾经打定主意要在报刊上声明，我们党的某些

党员不是您的同志，可是您却没有勇气坦率而明确地说明，是您打

算退出我们的组织，还是想设法把这些党员开除出去？这既是怯

懦，又是无礼。１０９

意志坚定的斗士，请考虑一下您那位马斯洛夫的修正主义功

绩吧。这恰恰发生在——根据书刊判断——您起着可怕的杜姆巴

泽作用的那个小小的城池里。您对马斯洛夫同志的修正主义捏造

批判了什么呢？您对卡尔·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捍卫了什么呢？尽

４６１



力支持马斯洛夫，附和马斯洛夫的不是您又是谁呢？

我们党内的法穆索夫们１１０并不反对扮演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铁

面无情的战士的角色，但是为了迎合派别的私情，他们也不反对把

最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行为遮掩起来！

载于１９０８年７月２３日（８月５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３３号 第１７卷第１８４—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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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战的军国主义和
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

（１９０８年７月２３日〔８月５日〕）

一

  外交家们心情激动。“照会”、“报告”、“声明”如雪片飞来；在举

着香槟酒杯“巩固和平”的戴王冠的傀儡身后，大臣们正窃窃私语。

可是“臣民们”十分清楚，乌鸦群集，必有腐尸。保守党的克罗美尔

勋爵向英国议院声称：“我们正处在民族〈？〉利益受到威胁的紧急

关头，不管执政者有怎样和平的〈！〉愿望，但是群情激昂，有发生冲

突的危险和可能。”

近来易燃物已经积得相当多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波斯的

革命使欧洲列强划分的一切界限——“势力范围”有打乱的危险。

土耳其的立宪运动使得欧洲资本主义强盗手中的这块世袭领地眼

看就要失去；其次，那些早已存在、而现在日趋尖锐化的“问

题”——马其顿问题、中亚问题、远东问题等等又咄咄逼人地突

出起来了。

而在目前公开的和秘密的条约、协议等等织成一张密网的时

候，只要某个“强国”稍一动弹，“星星之火就会燃成熊熊之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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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愈是剑拔弩张，它们就愈加无情地镇压本国的反军

国主义运动。对反军国主义者的迫害正在日益扩大和加剧。克列

孟梭—白里安的“激进社会党”内阁的暴虐，并不亚于毕洛的容克

保守党内阁。禁止２０岁以下青年参加政治集会的新的结社集会法

颁布以后，整个德国的“青年组织”都被解散了，这样一来，就给德

国的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于是，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１１１以后趋于沉寂的关于社会党人

反对军国主义的策略问题的争论，在党的刊物上又活跃起来了。

乍看起来，会觉得很奇怪，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这样明显，军

国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害处是这样清楚，这样一目了然，然而关于反

军国主义的策略的争论，在西欧社会党人中间引起的动摇和分歧，

却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为严重。

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性的前提，早就十分牢固地确定下

来，并没有引起意见分歧。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它的

两种形式是资本主义的“活生生的表现”：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在

发生外部冲突时所使用的军事力量（如德国人所说的“对外的军国

主义”），一种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各种运动（经济的和政

治的）的武器（“对内的军国主义”）。许多次国际代表大会（１８８９年

的巴黎代表大会、１８９１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９３年的苏黎世

代表大会以及１９０７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决议中对这种观点

都作了完整的阐述。１１２对军国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这种联系说

得最详细的是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虽然根据议程（“关于国

际冲突问题”），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着重讨论的是德国人称为“对外

的军国主义”那种军国主义形式。下面就是决议中谈到这个问题的

地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通常都是由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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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所引起的，因为每个国家都不仅力图保证自己有销售地区，而

且力图夺取新的销售地区，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对其他民

族和国家的奴役。其次，这些战争是由军国主义不断加紧军备引起

的，军国主义是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和在政治上压制工人阶级

的主要工具。

民族主义的偏见也助长了战争。在文明国家里，为了统治阶级

的利益，经常在培养这种偏见，其目的是诱使无产阶级群众放弃他

们本身的阶级任务，使他们忘记国际的阶级团结的责任。

由此可见，战争导源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

不再存在的时候，或者在军事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人力和财力的

巨大损失以及军备所引起的民愤使这种制度趋于消灭的时候，战

争才会停止。

士兵主要来自工人阶级，物质损失主要也落在工人阶级身上，

工人阶级尤其是战争的天然的敌人，因为战争同他们所追求的目

的——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真正实现各民族团结

的经济制度，是相矛盾的……”

二

可见，社会党人肯定地认为军国主义同资本主义根本上是联

系在一起的，他们对这一点没有分歧。但是，承认这种联系并不等

于具体规定了社会党人的反军国主义策略，并不等于解决了怎样

反对军国主义的重负、怎样阻止战争这些实际问题。因此，在怎样

回答这些问题上，社会党人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这些分歧在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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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特代表大会上可以异常明显地看出来。

福尔马尔一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个极端。他们说，既然

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儿，既然战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的

旅伴，那就用不着进行什么专门的反军国主义的活动。福尔马尔在

埃森党代表大会上正是这样说的。关于一旦宣战社会民主党人应

该如何行动的问题，以倍倍尔和福尔马尔为首的大多数德国社会

民主党人，坚决主张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保卫自己的祖国免遭侵犯，

必须参加“防御”战。福尔马尔由于抱有这种见解，竟在斯图加特代

表大会上声称：“对人类的高度的爱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好的德国

人”；而社会民主党议员诺斯克则在帝国国会扬言：一旦发生反对

德国的战争，“社会民主党人决不会落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后面，他

们也会扛起枪来的”。诺斯克只要再向前走一步，就可以声明：“我

们希望德国尽量加紧军备”。

人数不多的爱尔威派则是另一个极端。他们说，无产阶级没有

祖国。因此所有战争都是对资本家有利的，因此无产阶级应该反对

每一次战争。无产阶级应该用罢战和起义来回答任何宣战。反军

国主义的宣传主要应当集中在这个方面。因此，爱尔威在斯图加特

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以下的决议草案：“……代表大会建议用罢战和

起义来回答任何宣战，不管它来自哪方面。”

这就是西欧社会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两种“极端的”立场。“就

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这两种立场反映出至今还危害

西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活动的两种弊病，即机会主义的倾向和无

政府主义的空谈。

现在先就爱国主义谈几点意见。“无产者没有祖国”，——《共

产党宣言》中的确是这样说的。福尔马尔和诺斯克这伙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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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撞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这个基本论点，——这也是确实的。但

是，这并不能证明爱尔威和爱尔威派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无产阶

级生活在什么样的祖国都无所谓，生活在君主制的德国、共和制的

法国或专制的土耳其都一样。祖国这个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环

境，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最强有力的因素；福尔马尔给无产阶级

规定的什么“真正德国人”对“祖国”的态度固然不对，但是爱尔威

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这种重要的因素不可原谅地采取不加分析

的态度，也是不对的。无产阶级不能对自己进行斗争的政治、社会

和文化的环境采取无所谓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因而，对本国的命

运也不能抱无所谓的态度。但是，无产阶级之所以关心国家的命

运，仅仅是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阶级斗争，而并不是由于什么资产

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屑为之一谈的“爱国主义”。

另外一个问题，即对军国主义和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就比较复

杂了。一眼就可以看出，爱尔威不可原谅地混淆了这两个问题，忘

记了战争同资本主义的因果关系。无产阶级如果采用爱尔威派的

策略，就注定会使自己的工作徒劳无益，因为把一切战斗准备（这

里说的是起义）都用来同结果（战争）作斗争，却让原因（资本主义）

继续存在。

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方法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迷信一切“直接

行动”的神奇力量，把这种“直接行动”从整个社会政治局势中抽出

来，对这种局势又不加任何分析；总而言之，显然是“任意机械地理

解社会现象”（卡·李卜克内西语）。

爱尔威的计划“很简单”：在宣战那一天，社会党人士兵都开小

差，后备兵则宣布罢战，坐在家里不出来。然而“后备兵罢战并不是

消极反抗；工人阶级很快就会转入公开的反抗，举行起义；由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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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军队驻在国境上，起义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古·爱尔威《他

们的祖国》）。

这就是他们的“真正的、直接的、实际的计划”。爱尔威深信这

个计划能够成功，建议用罢战和起义来回答每次宣战。

因此很明显，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是否能够用罢战

和起义（如果它认为这是适当的）来回答宣战。争论点在于，是不是

要作出用起义回答每一次战争的规定来束缚无产阶级。如果要这

样做，那就是剥夺无产阶级选择决战时机的权利，而把这种权利交

给敌人；那就是说，不是由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在无产阶级

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很高、组织性强、时机有利等等的时候来选择

斗争的时机；不是的，资产阶级政府甚至能在条件不利于无产阶级

的情况下挑动无产阶级举行起义，例如，政府可以宣布进行一场特

别能煽起各阶层居民的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的战争，从而使

起义的无产阶级陷于孤立。还有一点也不能忽略，既然各国资产阶

级，从君主制德国到共和制法国和民主制瑞士，在和平时期尚且这

样残酷地镇压反军国主义的活动，到战争时期，到实行战时法规、

军事管制和战地法庭等等的时候，对任何罢战的尝试也一定会进

行疯狂的镇压。

考茨基谈到爱尔威的思想的时候，说得很对：“罢战思想是由

‘良好的’动机产生的，很高尚，而且充满英勇精神，然而这是英勇

的愚蠢。”

无产阶级如果认为有利和恰当，可以用罢战来回答宣战；他们

为了实现社会革命，除了采用其他手段以外，也可以采用罢战方

法。但是，如果用这种“策略药方”束缚自己，那就不符合无产阶级

的利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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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就是这样来回答这个争论问题的。

三

如果说爱尔威派的观点是“英勇的愚蠢”，那么福尔马尔、诺斯

克和他们的“右翼”同道者的主张则是机会主义的怯懦。他们在斯

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特别是在埃森党代表大会上议论说，既然军国

主义是资本的产儿，而且将和它同归于尽，那也就用不着专门进行

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了，因为没有必要。有人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

反驳他们说：要知道，彻底解决工人问题和妇女问题，在资本主义

制度存在的条件下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还是在为工人立法、为

扩大妇女的公民权等等而斗争。现在，由于军队干涉劳资斗争的事

件日益增多，军国主义不仅在无产阶级目前的斗争中，而且在将来

社会革命的时候的重要性也日益明显，所以专门的反军国主义的

宣传更应该大力进行。

专门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不仅在原则上得到了证明，而且也

有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比利时在这方面走在其他国家的前头。比

利时工人党除进行反军国主义思想的一般宣传外，还组织了称作

“青年近卫军”（“ＪｅｕｎｅｓＧａｒｄｅｓ”）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同一个区

的各小组组成区联合会，各区的联合会又联合组成由“总委员会”

领导的全国联合会。“青年近卫军”的机关报（《青年就是未来》、《军

营报》、《新兵》等等）竟发行好几万份！在这些联合会当中，最强大

的是瓦隆联合会，有６２个地方小组，１万名会员；“青年近卫军”现

在总共有１２１个地方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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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除进行文字宣传外，还加紧进行口头宣传。１月和９月

（征兵月）在比利时各主要城市都举行民众大会和游行，社会党的

讲演者在市府门前的广场上向应征者讲解军国主义的意义。在“青

年近卫军”的“总委员会”下面设有“控诉委员会”，负责搜集军营中

各种不公正现象的材料。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报》１１３每天都在《军

中消息》栏内公布这些材料。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不仅在军营外面进

行，社会党人士兵们还组织了一些小组在军队中进行宣传。现在这

样的小组（“士兵联合会”）约有１５个。

法国①、瑞士、奥地利和其他国家也仿效比利时，以不同的深

度和不同的组织形式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

总之，专门的反军国主义活动不但特别必要，而且在实践上是

适当的、有效的。因此，如果福尔马尔反对进行这种活动，认为德国

的警察条件不允许进行这种活动，认为这样做会使党组织有被破

坏的危险，那就是对某个国家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的问题了。这是

事实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在这一点上饶勒斯说得很对：既然德

国社会民主党在青年时代，在施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艰苦岁月，

经受住了俾斯麦伯爵的铁腕，那么现在，在它已经空前地成长和壮

大起来的时候，就更可以不怕现时执政者的迫害了。而福尔马尔的

严重错误是他抓住专门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在原则上是不适当

的那些论据不放。

福尔马尔和他的同道者坚持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参加防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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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也是机会主义的。考茨基的出色的批评把这种观点驳得

体无完肤。考茨基指出，要弄清某次战争是由防御的目的还是由进

攻的目的引起的，有时，特别是在爱国主义极其狂热的时候，是完

全不可能的（考茨基举了一个例子：在日俄战争开始时，日本究竟

是进攻还是防御？）。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打算根据这个标志来确定

自己对战争的态度，他们就要被错综复杂的外交谈判弄得晕头转

向。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可能处于要求发动进攻战的地位。１８４８年

（爱尔威派也不妨记住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必须进行

反对俄国的战争。后来，他们又想影响英国舆论，促使英国同俄国

作战。考茨基也作了一个假设，他说：“假定革命运动在俄国取得了

胜利，而这一胜利的影响又使法国的政权转入无产阶级手中；另一

方面，假定欧洲各国的君主组织联盟来反对新生的俄国。这时如果

法兰西共和国去援助俄国，国际社会民主党是否会表示反对呢？”

（卡·考茨基《我们对爱国主义和战争的看法》）

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对“爱国主义”的看法也是一样），唯一

可能的出发点，不是战争的防御性和进攻性，而是无产阶级阶级斗

争的利益，或者说得更清楚些，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只有

从这一点出发，才能探讨和决定社会民主党对国际关系中的这种

或那种现象抱什么态度的问题。

饶勒斯不久以前讲的话，表明机会主义也会在这些问题上达

到何等荒谬的地步。他在一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德文小报上发表

自己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为法英两国同俄国结成联盟进行辩护，反

对指责该联盟的反和平的意图，认为该联盟是“和平的保障”，对于

“我们终于盼到了英俄这两个宿敌结成联盟”这件事表示欢迎。

罗·卢森堡在最近一期《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封给饶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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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开信》，信中对他这种观点作了出色的评论和激烈的驳斥。

首先，罗·卢森堡指出：谈论“俄国”和“英国”的联盟，这是“用

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语言说话”，因为在对外政策上，资本主义国家

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在对外关系上决不能讲什么

利益的协调。既然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儿，那么战争就不会因

执政者和外交家的阴谋而消灭；所以社会党人的任务不是在这方

面制造幻想，恰恰相反，而是不懈地揭穿外交上的“和平步骤”的虚

伪和无力。

但是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评价饶勒斯大肆赞扬的英法两国

同俄国的联盟。欧洲资产阶级使沙皇政府得以击退革命的进攻。

“现在，专制制度企图把对革命的暂时的胜利变成最终的胜利，它

首先就采用一切风雨飘摇中的专制政府惯用的灵验方法，即谋取

对外政策上的胜利。”现在俄国同其他国家的一切联盟都是“西欧

资产阶级同俄国反革命、同俄国和波兰自由战士的绞杀者和刽子

手结成的神圣同盟；这些联盟说明，最血腥的反动势力不仅在俄国

国内，而且在国际关系上已经得到了巩固”。“因此世界各国社会党

人和无产者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竭力阻止同反革命的俄国结成

联盟。”

罗·卢森堡问饶勒斯：“您在法国议院发表过反对给俄国贷款的出色演

说，数星期以前您在您的《人道报》上曾热烈号召舆论起来反对俄属波兰军事

法庭的血腥行为，而现在您又‘最热心地’要把摧残俄国革命和波斯起义的血

腥刽子手的政府当作欧洲政治中强有力的因素，把俄国的绞架当作国际和平

的支柱，这怎么解释呢？不久以前，法国社会党议会党团和社会党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反对法利埃１１４的俄国之行，您在那个用热烈的言词维护俄国革命
的利益的抗议书上签了名，而现在您又提出一个以法俄联盟和英俄联盟为基

础的和平计划，这两者之间怎么能协调呢？如果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想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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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关于国际形势的意见，他对您的抗议书就会这样说：谁要是赞成目的，他就

应当赞成手段；谁要是把同沙俄的联盟看作是国际和平的和谐一致①，他就
应当接受巩固这个联盟和促成友好的一切措施。

如果在德国、俄国和英国曾经有一些社会党人和革命家，‘为了和平’而

建议同复辟政府即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的政府结成联盟，并用自己的道义

上的威望来粉饰这种联盟，那您将怎样说呢？！！……”

这封信本身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罗·卢

森堡同志的这个抗议，对她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维护俄国革命这

一点，只能表示欢迎。

载于１９０８年７月２３日（８月５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３３号 第１７卷第１８６—１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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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文献１１５

（１９０８年８月）

１

关于召开中央委员会

全体会议的声明

（８月１２日〔２５日〕）

声明：

鉴于有人企图掩饰正在讨论的事件的起因，我断然声明，在一

开始我就十分明确地表示过如下意见：

据格里戈里说，埃兹拉曾写信告诉他，
·
小
·
兄
·
弟１１６
·
否
·
认
·
整
·
个
·
中
·
央

·
委
·
员
·
会
·
存
·
在
·
的
·
权
·
利。就是这个已被格里戈里完全证实、埃兹拉也未

明确加以否认的消息，构成了孟什维克行为的
·
非
·
法
·
性和崩得中央

委员会讨论
·
这
·
种问题的非法性。因此，我坚决主张找到这封信的原

件。

列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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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关于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

会议的事件的决定草案

（８月１３日〔２６日〕）

  中央委员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国外局１１７，就召开全会的所谓事

件、埃兹拉的信、彼得的声明和全部讨论发言，写一份特别详细的

报告，存入中央委员会的档案，并授权中央委员会核心组在需要时

公布这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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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关于国外中央局机构的决定草案

（８月１３日〔２６日〕）

  （１）承认社会民主党国 外 小 组 为 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协助

小组。

（２）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由１０人组成的新的国外中央局。在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增补或更换只有经过中央委员会

国外局的批准才可进行。

（３）国外中央局解决国外各协助小组的需要，并执行中央委员

会国外局所提出的全党性的委托。

（４）由一名中央委员（由全会或国外局指定）参加国外中央局

并拥有否决权。

（５）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监督下，召开

一次尽可能有所有国外协助小组参加的代表大会。

（６）代表大会的章程由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批准。

（７）责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在这次代表大

会上把一切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国外小组联合成统一的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地方协助小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和各

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所有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

（８）这些小组应把自己收入的８５—９０％上交中央委员会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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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如用于侨民的费用），也可由中央委员会

国外局批准不变。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５卷 第１７卷第１９７—２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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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１９０８年９月１１日〔２４日〕）

  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同他显然不理解、显然避开的革命

联系在一起，初看起来，会觉得奇怪和勉强。分明不能正确反映现

象的东西，怎么能叫作镜子呢？然而我国的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现象；在直接进行革命、参加革命的群众当中，各社会阶层的许多

人也显然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避开了事变进程向他们提出

的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

艺术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

方面。

俄国的合法报刊登满了祝贺托尔斯泰８０寿辰的文章、书信和

简讯，可是很少注意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这个角度去分

析他的作品。所有这些报刊都充满了伪善，简直令人作呕。有官方

的和自由派的两种伪善。前一种是卖身投靠的无耻文人露骨的伪

善，他们昨天还奉命攻击列·托尔斯泰，今天却奉命在托尔斯泰身

上寻找爱国主义，力求在欧洲面前遵守礼节。这班无耻文人写了文

章有赏钱，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他们欺骗不了任何人。自由派的伪

善则巧妙得多，因而也有害得多、危险得多。请听《言语报》的那些

立宪民主党的巴拉莱金之流吧。他们对托尔斯泰的同情是最充分

和最热烈的了。其实，有关这位“伟大的寻神派”的那种装腔作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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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和冠冕堂皇的空谈不过是十足的虚伪，因为俄国的自由派既

不相信托尔斯泰的上帝，也不赞成托尔斯泰对现行制度的批判。他

们攀附这个极有声望的名字，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是为了

扮演全国反对派领袖的角色。他们极力用吵吵嚷嚷的空谈来淹没

人们要求对下列问题作直截了当答复的呼声：“托尔斯泰主义”的

显著矛盾是由什么造成的，这些矛盾表现了我国革命中的哪些缺

陷和弱点？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

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

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

地信仰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提出了非常

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

者”，即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

种人当众拍着胸脯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

我修身；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饼子。”一方面，无情地

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

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

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疯狂地鼓

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

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

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

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真可以说：

你又贫穷，你又富饶，

你又强大，你又衰弱，

——俄罗斯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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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

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理解

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

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１９世纪最后３０多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

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宗法式的农

村，简直在遭受资本和国库的洗劫。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

础，那些确实保持了许多世纪的旧基础，正在异常迅速地遭到破

坏。对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

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

而应该从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群众破产和丧失

土地的抗议（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这种抗议）的角

度去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

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

“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

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

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

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

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

史活动所处的矛盾条件的镜子。一方面，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

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生

死搏斗的决心。要求彻底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

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清扫土地，建立一种自

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这种愿

望象一根红线贯穿着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历史步骤，而且

毫无疑问，托尔斯泰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其说符合于抽象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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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无政府主义”（这有时被人们看作是他的观点“体系”），不如

说更符合于农民的这种愿望。

另一方面，追求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农民，是用很不自觉的、

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下列问题的：这种社会生活应当是

什么样子，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才能给自己争得自由，在这个斗争

中他们能有什么样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

农民革命的利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

制就必须用暴力推翻沙皇政权？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

恨老爷和官吏，但是没有教会而且也不可能教会他们到什么地方

去寻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我国革命中，有一小部分农民是真

正进行过斗争的，并且也为了这个目的多少组织起来了；有极小一

部分人曾经拿起武器来打击自己的敌人，消灭沙皇的奴仆和地主

的庇护者。大部分农民则是哭泣、祈祷、空谈和梦想，写请愿书和派

“请愿代表”。这真是完全符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

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这种事情的，象托尔斯泰那样不问政

治，象托尔斯泰那样逃避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政治不理解，结

果只有少数农民跟着觉悟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走，大多数农民则成

了无原则的、卑躬屈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俘虏，而这些被称为

立宪民主党人的知识分子，从劳动派的集会中出来跑到斯托雷平

的前厅哀告央求，讨价还价，促使讲和，答应调解，最后还是被士兵

的皮靴踢了出来。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

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

的反映。

就拿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的士兵起义来说吧。我国革命中的这些战

士的社会成分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兼而有之。无产阶级占少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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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中的运动，丝毫没有表现出象那些只要一挥手就马上会成为

社会民主党人的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全国团结一致的精神

和党性觉悟。另一方面，认为士兵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缺乏军官的领

导，这种见解是再错误没有了。相反，从民意党１１８时期以来，革命的

巨大进步正好表现在：拿起武器来反对上司的，是那些以自己的独

立精神使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军官丧魂落魄的“灰色畜生”１１９。士

兵对农民的事情非常同情；只要一提起土地，他们的眼睛就会发

亮。军队中的权力不止一次落到了士兵群众的手里，但是他们几乎

没有坚决地利用这种权力；士兵们动摇不定；过了几天甚至几个小

时，在他们杀了某个可恨的军官之后，就把其余拘禁起来的军官释

放了，同当局进行谈判，然后站着让人枪毙，躺下让人鞭笞，重新套

上枷锁，——这一切都完全符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的精神！

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耽于幻想、缺乏政治素养、革命

意志不坚定这种不成熟性。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既说明发生群众

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也说明他们缺乏斗争的准备，象托尔斯泰那样

对邪恶不抵抗；而这种不抵抗是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

原因。

常言道：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当然，把革命阶级比作军

队，只有在极有限的意义上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每时每刻都

在改变和加强那些推动千百万农民进行革命民主主义斗争的条

件，这些农民由于仇恨地主－农奴主和他们的政府而团结起来了。

就是在农民中间，交换的增长、市场统治和货币权力的加强，也正

在一步一步排除宗法式的旧东西和宗法式的托尔斯泰思想。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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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几年的革命和最初几次群众革命斗争的失败，毫无疑问得到

了一种收获，即群众以前那种软弱性和散漫性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分界线更加清楚了。各阶级、各政党彼此划清了界限。在斯托雷平

教训的敲打下，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不渝的鼓动下，不仅从社

会主义无产阶级中，甚至从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中，也必然会涌现

出锻炼得愈来愈好、能够愈来愈少重犯我国托尔斯泰主义历史罪

过的战士！

载于１９０８年９月１１日（２４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３５号 第１７卷第２０６—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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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德国工人的和平示威
１２０

（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３日〔１６日〕以前）

  大家知道，英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那些下流的小

报，早就在进行沙文主义的宣传活动，唆使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

家了。英国和德国的资本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愈来愈激烈。英

国原来的领先地位和在世界市场上独霸一切的时代已经成为过

去。德国已经成为一个发展特别快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工业品愈

来愈多地销往国外。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商业利益上的冲突在资本

主义社会已经成为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无怪乎两国的资本家都

认为英德两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两国的军阀则干脆希望战

争爆发。英国的沙文主义者想破坏危险的竞争者的力量，趁德国的

海军实力还比英国弱得多的时候就把它消灭。德国以粗暴的威廉

二世为首的容克和将军们迫不及待地想同英国打仗，希望能利用

一下陆军的优势，幻想用军事胜利的喧嚣声来掩盖德国工人群众

日益增长的不满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英国和德国的工人决定公开出来制止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

两国的工人报纸早就在同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

争。但是现在需要一种能比报刊更有力地表达工人阶级意志的方

式。英国工人决定派遣代表团去柏林，以便通过庄严的示威显示这

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团结一致、以战反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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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于９月２０日（７日）星期日在柏林举行。这次英国工人代

表向柏林无产阶级讲话没有受到阻碍。两年前，让·饶勒斯曾经决

定代表法国工人阶级在柏林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

抗议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当时德国政府禁止他向德国工人讲话。

这次德国政府却不敢赶走英国无产阶级的代表。

声势浩大的工人集会是在柏林最大的一个会议厅举行的。很

快就有５０００人挤满了大厅，还有好几千人只好呆在院子里和街

上。维持秩序的是挑选出来的、带红臂章的工人。德国工会（叫作

“自由工会”，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的著名领袖列金同志代

表德国有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全体工人阶级欢迎英国代表团。

他说，在５０年以前，法国和英国工人就已经为和平而举行过示威。

当时进步的社会主义者还没有那些组织起来的群众作后盾。而现

在英国和德国的工会一共有４３０多万会员。现在英国的代表和柏

林的集会，代表这支大军声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决定权掌握在工

人阶级手里。

英国工人代表麦迪逊在答词中痛斥了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谰

言，并且转交了有３０００名工人签名的《不列颠工人致德国工人的

信》１２１。他指出，在签名者中间，有英国工人运动两个派别的代表

（即社会民主党人和还没有彻底的社会主义立场的“独立工党”的

拥护者）。信中指出，战争是为有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工人群众

肩负着战争的全副重担，而有产阶级则利用人民的灾难从中取利。

让工人团结起来反对军阀、保卫和平吧！

在英国的其他代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理查·费舍讲话

后，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痛斥“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自

私的和没有远见的政策”，并且表示决心要依照斯图加特国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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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的决议行动，即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反对战争。散会时人们在工

人马奏曲的歌声中有秩序地退场。会后没有举行街头游行示威。柏

林的警察和地方军事当局白等了。德国的惯例是，连工人最和平的

示威也少不了要有警察和军队的示威。柏林卫戍部队动员起来了。

军队按照严格的计划分布在市内各个地区——主要是为了使人不

容易发觉士兵隐藏在哪里，人数有多少。警察巡逻队在离会场不远

的街道和广场上，特别是在通往皇宫的马路上来回走动。皇宫周围

布满了便衣警察和隐蔽在院内的军队。警察的布哨很复杂：各街道

口都有一群警察把守，各个“要害的”地方都派有警官，警察自行车

队担负侦察任务，把“敌人”的一举一动随时报告军事当局，桥梁和

渡口的守卫加倍森严。对于威廉二世政府所采取的这一切措施，

《前进报》讽刺道：“他们是在保卫受威胁的君主国。”１２２

我们再补充一句：这是举行了一次演习。威廉二世和德国资产

阶级举行了一次同起义的无产阶级作战的军事演习。这样的演习

无论如何对工人群众和士兵都是绝对有益的。正如一首法国工人

歌曲中所说的：ｃａｉｒａ（就这么办！）。一次再次的演习也许在目前还

是十分缓慢地、然而却是十分稳妥地导致伟大的历史结局。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５卷 第１７卷第２０２—２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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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和目前政治形势

（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３日〔１６日〕）

  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已经宣布罢课。其他许多高等学校都纷纷

响应。运动已经蔓延到莫斯科和哈尔科夫。根据外国和俄国的报

纸以及从俄国来的私人信件中的所有材料来判断，我们正面临着

相当广泛的学院运动１２３这个事实。

倒退到旧时代！倒退到革命前的俄国！上述事件首先证明的

就是这一点。执政的反动派依旧紧紧地控制着大学。在专制的俄

国对学生团体进行的无休止压制，现在采取了黑帮大臣施瓦尔茨

（他的行动得到“首相”斯托雷平的完全同意）向１９０５年秋天答应

给予大学生的自治权（那时，专制政府在革命工人阶级的猛烈攻击

下什么都“答应”给俄国公民！）进攻的形式。在专制政府“顾不上大

学生”的时候大学生曾经享有过这种自治权，可是只要专制政府依

然是专制政府，它就不能不开始剥夺这种自治权。

自由派报刊依旧在哀号和埋怨——这一次是和某些十月党人

在一起哀号和埋怨。教授先生们在哀号和啜泣，他们一方面恳求政

府不要走上反动的道路，而要利用极好的机会在“苦于动荡的国

家”内“用改良来保证和平与秩序”，同时又恳求大学生不要采取不

合法的、只能为反动派利用的活动方式，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

老而又老的唱俗了的调子，它们把大约２０年前，即上一世纪８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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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末期的情景又十分生动地重现在我们眼前！如果孤立地考察目

前的形势而不把它同三年革命的经历联系起来，那么那个时期和

现在相似的地方就会显得特别惊人。这是因为杜马（初看起来）仅

仅是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和革命前完全相同的力量对比：野

蛮的地主居于统治地位，他们宁愿通过自己的官僚来联系宫廷和

影响宫廷而不要任何代表机关；商人（十月党人）拥护这些官僚，他

们不敢和大人们断绝关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派立场”最关

心的则是证明自己的忠诚，并且把对当权者的规劝叫作自由主义

的政治活动。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实在难以使人想起不久以前无产

阶级的公开的群众斗争曾经起过怎样的作用。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认为大学生原始的学院斗争

的旧形式是有意义的？如果自由派已经堕落到８０年代的“政策”

（当然这里说的只能是在嘲弄的意义上的政策），那么，要是社会民

主党认为必须采取某种方式支持学院的斗争，它是否降低了自己

的任务呢？

这样的问题大概是由某些地方的社会民主党大学生提出来

的。至少本报编辑部已经收到了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小组的一封信，

信中顺便谈到：

“彼得堡大学９月１３日的学生大会以施瓦尔茨采取了进攻策略为理由，

决定号召学生举行全国的大学生罢课；罢课的行动纲领是学院式的，大会甚

至欢迎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教授委员会在争取自治权的斗争方面所采取的‘最

初步骤’。我们对彼得堡大会所提出的学院式的行动纲领感到不可理解，并且

认为它在目前条件下是行不通的，而且也不能团结大学生去进行积极的、广

泛的斗争。我们认为大学生的发动只能配合总的政治发动，决不可以孤立地

进行。能够团结大学生的因素目前还没有具备。所以我们反对学院式的发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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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封信的人所犯的错误的政治意义，比人们初看起来所能

想到的要大得多，因为他们的议论在实质上所触及的题目要比参

加当前的罢课问题广泛得多，重要得多。

“我们认为大学生的发动只能配合总的政治发动。所以我们反对学院式

的发动。”

这种议论是根本错误的。在这里，大学生的政治发动必须竭力

同无产阶级相配合等等这种革命的口号，正在从指导日益广泛、日

益全面的战斗性鼓动的活指南，变为机械地向各种不同的运动方

式的各个不同阶段套的死教条。仅仅宣布进行配合性的政治发动，

翻来复去地讲革命教训中“最大的教训”，那是不够的。为了进行政

治发动，必须善于进行鼓动，利用一切机会、一切条件，首先是、主

要是利用某些先进分子同专制制度的任何大规模的冲突来进行鼓

动。当然，问题并不在于必须预先把任何学生运动都分为一些必经

的“阶段”，必须严密注视每一阶段的精确的进程，害怕“不适时地”

转向政治等等。这种观点是最有害的学究气，而且只能导致机会主

义的政策。但是，相反的错误，即由于错误地把口号理解为固定不

变的东西而不愿理会当前群众运动中事实上已经形成的情况和条

件，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样运用口号不可避免地会堕落为革命的

空谈。

学院运动可能会降低政治运动，分散政治运动或者使人们离

开政治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大学生小组当然必须集

中自己的鼓动工作来反对这种运动。但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当前

的客观政治条件是另外一种：学院运动标志着多少已经习惯于狭

隘自治权的新的“一代”青年学生的运动的开始，而且这个运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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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没有其他群众斗争形式的情况下，即在广大群众继续默不

作声地、聚精会神地、慢慢地消化三年革命经验的沉寂时期开始

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如果表示“反对学院式的发动”，

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属于我们党的大学生小组应当尽一切努力去

支持、利用和扩大这个运动。正如社会民主党对原始的运动形式的

每一次支持一样，现在的支持也应当首先并且主要是从思想上和

组织上去影响那些被冲突所激动并且往往是在这种形式下经历第

一次政治冲突的更广大的阶层。这是因为最近两年进入大学的青

年学生几乎是完全过着脱离政治的生活，受着狭隘的学院自治主

义精神的熏陶，不仅受着官方教授和政府报刊的教育，而且受着自

由派教授和整个立宪民主党的教育。对这些青年来说，广泛的罢课

运动（如果这些青年能够造成广泛的罢课运动的话！我们应当尽一

切力量在这方面帮助他们，但是担保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运动会

成功当然不是我们社会党人的事情）就是政治冲突的开始，而不管

参加斗争的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任务是对“学院的”抗议

者群众说明这一冲突的客观意义，竭力使这一冲突成为自觉的政

治运动，十倍地加强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小组的鼓动，并且利用整个

鼓动，使人们领会从三年历史中得出的革命结论，使人们懂得新的

革命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使我们那些仍然完全合乎潮流的老口号，

即推翻专制制度和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重新成为讨论的对象，成

为在政治上集中新一代民主派的试金石。

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权利拒绝这一工作，

不管这一工作在目前是多么困难，不管某些鼓动员在某个大学里、

在某个同乡会里、在某个集会上……遭到多么大的挫折，我们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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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你们叩门，门就会开！政治鼓动工作是决不会白做的。衡量

政治鼓动工作的成功与否并不仅仅是我们能不能马上获得多数或

者使人们同意进行配合性的政治发动。也许我们还不能一下子就

做到这一点，然而我们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会对暂时的

挫折惶惑不安，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会顽强地、勇往直前地、

坚忍不拔地进行自己的工作。

我们在下面发表了圣彼得堡大学生联合委员会的宣言，这个

宜言表明，就连最积极的大学生也固执地抱着纯粹的学院主义不

放，还在同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唱一个调子。而且这样的事情正是

发生在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报刊以最卑鄙的态度对待罢课，在

斗争最激烈时出来论证罢课有害、罢课是犯罪等等的时候。我们党

的彼得堡委员会认为必须给联合委员会以反击，这是我们不能不

欢迎的（见《党的生活》栏）。１２４

显然，为了把现今的大学生从“学士”变为“政治家”，靠施瓦尔

茨的皮鞭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日益增多的黑帮军曹的蝎子鞭１２５，才

能使新的干部受到充分的革命教育。对于这些受过斯托雷平的全

部政策的训练、受过反革命的每一个步骤的训练的干部，我们社会

民主党人也应当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因为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专制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新的冲突的客观

必然性，而专制制度又是和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勾结在一起的。

是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因为拉着俄国向后转的黑帮反革命不

仅锻炼着革命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新战士，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激起

非无产阶级民主派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新的运动（这当然不应当

了解为一切反对派都参加斗争，而应当了解为真正的民主派即资

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能够进行斗争的分子广泛地参加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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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８年俄国大学生的群众斗争的开始是一个政治上的征兆，是反

革命所造成的整个目前形势的征兆。青年学生同中下层资产阶级、

小官吏、某些农民和僧侣等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在１９０８年

的春天有人企图恢复“解放社”，即比立宪民主党人的、半地主的、

彼得·司徒卢威所代表的旧的“解放社”要左一些的“解放社”①；

既然俄国最接近于民主派资产阶级的青年群众在秋天开始闹起风

潮；既然卖身投靠的无耻文人比过去凶狠十倍地重新向学校里的

革命狂吠；既然卑鄙龌龊的自由派教授和立宪民主党领袖因不合

时宜的、危险的、毁灭性的罢课不合可爱的十月党人的心意，能够

“推开”十月党人，“推开”握有统治权的十月党人而呻吟和哭泣；这

就是说，火药桶里正在增加新的火药！这就是说，对反动的反响已

经不只是在大学生中开始了。

尽管这个开端还很微弱还在萌芽之中，但工人阶级的政党必

须利用它而且也正在利用它。我们能够在革命前工作几年、几十

年，把革命口号首先在小组内提出，然后在工人群众中，然后在街

头，然后在街垒上提出。我们现在也应当能把那些是当前任务的事

情首先安排妥当，否则关于配合性的政治发动的议论就会变成空

话。这些事情就是：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组织，为自己的革命口号

普遍地在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我们的各个大学小组也应当在自

己的大学生中间着手建立这种组织，应当在当前运动的基础上着

手进行这种鼓动。

无产阶级是不会坐着等待的。他们往往在聚餐会上、在合法的

团体中、在大学里面、在代表机关的讲坛上把发言的优先权让给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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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民主派。但是它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会在严肃的、伟大的群

众革命斗争中让出优先权。促使这个斗争爆发的全部条件是不会

象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和那样容易地成熟起来

的，但是这些条件正在成熟，而且一定会成熟起来。小规模的学院

式冲突的小开端也就是大开端，因为紧随着它而来的——不是今

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将是大规模的继续。

载于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３日（１６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３６号 第１７卷第２１４—２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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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

（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２９日〕）

  最近一个时期，巴尔干事变不仅占满了俄国的政治报刊，而且

占满了整个欧洲的政治报刊。欧洲爆发战争的危险曾一度迫在眉

睫，现在也还远没有消除，虽然更大的可能是，仅仅叫嚣和空喊一

番，而不至于真的爆发战争。

我们来粗略地看一下危机的性质和危机给俄国工人政党提出

的任务。

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特别有力地推动了亚洲人民在政治生活

方面的觉醒。但是这种觉醒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传播十分

缓慢，以至俄国反革命在波斯起了并且还继续起着几乎是决定性

的作用，而土耳其革命一下子就碰上了以俄国为首的列强的反革

命联盟。的确，后一论断初看起来是同欧洲报刊和各种外交声明的

总的腔调相矛盾的：要是听听这些声明，相信半官方刊物上的文章

的话，那所有的声明和文章都充满了对已经复兴的土耳其的“同

情”，都一心希望土耳其的立宪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都对资产阶

级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温和”赞不绝口。

但是，所有这些言论都不过是现代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和现代

欧洲反动资产阶级卑鄙无耻的资产阶级伪善行为的典型。事实上，

无论哪一个自称民主国家的欧洲国家，无论哪一个以民主、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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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激进等等命名的欧洲资产阶级政党，都丝毫不能证明自己真

正愿意帮助土耳其革命，真正希望这场革命得到胜利和巩固。相

反，它们全都害怕土耳其革命的成功，因为这场革命的成功一方面

必然意味着巴尔干各国人民争取独立自主、争取真正民主的意愿

日益强烈，另一方面必然意味着波斯革命取得胜利，亚洲民主运动

得到新的推进，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得到加强，在与俄国接壤的广

阔地区建立起自由制度，从而为阻碍黑帮沙皇政府的政策的推行

和促进俄国革命的高涨创造新的条件，如此等等。

目前在巴尔干、土耳其、波斯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质就是欧洲

列强结成反革命联盟来对付亚洲的日益增长的民主运动。欧洲各

国政府的一切努力、欧洲各“大”报的一切宣传，都不过是为了掩饰

这个事实，迷惑舆论，用伪善的言词和外交手法来掩盖欧洲的所谓

文明国家为对付文明程度最低却最渴望民主的亚洲国家而组成的

反革命联盟。无产阶级在这个关头所采取的政策的全部实质就在

于，揭下资产阶级伪君子的假面具，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面前揭露

欧洲各国政府的反动性，揭露这些政府由于害怕它们国内的无产

阶级的斗争而充当或帮助充当对付亚洲革命的宪兵。

围绕土耳其和巴尔干的种种事变，欧洲施展的阴谋诡计极为

错综复杂，普通公众都上了外交家的当，因为他们力图把人们的注

意力转移到枝节问题、局部问题上面，转移到正在发生的事变的个

别方面，力图模糊整个过程的意义。相反，我们的任务，国际社会民

主党的任务，恰恰是向人民说明事变的总的联系，说明正在发生的

一切事变的基本趋势和背景。

企图“捞一把”和扩大自己的领地和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列强之

间的竞争，对附属国或受欧洲“保护”的各国人民独立民主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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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惧，这就是整个欧洲政策的两个动力。人们称赞青年土耳其党人

的温和与克制，也就是称赞土耳其革命的软弱无力，称赞这个革命

不去唤醒下层人民、不去激发群众的真正的独立精神，称赞这个革

命敌视正在奥托曼帝国展开的无产阶级斗争，与此同时，人们还是

照旧掠夺土耳其。人们加以称赞，是因为他们可以继续照旧掠夺土

耳其的领地。他们一面称赞青年土耳其党人，一面继续推行显然是

瓜分土耳其的政策。关于这一点，《莱比锡人民报》１２６（社会民主党

地方机关报）极其正确而中肯地写道：

“１７９１年５月，真正关心祖国昌盛的有远见的国家要人在波兰实行了政

治改革。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称赞５月３日的宪法，欢迎这个宪法，把它

看作‘造福于邻邦’的事情。全世界都大大赞扬波兰的改革者，说他们和巴黎

的可怕的雅各宾派不同，做起事情来是那样地‘温和’…… １７９３年１月２３

日，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签订了瓜分波兰的条约！

１９０８年８月，青年土耳其党人进行了政治改革，而且进行得异常平稳。

全世界都称赞他们，说他们和俄国的可怕的社会党人不同，做起事情来是那

样‘温和’得体…… １９０８年１０月，爆发了一系列导致瓜分土耳其的事变。”

事实上，如果有谁想相信外交家的言论，而不考虑他们的行

动，不考虑列强合伙反对革命的土耳其的举动，那简直是幼稚。只

要把某些国家的外长、首脑的会晤和谈判的事实同以后发生的事

变对照一下，对外交家的声明的天真信任就会烟消云散了。在８月

和９月间，正是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发生以后、奥地利和保加

利亚发表宣言之前，伊兹沃尔斯基先生在卡尔斯巴德和玛丽亚巴

德同英王爱德华、法兰西共和国总理克列孟梭会晤，奥地利外交大

臣冯·埃伦塔尔同意大利外交大臣蒂托尼在萨尔茨堡会晤，然后

是伊兹沃尔斯基同埃伦塔尔于９月１５日在布赫洛埃会晤，保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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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大公斐迪南同弗兰茨－约瑟夫在布达佩斯会晤，伊兹沃尔斯基

同德国外交大臣冯·雪恩、然后同蒂托尼和意大利国王会晤。

这些事实是不说自明的。在奥地利和保加利亚采取行动以前，

一切重大问题都已经在俄、奥、德、意、法、英六国之间，在国王和大

臣们的私人会晤中以最秘密的和直接的方式谈妥了。后来报纸上

展开的关于埃伦塔尔说意、德、俄已同意奥地利兼并（合并）波斯尼

亚－黑塞哥维那一事是否属实的对骂，完全是一场滑稽剧，完全是

为了转移视线，只有自由派庸人才会上这个当。掌握欧洲各国对外

政策的巨头，伊兹沃尔斯基之流、埃伦塔尔之流和一伙戴王冠的强

盗及其大臣们，故意把骨头扔给新闻界：先生们，你们去吵吧！究竟

是谁欺骗了谁，谁得罪了谁，是奥地利欺骗了俄国呢，还是保加利

亚欺骗了奥地利，如此等等，是谁“第一个”动手撕毁柏林条约

１２７，每一个国家是怎样对待列强会议计划的，如此等等。请吧，请

让舆论去注意这些有意思的、重要的（啊！太重要了！）问题吧！我

们需要的正是如此，为的是要掩盖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在一些根

本问题上已经事先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

命，进一步采取措施瓜分土耳其，利用某种借口来重新审查达达尼

尔海峡问题，允许俄国黑帮沙皇扼杀波斯革命。这就是问题的全部

实质，这就是我们这些全欧洲的反动资产阶级的领袖真正需要的

和正在干的事情。让自由派的傻瓜们在报刊上，在议会里去空谈事

情是如何开头的，谁讲了什么话，殖民掠夺和镇压民主运动的政策

是在什么伪装之下最后形成、签署并公之于世的。

所有欧洲大国（目前吃得最“饱”的奥地利除外）的自由派报

刊，现在都在责备本国政府维护本民族利益不够。每个国家的自由

派都把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描写成最无能的，最不会“利用”时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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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别人欺骗的，等等。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所推行的也正是这样的

政策，他们早就说过奥地利的胜利使他们感到“羡慕”（米留可夫先

生的原话）。自由派资产者的这种政策，特别是我国立宪民主党人

的政策，完全是最丑恶的伪善行为，是对进步和自由的真正利益的

最卑鄙的叛卖。这是因为，第一，这种政策故意不谈反动政府的阴

谋，从而模糊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第二，它推动每个国家走上所

谓积极外交政策的道路，即赞同列强进行殖民掠夺和干涉巴尔干

半岛事务（这种干涉从来就是反动的）；第三，这个政策直接为反动

派效劳，因为它使人民只去关心：“我们”能得到多少，“我们”在分

赃的时候能分得多少，“我们”能占多少便宜。目前，各国反动政府

最需要的，正是引用“舆论”来支持自己的掠夺行为或取得“赔偿”

等等的要求。它们会说，你们看，我国的报刊都在责备我过于大公

无私，对本民族利益捍卫得不够，责备我太容易让步，并且用战争

来威胁我，可见，我的要求是最“低的”和最“公平的”，是完全应当

得到满足的！

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和欧洲自由派资产者的政策一样，

就是讨好反动政府，维护殖民侵略、掠夺和对他国事务的干涉。立

宪民主党人的政策之所以特别有害，是因为这种政策是打着“反对

派”的幌子推行的，因而能迷惑许许多多的人，使那些不信赖俄国

政府的人信赖政府，使群众的意识受到毒害。所以，我们的杜马代

表和我们的一切党组织必须注意，不通过杜马讲坛、传单和会议来

说明专制政府的反动政策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虚伪的反对派立场之

间的种种联系，社会民主党人就巴尔干事变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

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不说明立宪民主党人的对外政策

和沙皇政策的实质是一样的，就不可能向人民说明沙皇政策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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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危害性和反动性。不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高谈阔论、矫揉造作、

吞吞吐吐、拐弯抹角的伎俩，就不可能揭露对外政策中的沙文主义

和黑帮路线。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对自由派资产阶级观点的迁就会使社

会党人堕落到什么地步。麦克斯·席佩尔在机会主义者的著名机

关刊物《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ｈｅｆｔｅ》（《社会主义——？？？——月

刊》）１２８上就巴尔干危机写道：“几乎一切有头脑的党员都认为，如

果不久以前在我们的柏林中央机关报上〈即在《前进报》上〉重复过

的意见，即认为德国无论从现在的或是将来的巴尔干变革中都一

无所求的那种意见占了优势，那将是一个错误。当然，我们不应该

去争夺领土…… 但是，各大国在这个介于欧洲、整个亚洲和部分

非洲之间的重要的关键地区大规模地重新配置力量，无疑是会最

直接地损害我们的国际地位的…… 俄国这个反动的庞然大物现

在根本不能起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我们没有理由在任何

情况下都把俄国看作敌人，象５０年代的民主派把它看作敌人那

样。”（第１３１９页）

这个给自己戴上社会党人假面具的愚蠢的自由派，竟没有看

出俄国“关心”“斯拉夫兄弟”的反动阴谋！他说“我们”（代表德国资

产阶级），“我们的”地位等等，却既没有看出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

革命的打击，也没有看出俄国反对波斯革命的步骤！

上面所引的这段话刊载于１０月２２日出版的那一期杂志。１０

月１８日（５日）《新时报》１２９刊登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说什么

“大不里士的混乱已经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什么这个城市“有一

半遭到了半野蛮的革命者的破坏和洗劫”。你们可以看出，革命一

战胜波斯王在大不里士的军队，俄国半官方报刊立刻就暴跳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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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革命军队的领袖萨塔尔汗在这篇文章中被说成“阿杰拜疆的

普加乔夫”（阿杰拜疆或阿塞拜疆是波斯北部的一个省；该省的首

府是大不里士，根据雷克吕的统计，该省人口几乎占全波斯人口的

１５）。《新时报》写道：“所有这些胡作非为使得我国在与波斯接壤

地区数以百万计的贸易遭到破坏，试问，俄国能够无止境地容忍下

去吗？……不应当忘记，整个外高加索东部和阿杰拜疆从人种学上

看是一个整体…… 住在外高加索的鞑靼半知识分子忘记了自己

是俄国臣民，竟热心参加大不里士的骚乱，派遣志愿军到那里去

……对我们来说，重要得多的是使邻近我国的阿杰拜疆平静下来。

虽然俄国极不愿意进行任何干涉，但是情势可能迫使俄国担负起

这个责任，不管这是多么令人惋惜的事情。”

１０月２０日德国《法兰克福报》收到彼得堡的电讯，说正在考

虑占领阿杰拜疆作为对俄国的“赔偿”。１０月２４日（１１日）该报刊

登了来自大不里士的电讯：“配有相当数量的骑兵和炮兵的６个俄

国步兵营已于前日越过波斯国境，今日可抵大不里士。”

麦·席佩尔象奴才一样重复着自由派报刊和警察报刊的保证

和叫嚣，对德国工人说，俄国作为反动的庞然大物的意义已经成为

过去，在任何情况下都把俄国看成敌人是错误的！就在这一天，俄

国军队越过了波斯国境。

血腥的尼古拉的军队对波斯革命者的一场新的屠杀就要来临

了。随着非正式的利亚霍夫的干涉而来的是正式占领阿杰拜疆，并

在亚洲重演１８４９年俄国在欧洲所干的勾当——尼古拉一世派遣

军队镇压匈牙利的革命１３０。当时，在欧洲资产阶级政党中还有真正

的民主派，他们能够为自由斗争，而不象现在的一切资产阶级民主

派那样，只会伪善地空谈自由。当时俄国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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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受到几个欧洲国家的反对。而现在，欧洲所有的大国，“血红的”

克列孟梭的“民主”共和国也不例外，对任何一点有利于无产阶级

的国内民主的扩大都害怕得要命，他们都在帮助俄国扮演亚洲宪

兵的角色。

毫无疑问，俄、奥、德、意、法、英六国的九月反动密谋，包括了

俄国有反对波斯革命的“行动自由”。至于这一点是不是写在什么

秘密文件上，经过许多年以后将收入历史资料汇编出版；或者只是

伊兹沃尔斯基向他的最亲密的会谈者谈过这一点；或者是这些会

谈者自己“暗示过”：我们从“占领”转为“兼并”，而你们也许可以从

利亚霍夫的干涉转为“占领”；或者是采用了其他某种方式；所有这

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不管大国之间的九月反革命密谋的

形式多么不完备，这个密谋却是事实，它的作用一天比一天明显。

这是反对无产阶级和反对民主派的密谋。这是为了直接镇压亚洲

革命或间接打击这场革命的密谋。这是为了今天在巴尔干、明天在

波斯、后天或许在小亚细亚、在埃及等地继续进行殖民掠夺和侵占

领土的密谋。

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翻这种戴王冠的强盗和国际

资本的联合势力。一切社会党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加强群众中的鼓

动工作，揭穿各国外交家的把戏，清楚明白地摆出所有的事实来表

明一切结盟的强国所起的卑鄙的作用，不管这个强国是直接起宪

兵的作用，还是充当宪兵的帮凶、伙伴或资助者。

杜马即将听取伊兹沃尔斯基的报告及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

人的质询，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现在肩负着一项非

常艰巨但又非常崇高、伟大的责任。他们所在的机构在掩饰主要的

反动国家、主要的反革命阴谋者的政策，因而他们应当有本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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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说出全部真相。在现在这种时候，黑帮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

表得到的多，要求于他们的也很多，因为除了他们，杜马中再没有

别人能够不从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观点发出反对沙皇制度

的呼声了。而立宪民主党在现在这种时候和现在这种情况下所提

的“抗议”，比不提更坏，因为这只能是同一群资本主义豺狼为了替

同一种豺狼政策辩护而发出的抗议。

愿我们的杜马党团以及党的其他一切组织都开始行动起来

吧。现在向群众进行鼓动，其意义要比平常大一百倍。在我们党

的整个鼓动工作中，有三件事情应该提到首要地位。第一，同一

切反动派和自由派报刊（从黑帮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都包括在

内）相反，社会民主党要揭露各种会议、列强协定、与英国结成

的反奥同盟或与奥地利结成的反德同盟或其他任何的外交把戏。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指出列强的反动密谋这一事实，这个密谋已经

进行，各国政府都极力想用比较公开的谈判这种滑稽剧来掩饰这

个密谋。反对外交滑稽剧，向人民说明事情的真相，揭露反无产

阶级的国际反动派！第二，我们必须阐明这个密谋所造成的实际

的而不是嘴上的结果，即打击土耳其革命，俄国协同扼杀波斯革

命，干涉他国事务，破坏民族自决权这个基本的民主原则。我们

的纲领同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样，是要捍卫这种权利的。

奥地利人和俄国黑帮对“斯拉夫兄弟”的关怀是再反动不过的了。

这种“关怀”掩盖着早已使俄国在巴尔干声名狼藉的那些最卑鄙

无耻的阴谋。这种“关怀”一向就是要摧残某些巴尔干国家的真

正的民主。列强对巴尔干国家的唯一真诚的“关怀”可能是并且

只能是：让它们自己去处理自己的事情，不以外国干涉去破坏它

们的生活，不去阻挠土耳其革命。但是，工人阶级当然不能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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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会采取这种政策！

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包括名称是最自由和最“民主”的政

党，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也在内——都拥护资本家的对外政策。这是

社会民主党应当特别着重指出的第三件事情。自由派和立宪民主

党实质上都赞成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竞赛，只是强调这种竞赛要

采取不同于黑帮所采取的形式，只是要求订立不同于政府现在所

依据的那种国际协定。自由派反对资产阶级对外政策的一种形式

而主张同一政策的另外一种形式，责备政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政

府（在掠夺和干涉方面！），这对群众起着极坏的腐蚀作用。打倒任

何形式的殖民政策，打倒一切干涉政策，打倒资本家争夺他国领

土、他国居民、新的特权、新的市场、海峡等等的政策！社会民主党

不赞成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和正义地”发展的荒谬的小

市民空想。社会民主党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它懂得，除了国际

的革命无产阶级，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和平和自由的保护者了。

附言：这篇文章付印以后，报上发表了彼得堡通讯社的一则电

讯，否认俄国军队越过波斯国境的消息。这则电讯刊登在１０月２４

日的《法兰克福报》第二次上午版上。在第三次版上刊登了君士坦

丁堡１０月２４日晚１０时５０分发出的电讯，说１０月２４日晚在君

士坦丁堡获悉，俄国军队已越过波斯国境。国外的报刊，除社会党

的报刊以外，目前都对俄国军队侵入波斯一事保持缄默。

总之，暂时我们还不可能完全了解全部真相。但是，无论如何

沙皇政府和圣彼得堡通讯社的“辟谣”是不足信的。俄国得到列强

的同意，正在用一切办法——从阴谋活动到派遣军队——来反对

波斯的革命，这是事实。俄国执行着目的在于占领阿塞拜疆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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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即使军队还没有越过国境，那大概也在这

方面采取了各种措施：无火不生烟。

载于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２９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３７号 第１７卷第２２１—２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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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２９日〕）

  社会党国际局１３１于公历１０月１１日（星期日）在布鲁塞尔举

行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的第一次会议。各国社会党的代表聚

集在一起，也是举行社会党新闻工作者代表会议和社会党议员代

表会议的好时机。前一个代表会议是在国际局会议前一天举行的，

后一个代表会议是在国际局会议后一天举行的，同时还必须指出，

参加这两个代表会议的人几乎都是国际局的成员：国际局的委员

大多数既是新闻工作者又是议员。只是另有几名比利时社会党的

代表参加了１０月１２日（星期一）的代表会议。

新闻工作者代表会议是星期六下午３时举行的。会上讨论了

调整和加强各国社会党的定期报刊的联系问题。比利时的代表提

出了该党的党员通讯员的名单，名单上的人都愿意就某些（主要）

问题向其他党的报刊提供材料。会议希望其他党也能够提出这样

的名单，并且指出，必须注明通讯员掌握哪一种语言。社会革命党

的国外公报（法文版的《俄国论坛报》）和社会民主党的国外公报

（德文版）１３２被认为是对我们的外国同志特别有益的出版物。同时

还指出，凡是一个国家内有不同的社会主义政党或者一个党内有

不同派别存在的国家，都必须在名单上注明通讯员属于哪一个党

派等等。侨居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利用这次国际代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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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来更好地安排向外国的社会党报刊提供通讯报道的工作。

代表会议决定，由社会党国际局同那些还没有社会党日报的

国家协商出版定期公报的问题（用“国际”的三种正式语言——法

语、德语、英语中的一种出版，或者用所有这三种语言出版）。然后，

国际局要询问各国社会党日报编辑部，如按期收到这些公报同意

给多少钱。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应当特别重视这个决定。向我们

的外国同志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这一工作做得远远不能令

人满意，应该立即认真地讨论关于调整这一工作的问题、关于在国

外用三种语言出版党的公报的问题，并且尽一切可能来切实地实

现这个计划。

其次，讨论了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的一个建议，即由拥有

７０种党的日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发起在柏林、维也纳、巴黎、布

鲁塞尔等地的社会党报纸编辑部之间建立国际电讯联络局。德国

代表认为，立即实现这个计划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指出，德国最

近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情报局，等将来这件事情完全

就绪以后，就可以考虑把它改为国际情报局。代表会议对这个诺言

表示满意；会议决定今后仍将在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同时召

开各国社会党新闻工作者代表会议，接着就宣布闭幕。

当天晚上在“民众文化馆”举行了国际群众大会，奥地利、德

国、英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在大会上讲了话，主要是讲国

际冲突和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问题。大会

最后一致通过了内容如下的决议：“１０月１０日（公历）在‘民众文

化馆’举行的国际群众大会再一次证明，全世界无产阶级有极大的

决心来捍卫各国之间的和平，全力反对毁灭和压迫各国人民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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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军国主义。大会相信，工人国际的各国支部将全面贯彻斯图

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大会在《国际

歌》声中结束。

第二天，社会党国际局的会议开了一整天。议程上的第一个问

题即接受英国“工党”（ＬａｂｏｕｒＰａｒｔｙ）
１３３
加入的问题占去了整整一

个上午。问题在于：根据“国际”的章程，只有第一，承认阶级斗争的

社会主义政党，第二，主张进行阶级斗争的工人组织（即工会），才

能够成为“国际”的成员。而最近在英国下院成立的“工党”没有公

开地自称为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坚定而明确地承认阶级斗争的

原则（附带提一下，英国社会民主党人是要求它承认这一点的）。但

是，显然过去整个“国际”，特别是斯图加特社会党代表大会是允许

这个“工党”参加的，因为这个党实质上是介乎“国际”章程第１条

和第２条１３４规定的两种类型之间的混合组织，是英国工联的政治

代表。尽管如此，接受这个党加入的问题还是提出来了，而且是这

个党自己通过所谓“独立工党”（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ａｂｏｕｒＰａｒｔｙ，英国人

称之为Ｉ．Ｌ．Ｐ．）提出来的。“独立工党”是“国际”英国支部的两个

分支部之一，另一个分支都是“社会民主联盟”。

“独立工党”要求直接承认“工党”是“国际”的一个成员。这个

党的代表布鲁斯·格莱西尔（ＢｒｕｃｅＧｌａｚｉｅｒ）坚持说，几十万有组

织的、愈来愈明确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工人在议会里的这个代表是

有重大作用的。他非常轻视原则、公式和基本信念。考茨基回答了

他，表示不同意这种轻视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最终目的的看法，但是

完全赞成接受实际上在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党”加入。考茨基提出

了一个决议案，内容如下：

“鉴于从前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准许一切主张进行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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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阶级斗争并承认政治斗争的组织加入国际，国际局宣布准许英

国‘工党’参加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因为该党虽然没有直接（ａｕｓ

－ｄｒｕｃｋｌｉｃｈ）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实际上在进行这种斗

争并且正在作为不依赖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组织站到这种斗

争的基础上。”赞成考茨基的有奥地利的代表，有法国的瓦扬，另

外，表决的结果表明，大多数小国的代表也赞成。首先反对考茨基

的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代表海德门，他要求在“工党”直接承

认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以前，一切暂时保持原状，接着反对

的有鲁塞尔（盖得派，过去是法国的第二代表）、社会革命党的代表

鲁巴诺维奇和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革命派的代表阿夫拉莫夫。

我发言赞成考茨基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既然以前的代表大会

已经让所有的工联、甚至那些把自己的代表权交给资产阶级议员

的工联参加，现在就不能拒绝“工党”即工联的议会代表参加。我

说，但是考茨基决议案的第二部分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工党”

并不是真正不依赖于自由派，也不是执行完全独立的阶级政策的。

因此我建议在决议案的末尾，从“因为”二字以后作如下的修改：

“因为它〈“工党”〉是英国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走向自觉的阶

级政策和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第一步。”我向国际局提出了这个修

正案。考茨基没有采用我的修正案，他在第二次发言中声称，国际

局不能根据“期望”来作决议。但是，主要的斗争是在考茨基的整个

决议案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进行的。在表决时，阿德勒提议把决

议案分成两部分表决，结果两部分都被国际局通过了，第一部分有

３票反对，１票弃权，第二部分有４票反对，１票弃权。于是考茨基

的决议案就成了国际局的决议。鲁巴诺维奇在两次投票中都弃权。

我还要指出一点，即在我发言以后和考茨基第二次发言以前，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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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阿德勒曾这样反驳过我（我引用最详细、最确切地报道了会议

情况的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的报道）：“列宁的建议是迷

人的〈ｓéｄｕｉｓａｎｔｅ，阿德勒说的是：ｖｅｒｌｏｃｋｅｎｄ，诱人的〉，但是它不能

使我们忘记一个事实：‘工党’是在资产阶级政党之外建立起来的。

至于它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这不是我们要判断的事情。我们要承

认进步的事实。”

国际局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要更详细

地谈谈这些辩论，以便向《无产者报》的读者说明我所采取的立场。

维·阿德勒和卡·考茨基的理由并没有使我信服，我仍然认为他

们是错误的。既然考茨基在自己的决议案中说“工党”“没有直接承

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无疑就是在“工党”目前采取的是什么

政策和它应当采取什么政策这个问题上表示了某种“期望”、某种

“判断”。不过考茨基是间接地表达这一点的，而且得出的论断，第

一，实质上是错误的，第二，给别人以曲解考茨基的意思的口实。至

于说英国“工党”在议会中（不是在选举中！不是在自己的整个政策

上！不是在自己的宣传和鼓动上！）脱离了资产阶级政党，向社会主

义和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阶级政策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是无可

争辩的。这不是“期望”，而是事实。正是这一事实促使我们接受

“工党”加入“国际”，何况我们已经接受了工联。最后，这种措辞会

使几十万十分尊重“国际”的决议、但是还没有完全成为社会党人

的英国工人再一次地考虑一下，为什么认为他们只是走了第一步，

在这条路上进一步的步骤应该是怎样的。在我的措辞中，丝毫没有

想要由“国际”来解决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具体的细节问题，来

确定必须在什么时候采取和怎样采取进一步的步骤。进一步的步

骤无论如何是需要的，这对于还没有直接地明确地接受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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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政党来说是不能不承认的。这一点考茨基在自己的决议案

中是间接承认的，而不是直接承认的。这样一来，似乎“国际”担保

“工党”实际上在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似乎只要工人的组织在议

会中形成单独的工人团体，就可以在一切行动上不依赖资产阶级

了！

当然，海德门、鲁塞尔、鲁巴诺维奇和阿夫拉莫夫在这个问题

上采取的立场就更错误了（鲁巴诺维奇在表决决议案的两个部分

时都弃权，这不但没有纠正自己的立场，反而造成立场的混乱）。阿

夫拉莫夫说接受“工党”就等于鼓励机会主义，这是极其错误的意

见。只要重温一下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就明白了。恩格斯在许多

年当中始终认为，以海德门为首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犯了错误，他

们采取了宗派主义的行动，不善于发挥工联的不自觉的、但是强有

力的阶级本能，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可是马克思主义

应当是“行动的指南”①。当客观条件妨碍无产阶级群众提高政治

自觉性和阶级独立性时，就应当善于耐心地、坚定地同他们一起工

作，在自己的原则上毫不让步，但是不放弃在无产阶级群众当中的

活动。后来事件的发展证实了恩格斯的这些教导，当时在闭关自守

的、贵族味十足的、市侩利己主义的、对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英国

工联中，出现了许多公开出卖工人阶级的叛徒，他们为了谋得大臣

职位而卖身投靠资产阶级（如坏蛋约翰·白恩士之流），但是英国

工联却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尽管走得不敏捷、不彻底、迂回曲折，但

毕竟是在走向社会主义。现在，社会主义在英国工人阶级当中迅速

传播，社会主义在英国又在成为群众运动，大不列颠的社会革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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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迫近，这一点只有瞎子才看不到。

如果“国际”不直接地坚决地充分支持英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

这一巨大的进步，不鼓励在资本主义摇篮中开始发生的伟大转变，

那是根本错误的。但是，绝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现在就可以承

认“工党”是实际上不依赖于资产阶级的、在进行阶级斗争的社会

主义的政党等等。应当纠正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一个明显的错

误，但是丝毫也不应当鼓励那些领导所谓“独立工党”的英国机会

主义者的另一些明显的、同样重大的错误。这些领导人是机会主义

者，这是无庸争辩的。“独立工党”（Ｉ．Ｌ．Ｐ．）的领袖拉·麦克唐纳

甚至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提议对“国际”章程第２条作如下的修

改：只要工会有诚意（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就可以加入“国际”，不必承认阶

级斗争。考茨基自己立刻就听出了布鲁斯·格莱西尔话中的机会

主义调子，并且在国际局的发言中进行了驳斥，可惜的是没有在自

己的决议案里进行驳斥。在国际局的发言是讲给十几个人听的，而

决议案则是写给千百万人看的。

我面前放着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两个派别的报纸，上面都有

关于国际局会议的评论。“独立（哼！哼！）工党”的机关报《工人领

袖》１３５得意洋洋地公然向英国的几万工人说，社会党国际局不但

承认了“工党”（这是事实，必须要这样做），而且“还承认了独立工

党的政策”（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工人领袖》第６６５版）。这不是事

实。国际局没有承认这一点。这是对考茨基决议案中有小毛病的

地方所作的不正当的机会主义的解释。小毛病开始带来了相当大

的后果。而译文糟糕更加重了这种后果，难怪意大利人说，译者是

背叛者（ｔｒａｄｕｔｔｏｒｉ—ｔｒａｄｉｔｔｏｒｉ）。国际局决议的三种正式语言的正

式译本还没有出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版。考茨基说的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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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正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决议末尾；原文是：ｓｉｃｈ…ａｕｆ

ｓｅｉｎｅｎ，ｄ．ｈ．ｄｅｓＫｌａｓｓｅｎｋａｍｐｆｓ，Ｂｏｄｅｎｓｔｅｌｌｔ），而在英国社会民主

党人的译文中变成了：“正在站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上”；在

英国机会主义者（“独立工党”）的译文中变成了：“正在采取国际社

会主义的立场”（同上）。现在就试试在向英国工人作宣传时去改正

这种错误吧！

我决没有指责布鲁斯·格莱西尔歪曲决议的意思。我相信他

不会有这种想法。而且这一点也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把考茨

基决议案第二部分的精神运用到实际群众工作中去。在《工人领

袖》的同一版上，另一位“独立工党”的党员在谈到自己对国际局会

议和布鲁塞尔大会的印象时，埋怨大会上“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强调

社会主义的理想和道德方面”（他说这一方面在他们“独立工党”的

大会上一直是强调的），而“代替这一方面”（ｉｎｉｔｓｓｔｅａｄ）的主要是

一些“没有生气和没有灵感的（ｂａｒｒｅｎａｎｄｕｎ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关于阶级

战争的教条”。

考茨基在草拟关于英国人的决议案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不

是英国的“独立党人”，而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

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正义报》登载了海德门的诉苦，

他埋怨国际局的大多数“为了方便反复无常的人而抛弃了原则”。

海德门写道：“我一点也不怀疑，如果国际局向‘工党’提出直接的

最后通牒，‘工党’就会立即服从，立即决定适应国际社会主义的方

向。”该报同一号上的另一篇文章列举了一些事实，证明“独立工

党”实际上打着又是“自由主义、又是‘独立工党’”（ｌｉｂｅｒａｌ－ｌａｂｏｕｒ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的混乱的旗帜，使自己的一部分党员进了议院，证明某些

“独立党人”已经得到自由派大臣约翰·白恩士的支持（１９０８年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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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７日《正义报》第４版和第７版）。

不过，如果海德门实现了他所讲的那个计划，即在哥本哈根召

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１９１０年）上重新提出这个问题，那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定要力求修正考茨基的决议案。

第２项议程是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和社会党人共同起来防止资

产阶级政府的政策可能造成的国际冲突和殖民冲突的问题。瓦扬

提出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只作了很小的修改就通过了。在辩论

中，奥地利的代表指出，他们党的各个代表团都正式反对弗兰茨－

约瑟夫的政策并且认为社会党人必须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但是，

奥地利的代表说，在反对弗兰茨－约瑟夫的政策的同时，他们也反

对阿卜杜尔－哈米德或爱德华七世的政策。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使

政府对它的行为的后果负责。英国代表希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

更明确地声明自己反对本国政府，但是奥地利代表并没有超出上

面所讲的范围。保加利亚社会党人（“狭小派”１３６即革命的社会民主

党人；保加利亚另外还有“宽广派”１３７即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

的代表阿夫拉莫夫，坚持要提到巴尔干各国本身的帝国主义资产

阶级，但相应的修正案没有被通过。阿夫拉莫夫声明，在宣布保加

利亚独立的问题上，保加利亚社会党人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政党，认

为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宣布独立是一种有害的冒险行为。布鲁

斯·格莱西尔提议在决议中还应当指出组织国际性示威的必要

性，但是会议决定由国际局把这个愿望转告各国的党。万科尔（荷

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提议把抗议列强破坏柏林条约这一点加

进去，但是在表决前他收回了这个提案，因为会上指出，专门去维

护资产阶级国家的条约，这不是社会党人的事情。国际局通过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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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全文如下：

“首先确认，英国和德国的社会党人举行争取和平的游行示威，法国社会

党人宣传反对远征摩洛哥，丹麦社会党人建议裁军，都是符合‘国际’决议的

行动，

其次，鉴于：

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资本帝国主义还继续在英国和德国进行阴谋活

动；对摩洛哥的远征和冒险还在进行；沙皇政府首先想要获取新的借款，竭力

制造混乱局面，以便巩固自己在反对俄国革命的斗争中的地位；在巴尔干半

岛上，外国列强的干涉和私欲点燃起空前猛烈的民族和宗教的怒火；最近，保

加利亚宣布独立，特别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入奥地利，增加了战争的

危险，并使这种危险更加逼近；最后，各国政府在到处制造阴谋，加紧武装，穷

兵黩武，进行资本主义竞争，掠夺殖民地，这些都使和平受到威胁，——

社会党国际局再一次明确指出，社会党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

保卫国际和平的力量，它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保卫国际和平。

国际局号召各国的社会党根据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提高警

惕，加强活动，尽一切力量来执行上述方针，同时建议各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和

执行委员会、各国党的议会党团和参加国际局的代表，同社会党国际局书记，

处一起寻找某国的或国际的、同这种或那种具体情况相适应的、最有助于防

止战争和保卫和平的手段和实际措施。”

第３项议程是英国支部关于每年定期召开两次社会党国际局

会议的提案。会议没有就这个问题通过硬性的决议。只是表示希

望这样做。显然，绝大多数的代表并不认为有必要每年开会一次以

上（过去是一次），——当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例外。

第４项议程是国际局关于改变各国党向国际局提供经费的数

额的提案。国际局过去每年在名义上的收入是１４９５０法郎（约合

６０００卢布）；建议把这个数目增加到２６８００法郎，即除去通常欠交

的数目，增加到２万法郎（８０００卢布）这样一个整数。这样，各国党

９１２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就应当为该党出席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每个代表每年交１００法

郎。俄国有２０个代表，因此应交２０００法郎，其中７００法郎由社会

革命党负担，１０００法郎由社会民主党负担，３００法郎由工会负担。

过去俄国每年交１５００法郎，其中我们交９００法郎（根据同社会革

命党的协议）。会议对这个问题也没有通过硬性规定。会议委托国

际局同各国的党洽商，并且表示希望能为每个代表每年交１００法

郎。

第５项是关于改变代表名额的问题，瑞典代表增加到１２名，

匈牙利代表一般地暂时不增加，但克罗地亚代表增加２名。另外在

土耳其支部成立以前准许土耳其支部的亚美尼亚分支部参加（据

说在土耳其的亚美尼亚社会党人不愿“等待”土耳其人），同时给了

这个分支部４个代表名额。最好是请我们熟悉土耳其亚美尼亚社

会主义运动情况的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对这个问题发表

意见。

第６项议程是关于接受智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的问题。这个党

是在智利民主党分裂以后成立的。智利社会民主党人也没有经过

什么争论就被接受了。

第７项议程是关于俄国的锡安社会党人１３８的问题。大家知道，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前，他们曾建议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接受

他们参加“国际”俄国支部的社会民主党分支部。我们的中央委员

会拒绝了，同时通过决议来说明我们根据什么理由反对把锡安主

义者算作社会民主党人，尽管他们自称为“锡安社会党人”。锡安社

会党人的一位代表曾到过斯图加特，在那里我们分支部也拒绝接

受他，而社会革命党人却不表态。因为根据章程，“国际”接受新成

员时必须得到该国支部的同意（在本国的两个分支部意见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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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国际局最后决定），所以锡安社会党人按规定是不能参加代

表大会的。于是他们向国际局申诉，国际局当时竟作出了妥协性的

决定：准许锡安社会党人派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现

在必须澄清已经造成的混乱：锡安社会党人究竟是不是“国际”的

成员？维·阿德勒同在斯图加特一样，坚决反对锡安社会党人，拒

绝锡安社会党人在电报中以不能出席为理由而希望延期讨论的请

求。维·阿德勒说道：有时候不出席是最好的防御手段。我在发言

中再一次提到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并且指出，违反俄国两个

分支部的意志而接受锡安社会党人，这是严重地破坏“国际”章程

的行为。鲁巴诺维奇和“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１３９（它在斯图加特被

社会革命党人接受加入自己的分支部）的代表日特洛夫斯基作了

激烈的发言，反对不接受锡安社会党人，但是，鲁巴诺维奇除了说

社会革命党在这个问题上弃权以外，不能提出该党另外的决定，而

日特洛夫斯基看到锡安社会党人免不了要被取消资格，便公然替

自己辩护，他用可笑的激烈口吻证明说，如果锡安社会党人是地域

主义者，那他们“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是地域主义者了。显然，

从这里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应当接受锡安社会党人，而只是：在“国

际”中，除了社会革命党人以外，恐怕再也没有什么人会同意接受

“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了。我在第二次发言中坚决抗议鲁巴诺维

奇的手法：强迫别人的分支部接受锡安主义者，可是又不提出自己

的分支部维护锡安主义者的决定。结果国际局一致通过（鲁巴诺维

奇和瓦扬两人弃权）阿德勒的决议案。该决议说：

“国际局确认，过去准许锡安主义者（只有发言权）参加的仅仅是斯图加

特代表大会的会议，现在锡安主义者不属于国际局，随后转入下一项议程的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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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项，也是最后的一项议程，是批准国际局法国社会党人代

表团的特殊构成，这一项几乎没有争论。盖得被指派为法国的代表

之一，法国在国际局中应有的另一代表由瓦扬和饶勒斯两位代表

共同担任。

国际局会议结束时，一致通过比利时代表德·布鲁凯尔提出

的关于支持土耳其革命的决议案：

“社会党国际局高兴地庆贺阿卜杜尔－哈米德依仗列强在土耳其长期维

持的腐败制度的垮台，高兴地庆贺在土耳其帝国各族人民面前出现了自己掌

握自己命运的可能性，祝贺他们建立起政治自由的制度，从而使新生的无产

阶级能够同全世界无产阶级紧密团结起来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

１０月１２日（星期一）举行了各国议员代表会议。议程共有三

项：（１）最近一次的议会会议；（２）殖民地的改革（由万科尔作报

告）；（３）关于社会党人在各国议会联盟内部开展争取和平的活动

（由比利时代表拉封丹作报告），——其次还有四个问题；（一）建筑

工人的补偿条件（在企业主破产的情况下）；（二）用书信进行表决；

（三）议会党团的成员和书记的新名单；（四）文件的寄送。

关于第１项议程，只是根据佩纳施托费尔的建议肯定了斯图

加特代表大会的如下决议：请各国议会党团的书记向社会党国际

局提供该党团的书面报告。会议就上列“问题”中的最后两个问题

简单交换意见之后，也作了同样的提示。关于前两个“问题”，会议

简单地提到了某些社会党代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和建议。根据

拉封丹本人的建议，他的报告暂时不作。奥地利和德国的代表在这

个问题上表示，他们反对社会党人参加维护和平的各国资产阶级

议员代表会议。瑞典代表布兰亭举出了说明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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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这些代表会议的原因的一些特殊条件。根据他的提议，在下一次

和国际局会议同时举行的各国议员代表会议的议程中，列入了工

人的国家保险问题。

只有一项议程有一个简短的报告，而且值得讨论，那就是关于

殖民地改革的问题。由于在斯图加特就殖民地问题提出一个机会

主义决议案而出名的荷兰代表万科尔，在这次的报告里，企图从另

一个稍微不同的方面把他十分欣赏的那个关于“积极的”社会民主

党殖民地纲领的思想搬出来。万科尔根本不谈社会民主党反对殖

民政策的斗争，不谈在群众中进行反对殖民地掠夺的宣传和唤起

殖民地被压迫群众的反击和抵抗的精神，而只是注意列举在现行

制度下殖民地生活的可能的“改革”。他象一个好心的官员一样列

举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土地所有制起，到学校、监狱和鼓励办工

业等等，同时还强调必须实际一些，比如说，要考虑到普选制在野

蛮人当中并不一定适用，有时候不能不承认在殖民地用强制劳动

来代替监狱是必要的，如此等等。充满整个报告的不是无产阶级的

阶级斗争精神，而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精神，甚至更

坏，简直是官僚的改良主义的精神。最后，他提议由占有殖民地的

五个最主要的国家选出一个委员会来制定社会民主党关于殖民地

的纲领。

德国代表莫尔肯布尔和一些比利时代表本来也想走万科尔的

道路，他们只同万科尔争论了一些细节问题，如需不需要统一的共

同纲领，这是不是一种公式化做法等等。这样提问题只会对万科尔

有利，因为他正想把一切事情都归结为“实践”，证明“在实践中”意

见分歧并不象大家在斯图加特所感觉的那样大。但是考茨基和累

德堡从原则上提出了问题，抨击了万科尔整个立场的根本错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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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基说，虽然万科尔认为普选制只是在个别场合不适用，但不管怎

样他也是容忍了殖民地的专制制度，因为他没有提出而且也提不

出任何别的选举制。累德堡说，万科尔认为可以采用强制劳动，这

无异是给利用无数借口来维持殖民地的奴隶制度的资产阶级政策

大开方便之门。万科尔非常固执地、非常拙劣地替自己进行辩护，

例如他证明说，有时候非实行劳役制不可，“他在爪哇亲眼见过这

种情形”，巴布亚人不知道投票是怎么回事，他们的选举有时简直

是由迷信或者干脆用喝糖酒来决定的，等等。考茨基和累德堡嘲笑

了这种论据，认为我们的共同的民主纲领对殖民地也是绝对适用

的，在殖民地也必须把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提到首要地位。累德堡问

道：我们那些“有教养的”天主教徒的迷信是不是比野蛮人的迷信

好一些？考茨基说，议会制度和代表制度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

的，可是，民主制度始终是适用的，同任何背离民主制度的行为作

斗争始终是必要的。经过这些辩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和机

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就十分清楚了，万科尔看到他的提案

显然要被“极其隆重地埋葬”，就自动把它撤回了。

载于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２９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３７号 第１７卷第２３３—２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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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马斯洛夫歇斯底里大发作

（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２９日〕）

  彼·马斯洛夫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８—９号合刊上发

表了一封《致编辑部的信》，这封信除了叫作歇斯底里，不能叫作别

的。作者不仅侮辱我，把我的笔调同修士司祭伊利奥多尔的笔调相

提并论，而且还把１４年前的谈话搬了出来，老实说，这不是歇斯底

里又是什么呢？读者会以为这是说笑话吧，不，这是事实。彼·马

斯洛夫写道：“在《资本论》第３卷出版以前，列宁就看过我的一份

手稿，在这份手稿里，我在解决利润分配问题上同第３卷是一致

的。但是列宁说，他认为斯克沃尔佐夫教授对这个问题的极荒谬的

解决办法是正确的。”请想一想，这是在第３卷出版以前，也就是在

１８９４年以前的事！自称对１４年前的谈话和自己没有发表的手稿

记得分毫不差，那不是由于幼稚无知（我的这位最可尊敬的论敌不

是这种人），就是歇斯底里大发作。最好把这份手稿发表出来，马斯

洛夫同志，你看如何？如能证明马斯洛夫而且只有马斯洛夫在第３

卷出版以前就解决了恩格斯向全世界提出的问题，那多有利呀！不

错，现在证明似乎是晚了一点…… 但是，迟做总比不做好。事实

上，决不能认为马斯洛夫只是想援引一段个人回忆来自我吹嘘一

番。

原来，马斯洛夫不等他投稿的那家报纸的编辑部出来赞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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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理论的修正，就决定自我吹嘘起来，吹嘘他在１４年前所

做的（私下里）事情…… 原来，我（如果相信马斯洛夫同志有惊人

的记忆力）在１４年前，在《资本论》第３卷出版以前犯了错误，并且

没有把这些错误发表出来；而马斯洛夫在《资本论》第３卷出版了

７年和１４年以后才犯错误，并且把这些错误发表出来了。不过，马

斯洛夫歇斯底里大发作可能不完全是无意的。正好在５年以前，马

尔托夫曾经对普列汉诺夫发过一通歇斯底里，结果促使普列汉诺

夫从布尔什维克转到孟什维克方面去了。彼·马斯洛夫是不是指

望普列汉诺夫在他及其同伙编的报纸上看到马斯洛夫的号叫以

后，会放弃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而赞成马斯洛夫的地租理论呢？这

太有趣了。现在趁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来看一下，马斯洛夫

责备我的文章“满篇都是断章取义和公然撒谎”，这究竟是怎么一

回事。

马斯洛夫同志，真的“满篇”都是如此吗？

好吧，我们就把你所有的论据都来分析一下吧。

“列宁写道：‘说马克思认为绝对地租是由于农业资本构成低

下而产生的，这是不对的。绝对地租是由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这种

私有制造成一种特殊的垄断’①。”

在这里，马斯洛夫割断了我的话，这句话不是到“垄断”这两个

字就完了，而且在句末还注明了第４卷（《剩余价值理论》）的具体

页码。这不是马斯洛夫断章取义，不是的！这不过是“修改”别人的

话……

彼·马斯洛夫继续写道：“列宁就是这样写的。可是马克思却

６２２ 彼·马斯洛夫歇斯底里大发作

①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２６５页。——编者注



写道：‘如果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等于或高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

成，那么，上述意义上的绝对地租，也就是既和级差地租不同，又和

以真正垄断价格为基础的地租不同的地租，就会消失。’（《资本论》

第３卷，俄译本第６３１页①）请读者判断一下吧，究竟谁对马克思

理论的叙述更正确。”（接着，彼·马斯洛夫讲了，他清楚地记得我

在１４年前同他个别谈话时在利润规律问题上犯的错误）

我也请读者判断一下，“断章取义和公然撒谎”的到底是谁。最

可尊敬的马斯洛夫在我引证马克思的话之前割断了我的话，而另

外给我加了一段引文！这算什么论据呢？是不是马斯洛夫又一次

揭露了马克思的“草稿”当中的矛盾呢（我提醒读者一下，甚至在

《剩余价值理论》出版以后的１９０６年，马斯洛夫还竟敢说，他所发

现的马克思的错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资本论》第３卷是一部“草

稿”）？这岂不是证明，马克思一会儿说绝对地租产生于土地私有

制，一会儿又说产生于农业资本构成的低下，是不能自圆其说吗？

不是的，这只是证明马斯洛夫又在乱搅和。从马克思那里可以

找到几十句说绝对地租产生于土地私有制的话，也可以找到几十

句说绝对地租产生于农业资本构成低下的话。道理很简单，因为马

克思是在自己有关的论述中提出这两种条件的，我在叙述马克思

理论时也完全是这样提出这两种条件的。在我那篇文章中，就在马

斯洛夫引用的那一段里，我也谈判了农业资本构成低下的问题！

（见《无产者报》第３３号第３叛第２—３栏②）马斯洛夫为了反驳我，

引用了第３卷第４５章，也就是关于绝对地租的一章。马斯洛夫引

用了原著第２９８页，但是马克思在第２８７页，也就是在前面，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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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私有制不“产生”级差地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没有土地

私有制，也必然会存在级差地租），土地私有制产生的是绝对地租。

马克思写道：“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产生地租”（第３卷第２册第

２８７页），并且用了黑体。

请问，第２８７页的引文和第２９８页的引文是矛盾的吗？一点也

不矛盾。马克思在阐明了土地私有制产生地租（即绝对地租）以后，

又进而说明这种地租或者不过是垄断，仅仅是垄断，纯粹是垄断，

或者是垄断妨碍构成低下的资本（农业）和构成较高的资本（工业）

的利润平均化的结果。

可见，马斯洛夫在普列汉诺夫及其同伙编的报纸上，无非是

再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不可容忍的歪曲。可见，马斯洛夫在这

里还是认定（只是没有直说出来）绝对地租不可能存在，马克思

的理论是谬误，而否定绝对地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才

是真理。

为什么不把在《土地问题》中讲过的和我引述过的论点直说出

来呢？难道这不是“断章取义和公然撒谎”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呢？在《土地问题》中说马克思是错误的，说绝对地租不可能存在，

在普列汉诺夫及其同伙编的报纸上却对此只字不提，而只谈谁对

马克思理论的叙述更正确！！！这样一来，我同马斯洛夫争论的不过

是“谁对马克思理论的叙述更正确”的问题了，这样一来，似乎我指

出马斯洛夫抛弃绝对地租就是“修改”马克思的“草稿”也是在撒谎

了！？马斯洛夫同志，真可耻啊！

“接着，列宁写道：‘彼得·马斯洛夫也不懂得马克思的级差地

租…… 当租地者在他经营的地块上新投入的资本既提供新的利

润又提供新的地租（黑体是列宁用的）时，得到这种地租的不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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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占有者，而是租地者。’①列宁趁这个机会自然把‘愚蠢的’马斯

洛夫适当地教训了一顿。我们翻一下《土地问题》第１卷，在第１１２

页上可以看到：‘如果集约化经营由于新投入５００卢布而提供同样

数量的产品，那租地者得到的利润将不是２５％，而是１００％，因为

第一次投资时他就交了３３３卢布的地租…… 如果他在投入第一

批资本时满足于平均利润…… 那么缩减租地面积，在同一块土地

上进行新的投资，这样对他更有利，因为这种投资可以提供超额利

润，使租地者也能获得地租。’但是，列宁为了骂我就要撒谎。”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谁在撒谎。为了弄清这一点，应当注意我

所抄录的马斯洛夫引文中的删节号，因为我把马斯洛夫关于这一

问题所说的话全部引在这里了。删节号表示省略。马斯洛夫在引

述他的第１卷第１１２页时，恰恰省略了他反驳马克思的一段话，省

略了在第１１２页上用黑体的一段话！这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是事

实。我发表在《无产者报》上的文章，曾经引证过《土地问题》第１卷

第１１２页的一段话，即马斯洛夫用来反驳马克思的第２个论据：

“从‘最后一次’投入的资本所取得的地租，即洛贝尔图斯所说的地

租和马克思所说的绝对地租，一定会消失，因为只要资本除通常的

利润外还能提供别的东西，租地者总是能够把‘最后一次’投资变

为倒数第二次投资。”（黑体是马斯洛夫用的）②

这是马斯洛夫用来反驳马克思的一个论据。我曾经驳斥过这

个论据，现在我仍然认为，这个论据完全是虚假和混乱的。马斯洛

夫在答复我的时候，引证了第１１２页这一页，却略去了攻击马克思

的话！攻击改成了删节号，删节号之前引证了这一页的开头，删节

９２２彼·马斯洛夫歇斯底里大发作

①

② 同上，第２６６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２６７页。——编者注



号之后引证了这一页的结尾，于是对马克思的攻击不见了。难道这

不是断章取义，不是公然撒谎吗？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从未断言长达４００页的《土地问题》一书

中没有正确的地方。我只是肯定，马斯洛夫用来反驳马克思的论据

是一些难以形容的胡说，是闻所未闻的糊涂思想。如果马斯洛夫在

他打算出版的第４版中把这些论据删掉，譬如说，在１１２页上只保

留他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引述过的话，那么，我和大家都会

说：马斯洛夫从第４版起就不再修改马克思的理论了。但是目前他

还没有这样做，凡是读第１卷的人都会在第１１２页上看到马斯洛

夫用来反驳马克思的论据，看到他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删

去的那个论据。而且人人都会看到，我对这个论据的批评是正确

的，就是说，拿这个论据来否定绝对地租是荒谬的，因为租地者在

租约期内可以从新的投资中得到全部新地租，就是说，既有绝对地

租也有级差地租。

马斯洛夫的另一个“例子”我就不谈了，因为它同马斯洛夫在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所删掉的那个论据有关。当然，如果马斯

洛夫收回这个论据，那我的批评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他没有这样

做，而只是删节自己的引文，那么请问读者：“满篇都是断章取义和

公然撒谎”的到底是谁？

最后，马斯洛夫从我的文章中引述的最后一段引文是：

“‘什么是集约化？’列宁这样发问并随即答道：‘就是更多地投

入劳动和资本。根据伟大的马斯洛夫的发现，采用收割机不是（黑

体是列宁用的）投入资本。采用条播机也不是投入资本。’①列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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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都不了解，因而给集约化下了错误

的定义，他不仅在胡说八道，而且是睁眼说瞎话。在《土地问题》第

６２页上写道：‘无论粗放经营也好，集约经营也好，脱粒机都会减

少单位土地面积的劳动消耗。’（经营的集约化不论土地面积如何，

都取决于这种消耗，而不是一般的消耗。——彼·马·）收割机的

作用也相同。”

最可尊敬的马斯洛夫，请你听着，对此我要告诉你：胡扯也要

有个限度！……难道争论的是关于集约化是否取决于单位面积的

投资抑或同面积无关的问题吗？要知道，这才真正是断章取义和公

然撒谎！争论的根本不是这一点。在马斯洛夫目前所引的我的文

章的第２部分，我反对的根本不是《土地问题》，而是马斯洛夫发表

在１９０７年《教育》杂志第２期上的文章。

一个人忽而把那些用来反驳马克思而遭到批评的论据从自己

的著作中删掉，忽而把自己整篇整篇的文章都撇开，而把一些文不

对题的东西塞给读者，这样的人请你去同他争论吧！

我的文章的第２部分的标题是：《要推翻民粹主义就必须推翻

马克思的理论吗？》这一部分批评的只是马斯洛夫发表在１９０７年

《教育》杂志第２期上的文章。

马斯洛夫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只字不提他的这篇文

章，却捧出了他的《土地问题》！这简直是可笑的捉迷藏！我从来没

有讲过，马斯洛夫在《土地问题》一书中写道，要推翻民粹主义就必

须推翻马克思的理论。

但是，马斯洛夫在《教育》杂志上是这样说的。我所反对的正是

这一点，而决不是反对谈论集约化取决于怎样的投资。马斯洛夫说

道：“如果连续投入同一块土地的劳动的生产率会不断降低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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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存在的话，那也许还能实现社会革命党人所描绘的那种美

景。”马斯洛夫，现在你是否还坚持你的这个论断呢？

最可尊敬的，你在捉迷藏吗 ？但是 这就等于承认自 己打败

了。

你现在是否仍然断定是你“第一个特别强调农艺措施和技术

进步对于经济发展有不同的作用，尤其对于大生产和小生产的斗

争有不同的作用”的呢？你在《教育》杂志上是这样说的。我在

《无产者报》上也是这样引述的。你在《教育》杂志上而不是在

《土地问题》中提出的关于收割机的论断，同这个问题而且仅仅同

这个问题有关。马斯洛夫不维护他在《教育》杂志上的论断，就

是放弃阵地！

总之，马斯洛夫所做的其实就是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

躲躲闪闪。他又糊涂了，似乎马克思不是从土地私有制中引伸出绝

对地租来的，但是他又不敢公开替自己对马克思的修正辩护；他把

自己的引文中反对马克思的论据删掉了；他闭口不谈自己在《教

育》杂志上提出的论断。我们再说一遍：马斯洛夫在《土地问题》中

对马克思绝对地租的消灭和他在《教育》杂志上的论断糊涂透顶，

把资产阶级观点搬进理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关于马斯洛夫的著作的德文版，我曾经嘲笑该译本竟把对马

克思的修正统统隐藏起来了。马斯洛夫辩解说：出版人没有把我的

著作的第１部分全部印出来！马斯洛夫的这一更正应当怎样解释

呢？我说是马斯洛夫删掉的。马斯洛夫说是出版人删掉的，而出版

人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狄茨。

如果狄茨删掉马斯洛夫的“理论”，测掉他对马克思理论的“修

改”是得到马斯洛夫同意的，那我的结论丝毫不变。如果狄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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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没有得到马斯洛夫的同意，那我的结论只需要改变一下形式：狄

茨把马斯洛夫书中的蠢话一概删掉是明智的。

最可尊敬的马斯洛夫是要想得到这种更正吗？

马斯洛夫说我“开始寻找论敌的谬误”，是“想掩饰”自己朋友

的谬误。这是造谣。我认为我的朋友有谬误，我就同样坚决地加以

反对，就象反对你一样。我在刚刚出版的《纪念马克思》的文集中作

的一个注释①就证明了这一点。早在１９０１年的《曙光》杂志上，也

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之前的两年，在马斯洛夫提出

第一个地方公有化纲领之前的两年，我就“开始寻找”马斯洛夫的

谬误了②。在１９０１年，马斯洛夫仅仅在修改马克思理论这个问题

上，是我在党内的“论敌”。

附言：这篇短评写好后，接到《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发行部的

一张特别通知单，上面写道：

“由于印刷上的错误，《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８—９号合刊漏印了编辑

部对马斯洛夫同志来信的按语。这个错误将立即纠正，编辑部的按语将送给

订阅者和零购者。”

我们还没有接到这个更正。我认为我有责任把这种印刷上的

错误告诉读者。但是就在我所转载的这张特别通知单里是不是还

有印刷上的错误呢？是不是应当改称马斯洛夫同志为马斯洛夫先

生呢？要知道，普列汉诺夫曾经在刊物上声明过，凡是背离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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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在他看来都不是同志而是先生！莫非这种说法不适用于鼓吹

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吗？

载于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２９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３７号 第１７卷第２５０—２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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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彼·马斯洛夫的

《答复》的几点意见１４０

（１９０８年１０—１１月）

  我的论敌责备我采用了歪曲争论实质的论战手法。为了澄清

事实真相，我把彼·马斯洛夫的《答复》逐条地分析一下。

马斯洛夫的第一个例子。列宁说，不彻底消灭农奴制的一切

残余，革命高潮是不可想象的，“似乎社会民主党通过了土地地方

公有化纲领，就是想保存农奴制残余，使土地仍然留在地主手

中”。

每个读者都会看到，马斯洛夫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因为我一向

指出，不仅地主所有制，而且现在的份地所有制，都是农奴制残余。

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马斯洛夫在他的整篇答复中回避了这个问

题，只字不提份地土地所有制中是否有某种中世纪的东西，肃清这

种中世纪的残余对资本主义是否有利，因而转移了读者的注意力。

不回答论敌的原则性的论据，硬给论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

争论，而是谩骂。

第二个例子。马斯洛夫认为我指出土地变革同政治变革有不

可分割的联系，是不尊重读者。地方公有化也并没有割断这种联

系。怎么，这也算是答复吗？在这里，马斯洛夫故意不提：（１）我曾

经确切地引述过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的一段话，这个诺沃谢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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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把地方公有化同不彻底的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２）我的一

个论据，认为地方公有化既不会触动中世纪村社，也不会触动中世

纪土地占有制，就是说，它肯定无疑地必然使之变得不彻底的正是

土地变革，而且也只是土地变革。

马斯洛夫的第三个论据：“列宁把农民仇恨地主和官吏这一点

作为论据，来论证自己的纲领，反对已经通过的纲领。”这是撒谎。

每个读者都会看到，马斯洛夫把“仇恨中世纪制度”（在稍前几行，

马斯洛夫自己也承认我指的正是这种仇恨），偷换成了“仇恨地

主”。他所以要这样偷换，是为了避开我的关于份地所有制具有中

世纪性质的论据。

说我把自己的纲领叫作布尔什维克的纲领，这是撒谎。说在斯

德哥尔摩似乎表决过国有化问题，这也是撒谎。马斯洛夫同志，你

不应该歪曲事实！

“任何地租理论，都丝毫不能说明国有化纲领好还是地方公有

化纲领好，因为不管怎样，从被没收的土地上所得的收入总是归国

家或自治机关的。”

这倒是个涉及实质的论据。这个论据很妙，因为它最清楚不过

地表明，乌斯洛夫多么惊人地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否认已经被

马斯洛夫“推翻的”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才会忘记粮价下降和

保证资本渗入农业的事实，而把问题完全归结为“收入”！马斯洛夫

提出这样的论据，就证明他对问题的经济实质一窍不通。万分敬爱

的马斯洛夫，问题不在于收入，而在于消灭绝对地租会使农业生产

中的各种关系得到改善。马斯洛夫既然否定了马克思理论中的绝

对地租，也就根本不可能理解国有化的经济意义。在俄国资产阶级

革命中，千百万小私有者为什么可能而且必须要求国有化呢？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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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夫看来，这个经济问题是不存在的。马斯洛夫的不幸就在这

里！

说我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８年间写的一些文章反对过割地纲领，这是

事实。但是象马斯洛夫那样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那就是蒙骗读

者，而不是阐明争论的问题。要知道，马斯洛夫也并没有把自己

１９０３年的整个纲领都保留下来！他为什么向读者隐瞒这一点，而

只是提出往事的一个方面呢？他引证了我过去说过而且直到现在

也不想否认的话，即“在警察国家里”实行土地国有化是有害

的，——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争论还是谩骂？

波兰读者不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争论土地问题的详细

情况，因此我要说明一下：１９０３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

表大会以前，马斯洛夫在刊物上提出的并不是他在１９０６年提出的

那个纲领。把过去的争论翻出来，我认为是不应该的，我在上一篇

文章里也没有涉及这些争论。但是现在马斯洛夫自己又把旧事重

提了。他想卖弄机智，推翻我已经放弃的１９０３年的纲领。也许他

提起过去的争论是打算转移人们对他新观点中的弱点的注意吧？

事实终归是事实。马斯洛夫提起了过去的争论，却没有向波兰社会

民主党人谈到，他自己就更改了自己１９０３年的纲领。他抓住论敌

对自己过去的纲领所作的公开的、早已完成的修改而横加指责，却

隐瞒了他对自己的纲领的更改。在１９０３年，彼得·马斯洛夫不仅

不主张无论如何必须把份地留在份地所有者手里，相反，他在自己

的纲领中甚至提出，只要有可能份地也要实行社会化，但是他隐瞒

了这一点。

这岂不是妙得很吗？旧事重提究竟使谁难堪？是公开承认旧

观点的错误根源的人呢，还是把自己观点的更改掩盖起来的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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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在１９０３年，彼·马斯洛夫认为连份地也可能实行社会化，而

到了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年间，却大发雷霆，反对接受这种观点呢？

关于这种“论战”手法，或者确切些说，这种抹掉痕迹的方法，

还是请读者自己去判断吧。马斯洛夫学会了屠格涅夫笔下的老滑

头的处世之道，对于自己行为中见不得人的丑事，骂得愈响愈好。

别人更改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自己指出了这一点。你就来大喊大叫

反对这种更改，以便于掩盖自己观点的更改！即便拿不出论据，也

要蒙骗一番。

马斯洛夫不喜欢我那个关于欧俄地产分配的图表。我拿“卡尔

梅克式的”所有制同俄国西南部的“集约经营”相比较，马斯洛夫对

此大为愤慨。凡是熟悉土地问题著作的读者，当然都会知道，无论

马斯洛夫本人，或者其他的著作家，都曾拿某个穷乡僻壤拥有４俄

亩土地的无马破产农民，同大城市周围集约经营蔬菜业的拥有同

量土地的富裕农场主作过比较（虽然只是拿个别地区作比较）。马

斯洛夫同志本想吹嘘一下他的“详细分析”，但是吹得不是地方，完

全不是地方！这纯粹是吹牛，而不是科学的论证，因为要想弄清斗

争的结果，除了我所采取的方法，别无他法可循，何况马斯洛夫自

己也明白，要在《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上作“详细分析”也是不可

能的。

我说过，劳动派赞成国有化就是向孟什维克证明我是对的。马

斯洛夫不来直接分析我的这一论据，而力图间接地削弱它，他提

出了两点：（１）国有化已经被“打了折扣”；（２）在第一届杜马中

许多人之所以附和自治派，“正是因为他们的选民不希望土地国有

化”。

难道这不是回避问题吗？国有化同这种“打折扣”有什么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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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马斯洛夫在１９０５年以及所有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都一口咬

定俄国农民绝对不会赞成国有化，农民会用旺代暴动来回答国有

化，但自治派同这一切又有什么相干呢？马斯洛夫回避了一个使他

不愉快的事实，即劳动派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后接受了国有

化纲领，从而推翻了孟什维克的论据。写一篇始终回避问题本质的

《答复》是不难的，但也没有多大价值。第一届和第二局杜马常常使

工人代表陷入窘迫的境地，这是事实，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比农民自

己对国有化“打折扣”打得更大。社会民主党人成了胆小庸俗的知

识分子，一味劝导农民对归的中世纪的份地所有制要更加谨慎从

事，要更加努力地去巩固这种所有制，要更绥慢地使新的自由的土

地所有制去适应资本主义！马斯洛夫同志，问题并不在于劳动派对

国有化打了折扣，而在于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对国有化

打了更大的折扣，因为地方公有化正是被打折扣打得面目全非的

国有化。不幸的不是自治派有时反对①国有化，而是俄国社会民主

党人没有能了解俄国农民斗争的性质。马斯洛夫的蛊惑行为，并不

在于他证实某些自治派不赞成国有化，而在于他闭口不谈许多自

治派不赞成地方公有化的事实，在于他提出一些市侩分离主义的

论据来唆使自治派反对国有化！

自治派反对国有化。请读者想一想，这个论据对谁有利呢？

我只是想提醒一下，早在１９０３年，在我反驳马斯洛夫当时的纲领

时，就把地方公有化叫作打了折扣的国有化。我想提醒一下，在

１９０６年，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召开前，我同马斯洛夫在辩论

时就指出过，把发族自治问题同土地国有化问题混淆起来是不正

９３２对彼·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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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①。我们纲领的基本原则保证了自治，因而也就保证了自治

地区可以支配国有化的土地！这点起码的常识马斯洛夫却想不通

！国有化就是消灭绝对地租，把土地所有权转交给国家，禁止土

地的一切转让，就是说，取消土地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国家）

之间的一切中介人。在这个范围以内，各个地区和民族完全可以

在支配土地、规定移民条件和分配条例等方面实行自治，这种自

治同国有化丝毫不矛盾，而且是我们政治纲领所包括的要求。因

此很明显，只有象整个“自治派”那样的小市民，才会拿担心丧

失自治权作借口来掩盖自己的怯懦心理，掩盖自己不愿意为统一

的、集中的土地革命而积极斗争到底的心理。在社会民主党看来，

问题的提法正好相反：对无产阶级来说，这是一个既在政治方面

又在土地方面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就

必须实行劳动派即政治上已经觉悟的俄国农民所要求的土地国有

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一步骤的经济标准应提到首要地位；这

个经济标准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实现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

化，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发展农业生产力。因此，土地领域中坚决

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步骤，同政治领域中坚决的资产阶级民主变革，

即建立唯一能够保证真正自治的共和国，是密切相关的。自治同土

地变革之间的真正的关系就是这样，而马斯洛夫却对此一无所知！

马斯洛夫说我引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使用“脱身之

计”，因为马克思并没有说过“农民想要自己剥夺自己”。得了吧，马

斯洛夫同志！难道你真的不懂马克思说得很明确的话吗？马克思

有没有说过彻底消灭中世纪土地所有制对资本主义是有利的？

０４２ 对彼·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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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间俄国农民所要求的和劳动派所主张的土地国有

化，是不是要消灭中世纪所有制？我的可爱的论敌，问题正好就在

这里，把资产阶级农民的土地国有化可笑地叫作“剥夺”农民，丝毫

不能动摇我的问题提法的正确性…… 马斯洛夫继续说道：“同样，

在工业中，资本主义也破坏了小私有制，但是难道由此能得出结论

说，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担负剥夺手工业者的任务吗？……”

这简直是妙语如珠！农民反对土地所有制方面的中世纪界限

的斗争，争取土地国有化（马克思证明，国有化最有利于资本主义

的发展）的斗争，竟被叫作“剥夺”农民，而且同资本剥夺手工业者

相提并论。马斯洛夫同志，别昧着良心说话！看在上帝的份上，你

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要支持农民去反对地主，而却认为支

持手工业者反对工厂是反犹太主义者的勾当。

马斯洛夫不懂得，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该支持手工业者，即

工业中的小私有制，因为这种行动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是绝对反

动的。但是支持农业中的小私有制，可以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义务，

而且只要小的资产阶级经济在经济上比大的封建经济先进，那永

远都应当给以支持。马克思从来没有支持过小工业去反对大工业，

但是马克思支持过４０年代美国和１８４８年德国的小农业、农民去

反对封建大地产。在１８４８年，马克思建议分割德国封建田庄。马

克思支持过美国的小业主争取土地自由和消灭土地私有制、反对

大奴隶主田庄的运动。①

马克思的土地政策的方针是不是正确呢？是正确的。尊敬的

马斯洛夫同志，你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精神“修改”了绝对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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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但是没有来得及“修改”马克思的其他理论。土地领域中的资

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它用暴力彻底消灭了整个封建所有制，扫除了

旧日的全部土地所有制，为新的、自由的、适应资本而不是适应地

主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打下基础时，才能成为彻底的革命，才能

取得真正的胜利。土地国有化同这种变革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而

且只有土地国有化这项措施才能使上述变革达到资本主义社会所

能达到的最彻底的程度。再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这样彻底、这样无痛

苦地把他们从份地所有制这种“犹太人居住区”中解放出来了。再

也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这样不通过警察、官僚和高利贷的方法来消

灭旧的、腐朽透顶的村社了。

如果客观地来看一下，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问题的提法就

是而且只能是：由斯托雷平（也就是地主和专制制度）使旧的土地

所有制去适应资本主义，还是由农民群众自己起来推翻地主和沙

皇的政权而做到这一点。在前一种情况下，只能通过改良的办法求

得适应，就是说，这种适应是不彻底的，过程极其漫长，生产力的增

长非常缓慢，民主主义的发展非常有限，俄国注定要长期受容克的

统治。在后一种情况下，只能通过革命的办法求得适应，就是说，用

暴力扫除地主田庄，保证生产力得到最迅速的发展。能不能想象，

在保持旧的农民份地所有制的条件下以革命方式消灭地主所有制

呢？不，这是不可想象的，两届杜马中的农民代表也都证明这是办

不到的。他们的证明就是他们创造了全俄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时

期的政治典型，即要求土地国有化的劳动派典型。

马斯洛夫大喊大叫国有化带有社会革命党的性质，用的还是

孟什维克的老办法：他们一面讨好立宪民主党人，一面给革命的社

会民主党人加上接近社会革命党人的罪名。这些人自己向自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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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君主派地主和商人卖弄风情，可是当他们看到革命的社会民主

党人希望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同革命的资产者农民一起行动时，就

表示愤慨。不仅如此，马斯洛夫大喊大叫地指责国有化带有社会革

命党的性质，还暴露了自己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对俄国农民的

民粹主义观点和幻想的分析。马斯洛夫不懂得，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早就指出关于土地重分（土地平分）等等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冒牌

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幻想具有反动性，但是也指出这一理想在现代

半农奴制俄国具有资产阶级的进步性。马斯洛夫不善于透过社会

革命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的市侩空话发现资产阶级实际做的事情，

即清除一切陈旧的中世纪废物的革命斗争。社会革命党人谈论土

地平均使用制，谈论土地社会化等等，这些从经济学观点看来，都

是胡说八道，暴露了他们在经济学和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方

面的无知。但是在这些空话和幻想的后面，包藏着极其生动、极其

现实的内容，不过这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而是纯粹资产阶级

的东西，也就是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消灭土地上的一切中世纪的

和等级制的界限，为资本主义建立自由的活动场所。这一点我们这

位可怜的马斯洛夫怎么也弄不懂，这同马斯洛夫无法理解马克思

关于绝对地租的学说一事有直接关系，而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不

同，它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消灭，并且消灭了它就会推动资本

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马斯洛夫不善于同社会革命党人作斗争，竟把马克思主义庸

俗化了，使自己注定要看着固守自己一小块土地的农民的“后背”，

完全无法理解那些希望把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份地土地所有制一起

扫除的农民的民主主义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性。

马斯洛夫不善于同社会革命党人作斗争，就只好让他们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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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市民社会主义者去批判土地私有制了。马克思曾经从资本主义

发展的观点出发批判过土地私有制，马克思主义者也都应当这样

来批判。马斯洛夫否认绝对地租，也就给自己切断了这条道路，而

向社会革命党人屈膝投降，承认他们的理论正确，而实际上正确的

是马克思！马斯洛夫向社会革命党人屈膝投降，但是社会革命党人

对土地私有制的批判是市侩式的，不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出

发，而完全是从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出发。马斯洛夫不懂得，

社会革命党人在土地纲领上的错误，是从放弃国有化以后开始的，

就是说，是从他们改提“社会化”和“平均制”以至否认小农内部阶

级斗争的时候开始的。社会革命党人不懂得国有化的资产阶级性

质，——这就是他们的主要过错。请每一个研究过《资本论》的马克

思主义者都来评一评，否认了绝对地租还能不能理解国有化的资

产阶级性？

其次，马斯洛夫说我把整个欧洲的所有小农所有制都看成是

中世纪所有制了。根本不对。欧洲并没有“份地”土地所有制，也没

有等级制的界限，那里存在的已经是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

制，而不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欧洲不存在社会民主党人所支持

的、农民反对地主的运动。彼·马斯洛夫把这些都忘记了！

再来谈谈政治上的论据。我认为，孟什维克的地方公有化是同

一种向君主制妥协的思想有关的，马斯洛夫说我的这一论据是“诽

谤”和“有意撒谎”。但是，马斯洛夫同志，我从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

的讲话中逐字逐句引来的那段话，又是怎样说的呢？究竟是谁在撒

谎呢？问题不正是在于，你想用一些耸人听闻的字眼来冲淡你所不

喜欢的诺沃谢茨基的供词吗？

马斯洛夫硬说，把土地交给地方自治机关，就使它们有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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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去对付复辟。而我则认为，只有加强共和制的中央政权，才可

以真正阻碍反动势力的活动，而把人力和物力分散到各个区域，只

会便于反动势力的活动。我们应当尽力把革命阶级，首先是国内各

个地区的无产阶级，联合成为一支统一的大军，决不能作无希望

的、在经济上做不到的和毫无意义的联邦制空想，想把从被没收的

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划归各个区域。马斯洛夫说：“波兰同志们，请你

们说一句，从被没收的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应该归波兰议会呢，还是

应当交给彼得堡的莫斯卡里找１４１？”

多妙的论据啊！连一点煽动的意思也没有！根本没有把土地

问题同波兰自治问题混为一谈！

但是我要说，俄国不自由，波兰就无法得到自由。而波兰和俄

国的工人如果不支持俄国农民争取土地国有化的斗争，不帮助俄

国农民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在政治领域和土地关系领域中取得完全

胜利，俄国就不会自由。在估计地方公有化和国有化时，应当从俄

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整个国家的政治命运着眼，而不应当从

某一民族自治区域的个别特点着眼。没有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农

民的胜利，谈论什么波兰的真正自治和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等等，

那是可笑的。这是在讲空话。俄国农民正因为是革命的，正因为他

们不允许同资产阶级和十月党人妥协，而是同工人和民主派一起

进行斗争，所以他们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自己是同情土地国有化

的。只有当农民不再革命，就是说，不再同情国有化而离开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的时候，马斯洛夫关于保存旧的土地所有制的主张才

会受到农民的欢迎，不过，到了那个时候，马斯洛夫的地方公有化

也就十分可笑了。只要农民的革命民主斗争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

者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还有意义，我们就有责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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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革命要求，包括土地国有化的要求。马斯洛夫决不能从俄国

革命史中把俄国农民的这项要求一笔勾销，可以有把握地说，当社

会运动的高潮、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高潮重新到来的时候，“地

方公有化”的全部反动性就会暴露无遗。

载于１９０８年１０—１１月《社会民主党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评论》杂志（克拉科夫）第８—９期 第１７卷第２５９—２７０页

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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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前时局的估计

（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日〔１４日〕）

  即将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议程上有一个

问题是：“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我们党的各个组织已经开始系统

地讨论这个无疑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在这方面莫斯科和彼得堡走

在其他各个中心城市的前面）。

在目前解放运动沉寂、反动势力猖獗、民主派阵营内出现叛

变和消沉的现象、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发生危机和一部分已经解体

的时期，特别有必要首先估计一下我国革命第一个战役的基本教

训。这里不谈狭义的策略方面的教训，而先来谈谈革命的一般教

训，因此，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从１９０４年到１９０８年俄国国

内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哪些客观变化？我们认

为，主要的变化可以归结为以下五点：（１）在农民问题上，专制

政府的土地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先前是支持和巩固旧的村社，

现在则实行用警察手段加速破坏和掠夺村社的政策。（２）黑帮贵

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先前只有贵族和

商人的地方选举委员会，只是分散地和偶然地试图成立他们的全

俄代表机关，现在则有了统一的代表机关，即这两个阶级占绝对

优势的国家杜马。自由职业者（农民和无产阶级更不用说了）的

代表在这个以巩固专制制度为使命的所谓“立宪”机关中只起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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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品或小砝码的作用。（３）在这个时期的公开的政治斗争中，俄

国各阶级之间第一次划清了界限，明确了各自的立场。现在，公

开的和秘密的政党（说得确切些是半秘密的，因为完全“秘密

的”政党在革命后的俄国是没有的），都空前明确地表达了阶级的

利益和观点，而各阶级三年来也比过去半个世纪要成熟百倍。黑

帮贵族、民族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劳

动派及其人数不多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无产阶级社会民

主派在这个时期都结束了自己“胎内”发育的时期，提前许多年

确定了自己的性质，不是通过言论，而是通过事实和群众的行动

确定了自己的性质。（４）革命前叫作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

“社会人士”，或者笼统地叫作“民族”的“开明”部分和代表的

那些人，即大批富裕的、贵族出身的、似乎是清一色的、成分很

单纯的、把持着地方自治机关、大学和一切“正派”报刊等等的

知识分子“反对派”，在革命中全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和

支持者，在对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民主派农民的群众斗争的态

度上全都采取了现在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反革命立场。反革命的自

由派资产阶级已经诞生，而且正在成长。这个事实并不因为“进

步的”合法报刊加以否认或者因为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闭

口不谈和不能理解而不成其为事实。（５）千百万群众在形式极为

多样化的真正群众性的直接革命斗争（包括举行“总罢工”，驱逐

地主，焚烧地主的庄园，举行公开的武装起义）中获得了实际的

经验。革命前就已经是革命者或觉悟工人的人不是马上就能够充

分理解这个事实的巨大意义的，因为这个事实根本改变了以前对

政治危机发展的进程、对危机发展的速度、对群众实际创造历史

的辩证法的种种看法。群众吸取这个经验的过程是一个不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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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的、缓慢的过程，它的意义比国家政治生活表面上的许多现

象重要得多，后者只能诱惑那些不仅政治上幼稚而且有时年龄也

“相当大”的娃娃们而已。无产阶级群众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和一切

斗争场合（按时间顺序，开始是游行示威，接着是起义，最后是

“议会”活动）的领导作用，在整个这一时期中是有目共睹的。

这就是使十月以前的俄国和当前的俄国截然不同的一些客观

变化。这就是我国历史上内容极其丰富的三年的总结，——这个总

结当然是概括性的，因为它只是用不多的几句话把最主要和最本

质的东西表达了出来。现在就来看看从这个总结必然得出的策略

方面的结论。

专制政府的土地政策的改变对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来说具

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种改变不是偶然的，不是内阁方针的动摇，

也不是官僚的臆造。不，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变动”，其内容是实

行农业波拿巴主义，在农民土地关系方面实行自由主义的（就这个

词在经济方面的意思而言，即＝资产阶级的）政策。波拿巴主义是

君主制在丧失了旧有的宗法制或封建制的牢靠支柱以后所采取的

顺风转舵的手段，这样的君主制不得不竭力维持平衡以防跌倒，卖

弄风骚以便统治，实行收买以便讨好，同社会渣滓、同公开的小偷

和骗子称兄道弟以便不单单靠刺刀维持统治。波拿巴主义是一切

资产阶级国家中君主制客观上必然的演进，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

现代欧洲历史中的种种事实对这种演进作过彻底的探讨。同时，如

果不是俄国的村社本身已经在向资本主义发展，如果不是村社内

部经常在产生这样一些成分，使得专制政府可以向他们讨好，可以

对他们说：“发财吧！”，“只要支持我，就掠夺村社去吧！”——如果

不是这样，那么黑帮地主和十月党资产阶级完全自觉地和坚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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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地加以支持的斯托雷平的农业波拿巴主义不要说不能维持两年

之久，甚至连出现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评价斯托雷平的土地政

策时如果不考虑到它的波拿巴主义的手段和它的资产阶级的（＝

自由主义的）实质这两个方面，那么无论下什么断语都是绝对错误

的。

例如，我们的自由派也模糊地意识到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是

波拿巴主义，他们攻击这个政策的警察性质，攻击它采取愚蠢的官

僚手段干涉农民生活等等。但是，立宪民主党人抱怨我国农村生活

的“自古以来的”基础遭到暴力破坏，成了反动的抱怨派。不用暴

力，不用革命手段摧毁俄国旧农村的基础，俄国就不可能有什么发

展。斗争的焦点（虽然许许多多参加斗争的人没有意识到）仅仅是

使这个暴力成为地主君主制施加于农民的暴力还是成为农民共和

制施加于地主的暴力。在俄国，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必然是资产阶级

的土地革命，而不是其他任何性质的土地革命，但是在第一种情况

下，革命是缓慢的、痛苦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迅速的、广泛的、

自由的。工人政党争取走第二条道路，这一点在我们的土地纲领中

已经得到说明和肯定（不是在提出莫名其妙的“地方公有化”的那

部分纲领中，而是在讲到没收一切地主土地的那一部分纲领中）。

在有了这三年的经验以后，只有在孟什维克中间才会有人仍然看

不见争取没收地主土地和争取共和制之间的联系。斯托雷平的土

地政策如果真能维持很久很久，如果真能按照纯粹资产阶级的原

则彻底调整一切农村土地关系，那就会使我们放弃任何资产阶级

社会的土地纲领（到现在为止，甚至孟什维克，甚至孟什维克中的

切列万宁们都还不敢不要我们的土地纲领）。但是斯托雷平的政策

丝毫也不能使我们考虑现在就改变我们的策略。既然纲领载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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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一切地主土地”，那么只有娃娃们才会看不到由此产生的革命的

（就这个词直接的狭义而言）策略。而且，说斯托雷平的政策“破

产”就是高潮临近，而斯托雷平的政策不“破产”就不是高潮临近，

这样提问题也是不正确的。波拿巴主义手段的破产还不能说就是

帮助富农掠夺村社的政策的破产。恰恰相反，现在和今后几年斯托

雷平在农村中的“成功”，实际上与其说将熄灭农民内部的斗争，不

如说将燃起这种斗争，因为不经过漫长的、非常漫长的道路是无法

达到“目的”的，就是说，无法使纯粹资产阶级的农民经济最终地和

充分地巩固起来。今后几年斯托雷平如果“成功”，最多只能产生一

个自觉反革命的、十月党的农民阶层，但是，正是少数富裕者变成

一支有政治自觉性的、团结起来的力量这种现象，必然会大大推动

民主派群众的政治自觉性的发展，推动他们团结起来反对这少数

人。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土豪”和“社会人士”之间的自发

的、分散的和盲目的斗争变成十月党人和劳动派之间的自觉的和

公开的斗争，这是再好没有的事情。

现在来谈谈杜马问题。毫无疑问，这个黑帮“立宪”机构同样是

专制君主制在波拿巴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发展。目前的选举法、黑帮

加十月党人的假多数、模仿欧洲的把戏、对借款的追求（借款的开

支仿佛还由“人民代表”监督）、专制政府的实际政策根本不理睬杜

马中的一切讨论和决定，这一切都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我们上面已

指出的波拿巴主义的各种特点。实际上统治一切的黑帮专制政府

和装饰门面的资产阶级“宪制”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明显，使新的革

命危机的因素不断增加。专制政府原想用杜马来遮掩、打扮、粉饰

自己；实际上黑帮－十月党人杜马的存在却每天都在揭示、揭露、

暴露我国政权的真正的性质、它的真正的阶级支柱和它的波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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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恩格斯就专制君主制转变为立宪君主

制的意义所说的一段极为深刻的话（在１８８３年８月２７日给伯恩

施坦的信①中）。自由派，特别是俄国立宪民主党人，都把这种转变

看作声名狼藉的“和平”进步的表现和这种进步的保证，恩格斯却

指出立宪君主制的历史作用是：它是便于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进行

决战的国家形式。恩格斯写道：“正象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斗争

不能在旧的专制君主制下而只能在立宪君主制下（英国、１７８９—

１７９２年和１８１５—１８３０年的法国）才能进行到底一样，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只有在共和制条件下才能进行到底。”顺便

说说，恩格斯在这里把１８１６年的法国也叫作立宪君主的国家，而

当时著名的无双议院１４２，即黑帮式的、反革命的议会在支持反革命

白色恐怖方面的疯狂和猖獗，恐怕并不亚于我国的第三届杜马。这

是什么意思呢？是恩格斯认为那种支持专制制度反对革命的、地主

和资本家的代表们的反动议会也是真正的立宪机关吗？不是的。这

是说，历史上有这样一些情况：伪造宪制的机构可以燃起争取真正

宪制的斗争，并且成为新的革命危机的一个发展阶段。在我国革命

的第一个战役中，大多数的居民都还相信真正的宪制可以同专制

制度调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全部政策就是从一贯支持人民的这种

信念出发的，劳动派在这一点上至少也有一半跟着立宪民主党人

走。现在，专制制度正在用它的第三届杜马向人民实地表明它可以

同什么样的“宪制”“调和”，从而促使反对专制制度的更广泛更坚

决的斗争日益临近。

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把我们的“打倒专制制度”的旧口号换

成“打倒第三届杜马”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打倒杜马”这种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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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意义呢？假定我们是处在革命危机最尖锐而且

已经成熟到要爆发公开内战的时期，而杜马却是自由派的、改良派

的妥协的杜马，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提出“打倒杜马”的口号，

即不同沙皇和平谈判，不要骗人的“和平”机构，号召进行直接的冲

击。相反，假定我国的杜马是根据过时的选举法选出的反动透顶的

杜马，而国内又没有尖锐的革命危机，这时“打倒杜马”的口号就可

以成为争取选举改革的口号。而我国现在无论第一种情况或第二

种情况都根本不存在。第三届杜马不是妥协的杜马，而干脆是反革

命的杜马；它不是在掩盖专制制度，而是在揭露专制制度；它在任

何一个方面都不起独立的作用，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人期

待它作出进步的改革，没有人认为这个死硬派议会是沙皇制度的

真正权力和力量的所在。人们一致认为沙皇制度并不依靠它，而是

在利用它，所以沙皇政府无论是延期召开它（象１８７８年土耳其“延

期”召开议会１４３那样），还是用“国民代表会议”之类的东西来代替

它，都可以照样实行它现在实行的一切政策。“打倒杜马”的口号就

是把主要的斗争恰恰集中在非独立的、非决定性的、不起最主要的

作用的机构上面。这样的口号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当保留“打倒专

制制度”和“立宪会议万岁”的旧口号，因为只有专制制度才仍旧是

实际的政权，是反动势力的实际的支柱和堡垒。专制制度的崩溃必

然就是作为沙皇制度的机构之一的第三届杜马的垮台（而且是被

革命冲垮的），而第三届杜马崩溃这件事本身只能促使专制制度采

取新的冒险行动，或者作一些欺骗性的仅仅是表面上的改革的尝

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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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下一号中我们将考察“杜马”策略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并分析刊登在《工人旗

帜报》第５号上的一个召回派１４４同志的信，（见本卷第２６６—２８２页。——编者
注）



现在再往下谈。我们已经说过，在革命的第一个战役的三年

中，各政党的阶级性都已经非常强烈非常突出地确定下来了。由

此可见，凡是谈论目前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谈论这种对比关系

的变化趋向等等，都必须从这些历史经验的具体材料出发，而不

应当从抽象的“泛泛之谈”出发。欧洲各国的全部历史都证明：正

是在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中，才会形成各阶级组合和各大政党分

野的深厚基础，而这种基础以后甚至在漫长的停顿时期中也没有

什么变动。个别的政党可能转入地下，潜伏下来，从政治舞台的

前台消失，但是只要情况稍有好转，基本的政治力量必然重新出

现，它们在形式上可能有所改变，但是只要遭到某种失败的革命

所担负的客观任务还没有完成，它们的活动的性质和方向必然和

以前一样。因此，举例来说，如果以为，既然劳动派在各地都没

有组织，而第三届杜马中的劳动团又特别惊慌失措和软弱无力，所

以民主派农民群众已经完全瓦解，它们在新的革命危机的酝酿过

程中不起重大作用，那么这就是极端近视的看法。只有正在一天

天地堕落为最卑鄙的“议会迷”的孟什维克才有这种看法（只要

看看他们对秘密的党组织所进行的真正可耻的叛卖性攻击就够

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不仅在我国的黑帮杜马中，而且即

使在最理想的资产阶级议会中，代表资格的规定也总是会人为地

使得各阶级的实际力量同这种力量在代表机民中的反映不相称。

例如，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议会

里的力量都显得比实有力量强过百倍（在我国革命中，社会民主

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就是把立宪民主党人的表面当成了实际）；而另

一方面，极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阶层（在１８４８年资产阶级

革命时期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我国是农村小资产阶级）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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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众斗争中常常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而从它们在议会里的

代表权看来却是根本无足轻重的。

我国农民参加革命的自觉性比自由派资产者、比社会主义无

产阶级都差得多。所以他们从革命中感到的失望最大，但是也最有

益，得到的教训最惨痛，但是也最有用。他们消化这些教训特别困

难，特别缓慢，那是十分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中的许多

蔑视一切的“激进派”和社会民主党中某些一提到农民民主派就嗤

之以鼻、一看见“开明的”自由派就垂涎三尺的庸人们，都将失去耐

性，那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觉悟的无产阶级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忘

记他们在１９０５年秋季和冬季亲眼看到和亲身参加过的一切的。而

且，我们在估计我国革命中的力量对比时，应当认识到：在现今的

俄国，农民运动是社会高潮真正广泛展开、革命危机真正日益临近

的必然标志。

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只有勇敢

的切列万宁们和怯懦地宣布同自己的同道者和战友断绝关系的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编辑们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如果有谁

根据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这种反革命性作出结论，说他们的反对派

立场和不满情绪、他们同黑帮地主的冲突或资产阶级各派之间的

竞争和斗争在新高潮的酝酿过程中都不可能有什么意义，那就是

极大的错误，真正是改头换面的孟什维主义。俄国革命的经验也象

其他国家的经验一样，无可辩驳地证明：当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客观

条件存在的时候，最微小的、离开真正的革命策源地似乎最遥远的

冲突都可能具有最严重的意义，都可能成为导火线，成为加在杯中

就会使水外溢的一滴水，成为情绪转变的开端等等。可以回想一

下，１９０４年自由派的地方自治运动和请愿曾是１月９日这个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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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纯粹无产阶级的“请愿”的前奏。关于地方自治运动，当时布尔什

维克并不是反对利用这个运动来进行无产阶级的游行示威，而是

反对有人（我们的孟什维克）想把这种示威限制在地方自治会议的

大厅里，反对把面向地方自治人士的游行示威捧为最高形式的示

威，反对制订示威计划要从尽量不吓倒自由派出发。另一个例子是

学生运动。在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国家中，在易燃物不断

积累的条件下，这种运动很容易成为一系列事变的开端，而这些事

变却远远超过因国家的一个管理部门办事不当而引起的小的局部

冲突的范围。当然，社会民主党实行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政策，永

远不会去迁就学生的斗争，不会去迁就重新召开地方自治人士代

表大会的要求，更不会去迁就互相争吵的资产阶级各个派别对问

题的提法，永远不会认为这种家庭内部的争吵有什么独立意义等

等。但是，社会民主党是整个解放斗争中的领导阶级的党，它必须

无条件地利用所有各种冲突，使冲突愈演愈烈，使冲突具有更大的

意义，把宣传自己的革命口号同这些冲突联系起来，向广大群众传

播有关这些冲突的消息，鼓励他们独立而公开地提出自己的要求

等等。在法国，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在１７９３年以后就已经诞

生并且不断地成长起来，但是它的各个派别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在

此后一百年间仍然以不同的形式成为新的革命的导火线，而无产

阶级在这些革命中始终是主要的动力，并且把这些革命一直进行

到争得了共和国。

现在来看看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这个先进的领

导阶级举行进攻的条件问题。莫斯科的同志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

时候强调了工业危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搜

集了有关工业危机的极其令人感兴趣的材料，估计了莫斯科同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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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的斗争的意义，对某些在此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看法作了许多修

改。只是希望这些材料不要压在莫斯科委员会或莫斯科区域委员

会的专门委员会里，而要把它们整理出来发表，以供全党讨论。从

我们这方面来说，只能就问题的提法表示一些意见。发生争论的是

危机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我国工业在短时期的稍微复苏之后，

又被近似危机的严重的萧条所笼罩，这是大家公认的）。有的说，工

人在经济方面的进攻仍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最近不可能出现革命

高潮。有的说，不可能进行经济斗争的情况会推动人们去进行政治

斗争，因此最近必然会出现革命高潮。

我们认为，这两种推论从根本上说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把

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毫无疑问，仔细研究工业危机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但是同样毫无疑问，任何有关危机的材料，即使是非常确

切的材料，实质上都不能解决革命高潮最近是否到来的问题，因为

这个高潮的到来还取决于上千种事前估计不到的因素。没有国内

的农业危机和工业萧条这种一般性的条件，就不可能出现深刻的

政治危机，这是无可争论的。但是，即使一般性的条件已经具备，也

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萧条会把工人的群众性斗争推迟一个时期，

或者说同样的萧条在事变的一定阶段上会推动更多的群众和新的

力量去参加政治斗争。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密切注

视国内整个政治生活的脉搏，特别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动向和

情绪。例如，近来党的工作人员从俄国各地、从各工业地区和农业

地区传来的许多消息都证明，群众情绪无疑正在活跃起来，新的力

量不断涌现，对宣传的兴趣不断增加等等。把这些现象同群众性学

生风潮的开始和重新召开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尝试对照一

下，我们就可以肯定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出现了某种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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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半以来完全停滞局面的现象。至于这个转变有多大力量，

它是不是公开斗争的新时期的前奏等等，就有待于事实来说明了。

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做到的，就是集中力量

巩固秘密的党组织，十倍地加强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的宣传工作。只

有进行宣传，才能广泛地表明群众的真实情绪；只有进行宣传，才

能在党和整个工人阶级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只有把每一次罢工、

工人生活中的每一件大事或每一个大问题、统治阶级内部或者统

治阶级中某个派别和专制制度的一切冲突、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

的每一次发言、政府的反革命政策的每一个新表现等等都利用来

进行政治宣传，才能够把革命无产阶级的队伍重新团结起来，才能

够掌握确凿的材料去判断新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的条件成熟

的速度。

现在总结一下。对革命结局和当前情况的考察明显地表明革

命的客观任务还没有解决。专制政府的土地政策以及它在杜马中

和借助于杜马实行的总政策向波拿巴主义的转变，只能使黑帮专

制政府和“野蛮的地主”的统治同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日益扩大。警察和富农对农村群众的进攻

使农村群众内部的斗争日益加剧，使这个斗争具有政治自觉性，使

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愈来愈和每一个村庄的日常的切身问题联系

起来。在这个时候，在土地问题上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没收

一切地主土地）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特别需要的。黑帮十月党人杜

马正在用实例清楚地表明专制制度可以同什么样的“宪制”“调

和”，它即使在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个极狭小的范围内也一

个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样就使“争取宪制”的斗争日益变为反对专

制制度的革命斗争；资产阶级各派别之间以及它们和政府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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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性冲突，在目前情况下恰好会使这种斗争日益临近。农村贫

困，工业萧条，全国普遍认识到当前政局没有出路，认识到声名狼

藉的“和平宪制”的道路走不通，这一切都在不断地产生革命危机

的新因素。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编造什么新口号（如以“打倒杜

马！”的口号代替“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而是要巩固秘密的党

组织（不管正在埋葬秘密的党组织的孟什维克怎样反动地号叫），

广泛开展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通过这种宣传把党和无产

阶级群众团结在一起，把无产阶级群众动员起来。

载于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日（１４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３８号 第１７卷第２７１—２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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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怎样维护修正主义

（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３〔２６日〕）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即普列汉诺夫一伙人对我们在

《无产者报》第３７号上分析过的马斯洛夫同志的信①所写的按语，

已经印成单页，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８—９号合刊的《增

刊》出版。

这个篇幅约等于《无产者报》半栏的《按语》应当引起俄国社会

民主党人的注意，因为它表明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怎样为了微小的

派别利益竟用极不体面的诡辩方法维护理论上的修正主义。请看

事实。

“对于在西欧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反动影响下发生的、力图推翻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修改（修正）

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来说，我们是最坚决的和绝对不可调和的敌

人。”按语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最坚决的和绝对不可调和的敌

人”，恐怕很难说得更干脆了吧？在普列汉诺夫一伙人的诺言中很

难找到比这说得更好听的了。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那些修正主义的“不可调和的”

敌人在对待马斯洛夫的态度上（可是普列汉诺夫一伙人的按语正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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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马斯洛夫的论文、就马斯洛夫的修正主义问题而写的）出现了

一个精采的“但是”。

普列汉诺夫一伙人宣称，“但是，我们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教派信徒，我们清楚地了解，在某个问题上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分

歧，不仅可以不违背他们的观点，不否定他们的方法，而且可以完

全忠实于他们的观点和方法”。接着就是例子：社会民主党人库诺

在“母权制起源”的问题上“同恩格斯有局部的分歧”，但是“只有脑

子有毛病的人才会想到要根据这一点宣布他是修正主义者”。

“对于马斯洛夫同志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上的观点，我们的态度也象上

面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同意他的观点（《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按：“马尔丁诺

夫同志在《呼声报》第１号上曾特别作了保留，声明他不同意马斯洛夫同志对

绝对地租理论所作的修改”），但是我们并不把他的观点看作修正主义……”

现在读者可以看到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是怎样推论的了。我们

是“修正主义的绝对不可调和的敌人”，但是，“我们并不把他的观

点〈马斯洛夫在绝对地租理论上的观点〉看作修正主义”。修正主义

是要推翻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而马斯洛夫只是在局部问题上

同马克思有分歧。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一伙人的辩护词，最后还以亨

·库诺为例加以说明。

请问读者，哪怕只是稍微有点头脑和稍微公正一些的读者，这

难道不是诡辩吗？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竟被说成是“局部问题”！

关于地租理论的分歧竟同库诺在母权制起源问题上与恩格斯“有

局部的分歧”相提并论！！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显然是把他们经常用

这种说明加以教诲的孟什维克看作小孩子。只有极端不尊重自己

和自己的读者的人才能在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使用这种马戏团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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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的手法。普列汉诺夫本人（和他的一伙人）的按语一开头就郑重

其事地说，修正主义是要推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的基本原理。

结果怎样呢？普列汉诺夫一伙人对马斯洛夫的态度是否违背了这

个论点呢？是，还是不是？或者是普列汉诺夫一伙人为了掩盖自己

的思想才来写这个按语的呢？

马斯洛夫在一系列的论文和他的《土地问题》的一系列版本中

都声称：（１）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是不正确的；（２）这个理论的出

现是因为第３卷是一部“草稿”；（３）“土地肥力递减”是事实；（４）假

如绝对地租理论正确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不正确，那么俄国的

民粹派和全世界的修正主义者都可以说是正确的了。

《无产者报》上的那篇文章正是指出这四点以驳斥马斯洛夫

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也就从这篇文章开始了。请看普列汉诺夫

一伙人的所作所为。第一，他们小心翼翼地只谈地租问题，就是说，

根本不谈其余的问题。这不是维护修正主义吗？普列汉诺夫一伙

人是不是想否认，对马克思关于土地肥力递减的规律和“事实”全

属无稽的学说加以修改，是“在西欧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反动影响下

发生的”呢？第二，把绝对地租学说拿来同局部问题，同母权制起源

问题上的（“局部的”）分歧同等看待！

这是耍花招，先生们！你们是用这种花招来掩盖自己公开维护

修正主义的行为，因为你们不敢直截了当地说，承认绝对地租和否

认土地肥力递减的规律（或“事实”）不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土地

问题方面的“基本原理”。你们为了维护“自己人”，就使马克思去迁

就马斯洛夫，为了马斯洛夫而把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宣布为“局

部的分歧”。你们这样做就证实了《无产者报》第３３号①上针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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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索夫式孟什维克理论家所说的话，这班理论家为了奖赏自己的

家奴，就同意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划为“局部问题”，把它和母权制

起源问题相提并论。

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是“修正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但是，如

果你是孟什维克，那就不用害怕这些吓人的字眼！请到“《呼声报》

编辑部”去一趟就会知道，不可调和对孟什维克来说是非常可以调

和的，已经调和到编辑部同意把“推翻理论”同“母权制起源问题上

的分歧”相提并论了。赦罪符卖得不贵，廉价拍卖已经开始，请光顾

吧，最可敬的公众！

再往下看。普列汉诺夫一伙人声称，他们不同意马斯洛夫在

地租问题上的观点。他们写道，马尔丁诺夫对此已经声明保留。被

《无产者报》编辑部称之为“马斯洛夫的护身天使”的“那个人”

（即普列汉诺夫），“不止一次地〈请听！〉跟马斯洛夫同志在报刊

上争论过〈黑体是《呼声报》用的〉与我们的土地纲领有密切关

系的问题”。

一字不差，普列汉诺夫一伙人的《按语》中的原话就是这样！

孟什维克同志们，向你们的编辑部学写辩驳文章吧。你们已经

有了一个典范了。这里谈的是修正主义，争论的起因是普列汉诺夫

究竟是出于理论上的不可调和性还是仅仅出于微小的派别私怨而

在党的机关报上称他的许多论敌为先生，可是在“辩驳文章”里却

说，普列汉诺夫跟马斯洛夫“不止一次地在报刊上争论过”的，不是

地租问题，也不是马斯洛夫背弃马克思理论的问题。

能找到比较客气的话来形容这种手法吗？普列汉诺夫这个喜

欢在理论上争论并且往往很善于把争论变成运动的人，竟一次也

没有跟马斯洛夫争论过构成马斯洛夫的修正主义的问题，即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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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否认绝对地租、认为这个“理论是草稿”、维护土地肥力递减的

“事实”以及马斯洛夫要是驳不倒马克思，民粹派和修正主义者可

不可以说是正确的问题。普列汉诺夫一次也没有争论过这个问题，

他所争论的完全是另外的问题，即所谓局部问题，而信奉孟什维主

义的达尔杜弗１４５之流又为这种局部问题蒙上一种极为暧昧的、意

在迷惑读者的含混的外交辞令：“与我们的土地纲领有密切关系的

问题”！！

真是妙不可言！对于用这种方式开始维护修正主义的普列汉

诺夫一伙人，怎能不表示祝贺。同时又怎能不想起克列孟梭那样的

政客来。克列孟梭是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跟反动派“不

止一次地争论过”，但是现在反动派干起来了，而克列孟梭则声明

保留并且……唯命是从。普列汉诺夫是修正主义的“不可调和的”

敌人。普列汉诺夫跟马斯洛夫“不止一次地争论过”（什么都争论

过，就是没有争论过马斯洛夫的修正主义）。现在，马斯洛夫写文章

反对马克思，马斯洛夫在《呼声报》上重复他的反对马克思理论的

论据，而普列汉诺夫一伙人仅仅声明保留！

著作家先生们，买一张赦罪符吧，请登记加入孟什维克吧。你

们明天就可以在《呼声报》上驳斥马克思的价值论，只不过在按语

中有一个保留：编辑部“不同意……”

普列汉诺夫一伙人在这个按语中质问我们：“《无产者报》是不

是企图为自己的想法‘寻找论据’，证明马斯洛夫关于绝对地租的

议论同否定国有化的纲领有联系呢？”好的，好的，最可爱的“不可

调和的人”。下面就提出一个简短的论据给你们做引子：

“如果不懂得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能够懂得资本主义社会

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土地私有制的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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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调和的”普列汉诺夫一伙人，请跟马斯洛夫商量商量，然

后就请回答这一个为你们提供了所需要的论据的问题！

载于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３日（２６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３９号 第１７卷第２８５—２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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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封来信

（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３日〔２６日〕）

  我们在这一号《无产者报》上刊登了两封来信，一封是一个召

回派工人写的，曾刊登在《工人旗帜报》第５号上，该报为这封信加

了按语，表示编辑部不同意这些看法，发表这封信是供讨论的；另

一封是彼得堡工人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写的，本报刚刚才收到。这

两封信，我们都全文发表。我们很清楚，可能有些恶意的批评家会

从这两封来信中抓住个别地方或词句，任意加以歪曲，由此作出与

这两位在极不利的秘密条件下匆忙写信的人的原意相去甚远的结

论。不过这样的批评家是不值得理睬的。凡是认真注意目前俄国

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现状的人，恐怕都会同意我们的看法，认

为这两封信十分明显地说明了我国觉悟工人中的两个派别。这两

个派别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所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的生活中，随时

随地都在显露出来。同时因为第三个派别，即公开露骨地或者暗中

偷偷地埋葬党的孟什维主义派，在地方组织内几乎完全没有地位，

所以说上述两种派别的斗争就成了我们党内众所瞩目的事件。因

此，对“两封来信”必须加以详细的分析。

两位写信者都承认，我们党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政治

上，都存在着危机。这是事实，隐瞒这种事实是愚蠢的。应当弄清

楚产生危机的原因和克服危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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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先谈谈彼得堡人的来信。从他的整个来信中可以清楚地

看出，他认为产生危机的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缺少工人出身的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脱党以后，许多地方的组

织就陷于瓦解，也无法把由于严酷的迫害和群众的冷漠和疲倦而

人数大减的队伍集合和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写信者认为，我们的

宣传鼓动工作过分着重“时局”，就是说，集中力量宣传迫切的革命

策略问题，而没有集中力量宣传社会主义，加强无产阶级的社会民

主主义意识。“工人成了革命者，成了民主主义者，可就是没有成为

社会主义者”，所以在一般民主主义运动即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浪潮

低落的时候，他们中间有很大一批人离开了社会民主党的队伍。这

位彼得堡人在谈到这个看法的时候，尖锐地批评了“凭空”“发明”

口号的做法，要求更严肃地进行宣传工作。

我们认为，写信者在反对一个极端的时候，有时走上另一个极

端，但是整个说来，他的观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决不能说，过去利

用时局问题来“发动许多运动”是个“过失”。这是夸大的说法。意

思是说只看到目前的条件而忘记了过去的条件，写信者实际上自

己纠正了这一点，因为他也承认“在无产阶级直接发动的时候当然

是例外”。现在，我们试以两次性质极其不同和时间相隔甚远的发

动，即１９０５年秋抵制布里根杜马１４６和１９０７年初第二届杜马的选

举为例来谈一谈。在这样的时刻，一个有点朝气和生命力的无产阶

级政党是否可以不把注意力和鼓动工作主要集中在当前的口号上

呢？在这两个时期，领导无产阶级群众的社会民主党是否可以不把

党内斗争集中在决定群众的刻不容缓的行动的口号上呢？是参加

布里根杜马还是搞垮这个杜马？在选举第二届杜马的时候，是同立

宪民主党人联合还是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只要把问题明确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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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回想一下这一不久以前的情况，就不难作出回答。当时为这个

或那个口号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并不是由于党的“过失”，而是由

于客观上必须迅速而一致地作出决定，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事先已

协调一致的党，党内存在两种策略，两种思想派别，即小资产阶级

机会主义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

同样也不应当把情况说成这样，好象宣传社会主义和在群众

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当时做得很不够。这不是事实。就在

１９０５年到１９０７年这个时期，在俄国传播了大量社会民主主义的

重要理论书刊（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这些书刊还一定会开花结果。

我们不要丧失信心，不要使得群众也象我们一样没有耐心。在这

么短的时期内，向根本不知道和几乎没有接触过社会主义书刊的

群众传播了这样多的理论书刊，一下子是消化不了的。社会民主

主义的书刊不会不起作用。它播下了种子。它正在成长。它一定

会开花结果，不过可能不是在明天，也不是在后天，而要更晚一

些，因为我们不能改变新危机成熟的客观条件，不过它一定会开

花结果。

尽管如此，写信者的基本思想却含有一个深刻的真理。这个真

理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成分和倾向

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无论是机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或革命民

主主义的）成分和倾向之间不可避免地要有某种交叉结合的情况。

在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农民”国家中，没有无产阶级某些阶层和

小资产阶级某些阶层的客观融合，就不可能出现资产阶级革命的

第一个战役。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的过程中，这时必然会发生分

化，彼此划清界限，再一次划分出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分子，

清除他们中间那些仅仅由于口号“鲜明”或者由于要和立宪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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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共同争取“全权杜马”而“混进运动的人”（用德文说，就是Ｍｉｔ

ｌａｕｆｅｒ）。

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派别在不同程度上都发生了这种分化的过

程。无论孟什维克或布尔什维克的人数都减少了，这是事实！我们

不要害怕承认这个事实。当然，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党的左翼已

经避免了党的右翼所发生的那种土崩瓦解和意志消沉的局面。这

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在原则上不坚定，就不能不造成土崩瓦解的

局面。事态最后必将实际证明，哪一派会保持而且是怎样保持更大

的组织上的团结、无产阶级的忠诚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这个问

题只能由实际生活来解决，而不能由议论、诺言、誓言来解决。混乱

和动摇的情况依然存在，这种情况需要澄清。要澄清这种情况，就

必须再来一次分化。

现在举个小小的例子，也就是用“监狱居民”（按法院监察官的

说法）的成分，换句话说，用那些因政治案件入狱、流放、罚做苦役

和流亡国外的人的成分，来说明我们的看法。这个成分可以正确地

反映昨天的实际情况。那些住在遥远的和不太远的地方的“政治

家”，现在的特点就是政治观点和思想情绪五花八门，杂乱无章，对

于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革命把非常广泛的各阶层人

民卷入了政治生活，常常使许多不相干的人、许多“一时的骑士”和

许多新手浮现出来，因此其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根本没有什么完整

的世界观，这完全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在几个月的狂热中是建立不

起完整的世界观的，而在我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大多数革命者的

平均“寿命”恐怕不过是几个月。因此，在被革命激发起来的新阶

层、新集团、新革命者中间再一次发生分化，是完全必然的。这种分

化现在正在进行。例如，许多孟什维克所干的埋葬社会民主党的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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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际上意味着这些可敬的先生在埋葬自己社会民主党人的称

号。我们完全用不着害怕这种分化。我们应当欢迎、促进这种分化。

有些脆弱的人一定会到处叫嚷：又是斗争！又是内讧！又是论战！

就让他们乱发怨言吧。我们的回答是：不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

无法形成的。在我们俄国，这样的党甚至在当前艰苦的时刻也在逐

渐形成，而且一定会最后形成。能达到这点的保证就是俄国整个资

本主义的发展，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对我们的影响，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

的第一个战役的革命趋势等。

为了促进这种新的分化，必须加强理论工作。俄国的“时

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以及这个工作的深入和扩大，不

决定于某些人的情绪，不决定于个别集团的热心，甚至不完全决

定于那种使许多人不得不远离“实际”的外部警察条件，而决定

于国内的整个客观情况。当群众消化直接革命斗争的无比丰富的

新经验的时候，为捍卫革命世界观即革命马克思主义而进行理论

斗争就会成为迫切的口号。因此，这位彼得堡人强调必须深入进

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必须研究新的问题，必须用一切办法鼓励和

发展学习小组，这些小组可以从工人中间培养出真正的社会民主

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群众领袖，——这是十分正确的。在这方面，

党支部（一提起这个字眼，唐恩之流就要大发羊癫风）的作用特

别大，机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的“职业革命家”也应当

起新的良好作用。

但是，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在这里一方面坚持了完全正确的

意见，另一方面在某些问题上却走了另一个极端。例如，他错误地

从“重要问题”中勾销了研究三年来的革命经验、研究群众直接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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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实际经验教训、总结革命的政治鼓动工作等等问题。也许这不

过是写信者叙述时的疏漏，或是因为写得匆忙而产生的个别错误。

在尽量广泛的工人面前研究这些问题，总结这些问题，要比官僚和

自由派所津津乐道的斯托雷平俄国的“地方法庭”、“地方自治”和

其他类似的“改革”问题重要得多。在黑帮杜马和黑帮专制制度条

件下，这些“改革”必然是一场滑稽剧。

不过，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坚决反对“发明口号”，特别是反对

“打倒杜马”或“打倒党团”的口号，这是做得完全正确的。他极其正

确地针对这种“惊慌失措的现象”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民

主党的组织、宣传和鼓动工作，以巩固社会民主党，巩固为机会主

义者深恶痛绝的党的传统，保持工作的继承性，扩大并巩固这个党

和先前的党（就让机会主义者《呼声报》的编辑们大发雷霆吧！）对

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

现在，我们来看看莫斯科人的来信，并对这封信的中心思想即

臭名昭著的“召回主义”进行批判。自从少数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

代表会议上提出他们关于召回主义的著名决议（见《无产者报》第

３１号）起，我们就在《无产者报》上不止一次地表示反对召回主义。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系统地论证召回主义的初次尝试，这也是代表

莫斯科的少数布尔什维克的。我们就来仔细看看这个论证吧。

这位召回派同志所根据的前提是正确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的客观任务并没有完成，“革命并没有被消灭”。但是，他从这

个正确的前提作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他问道：“我们党应当去适应

什么情况呢？去适应停滞年代还是去适应新的社会高潮？”错误就

是从这里来的。从革命并没有被消灭这一点只能得出结论说，新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必然到来。从这一点中既不能得出结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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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高潮将使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完全照老样组合起来（重新组

合的时间可能需要很长，会超出我们和我们论敌的乐观估计）；也

不能得出结论说，譬如经过一年的停滞之后，不可能有“社会高潮”

（应该说：革命高潮）。停滞时期已经一年多了，现在我们还是处在

停滞时期。这位召回派同志自己也承认：“很难断定，甚至不可能断

定，将来把……群众发动起来的外在原因是什么。”不仅这样，写信

者自己要求党“使我们的策略和组织来适应它〈革命，即革命高

潮〉，而不是来适应我们目前不景气的政治时期”，并且建议根据不

景气的时期、疯狂的警察迫害、各委员会不能同工人群众公开和直

接往来的情况来改建组织。毫无疑问，在高潮到来的情况下，写信

者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组织方案，不会将它提到首位的。就是说，实

际上他自己推翻了自己的提法，用自己的实践纠正了自己的理论。

他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对理论前提阐述得不正确。从新高潮必然

到来中应当得出结论说，必须保存旧纲领和我们全部群众工作的

旧革命口号，必须使党和群众系统地做好迎接新的革命战斗的准

备。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高潮已经来到或尚未来到，应当

“适应”高潮初起的时候或达到顶峰的时候。说新的革命高潮（在

６０年代初和７０年代末的小高潮之后）必然到来，这个论点无论在

１８９７年，１９０１年或是１９０５年初，都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在这三个

时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做到了根据危机成熟的不同条件运用

自己的策略。１８９７年我们拒绝了总罢工“计划”，认为这是空谈，我

们做对了。１９０１年我们没有把起义的口号提到日程上来。１９０５年

１月９日以后，这个口号和群众性罢工都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正

确地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完全不是想用这些话来说明，新的高潮

一定（或者“大概”）也会来得这样缓慢。恰好相反，全部材料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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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整个经验都使我们相信，速度会比１８９７—１９０５年快得无法

比拟。但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一向是在高潮的不同时机把不同的

口号提到首位，这始终是个事实。这位召回派同志的错误就在于，

他忘记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这个经验。

其次，这位召回派同志在谈到杜马党团的时候，首先提出一个

前提：“杜马党团是党的自然顶峰，也可以说是党的外交代表。”这

是不对的，写信者夸大了党团的意义和作用。写信者象孟什维克那

样，过分地夸大党团的作用，难怪人们说，两极相通！孟什维克根据

党团是党的“顶峰”这个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使党适应于党团；

召回派根据党团是党的“顶峰”这个观点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糟糕

的“顶峰”对党有致命的危险。孟什维克和召回派的前提都是错误

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甚至在最

“理想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条件下，都不会同意把自己的议会

党团看作党的“自然顶峰”，看作党的“外交代表”。这个观点是根本

错误的。我们派代表参加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黑帮的代表机关

不是为了办外交，而是为了进行一种特殊形式的党的辅助工作，为

了从特殊的讲坛上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人政党的议会党团甚至在

“理想的”民主选举制度下，也总是带有某些一般的资产阶级选举

的烙印，例如，它和党的整体比较起来，总是带有更多的“知识分子

味”，因此我们永远也不把党团看作党的“顶峰”。党团不是总参谋

部（如果除了写信者用的“外交”方面的比喻之外，也容许用“军事”

方面的比喻的话），它在有的场合更象一队号兵，在有的场合更象

一队侦察兵，或者说是某一辅助“兵种”的一个组织。

这位召回派同志把党团从辅助的党组织变成了党的“顶峰”，

是为了夸大党团的意义，使我们派到资产阶级黑帮杜马中去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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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队伍的活动具有根本错误的性质。

但是，可能写信者已经不再坚持这种“顶峰”论了。他在自己文

章的另一个地方说得很正确：“促使党参加选举的主要动机之一，

就是希望杜马讲坛能起宣传鼓动作用。”这是对的，而写信者对这

个正确论点表示异议就显得特别不对头了，他写道：“但是，实际情

况表明，第三届杜马中的鼓动毫无用处，第一，因为党团本身的成

分有问题，第二，因为群众对于塔夫利达宫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漠

不关心。”

现在，我们先从后边来分析这个错误百出的论点。鼓动毫无用

处，因为群众对于杜马内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这是什么意

思？应当怎样理解？这样说，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必须“召回”的

不是党团，而是“漠不关心”的“群众”！我们大家知道，在杜马中实

行的是专制制度的政策，是黑帮地主和大资本家十月党人支持沙

皇政府的政策，是爱说漂亮话的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对沙皇政府

卑躬屈膝的政策。对“塔夫利达宫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

也就是对专制制度、对专制制度的全部内外政策漠不关心！写信者

按照改头换面的孟什维主义的精神发表议论了。“如果群众漠不关

心，社会民主党人也应当漠不关心。”但是，我们是引导群众走向社

会主义的党，而决不是每逢群众情绪转变或情绪低落的时候就跟

着瞎跑的党。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群众抱冷漠

态度，或者陷于某种错误，热中于某种时髦思想（沙文主义、反犹太

主义、无政府主义、布朗热主义１４７等等），但是坚定的革命社会民主

党人从来也不受任何群众情绪转变的影响。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在

第三届杜马中实行了不对头的政策，那可以而且应当批评他们不

对头的政策，但是，说鼓动毫无用处，是因为群众漠不关心，那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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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站在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发表议论了。

“群众漠不关心”也许并不等于对沙皇政府的政策一概漠不关

心吧？就是说，对于杜马内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的群众，譬如

对于讨论象街头游行示威、新的罢工、起义、革命政党特别是社会

民主党的党内生活等等问题并不是漠不关心吧？写信者的不幸就

在于，看来他正是这样想的，可是不好直截了当地说出这种十分明

显的毫无意义的话。如果写信者确实能说明和证明，群众目前对一

般的政治丝毫没有抱漠不关心的态度，相反，对更积极的政治形式

非常关心，那么问题当然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我们度过的一年不是

沉寂、消沉和所有社会民主党组织及工人组织瓦解的一年，而是群

众显然很关心直接革命斗争形式的一年，那么我们会首先承认是

自己错了。这是因为只有那些假装看不见马克思、拉萨尔、李卜克

内西在各个革命时期的工作经验的孟什维主义“议会迷”，才会不

顾革命时期的条件，始终笼统地主张参加一切代表机关。象对待任

何政治问题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对待是

参加还是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问题，要估计到整个革命形势，而不能

只凭一个极为简单的想法：“既然有代表机关，就应该当代表。”如

果群众对政治非常关心，那就意味着危机日益增长的客观条件已

经存在，意味着一定的高潮已经出现，在这个高潮的力量达到某种

程度的时候，群众的情绪必然会表现为群众的行动。

关于这个问题，这位召回派同志自己也承认说：“它的〈党团

的〉活动中的每一个变化都同政治制度的变化有密切联系，而现在

我们还无力影响政治制度……”为什么这位召回派同志认为，我们

现在不仅无力改变政治制度，甚至无力影响政治制度呢？显然是因

为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他所注意的只是无产阶级群众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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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现在没有可能采取这种行动，认为谈论这种行动是无聊的。

但是，请看一看他同时怎样“颠倒是非”把针对召回主义的论据用

来反对我们吧。

他写道：“要冲破把代表与群众隔开的警察障碍，要使党团的

发言更尖锐和更鲜明，总之，要把党团的工作同无产阶级的生活有

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也许工人才会承认党团有积极的方面；

但是，由于它的活动中的每一个变化都同政治制度的变化有密切

联系，而现在我们还无力影响政治制度，所以必须抛弃关于扩大和

加强党团工作的任何幻想！……”

既然扩大和加强党团工作取决于“冲破警察障碍”，那为什么

结论又说，“抛弃关于改进党团工作的幻想”，而不说，抛弃关于冲

破警察障碍的幻想呢？？写信者的话显然不合逻辑，他的论断应当

改成这样：必须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来改进党的整个活动和党与

群众的各种联系，这样一来，必然会冲破一切警察障碍，特别是会

加强党和党团的联系，加强党对党团的影响。而写信者却正是要求

我们这些反召回派去“冲破警察障碍”，这样，他也许可以同意抛弃

召回主义。但是，他这样做，也就是把各种政治现象的实际联系和

互相依赖关系弄颠倒了，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如果群众“现在”不

仅能够“影响政治制度”（每一次成功的政治性游行示威都能影响

政治制度），而且能够冲破障碍，那么我们说，召回派同志，可能你

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群众现在就能冲破第三届杜马的“障

碍”，那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派一支队伍到这个杜马里去可能就没

有意义了。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你自己说，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你自己也同意，在目前的情况下，需要更严肃更顽强地进行准备工

作，来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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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了“党团的成分”。如果提出召回是为了改变党团的成分，

这个理由也可以考虑，看看在本届党团辞职以后，在重新选举的时

候党团的成分能不能改善。但是，写信者的意思根本不是这样。他

不仅要召回杜马党团，而且要取消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的

任何代表，宣布参加杜马是错误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用“党团的成

分”来论证召回主义，就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一种不可饶恕

的意志薄弱和缺乏信心的表现。我们党赢得了一个成果，就是我们

使黑帮分子不得不从工人复选人中选举了我们党的候选人即社会

民主党人。难道我们应当承认不能指望这些党员工人在杜马讲坛

上简单明了地论述社会主义吗？难道我们应当在同资产阶级“内行

人”１４８（请看一看这一号报纸上发表的关于党团问题的来信吧，这

封信出色地写出了这些人所带来的恶果）进行了几个月的斗争以

后，承认无能为力吗？难道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党在暂时沉寂和停

滞的时期，没有能力派出善于当众论述社会主义的工人社会民主

党员吗？这不是政策，而是神经失常。当然，在这方面，我们的杜马

党团本身首先要负责任，因为正是由于它和完全是由于它犯了这

些严重的错误，才使得对杜马党团的不满情绪变成了召回主义。但

是，我们决不能让正当的不满把我们推向采取错误政策的道路。决

不能这样。我们应当而且一定会坚决而顽强地努力使党和党团接

近，使党团得到改善。我们不会忘记，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经历中

有些事例表明，那里的党团同党的斗争比我们第三届杜马时期长

久得多，尖锐得多。我们来回顾一下德国的情况吧。在德国实行非

常法时期，党团采取了一系列令人难以容忍的反党的机会主义步

骤，（如投票赞成航运补助金１４９等等）。德国党当时在国外有一个每

周出版一次的中央机关刊物，定期送到德国境内。虽然警察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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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厉害，虽然革命形势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不如现时的俄国，但是

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却比目前我国的党组织要广泛得多，

巩固得多。德国社会民主党同自己的党团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

取得了胜利。大家都知道，那些只知乱喊乱叫而不去努力改善党团

的盲目拥护“青年派”１５０的人，下场是很糟糕的。而党的胜利表现为

党制服了党团。

在我国，党为了纠正党团的错误而同它进行的斗争不过刚刚

开始。我们还没有一次党代表会议坚定明确地告诉党团必须纠正

其策略的某些特定的方面。我们还没有一个定期出版的中央机关

刊物来代表全党监督党团的每一个步骤，指导党团的工作。我们的

地方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就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每一次发

言向群众进行鼓动，同时说明这次或那次发言中的各种错误），做

得还很少很少。可是，竟有人劝我们撒手不管，承认斗争没有希望，

在象１９０８年这样的时期不要利用杜马讲坛。再说一遍，这不是政

策，而是神经失常。

你说，没有鲜明的言论。谈到这些“鲜明的言论”，应当分清两

个问题，第一，党的消息很不灵通；第二，关于鲜明的言论问题的提

法本身包含着极为严重的原则性错误。

关于第一个问题应当说，在以往，凡是想实事求是地批评党

团的人都指出了一系列确实严重的错误（如宣言；投票赞成拨几

百万巨款给施瓦尔茨；同民族民主党人１５１进行协商；认为宗教对党

来说是私人的事情；对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的质询没有发表言论；

没有明确地批评立宪民主党人，等等）。孟什维克认为，除了契利

金的一次发言以外，一切都非常好；象他们那样闭口不谈这些错

误，是一种非常卑劣的行为。我们不应该闭口不谈这些错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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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我们地方的和非地方的机关刊物上，在每一次集会上，在

向群众散发的关于每一次发言的鼓动传单上，公开说明这些错误。

在对党团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方面，在向无产阶级群众介绍这些

批评方面，我们做的工作还太少。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随时随地进

行这方面的工作。只要我们动手做这项工作，我们就会看到，党

团有许多的发言，特别是许多根据中央代表的指示并经中央代表

同意而拟定的程序提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作了正确的论

述，这些材料刊登在杜马记录和《俄国报》１５２附刊上，但我们在群

众鼓动中连百分之一都没有用上。毫无疑问，应当批评党团，闭

口不谈它的错误是不老实的行为。但是，我们大家也应当巩固各

地的组织，利用党团的每一次发言开展鼓动工作。只有把这两方

面的工作结合起来，才确实称得起是坚定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

活动；只有这种结合才能帮助我们胜利度过“不景气时期”，加速

新高潮的到来。

其次，写信者在强调“没有鲜明的言论”的时候说：“有人认为

〈谁认为？是几个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吗？〉，社会民主党

迁就了现状，想进行和平的文化工作；党团的存在好象就是证明：

革命不是在口头上，就是……在实际上已被埋葬。虽然这个意见并

不正确，但是我们要驳倒它，就不能用论据，而要用事实。”可是写

信者为了“改造”向群众“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对杜马的态度这方

面的整个策略而提出的唯一“事实”就是召回党团！结果，召回党团

倒被看作驳斥“革命被埋葬”这种说法的“事实”，被看作强调指出

新策略的“鲜明言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说，写信者没有正确理解“鲜明言

论”和“鲜明”口号的一般含义。我们布尔什维克１９０５年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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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它

“鲜明”，而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当时存在着日益增

长的高潮，而沙皇制度企图用召开立法咨议杜马的诺言来消除这

个高潮。我们在１９０６年夏提出了“成立支持起义的左派执行委员

会，不支持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的要求”这个口号。这个口号之

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它“鲜明”，而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

情况；当时的事态证明：立宪民主党人阻碍了斗争，他们在１９０６

年６月同特列波夫进行的秘密谈判说明了政府在耍手腕，真正的

搏斗在杜马被解散以后已经而且应当在另一个基础即武装斗争的

基础上进行（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起义是士兵和农民暴动的顶

点）。我们在１９０７年提出了不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而要反对立

宪民主党人的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它“鲜

明”，而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客观条件。圣彼得堡的选举

和第二届杜马的各次表决（和辩论）都证明，“黑帮危险”是无稽

之谈，实际上是把立宪民主党人和反动派一起反对，而不是同立

宪民主党人一起反对反动派。

毫无疑问，在革命时期有些人投靠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懂得

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和策略的正确性，

而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口号和策略“鲜明”。在目前低潮时期，我们队

伍里留下和将会留下的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对于这种情

况我们并不感到可怕，而是感到高兴。请这位召回派同志仔细考虑

一下自己的论断吧：要驳倒革命被埋葬这种说法，不应当用言论，

而应当用事实，因此我们就要召回党团！这个论断是根本不对的。

靠召回党团来强调指出革命没有被埋葬，也就等于埋葬那些能够

实行这种政策的“革命者”，因为这种“革命性”就是表明，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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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条件所要求进行的、不能逃避或推委的艰巨、困难而缓慢的工

作中，他们已经惊慌失措，无能为力。

最后，我们要指出，这位召回派同志在自己的信的末尾提出的

最近工作的五点计划，正确地说明了当前的任务，推翻了他的不正

确的策略。再说一遍，这位召回派同志的实践胜于他的理论。他说

必须有巩固的秘密组织，这是完全正确的。他大概不会坚持由中央

委员会“任命”委员会委员这种极不实际的做法。我们不要忘记，社

会民主党的工人职业革命家正在代替，或者确切些说，正在帮助知

识分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不管孟什维克对此表示多么愤恨，但这

是事实），所以新的秘密组织与过去的组织不会完全相同，也不应

当完全相同。另外，我们认为，计划第一点的最后一句话“使党支部

彼此隔离”是偶然的失误，对此不能苛求。实际上，社会民主党的秘

密组织不会使现在分散的支部隔离，而会使它们接近。这位召回派

同志强调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实行鼓动工作的“调查制度”特别重

要，这是完全正确的。“群众同党的生动联系”，“吸引群众来讨论鼓

动口号”，这确实是迫切的问题。承认这是迫切的问题，也就批驳了

各种“发明的”（按米·托姆斯基的精辟说法）口号，也就比任何空

论都更好地表明，情况的发展向我们大家，无论是反召回派或是召

回派，提出了一个迫切的实际任务，一个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口

号”：在思想方面，加强社会主义的宣传，在组织方面，巩固秘密的、

拥有工人出身的领导人的工人政党，在群众中全面开展社会民主

党的鼓动工作。这项工作只要我们能够愈来愈同心协力地做下去，

就会使我们大家团结一致；这项工作比光是提几十个最后通牒更

能促使我们的杜马党团来改进工作，加强纪律，纠正错误；它会使

工作活跃起来，重新造成蓬蓬勃勃的革命形势，教会我们准确地测

１８２关 于 两封 来信



量高潮增长的程度和判断高潮到来的迹象，把一切僵死的、臆造

的、“发明的”召回主义口号一扫而光！

载于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３日（２６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３９号 第１７卷第２９０—３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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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１日〔１４日〕）

  第三届杜马在土地问题上将近一个月的讨论，为研究土地问

题的现状、研究革命总结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材

料。我们打算根据这些材料，作出一些基本的结论。发言的人自然

而然地分成四派：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农民和社会民主党人。狭义

的“右派”和十月党人之间的差别已经完全消失。农民在土地问题

上无疑是以一个政治派别的姿态出现的，右派农民和劳动派之间

的差别只不过是一个派别内部色彩上的差别。下面我们来分析一

下每派采取的立场（括号里的数字是《俄国报》附刊上的速记记录

的页码）。

果然不出所料，黑帮“议员”——右派和十月党人大谈其１９０６

年１１月９日的法令同农民总条例第１２条（该条规定，农民交纳赎

金后，有权要求分得一块土地作为私有财产）以及赎买条例第１６５

条等等的相互关系，竭力用法律上的诡辩和档案库的废纸来掩盖

自己土地政策的实质。施德洛夫斯基为了把自己装扮成“自由派”

而证明说，德·托尔斯泰伯爵关于禁止转让份地等的立法与１８６１

年的“精神”相抵触，而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的法令是符合这种精神

的。这全都是装腔作势，目的是要转移农民的视线，掩盖问题的实

质。下面我们就会看到，立宪民主党人在很大程度上落入了黑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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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套，而对我们社会党人来说，只要简单指出：要把施德洛夫斯基、

雷科申先生之流以及沙皇黑帮其他一些奴仆的发言抖落多么厚的

一层官腔的尘垢，才能看出他们土地政策的实际内容。那个好象自

称是和平革新党人、其实是玩弄司徒卢威先生那套手法的彻头彻

尾的黑帮分子李沃夫第一先生，比谁都清楚地表达了这个内容。这

个地主的奴仆讲道：“在农民群众中间形成了两极：无权的个人和

专横的群众（右边和中间鼓掌）……群众这种状况对法治的〈应读

作：地主的〉国家是一种威胁（右边和中间鼓掌）……”“土地应当属

于全体劳动者所有，土地就象空气和水一样；我们就是为了获得土

地和自由才到这里来的。”这是当时压倒一切的声音。这种声音直

接出自农民群众中根深蒂固的迷信和偏见，这种声音表明对政权

的一种迷信，觉得政权可以夺取一部分人的东西，而交给另一部分

人……接着，李沃夫先生在追溯前两届杜马时说道：“我们来回忆

一下，在这里讲了些什么，我一想起这些，心情就很沉重，但我还是

要说，我不能不说，大家在土地委员会说了些什么。请设想一下，当

时甚至提出象菜园和果园不能侵犯这样的问题，都遭到极其强烈

的反驳和反对，只是以微弱的多数通过的；当提出一切土地交易都

要禁止，不仅向贵族银行抵押土地和向农民银行出卖土地要禁止，

而且连土地的买卖，甚至赠送和继承都要禁止的问题时，显然使人

产生一种可怕的感觉，先生们，这并不是为地主的利益而感到可

怕，而是为国家的状况和命运而感到可怕（中间和右边鼓掌。有人

喊道：“说得好”）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现代的国

家，是不可能的。”（第２９３页）

地主国家已经为自己的生存感到“可怕”，对农民群众的“呼

声”（和运动）感到“可怕”了。除了建立在保存地主即农奴主土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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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这些先生们简直就想象不出还有其他的

资本主义！至于彻底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以后，资本主义会得到最

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这是“有教养的”李沃夫先生们连听

都没有听说过的！

为了向群众进行鼓动，介绍一下施德洛夫斯基、鲍勃凌斯基、

李沃夫、哥利岑、卡普斯京之流的几段发言，是完全必要的。到目前

为止，我们看到，专制政府几乎专门发号施令，有时发表些乌格留

姆－布尔切耶夫１５３式的声明。现在，我们看到，统治阶级有组织的

代表机关公开为地主君主制和黑帮“宪制”进行辩护，这种辩护为

唤醒政治上没有觉悟的或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民阶层，提供了非

常宝贵的材料。现在我们来简单谈一谈两个特别重要的情况。第

一个情况是，右派在叙述自己的政治纲领的时候，总是向听众提出

他们所反对的活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革命。愚蠢的李沃夫明显

地流露出他感到革命“可怕”的心理。所有一想起不久前的情况总

是咬牙切齿深恶痛绝的人也同样明显地流露出了这种心理。这样

从反革命的立场出发直截了当地提出一切问题，使一切考虑服从

于一个主要的根本的考虑，即同革命进行斗争，——这包含着一个

深刻的真理，使右派的发言比动摇不定的畏首畏尾的自由派的发

言珍贵得多（无论是对现状进行科学分析，还是对鼓动工作都是如

此）。右派对革命、对１９０５年底的运动、对起义、对前两届杜马进行

攻击时的那种不可抑制的狂怒，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清楚地证明：

专制制度的卫士们面临着一个活的敌人，他们并不认为同革命的

斗争已经结束，革命的再起时时刻刻都是他们的最现实最直接的

威胁。同已死的敌人是不会这样斗争的。对已死的东西是不会这

样仇恨的。头脑简单的巴拉克列耶夫先生天真地反映了一切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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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的这种共同的精神。他说，１１月９日法令当然不能推翻，因为

它反映了皇上的旨意，同时又说：“诸位国家杜马代表先生！我们生

活在革命的时代，而革命，我深信还远远没有结束。”（第３６４页）巴

拉克列耶夫先生害怕１１月９日法令的“革命起源”，担心它会燃起

新的斗争。他说：“我们正经历着一个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会怎样

结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一幅幅极其阴暗的图画，

我们的职责就是不支持人民中的骚动和纠纷。”

第二个特别重要的情况是右派的经济纲领，特别是土地纲领。

他们维护农民的土地私有制，这种立场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他

们的所有发言，包括大主教米特罗范努什卡１５４（米特罗范主教）的

发言。这位主教在报告人讲完之后立即起来发言，看来是想吓唬一

下农村那些民主的然而是受压制的“神父”，他摆出一副可笑的姿

态，竭力抑制喜欢装疯卖傻、爱用教会学校语言（“村社，自古有

之”）的习惯，“喃喃地说出了”这样的话：“生活愈来愈朝着个人的

个性方面发展”；“应当承认，按照西欧农场主的样子为我国农民建

立新的生活方式，是有益的”（第６９页）。

试问，为什么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在第二届和第三届杜马

中这样坚决地捍卫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呢？难道只是由于这是“政府

最近作出的决定”吗？当然不是！这个决定是在贵族联合会１５５的指

使和授意下作出的。地主和资本家非常清楚他们要与之斗争的敌

人，非常清楚地感觉到，革命把地主利益的胜利同整个土地私有制

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把农民利益的胜利同整个土地私有制（地主的

土地私有制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的消灭联系在一起。把份地私有

制同被剥夺的地主土地公有制结合起来，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

维克的很不高明的臆想。事实上，目前斗争的焦点就是新俄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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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来建立（这就不能不保存各种土地私有制），还是由农民群众

来建立（这在不破坏对地主土地和对份地的私有制的半农奴制国

家，是不可能实现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立宪民主党人。他们的发言既不同于右派，

也不同于左派，而是竭力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脚踏两只船。米留

可夫先生的发言，只有他作为历史学家、而不是作为立宪民主党人

讲的那一部分，才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贵族联合会的历史的非常珍

贵的材料，——把这些材料加以综合，是每个民主主义者的荣誉。

然而整个说来，盛加略夫、别列佐夫斯基、米留可夫、博比扬斯基、

罗季切夫等人都落入了黑帮分子施德洛夫斯基先生的圈套，拼命

用法律上的诡辩把听众弄得晕头转向，空谈罗马法认定的“公正

性”（“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１５６，罗季切夫还用了一个拉丁词：ａｅ

ｑｕｉｔａｓ！“我们”在大学里还是学到了一点东西！），堕落到对人阿谀

奉承的地步（盛加略夫先生承认自己对斯托雷平的走狗雷科申是

“尊敬”的，并证明，在“私有制被视为极其神圣”的国家里，也有强

制转让的现象）。从“谨慎的”角度出发来反对１１月９日的法令，这

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所有发言。有人却责备我

们布尔什维克把立宪民主党人叫作自由派地主，玷污了他们。事实

上，他们更坏。他们是自由派官吏。所谓“民主派”的政党在国家杜

马作削弱斗争的发言，作“谨慎”官吏的说教，卑鄙地赞扬所谓

１８６１年“大改革”的那种农奴主对农民的掠夺和盘剥，不能设想还

有什么比这一切更能败坏群众的民主意识了！

攻击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不够谨慎”，就等于卖身投靠，愿意

充当这一政策的执行者，这种人能够“谨慎地”完成同样的工作，也

就是说，打着“立宪民主主义”这一错误旗号来推行实质上还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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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政策，不光依靠暴力，而且还用欺骗农民的办法来推行。请看

立宪民主党人发表的许多论调中间的一个，这些论调正是暴露了

他们发言的上述用意。博得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可夫先生的特别

称赞、并被他称为“精采”发言的别列佐夫斯基先生的发言谈道：

“我深信，这个法案〈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法案〉对土地占有者

也非常有利〈不仅对农民〉，先生们，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熟

悉农业，我自己一生就是从事农业，并且占有土地。从建立文明

的农业的角度来看，人民自由党的法案无疑要比现行制度更有益

处。不应当光是抽出强制转让这一事实，对这一事实感到气愤，说

这是暴力，而应当研究和考虑一下，我们的法案建议实行的办法

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制转让的办法是怎样实现的

〈真是金玉良言！别列佐夫斯基先生，您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吗？〉。

就拿第一届杜马的４２位代表的法案来说吧。这个法案只是〈一点

不错！〉认为，必须首先转让占有者自己没有经营的土地。其次，

人民自由党主张在各地成立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应该在一定期间

弄清楚哪些土地应当转让，哪些不该转让，农民要有多少土地才

能满足。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应当是一半农民，一半非农民。〈请你

讲下去，别列佐夫斯基先生！不要害羞！要知道，事实是掩盖不

住的：由于委员会的“中立”主席一定要由地主的政府任命，地

主在委员会中永远可以稳占多数。参看立宪民主党的《土地问

题》文集第２卷库特列尔的法案。〉这样，各地进行了这项一般的

具体工作以后，当然会弄清楚可以转让多少土地，农民需要多少

土地，最后农民自己也会相信，他们的正当要求可以在多大程度

上得到满足。然后，这一切再提交给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一点

不错！〉，经它们修改以后〈就是说，“改革”经过地主和官吏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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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数再次削减以后！〉，才由陛下批准〈请回忆一下１８６１年份地

额经过同样的最高机关几次三番缩小后的情形〉。进行了这种有计

划的工作以后，居民的真正需要就一定会得到真正满足，同时，文

明田庄就会安定下来，保存下来，而这种田庄，人民自由党除非

迫不得已是决不愿意破坏的。”（第１４３页）

布尔什维克在１９０６年夏关于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法案所说的

一切，别列佐夫斯基先生在１９０８年１０月都承认了！立宪民主党人

在第一届杜马中公开亮出了他们的改革的民主外貌，而在同特列

波夫及其走狗的秘密会议上，却又去证明这种改革的地主性质。立

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公开亮出了他们的改革的地主性质，

而在避开警察同几个还相信无稽之谈的怪人举行的秘密座谈中，

却又去证明这种改革的民主性。有两副面孔的雅努斯１５７随风转换

自己的“面孔”，时而摆出这一面，时而又摆出另一面。“民主派”居

然堕落到这步田地，竟向黑帮死硬派竭力证明自己在革命时期的

行为和纲领是不会得罪他们的！

我们来把农民的发言和这些发言对照一下。就拿一个典型的

右派农民斯托尔恰克来说。他一开始就把尼古拉二世的话照样重

复了一遍，什么“神圣的私有权”不容“侵犯”等等。接着，他谈道：

“上帝保佑陛下健康。他为全体人民说得很好……”（第２９５页）最

后，他说：“既然陛下说要有真理和秩序，那么我有３俄亩土地，而

我的邻居竟有３万俄亩，这当然就不能算是秩序和真理”（第２９６

页）！！请把这个君主派同另一个君主派别列佐夫斯基对比一下。前

者是愚昧的庄稼汉，后者却是个受过教育的准欧洲人。前者极端幼

稚，政治上极不开展。他不知道，君主制同“秩序”，即同保护３万俄

亩土地的占有者的非秩序、非真理之间的联系。后者懂得政治，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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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维特、特列波夫、斯托雷平之流的全部内幕，研究过欧洲各国的

宪法的细节。前者是毕生在３俄亩土地上受煎熬的千百万人中的

一个，经济现实促使他们投入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去反对３万俄亩

土地的占有者。后者是几万个、最多不过是几十万个地主中间的一

个，他给庄稼汉开空头支票，想“安安稳稳地”保住自己的“文明田

庄”。前者可以在俄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建

立农民共和国（不管这个词现在他听起来感到多么可怕），这难道

还不清楚吗？后者则不能不阻碍群众的斗争（没有这种斗争，革命

就不能获得胜利），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希望那些到现在还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无产阶级和农民的

革命民主专政”是什么意思的人，能够好好考虑一下这一点！

斯托尔恰克的土地纲领就是我们在《无产者报》第２２号上谈

到过的第三届杜马４２个农民代表的土地法案①。这个法案表面上

很温和，事实上比立宪民主党人的法案要左，这是立宪民主党人自

己也承认的。这个法案要求由普选出来的地方委员会来讨论给农

民分土地的改革，因此，它事实上是革命的法案，因为由各地真正

民主选举出来的机关来讨论土地改革，是同保存当前俄国的沙皇

政权和地主土地占有制根本不相容的。在反动势力极端猖獗和白

色恐怖笼罩一切的情况下，在贵族联合会授意为有利于地主而专

门炮制的选举法选举出来的黑帮杜马中，４２个农民签署了这样一

个法案，——这个情况比任何言论都更有力地证明了当前俄国农

民群众的革命性。让机会主义者去证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

中必须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必须同资产阶级接近吧，觉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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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了解了第三届杜马中的争论之后，只会更加确信，没有工农群

众不顾资产阶级的动摇和背叛而实行的总攻击，俄国的资产阶级

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如果说，斯托尔恰克和基本上站在同样立场上的季托夫神父、

安德列丘克、波波夫第四和尼基秋克等代表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反

映了农民群众的革命性，他们自己不但不敢彻底地讲，而且不敢彻

底地想，究竟从他们的发言和建议中应得出什么结论；那么，劳动

派在第三届杜马中则是直接地公开地反映了农民的群众斗争精

神。劳动派农民最宝贵的发言，就是直截了当地叙述了自己的观

点，异常确切地有声有色地表达了群众的情绪和愿望，虽然在纲领

方面有些混乱（有的赞同４２个农民的法案，有的赞同立宪民主党

人的主张），但这样更有力地反映了比任何纲领都更深刻的东西。

请看维亚特卡省的代表克罗波托夫的发言。“我的选民对我

说，１１月９日的法令是地主的法令……我的选民提出了这样的问

题：为什么要强迫这样做？……为什么我们的土地要交给地方官去

管理？……选民嘱咐我说：你到国家杜马去说，再不能这样生活下

去了……象我们那里农民说的那样，它〈１１月９日的法令〉刚在我

们那里实行，新地主的住宅就着了火……”（第７１页）“全部问题在

于，要给地主报酬……为什么国家利益要求剥夺穷人的最后一小

块土地，而把这些土地交给象我所说的那种只是根据政府制定的

法令才得以保留土地的人呢？国家利益不是要求强迫耕种闲置的

土地——地主的、官方的、皇族的、寺院的土地吗？……现在，农民

每俄亩土地要交１１卢布５０个戈比的税，先生们，假如公平合理，

要所有的人都交同样多的这种税款，土地就真会落入农民手中，而

不用强制转让了。为了公平合理，应当实行单一的土地税，那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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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就会落入劳动群众手中，那时情况就不妙了：谁不愿劳动谁就不

纳税……”（第７３页）

这个天真的发言包含着多少还没有经过斗争考验的力量，多

少渴望斗争的愿望！克罗波托夫虽然希望避免“强制转让”，但他提

出的措施事实上等于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至于

这位乔治学说的信徒所说的“单一税”就等于全部土地国有化，这

一点克罗波托夫是不懂的，但他表达了千百万人的真正愿望，这是

丝毫不容怀疑的。

下面是罗日柯夫代表的发言。首先，他说：“先生们，我一个

庄稼汉站在这个讲坛上讲话有些费劲……”（第７７页）“农民期待

于国家杜马的不是１１月９日的法令，不是要把我们没有的土地分

给我们的法令，而是可以首先保证扩大地块、然后再进行分配的

法令。这种法令的基本原则已由４７个农民于２月２０日联名提出

了，但至今毫无进展……现在，土地的主人是地方官……而土地

的真正的主人受到强化警卫的束缚……关于购买土地来经营的问

题，我国还没有一项特定的法令……规定不准你购买土地来经营

……于是，斯塔夫罗波尔省的土地规划委员会于１９０７年９月１６

日决定，只有有役畜和农具的人可以购买土地。可是先生们，在

这里，在这座大厦里，几乎有一半是地主，他们雇用根据土地规

划委员会的决定没有权利购买土地的人。先生们，我们知道，这

些人劳累一年只能拿到６０—７０卢布……这些可怜的劳动者终身

要为地主做工，终身要为别人弯腰曲背，而主人在他们背后，却

自认为是文明人。”

托米洛夫的发言：“我们认为……唯一的出路是现在就必须在

俄国所有的村社内，按照过去的丁口登记，重新分配土地；这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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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应当确定到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３日为止的男性居民人数。

我国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获得土地和自由，但是我们听

说，只要现政府执政，土地所有制就是不可侵犯的。（中间有人喊

道：“是私有制”）是私有制，贵族私有制。（中间有人喊道：“还有你

们的私有制”）如果这是说我们，我们是同意把份地交出来的〈这就

是聪明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在斯德哥尔摩讨论全部土地国有化时用

来吓唬我们的农民旺代暴动！〉。比如有个村的农民就同意把自己

的份地对等地交出去，然后平均分配。内阁代表的声明总括起来就

是说，政权一天不转到农民和全体人民手里，农民就既见不到土

地，也见不到政治自由。谢谢这样坦率，尽管这些我们都已经知道

了……”（第１４９页）

“而在１９０５年，当农民在觉悟分子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右边喧

声和笑声），说了一些威胁性的话的时候……贵族们就马上说：‘你

们本来已经有了土地，已经给了你们份地。你们就分分那块骨头吧

……’”

彼得罗夫第三的发言：“先生们，请回忆一下阿列克谢·米哈

伊洛维奇统治的时代和农民群众在拉辛领导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

的激愤情绪（右边有人喊道：“什么！”）……人民的要求在１９０５年

特别强烈地表现出来。要知道当时也是贫困迫使人民走上街头，庄

严宣告自己需要什么”（第１８７页）……“全部土地应当交给全体

人民平均使用……我当然反对土地私有制〈普列汉诺夫预言的旺

代暴动真的开始扩大了！〉，因此，我说，只有全部土地交给劳动

人民，他们才会好过（第２０４页）……我完全相信，你们一定会

重新看到汹涌澎湃的人民群众的海洋。那时就应验了福音书中的

一句名言：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右边笑声）劳动团党团既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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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改变自己的理想，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愿望……我们……说：全

部土地归于在土地上劳动的人，全部政权归于劳动居民！”（第２０６

页）

梅尔兹利亚科夫的发言：“土地应归耕者所有……这不过是为

了使我们俄国绝对没有土地投机买卖，使土地属于用自己的劳动

耕种它的人。”（第２０７页）如此等等。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就不再引下去了。我们只把同样思想表

达得比较不那么明确和强烈的发言人的名字提一下，这些人就是：

康德拉季耶夫、司祭波波夫第二、布拉特、沃尔柯夫第二、久宾

斯基、利亚赫尼茨基（后面两人代表劳动团发表了正式声明）。

试问，从农民代表的这种立场出发，会对社会民主党的土地

纲领得出什么结论来呢？谁都承认，农民总是带着小资产阶级社

会主义的空想去反对农奴制大地产、反对农奴制的一切残余的。我

们土地纲领中由布尔什维克拟订的、被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接

受了的最后一部分１５８，就表达了这一点（《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

录》）。

但是，问题不仅限于这一点。不论是土地分配，还是地方公

有化，还是国有化，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那么社会民主党

人应当主张哪种改革呢？实行地方公有化，——以普列汉诺夫为

首的孟什维克这样回答，他们在斯德哥尔摩通过了这个纲领。实

行农民土地国有化会引起旺代暴动，——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公开

这样宣称。

从那时起，在三届杜马中，俄国各地的农民代表都发表了自己

的意见。“地方公有化”没有迷惑住任何一派农民代表小组，尽管这

个主张正是为了“不要触动”农民的土地而臆想出来的。三届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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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所有劳动派农民都主张全部土地国有化，他们表达这种要求

的方式有时是直接重述劳动派的纲领，有时是改用“单一税”这种

特殊的说法，或者是无数次地声明“土地归耕者所有”、“我们同意

交出份地”等等。

现实生活嘲笑了“地方公有化”，也嘲笑了“旺代暴动”这种叫

喊。

一切觉悟的农民坚持土地国有化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为了

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忆一下别洛乌索夫同志在杜马中所作的

统计数字的对比１５９：

“在欧俄，３万个地主共有７６００万俄亩土地，１０００万农户则一

共只有７３００万俄亩，每户有份地１—１５俄亩……结论只能是：有

五分之四的农户可以把自己的土地增加一倍。”（第２０９页）尽管还

会有人对这里的某些数字提出异议（我们认为，这些数字是无庸置

疑的），但不管这些数字怎样改变，问题的实质是不能改变的，这个

实质就是，农民在竭力把自己的土地增加一倍的同时，不能不力求

使份地和非份地完全合并、混合。一方面，保持份地的私有制，即目

前的农户和村社所有制，另一方面，被剥夺的非份地实行公有制

（“地方公有化”），这在经济上是荒谬的。这是一种荒谬透顶的土地

复本位制，只能用来拼凑知识分子所臆想的那些纲领的篇幅。经济

的发展要求一切土地合并、混合。经济的发展已经在把一块块的份

地同一块块的地主土地（租地）连起来，不消灭“地方公有化”在土

地占有方面人为加深的差别和界限，就不可能摧毁农奴制。经济的

发展要求建立新的土地占有制，自由的土地占有制；这种占有制是

同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而同总管和官员分配和划定的旧“份地”是

不相适应的。农民发言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也就是反映了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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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这种要求，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发展的资本主义性质。份

地占有制和非份地占有制之间的旧差别不符合资本主义的要求，

因此不管孟什维克这些地方公有派怎样煞费苦心要加深这种差

别，它还是必然要被消灭的。而消灭这种界限，把各种土地联合、混

合、合并，用来发展农场主的新经济（农民错误地以为，土地将由每

个公民耕种，不是的，它将由每个有耕种土地的手段的业主耕种），

这就要求不仅消灭地主的土地私有制，而且要消灭所有的土地私

有制。

斯托雷平想要消灭过去一切土地占有制的一切界限。这种愿

望从经济上讲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实现这种愿望。问题只

是在于：是靠牺牲千百万农户的利益来实现（根据１１月９日的法

令进行掠夺），还是靠牺牲３万个最大的地主的利益来实现。后一

个办法，没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土地国有化，是做不到的。正

因为如此，在三届杜马中，一切觉悟农民都主张国有化。

最后，我们来看看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的发言。在限

制发言时间以前，我们党团只有两个人发了言，这就是格格奇柯利

和别洛乌索夫。其余的人拒绝发言，对限制发言时间这种“暴行”表

示抗议。上面这两个同志很好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们指出了

政府政策的“贵族官僚精神”，指出“１８６１年的条例是彻头彻尾农

奴制的条例”，指出“对政府的仇恨”深深地蕴藏在农民的心中，他

们要求“土地和自由”，他们在１９０５年证明了自己的“团结一致”和

进行“革命发动”的能力。我们党发言的人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争取

“没收大地产交给人民”的斗争作了正确的解释：这个斗争不是小

市民的“平均制”和“社会化”的空想，而是把国家从奴役性的农奴

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手段。格格奇柯利和别洛乌索夫对问题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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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提法。别洛乌索夫同志在发言的最后谈道：

“力量创造权利，要获得权利，就应当聚集力量，组织力量。”第三届

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发言人的两个发言，应当成为每个进行宣传鼓

动工作的党员的必读材料。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提案只是漏掉了无

偿转让土地的要求。这如果是故意的，那就是严重违背我们党纲的

行为。但是，宣读这个提案的格格奇柯利同志曾两次在自己的发言

中提到必须“无偿转让”，因此恐怕不能认为是故意的。

载于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１日（１４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４０号 第１７卷第３０８—３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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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１６０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

１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３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５日〕）

  目前的政治形势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旧的农奴制专制制度正在发展，转变为以假的立宪形式

来掩饰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六三政变和第三届杜马的成

立，公开地确立和承认了沙皇政府同黑帮地主和上层工商业资产

阶级的同盟。专制制度迫不得已终于走上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

道路，但又力图使这条道路能够保住农奴主－土地占有者的政权

和收入，所以它在这个阶级和资本的代表人物之间看风使舵。沙皇

政府利用这两个阶级的细小争执来维持专制制度，而且同它们一

起进行疯狂的反革命斗争，来对付在不久前的群众斗争中显示出

自己力量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民主派农民。

（二）目前沙皇政府的土地政策也有这种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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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沙皇政府已经完全不相信农民群众还会天真地效忠于君

主制。它设法同富裕农民结成同盟，让他们去掠夺农村。专制政府

拼命要尽快破坏整个村社份地土地占有制，巩固单一的土地私有

制。这样的政策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百倍地尖锐起来，使

农村更快地分化为极少数的反动派和广大的革命无产阶级和半无

产阶级。

（三）群众在革命中一进行大规模的发动，以立宪民主党为首

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就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现在还在走这条路，他

们更加接近十月党人，并且鼓吹沙皇民族主义（这说明资产阶级这

个阶级的自我意识在提高），实际上是替专制制度和农奴主－地主

效劳。

（四）农民群众虽然有种种的动摇，但是，就连他们在第三届杜

马里的那些受压抑、被扭曲的代表也表明他们还是继续拥护（尽管

农村的民主派受到种种迫害）革命民主主义的土地变革，这样的变

革能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从而保证资本主义的俄国最迅速、

最广泛、最自由地发展生产力。１１月９日的法令只能使农民群众

更快地分化为毫不妥协地敌对的和政治上自觉的两种力量。

（五）无产阶级过去和现在受到的打击最多，既有专制制度的

打击，又有迅速联合起来展开进攻的资本的打击。尽管如此，同其

他阶级相比，无产阶级最团结，对本阶级的政党最忠诚，因为革命

已经把无产阶级同它的政党融合为一体了。无产阶级正在继续为

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奋斗，正在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的阶级觉悟，它

仍然是唯一能够始终如一地领导新的革命斗争的阶级。

（六）整个说来，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客观任务无疑还没

有完成。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失业和饥荒表明，专制政府最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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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不能保证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这种政策必然会加深民

主派群众同统治阶级的冲突，使愈来愈多的居民阶层不满，使各个

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更加尖锐更加深化。在这样的经济和政治状

况下，新的革命危机必然会成熟起来。

（七）世界市场普遍紧张的主要原因，一是西欧工业状况起了

变化，发生了危机，这次危机在１９０８年已变为萧条，一是东方掀起

了革命运动，标志着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种紧张状态加剧

了竞争，使国际冲突日益频繁，因而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

阶级矛盾尖锐起来，使总的国际局势日益革命化。

根据这种情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目前党

的基本任务是：

（１）向广大人民群众解释专制政府最近的政策的目的和意义，

解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作用，即无产阶级在执行独立的阶级政

策的同时，应当在目前的政治生活和即将到来的革命斗争中领导

民主派农民。

（２）全面地研究和广泛地宣传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群众斗争的经

验。这个经验对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课。

（３）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使它保持革命时代的面貌；维护

它的既同专制制度和各个反动阶级，也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不

调和斗争的传统；反对党内某些受到瓦解影响的分子所暴露出来

的背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削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口号的

行为以及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组织的企图。

同时必须注意，只有促进已经清楚出现的由工人社会民主党

员自己掌握党的职能的过程，只有建立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才能

把党引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００３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



（４）根据伦敦代表大会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从各方面

帮助工人阶级进行经济斗争。

（５）利用杜马和杜马讲坛进行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和鼓

动。

（６）首先，把对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进行长期的教育、组织和

团结的工作，提到日程上来。其次，配合这项任务，必须把组织工作

扩展到农民和军队中去，特别是要利用文字的宣传鼓动方式，而且

主要应当注意对农民和军队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和半无产阶级分子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载于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列宁全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俄文第２、３版第１４卷 第１７卷第３２３—３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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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给组织问题委员会的指示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６日〕）

  有关组织问题的决议草案和讨论，清楚地表明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在当前整个组织政策的根本方针问题上有两个主要的派别，

有鉴于此——

代表会议责成委员会根据下列方针进行工作：为了进行现在

仍然是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的群众工作，应当把重心转移到建

立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上面来，只有在这种组织的不断影响下，整

个的群众工作、对杜马党团的各种影响、围绕杜马党团开展的党的

各种活动、对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组织的利用，才能正确地进行，而

且丝毫不会降低社会民主党的阶级任务。

载于１９０９年在巴黎发表的《俄国社会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最近举行的 第１７卷第３２９页

全党代表会议（例会）的公报》

２０３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



３

对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的说明１６１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６日〕）

有关事实的说明

  我确认，在我就今天刚讨论的组织问题所作的发言中，无论是

关于高加索人对《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态度，还是关于整个《社

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我
·
一
·
个
·
字也没有谈，而且也没有想谈。因此，

梯弗利斯的彼得同志在发言中提到我的名字是毫无根据的，他一

开始就声明说，目前在这个问题上，高加索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呼

声报》之间不存在任何意见分歧。至于以往的争论，我只是谈到过

在１９０８年中央全会的八月会议上暴露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

报》编辑部某些成员和高加索人的意见分歧。

尼·列宁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５卷 第１７卷第３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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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关于决议表决程序的建议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６日〕）

  如果没有人要求对某人向代表会议提出的某项决议进行表

决，那么代表会议就把关于委员会１６２工作方针的决议付诸表决。

如果有人事先要求现在就把某人提出的决议作为基础进行表

决，那么这一要求应立即予以实现。

列 宁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５卷 第１７卷第３３１页

４０３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



５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决议草案中

有关预算表决部分的两种方案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６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８日〕）

第一种方案

  投票赞成整个预算在原则上是不容许的。代表会议认为：在预

算个别项目的表决问题上，党团必须遵循我们纲领中的这样一条

原则，即社会民主党人坚决反对同警察、官吏监护劳动阶级有关的

改革。因此，投票反对预算中的个别项目，应当是一般的原则，因为

执行这些项目几乎总是不仅同监护有关，而且同黑帮分子的直接

影响有关。在劳动者的状况有可能得到改善的异乎寻常的情况下，

那也最好是弃权，同时必须说明社会主义的立场。最后，在党团认

为必须投“赞成”票的特殊情况下，最好同中央的代表，尽可能也同

首都党组织的代表商讨后再投票。

第二种方案

关于预算问题，代表会议认为：投票赞成整个预算在原则上是

不容许的。

投票赞成阶级国家预算中的个别项目，使那些用于压迫群众

５０３５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决议草案中有关预算表决的方案



的工具（军队等等）的支出合法化，也是不能容许的。

在投票赞成改革或赞成用于文化需要的支出项目时，应当遵

循我们纲领中的这样一条原则，即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反对同警察、

官吏监护劳动阶级有关的改革。

因此，投票反对第三届杜马要通过的所谓改革和所谓用于文

化需要的支出项目，应当成为一般的原则。

在劳动者的状况异乎寻常地有可能得到改善的特殊情况下，

那也最好是弃权，并且要专门说明弃权的原因。

最后，在肯定对工人有直接好处的特殊情况下，可以投“赞成”

票，但最好要同中央、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代表先行商讨。

载于１９０９年在巴黎出版的小册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高加索代表团关于全党代表会议 第１７卷第３３２—３３３页

的报告》

６０３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



６

对《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

决议草案的补充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６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８日〕）

  ……同时指出，党团发生偏差，不应当仅仅由党团负责，因为

它是在黑帮杜马这种特别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在某种程度上也

应当由党的各个组织和党的中央委员会负责，因为它们还远没有

做到一切必要的和可能的事情，来正确安排党在杜马中的工作

……

载于１９０９年在巴黎发表的《俄国社会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最近举行的 第１７卷第３３４页

全党代表会议（例会）的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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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布尔什维克的声明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６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８日〕）

有关事实的说明

  鉴于唐恩发表关于布尔什维克内部达成小组协议的声明，我

们确认，我们的协议是由那些护党的、在党内活动的、在党的机关

刊物上发表言论的人们订立的，而孟什维克无论在自己的决议中

或是在自己的一切行动中，都是要护党的人同暗中反对党、取消

党、奉行欧洲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也没有过的机会主义的那些不象

党员的人达成协议。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５卷 第１７卷第３３５页

８０３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



８

关于公布代表会议决定的决议草案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６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８日〕）

  代表会议提请中央委员会采取措施，出版代表会议的决议和

提出的各项草案，如有可能，也出版代表会议的记录或简要报道。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５卷 第１７卷第３３６页

９０３８ 关于公布代表会议决定的决议草案



９

有关事实的说明１６３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６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８日〕）

  我确认，我是从中央委员会拥有无可争辩的否决权这一观点

来反对利亚多夫同志的，这种观点在我的发言中曾多次强调过。

尼·列宁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５卷 第１７卷第３３７页

０１３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



１０

对孟什维克关于取消

中央委员会的草案的声明１６４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６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８日〕）

有关事实的说明

  马尔丁诺夫和伊哥列夫两同志曾经答应把他们的那封信交给

中央委员会，但拖了四个月尚未交出，该信所涉及的不是中央委员

会的工作安排，而是中央委员会的“存在的权利”（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ｒｅｃｈｔ），

也就是说，涉及的恰恰是敢消派的计划。

尼·列宁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５卷 第１７卷第３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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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提纲
１６５

（１９０８年或１９０９年）

  

    
·
马
·
克
·
思
·
主
·
义     

·
土
·
地
·
问
·
题

（α）剩余价值（Ｍｅｈｒｗｅｒｔ）理论。 （α）农业中的商品生产。

（β）经济的发展。 （β）小生产与大生产。

（γ）阶级斗争。 （γ）雇佣劳动。

（δ）哲学唯物主义。 （δ）地租。

（α）１．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不公正”等等。感觉的征兆，而不是理

解。

２．“劳动原则”（在俄国）。

３．商品生产。

４．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理论。

（β）１．经济的发展。工业（１９０７年）。

２．俄国的手工业者。

３．农业。

４．铁路和托拉斯。

５．金融资本。

２１３



６．生产社会化。社会化的
·
劳
·
动和个人

·
占
·
有
·
制。

（γ）１．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团结

（农奴——赤贫者——无产者）。

２．分散的罢工。“捣毁”机器。

３．工会和工会运动。

４．政治斗争：

英国——自由派

法国——激进派（共和派）

德国——自由派（６０年代）和机会主义者。

５．工人阶级的革命目标：剥夺资本家。

６．革命斗争和争取改良的斗争

（δ）哲学唯物主义。

１．马克思的理论＝完整的世界观。

２．两种主要的世界观和哲学出发点：僧侣主义和唯物主义。

３．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４．１７８９年法国——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德国（１８４８年以前）。

５．辩证唯物主义。

６．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

   民粹派

   现在的机会主义者（波格丹诺夫）。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５卷 第１７卷第４４３—４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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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

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

（１９０９年１月７日〔２０日〕）

  去年（１９０８年）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谈到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

的现状和各种派别。我们指出了想在劳动派的参加下恢复“解放

社”的企图（《无产者报》第３２号）①，我们说明了农民和农民代表

在土地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的民主主义倾向（《无产者报》第２１号和

第４０号）②，我们根据《革命思想》描述了自以为特别革命的社会

革命党人这个派别的惊人的轻率（《无产者报》第３２号）。为了弄清

全貌，现在必须研究一下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文献。１９０８年出了４

号《劳动旗帜》（第９—１３号，第１０、１１号是合刊）③ 以及社会革命

党中央委员会关于８月在国外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和第四次

党务会议的特别《公报》。１６６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些材料。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在《公报》中说：“党目前需要总结现在

已经结束的伟大的俄国革命时期，这个时期主要的、往往几乎是唯

一的角色，就是城市无产阶级。”这一点说得非常好。社会革命党人

４１３

①

②

③ 很遗憾，《无产者报》编辑部没有得到第１２号。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３９８—４０４页和本卷第２８３—２９７页。——编
者注

见本卷第１２１—１３０页。——编者注



能说出这样的真话实在难得。但是再往下看５行，那里却写道：“反

革命的胜利只是清楚地证明了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怀疑过的那个真

理：俄国革命要成功，就必须成为城市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这两种

力量的强大联盟的事业，否则就不能成功。这个联盟暂时还只是存

在于思想之中，体现在俄国现实生活所提出的社会革命党的纲领

里，它只是刚开始体现于实际生活。它在将来的新的体现……”

看吧，社会革命党的诚实能不能保持很久！哪怕只是偶然听说

过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人，都知道这两个纲领有根

本的区别：（１）社会民主党人宣布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社会

革命党人却否认这一点；（２）社会民主党人肯定无产阶级和农民是

资本主义（或者半农奴制、半资本主义）社会两个不同的阶级；肯定

农民是小业主阶级，它能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同无产者站“在街垒

的一边”，“合击”地主和专制制度，能够在这种革命中，在这种或那

种情况下同无产者结成“联盟”，但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同无

产者完全不同的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却否认这一点。他们纲领的

基本思想根本不是认为需要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

盟”，而是否认两者之间的阶级差别，认为不需要在他们之间划一

条阶级界限，说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农民同无产阶级不同、农民有小

资产阶级性的思想是根本错误的。

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同社会革命党的纲领的这两种根本差别，

现在竟被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的圆滑词句抹杀了！社会革命党人

先生们是这样来总结革命的，就好象既没有发生过革命，也没有过

社会革命党的纲领。最可敬的先生们，社会革命党的纲领是有过

的，它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在基本的即理论的部分上的全部差别，

就是它否认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否认农民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

５１３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



级界限。最可敬的先生们，革命是发生过的，这场革命的根本教训

就是：农民以自己公开的群众性发动，暴露了自己跟无产阶级不同

的阶级本性，表明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

你们不是做出一副样子，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吗？你们是

看到这一点的，但是竭力逃避革命暴露出来的不愉快的现实。你

们不是仅仅同劳动派“联合”行动，而是同他们紧密地融合在一

起，而且这是在１９０５年秋天和１９０６年夏天，在公开的革命达到

最高潮这种最重要的关头这样做的。当时公开的报刊是社会革命

党和劳动派的。甚至在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分离出去以后，在

第二届杜马选举时和在第二届杜马中，你们同他们也不是联合，而

是结成集团，就是说，几乎融合在一起。你们自己的纲领跟劳动

派和人民社会党人的纲领不同，在农民代表的一切公开的和真正

群众性的发动中遭到了失败。无论在第一届或第二届杜马中，绝

大多数农民代表接受的是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而不是社会革命党

人的土地纲领。从１９０６年底开始，社会革命党人自己在纯粹是社

会革命党的出版物上，也不得不承认劳动派这个政治派别的小资

产阶级性，承认这个派别骨子里表现出来的是小业主的“私有者

的本能”（见维赫利亚耶夫先生和其他社会革命党人反驳人民社会

党人的一些文章）。

请问，社会革命党人在“总结”革命的时候把基本的和主要的

结论隐藏起来，到底是想骗谁呢？

为什么农民在革命时期会形成劳动派这样一个独立的政党

（或集团）呢？为什么在革命时期成为农民群众的政党的是劳动派，

而不是社会革命党人呢？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认为这是偶然

的，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总结、什么纲领了，因为不管什么总结，什

６１３ 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



么纲领都会被混乱所代替。如果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当代社会基本

经济关系的结果，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主要点和根本点就

得到了历史的证实。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一向给农民和无

产阶级划的阶级界限，现在由革命在实际中划出来了。革命完全表

明，一个政党要想在俄国成为群众的党、阶级的党，那或者应当是

社会民主党，或者应当是劳动派的政党，因为群众自己在最重要最

紧张的关头，用自己公开的发动十分清楚地划出了这两个派别，而

且也只有这两个派别。至于中间派别，正如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事件

所表明的，它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方面同群众结合起来。这一点也证

明了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现在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没有一个

头脑清醒的政治家，能够否认俄国的政治力量从根本上来说是分

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农民的。

“城市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暂时还只

是存在于思想之中”。这是糊涂透顶的谎话。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

种力量的联盟不是“存在于思想之中”，也不“只是刚开始体现于实

际生活”，而是俄国革命整个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

所有重大事件的特点。十月罢工和十二月起义同各地农民的起义

和陆海军士兵的起义，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

这种联盟是自发的，没有定形的，往往是不自觉的。这些力量没有

很好地组织起来，是分散的，缺少真正能起领导作用的集中领导，

等等。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种打开旧专制制度缺口的主要力

量的“联盟”，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不懂得这个事实，就根本无法

了解俄国革命的“总结”。社会革命党人的结论骗人的地方就在于：

他们不说劳动派农民，而说劳动农民。这个小小的、细微的、几乎很

难看出的差别，实际上，正好造成了社会革命党人在革命前的幻想

７１３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



同革命最终证实的现实之间的鸿沟。

社会革命党人总是讲劳动农民如何如何。革命确定了现代俄

国农民的政治面貌就是劳动派。看来，社会革命党人岂不是正确的

吗？但是历史就是在这种地方作弄人：历史保留了社会革命党的字

眼，让它长期使用下去，却用社会民主党人预言的内容充实了实际

上同这个字眼相符合的东西。革命的历史在劳动农民的小资产阶

级性这个有争论的问题上，把我们同社会革命党人分开了：历史把

名词给了社会革命党人，而把事情的实质给了我们。社会革命党人

在革命前歌颂的劳动农民，在革命中原来是他们不得不弃绝的劳

动派！而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可以而且应该不只是用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①，不只是引证《爱尔福特纲领》
１６７
，不只是

用民粹派的经济调查资料和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而且用农民

在俄国革命中的行动，特别是有关劳动派的成分和活动的事实，来

证明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

不，历史把我们同社会革命党人分开了，我们没有什么可埋怨

的。

《劳动旗帜》第１３号第３版写道：“如果召回派能使社会民主

党回到它的极端富有战斗性的立场上来，我们就会失去一些很好

的论战材料，但是会得到一个执行彻底的战斗的策略的伙伴。”稍

前几行写道：“只有当左派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占

了上风，争取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才能胜利。”

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说得很好！你们想恭维我们的“召回

８１３ 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１０２０—１０６１页。——编者注



派”和“左派”。让我们也用恭维来回敬吧。让我们也来利用一下

“很好的论战材料”吧。

“让各式各样的政党，包括立宪民主党、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

在内，去参加纸做的、演滑稽戏的杜马，去维持虚假的立宪制度

吧！”（《劳动旗帜》，同上）

这么说来，第三届杜马是纸做的杜马了。这一句话就足以暴露

出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无知到了极点。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的

最可敬的领导者先生们，第三届杜马远非第一届、第二届杜马那样

是纸做的！你们不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那不过是再一次地证实了

我们在《无产者报》的《改头换面的议会迷》１６８一文中对你们所下的

评语。你们完全是在重复庸俗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通常的成见，要自

己和别人都相信：坏的反动的杜马是纸做的，而好的进步的杜马就

不是纸做的。

实际上，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是想用革命来吓唬专制制度的

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的纸剑。第三届杜马却不是纸剑，而

是专制制度和反革命手中的一把真正的剑。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

是纸做的杜马，因为它们的决议同社会阶级斗争中物质力量的实

际配置情况不相符合，只是说些空话而已。这两届杜马的意义在

于：在前排要宪制把戏的立宪民主党的后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真正

在革命的、在公开的群众斗争中打击了敌人但还没有把敌人打垮

的民主派农民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真正的代表。第三届杜马不

是纸做的杜马，因为它的决定是同反革命暂时胜利的形势下物质

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相符合的，因此就不是在说空话，而是在付诸

实行。这一届杜马的意义在于：它给人民中所有政治上不开展的分

子上了生动的一课，使他们看到了代表机关同实际掌握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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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一个代表机关，哪怕是最“进步的”，如果它所代表的

阶级还没有掌握实际的国家政权，那就必然是纸做的。一个代表机

关，哪怕是最反动的，如果它所代表的阶级掌握着实际的国家政

权，那就不会是纸做的。

极端轻率和滥用空洞的革命词句，早已成为社会革命党人的

特征和主要特性，而把第三届杜马叫作纸做的、演滑稽戏的杜马，

不过是一个例子。

再往下谈。说第三届杜马是“虚假的立宪制度”对不对呢？不，

这不对。只有那些不懂得拉萨尔差不多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讲授过

的基本知识１６９的人，才能在起指导作用的机关报上说出这种话来。

名叫社会革命党的低级宣传小组的最可爱的组员们，宪制的实质

是什么呢？是不是实行宪制比不实行宪制要“自由一些”，“劳动人

民”的生活要好一些呢？不是的，只有庸俗的民主派才会这样想。宪

制的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表机关的选举

权以及代表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体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

量的实际对比关系。当法律同现实脱节的时候，宪制是虚假的；当

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制就不是虚假的。俄国第三届杜马时期的宪

制，比起俄国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的来，虚假要少一些。“社会

革命党人”先生们，如果这个结论使你们恼怒，那是因为你们既不

懂得宪制的实质，也不懂得宪制的虚假性同宪制的阶级性之间的

区别。宪制可能是黑帮的、地主的和反动的宪制，但是比起某些“自

由派的”宪制来，虚假却要少一些。

社会革命党人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既不懂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

主义，也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完全当了庸俗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思想的俘虏。在他们看来，宪制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场所、新形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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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象自由派教授们所说的“法制”、“法律秩序”、“公共福利”之

类的抽象的福利。实际上，专制制度也好，立宪君主制也好，共和制

也好，都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而且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

样：一方面，这些形式中的每一种都要经过它的阶级内容发展的不

同阶段，而另一方面，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本身）丝毫也

不消灭从前的剥削阶级的统治，只是换了一件外衣。例如，实行贵

族杜马和贵族制度的１７世纪的俄国专制制度就不同于实行官僚

政治、官吏等级和有过个别“开明专制政体”时期的１８世纪的专制

制度，而１９世纪的专制制度又与这两者大不相同，它不得不“自上

而下地”来解放农民，使农民破产，给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建立起资

产阶级的地方代表机关。到了２０世纪，半封建、半宗法制的专制制

度这一最后的形式也过时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增长

等等的影响下，就必然转而建立全国范围的代表机关了。１９０５年

的革命斗争之所以尖锐，是因为斗争的焦点在于：究竟由谁来召集

和怎样召集第一次全俄代表机关。十二月的失败解决了这个问题，

旧君主制胜利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黑帮、十月党人的宪制以外，

不可能有别的宪制。

在新的环境中，在波拿巴主义君主制度下，在政治发展的更高

阶段，斗争的起点仍然是消灭原来的敌人，消灭黑帮专制制度。社

会党能不能在这场斗争中拒绝利用新的代表机关呢？社会革命党

人连这个问题都提不出来，而是用一些空话，仅仅用一些空话来敷

衍搪塞。请看下面说些什么：

“现在我们没有议会斗争的手段，而只有议会外斗争的手段。应该使这种

信念到处深入人心，必须同所有妨碍这种信念深入的东西展开不调和的斗

争。我们要把精力集中在议会外斗争的手段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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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人的议论是以社会学中著名的主观方法为依据

的。只要这种信念深入人心，就万事大吉了。至于应该用客观材料

来检验现在是否存在某种斗争手段的信念，主观主义者是不管的。

但是我们看一看《公报》和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就会读到：

“……当前艰苦时期的，或者确切些说，黑暗时期令人压抑的沉寂”

（第４页）……“反动社会势力的纠合”……“人民群众的精力不旺

盛的事实”……“知识分子是居民当中最敏感的部分，现在显然疲

劳过度了，思想涣散了，其力量象退潮一样地离开革命斗争了”（第

６页）如此等等。“有鉴于此，社会革命党应当……（二）出于策略

上的考虑，对局部的群众发动的计划抱否定的态度，因为在目前的

条件下，这种发动可能白白消耗人民的精力。”（第７页）

“我们”“只有议会外斗争的手段”，这个“我们”是谁呢？显然是

恐怖集团，因为上面摘录的那几段话都没有指出“我们的”群众性

斗争。“人民群众的精力不旺盛的事实”和“把精力集中在议会外斗

争的手段上面”，——这个简单的对照再一次向我们表明，把社会

革命党人叫作革命冒险主义者是多么符合历史的真实啊！①为了

把话说得尖锐有力，他们竟然扬言要把精力集中在他们自己也认

为现在群众没有能力使用的那些斗争手段上面，这难道不是冒险

主义吗？这难道不是早已存在的知识分子的绝望心理吗？

“把精力集中在议会外斗争的手段上面”，——这个口号在俄

国革命最光辉的时期之一１９０５年的秋天是正确的。而社会革命党

人现在不加分析地重复这个口号，就象民间故事里的那个人物那

样热心地高喊……可是牛头不对马嘴。１７０亲爱的，你们不懂得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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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抵制的口号在１９０５年秋天是正确的，而现在你们不加分析地、

毫无目的地背诵这个口号，那就不是什么革命主义，而是最平庸的

糊涂主义了。

１９０５年秋天，没有一个人说过“人民群众的精力不旺盛的事

实”。相反，当时所有的政党都认为群众的精力异常充沛。在这样

的关头，旧政权提出召开一个立法咨议的议会，分明是想分散和暂

时缓和排山倒海的力量。那时候，“把精力集中在议会外斗争的手

段上面”这个口号不是少数几个爱叫喊的人的空谈，而是真正站在

群众前列、站在千百万工农战士前列的人们的号召。千百万人拥护

这个号召，就表明这个口号在客观上是正确的，它不仅表达了少数

革命家的“信念”，而且表达了群众的真正的状况、情绪和主动精

神。只有滑稽可笑的政治家，才会在承认“人民群众的精力不旺盛

的事实”的同时，再来重复这个口号。

既然我们谈到了滑稽可笑的事情，就不能不引用一下《劳动旗

帜》的一段妙论：“我们让它〈政府〉留在杜马里同‘黑帮分子’和唯

政府之命是从的政党在一起，请你相信，如果有一天这些蜘蛛会互

相咬起来，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一声“请你相信”，实在

是再好听不过了，简直是解除了敌人的武装。读者，“请你相信”，

《劳动旗帜》的社论是一位确实可爱的社会革命党的女学生写的，

她真诚地相信，反对派一退出第三届杜马，“蜘蛛们”就会“互相咬

起来”。

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态度的决

议１７１，受到孟什维克攻击最厉害的是关于立宪民主党的那一部分。

关于民粹派政党和劳动派政党这一部分，他们的攻击稍微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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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什维克竭力证明，我们在姑息社会革命党人，或者是对马克思主

义者早已肯定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某些过错保持沉默，等等。孟什维

克所以这样使劲，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对俄国革命的估计

上，有根本的原则性的分歧。孟什维克硬要无产阶级同立宪民主党

人一起进行革命，而不要无产阶级同劳动派农民一起反对立宪民

主党人。另一方面，孟什维克不懂得，群众和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公

开发动改变了有些政党过去的情况，往往也改变了它们原来的性

质。在革命以前，社会革命党人只不过是一个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团

体。这种论断在革命后甚至在１９０６年以后是否正确呢？显然是不

正确的。只有在革命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的人，才会维护原来这样

表述的观点。

革命证明，这个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团体，是反映农民在俄国资

产阶级革命中的利益和观点的那个非常广泛和无疑是群众性的民

粹派或劳动派的极左翼。农民的起义、农民协会１７２、三届杜马中的

劳动团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派的自由报刊，都证明了这个事

实。孟什维克就是弄不明白这个事实。他们以学理主义的态度看

待社会革命党人，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些教条主义者，只看到别人

的学说的错误，而看不到这种学说反映了或掩盖了推动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的真正的群众的哪些实际利益。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说是

有害的、错误的、反动的、冒险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孟什维

克这样叫嚷着。如此而已，到此为止；除此之外，都是鬼话。

我们向孟什维克说，你们的错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错，社

会革命党人的学说是有害的、错误的、反动的、冒险主义的、小资产

阶级的。但是这样的性质并不妨碍这种冒牌社会主义学说成为俄

国真正革命的而不是妥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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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说不过是汇入劳动派即农民民主派巨流的

一条小溪。只要公开的群众斗争和阶级斗争一开始，事态马上就会

迫使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承认

这一点，允许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工人代表苏维埃，同农民、士兵、邮

电和铁路工人等等代表苏维埃接近，在参加选举的时候，同他们结

成联盟，反对自由派，在杜马中同他们一起投票反对自由派，等等。

革命不是推翻了，而是证实了我们对社会革命党人的估计。但是革

命在证实这一估计的时候，不是原封不动地提出问题，而是把它提

到比原来高得多的基础上：从前只是拿一些学说和思想作比较，谈

论各个集团的政策，现在要比较的是赞成某种思想或类似思想的

阶级和群众的历史活动。从前只是问：社会革命党人说的话对不

对，这个思想组织的策略是不是正确？现在的问题是：自认为同社

会革命党人一致或者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基本思想（“劳动原则”等

等）相近的那些人民阶层的实际行动怎样？孟什维克的错误就是不

懂得革命造成的这种变化。

这种变化之所以极其重要，不仅由于上述这种意义，还由于它

清楚地表明了阶级和政党的相互关系。我国革命的教训就是：只有

以一定的阶级为依靠的政党才是强有力的，才能在形势发生各种

各样的转变的时期安然无恙。公开的政治斗争迫使政党更紧密地

联系群众，因为没有这种联系，政党就没有什么用处。社会革命党

人在形式上并不依赖劳动派。实际上在革命中，他们不得不同劳动

派一起走，否则就会从政治舞台上完全消逝。而且可以担保，下一

次革命高潮来到时，社会革命党人又会不得不（不管他们现在怎样

叫喊自己是完全独立的）同劳动派或跟劳动派相似的群众组织一

起走。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比善良的愿望和纸上的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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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更有力量。从这个唯一正确的观点来看，目前劳动派同社会革命

党人的分歧只是说明小资产阶级运动的瓦解，只是说明小资产者

的不坚定，不善于在困难的环境下坚持团结而“分散行动”。在我们

面前的，一方面是劳动派，他们是无组织的、不坚定的、动摇的，在

第三届杜马中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方针，但是他们无疑来自群众，

同群众有联系，表达了群众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一小撮社会革命党

人“召回派”，他们同群众没有任何联系，由于绝望而惊慌失措，对

群众斗争失去信心（见《革命思想》），把精力集中在恐怖手段上面。

劳动派的极端机会主义（从革命农民的立场来看）和社会革命党人

那种纯粹是口头上的、毫无意义的极端革命主义，是同一种小资产

阶级思潮的两种局限性，是表现同一“病症”的“两处龈脓肿”，这种

病症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坚定，不能不断地、顽强地、坚持不懈地、

同心协力地进行群众斗争。

这种情况使得目前革命政党对杜马的策略问题，尤其是召回

主义问题更加清楚了。好说大话的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叫喊：

“我们没有议会斗争的手段。”先生们，“我们”是指谁呢？没有群众

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过而且永远不会有议会斗争的手段，也不会

有重要的议会外斗争的手段。昨天在革命时期同你们一起走的或

者在你们旁边走的是些什么群众呢？是劳动派农民。他们真的“没

有议会斗争的手段”吗？不是的。只要看一看第三届杜马对土地问

题的讨论，你们就会看到，劳动派在这个问题上无疑表达了群众的

要求。可见，社会革命党人那句尖锐有力的话不过是庸俗的空谈而

已。１９０８年，农民群众在杜马讲坛上表明了自己的要求，并没有进

行“议会外的”斗争。这是事实，无论用“左的”尖叫声，无论叫喊什

么社会革命党人召回派的词句，都是回避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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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实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认为议会外的手段更

佳的“信念”减弱了？完全不是。原因是客观条件在这个时期还

没有引起群众的普遍的风潮和直接的发动。既然是这样，而且无

疑是这样，那么，任何一个严肃的政党都应该也利用间接的方法。

社会革命党人不会利用这些方法，结果如何呢？结果只是劳动派

把自己的事情搞得非常之糟，犯的错误比在接受政党的影响时可

能多上千倍，他们动摇不定，常常跌倒。而社会革命党人脱离了

自己的阶级，脱离了自己的群众，只能“集中精力”讲空话，因

为实际上他们１９０８年在采用“议会外斗争的手段”方面什么事也

没有做。这样一脱离自己的社会根源，社会革命党人的原罪就加

重了：用更加没有分寸、更加肆无忌惮地吹牛夸口来掩饰自己的

软弱无力。《公报》第１页写道：“我们的党可以庆贺自己”……

“实际存在的〈瞧，我们怎么样！〉地方党组织”选举了代表会议

代表……“已经在一切问题上达到了人心的一致”……“这也就

是达到了完全一致”（同上）等等。

先生们，这是撒谎。你们是用这种喧嚷来掩饰在《革命思

想》（１９０８年春天）和《劳动旗帜》第１３号（１９０８年１１月）上

充分流露出来的分歧。１７３这种喧嚷就是虚弱的表示。劳动派的非党

的机会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党的”吹嘘，轻浮和空谈，是一

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同一个小资产阶级阶层瓦解的两个极端。怪

不得在革命时期，斗争揭露了各种色彩的派别的时候，社会革命

党人始终在掩饰，但又掩饰不住自己在人民社会党人和最高纲领

派之间的动摇。

车子陷在沟里。马已经卸下来了。赶车的骑在护栏上，把帽子

歪戴在一边，“庆贺”自己的“完全一致”。这就是社会革命党的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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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这就是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召回主义的总结，它召回少数知识

分子，使他们放弃艰苦的、顽强的、然而是唯一严肃和有成效的教

育和组织群众的工作，而去空洞地叫喊。

载于１９０９年１月７日（２０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４１号 第１７卷第３３９—３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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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上 大 路

（１９０９年１月２８日〔２月１０日〕）

  过去的一年，是瓦解的一年，是思想上政治上混乱的一年，是

党路途艰难的一年。所有党组织的党员人数都减少了，有些组织，

即无产者人数最少的组织，甚至瓦解了。在革命中建立的半公开的

党的机关，相继垮台了。甚至党内有些受了瓦解影响的人竟然产生

了这样的问题：要不要保留原来的社会民主党，要不要继续它的事

业，要不要再转入地下和怎样转法。极右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无论如何要合法化，为此甚至不惜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

（这就是所谓的取消派）。当时的危机，无疑不仅是组织上的危机，

而且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危机。

不久以前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把我们的

党引上了大路，这次代表会议显然是反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工人运

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党中央出版的特别《公报》刊载了这

次代表会议的决定；这些决定已经中央批准，所以在召开下次代表

大会以前，是全党必须遵循的决定。这些决定，对危机的根源和意

义问题，以及摆脱危机的方法问题，都给了十分明确的回答。我们

的党组织只要本着代表会议决议的精神进行工作，尽力使党的一

切工作人员清楚地全面地了解党的当前任务，就能够巩固和团结

自己的力量，来协调一致地和生动活泼地进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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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

组织问题决议的引言指出了党内危机的基本原因。这个基本

原因就在于工人政党要清洗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

子，他们参加工人运动主要是希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快成功，而

在反动时期则不能坚持下去。这种不坚定性无论在理论方面

（“背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见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在策略方

面（“削弱口号”），在党的组织政策方面，都表现出来了，有觉

悟的工人对这种不坚定性进行了抨击，坚决反对取消派，开始掌

握党组织的工作和对党组织的领导。如果说党内这个基本核心未

能立刻克服混乱和危机的因素，那么这不仅是因为在反革命胜利

的条件下任务很艰巨，而且是因为那些具有革命精神但是社会主

义觉悟不够高的工人对党有些冷淡。所以代表会议的决定，即社

会民主党关于消除混乱和动摇的办法的确定意见，首先是向俄国

觉悟工人说的。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前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和沙皇政府的

新政策；指出我党现在仍然给自己提出的最近斗争目标；在革命社

会民主党策略的正确性这个问题上估计革命的教训；弄清党内危

机的原因和指出党内无产阶级分子在消除这种危机中的作用；解

决关于秘密组织和合法组织的相互关系问题；承认利用杜马讲坛

的必要性，给我们的杜马党团制定正确的指示，同时直接批评它的

错误；——这就是代表会议决定的主要内容。这些决定，对工人阶

级政党在目前艰苦时期如何选择坚定的道路问题，作了完满的答

复。现在，我们来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答复。

现在各阶级在政治组合上的相互关系，仍旧和过去群众进行

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一样。大多数农民不能不争取实行一场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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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半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的土地变革，而要实现这种变革，就非

推翻沙皇政权不可。反动势力的胜利，使得那些不能牢固地组织起

来的农民民主派分子遭受了特别沉重的压迫，但是，尽管有这种压

迫，尽管有黑帮杜马，尽管劳动派极不坚定，农民群众的革命性甚

至从第三届杜马的辩论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无产阶级对于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仍

然是要领导民主派农民，使他们摆脱自由派资产者即立宪民主党

人的影响，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一直在接近十月党人，虽然他们之间

有小小的个别争吵，并且在最近还企图创立民族自由主义，通过沙

文主义的宣传来支持沙皇制度和反动势力。决议说，现在进行的斗

争仍旧是为了彻底消灭君主制度并由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夺取政

权。

专制制度仍旧是无产阶级和整个民主派的主要敌人。但是，如

果认为专制制度还和以前一样，那是错误的。斯托雷平的“宪

制”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是旧的半宗法制的、半农奴制的沙

皇制度解体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是沙皇制度在向资产阶级君主

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高加索的代表１７４不是想完全取消

这种对于时局的估计，就是想用“财阀的”一词来代替“资产阶

级的”一词，他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专制制度早已成为财阀的

专制制度了，但是只是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受了革命的种种打击以

后，它才开始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制制度（按其土地政策和在全国

范围内与某些资产阶级阶层结成的公开的有组织的联盟来讲）。专

制制度早就在扶植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早就用金钱为自己打通了

进入“上层”的门径，对立法和管理施加了影响，取得了同显赫

的贵族平起平坐的地位。但是，当前局势的特点在于：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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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为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建立代表机关，不得不在这些阶层

与农奴主之间保持平衡，在杜马中组织这些阶层的联盟，不得不

抛弃对农民宗法思想的一切希望，而在使村社破产的富人中找寻

支柱来反对农村的群众。

专制制度虽然用所谓的立宪机关来装饰门面，但是沙皇同普

利什凯维奇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实行联合，而且仅仅同他们实行

联合，因此事实上专制制度的阶级实质空前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专

制制度企图由自己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客观上必须完成的任务：

建立真正管理资产阶级社会事务的人民代表机关，清扫农村的中

世纪的、错综复杂的、陈陈相因的土地关系；但是，专制制度的新步

骤的实际效果至今还等于零，这不过是更清楚地说明，必须用别的

力量和别的办法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政治上没有经验的千百万

群众一向认为，专制制度是同任何人民代表机关相对立的；现在的

斗争目标缩小了，斗争任务更具体了，就是为夺取能够决定代表机

关本身的性质和作用的国家政权而奋斗。因此，第三届杜马在旧的

沙皇制度解体的过程中，在它的冒险行为加强的过程中，在旧的革

命任务加深的过程中，在为这些任务而斗争的范围（以及参加斗争

的人数）扩大的过程中，是一个特殊的阶段。

这个阶段一定会消逝；目前新的条件要求有新的斗争形式；利

用杜马的讲坛是绝对必要的；长期的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的

工作被提到了首要地位；秘密组织同合法组织的结合向党提出了

一些特殊的任务；普及和解释被自由派和取消派知识分子弄得声

誉扫地的革命的经验，无论是为了理论的目的或是实践的目的，都

是必要的。但是，党所制定的必须估计到在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方

面的新情况的策略路线，现在仍旧没有改变。代表会议的一个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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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正确性，已由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群

众斗争的经验所证明。革命在第一个战役中最后遭到失败并不表

明，任务提得不正确，最近目标是“空想”，手段和方法是错误的；而

是表明，力量没有充分准备好，革命危机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

不过，斯托雷平及其同伙正在以非常值得称赞的热情来加深和扩

大革命的危机呢！就让自由派和惊慌失措的知识分子在争取自由

的真正群众性的第一次战斗之后灰心丧气吧，让他们怯懦地反复

说，挨过打的地方就不要再去，不要再走这条倒霉的道路吧。觉悟

的无产阶级将回答他们说，历史上的伟大战争和革命的伟大任务

都是这样进行的：先进阶级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冲击，从失败中

吸取教训后去争取胜利。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俄国的革命

阶级虽然在第一个战役中遭到失败，但是革命形势仍然存在。革命

危机正在通过新的形式和其他道路再行到来，重新成熟，但有时比

我们希望的要迟缓得多。我们应当进行长期的准备工作，使更广大

的群众去迎接革命危机，并且要更加认真地进行这种准备工作，要

估计到更高的和更具体的任务；这种工作做得愈好，就愈有把握在

新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俄国无产阶级可以引以自豪的，就是１９０５

年在它的领导之下，奴隶的民族第一次变成了进攻沙皇制度的千

百万人的军队，变成了革命的队伍。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同样能够坚

定地、顽强地、耐心地进行教育和准备工作，以培养更强大的革命

力量的新干部。

我们已经指出，利用杜马讲坛是这种教育和准备工作的一个

必要的组成部分。代表会议关于杜马党团的决议给我们党指出了

一条最接近于（如果在历史上找个例子的话）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

非常法时期的经验的道路。秘密的党应当会利用，应当学会利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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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杜马党团，应当把这个党团培养成为能够完成自己任务的党

组织。如果提出召回党团的问题（代表会议上有两个“召回派”没有

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或者不直接地公开地批评杜马党团的错误，

不把这些错误列在决议上（在代表会议上，有些代表曾经力图这样

做），那是最错误的策略，是逃避在当前条件下必须坚定进行的无

产阶级工作的最可悲的行为。决议完全承认，杜马党团有一些错误

不能完全由党团单独负责，这些错误完全象我们一切党组织的一

些错误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有另一种错误，这就是离开了

党的政治路线。既然产生了离开政治路线的现象，既然代表全党公

开发表意见的组织犯了这样的错误，那么，党就应该明确地说，这

是一种偏差。在西欧各国社会党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地有过议会党

团同党的关系不正常的事例；在罗马语国家，直到现在，党团对党

的态度往往还是不正常的，党团的党性还很不够。我们应当立即用

另外的办法来安排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应当立即在这方

面和谐一致地进行工作，一方面使每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

都确实感觉到，党在支持他们，在为他们犯的错误而痛心，在设法

使他们走上正路，另一方面使每个党的工作人员都来参加党的整

个杜马工作，学习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实事求是地批评杜马工

作的步骤，感到自己有责任来帮助进行这个工作，尽力使带有特殊

性的党团工作服从于党的整个宣传鼓动工作。

这次代表会议，是第一次有威信的、有党内各个最大的组织的

代表参加的会议，会上讨论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整个杜马会

议期间的活动。代表会议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党将如何进行杜马

的工作，党在这方面向自己和党团提出了什么严格的要求，打算如

何坚定不移地开展扎扎实实的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

６３３ 走 上 大 路



关于对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有策略和组织两个方面。在组

织方面，关于杜马党团的决议不过是再一次把代表会议关于组织

问题指示的决议所规定的组织政策的一般原则运用于具体场合。

代表会议确认，在这个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有两个基本

派别：一个派别是把重心移到秘密的党组织中，另一个派别（它

多多少少同取消派相似）却把重心移到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正

如我们所指出的，问题在于目前有些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知识

分子出身的，也有一部分是工人出身的工作人员脱离了党。取消

派提出一个问题：是最积极的分子离开党而选择合法组织作为活

动场所好，还是“动摇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脱离党好？

不消说，代表会议坚决地驳斥了取消派，并且答复他们说，是后

一种情况好。党内最纯洁的无产阶级分子，最坚持原则和最有社

会民主党党性的知识分子，仍然忠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脱党也

就等于清党，等于摆脱最不坚定的人，不可靠的朋友，摆脱“同

路人”（Ｍｉｔｌａｕｆｅｒ），这些人都是从小资产阶级或者从“没有固定

阶级特性的”人们，即脱离某一阶级轨道的人们中间来的，他们

始终是暂时投靠无产阶级的。

从这种对党的组织原则的看法中，自然就会得出代表会议通

过的组织政策的路线。巩固秘密的党组织，在一切工作部门建立党

支部，首先“在每个工业企业”建立“纯粹党的、哪怕是人数不多的

工人委员会”，把领导职能集中在工人出身的社会民主运动领导人

的手里，——这就是当前的任务。显然，这些支部和委员会的任务

应当是利用一切半合法组织，尽可能地利用合法组织，保持“同群

众的密切联系”，在进行工作时注意使社会民主党对于群众的一切

要求都有反应。每个支部和每个党的工人委员会，都应当成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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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宣传工作和实际组织工作的据点”，就是说，

一定要到群众所去的地方，要处处努力促使群众的意识向社会主

义方面发展，把每个局部的问题与无产阶级的总任务联系起来，把

组织方面的每一个行动都变为加强阶级团结的行动，要靠自己的

毅力、自己的思想影响（当然不是靠自己的头衔和官位）来争取在

一切无产阶级的合法组织中起领导作用。虽然这些支部和委员会

有时可能人数很少，可是在它们之间将会有党的传统和党的组织

的联系，将会有明确的阶级纲领；这样，即使只有两三个社会民主

党党员，也不会在没有定形的合法组织中随波逐流，而会在一切条

件下，在任何局势下，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实行自己的党的路线，以

全党的精神去影响环境，而不让环境把自己吞没。

可以解散某种群众组织，可以摧残合法的工会，可以在反革命

统治之下通过警察的刁难来破坏工人的一切公开的活动，但是世

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已成为这样的国

家）工人大批聚集的现象。工人阶级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合法地或

半合法地、公开地或隐蔽地，总会找到某些团结的据点，——无论

何时何地，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将走在群众的前列，无论何时何

地，他们都将彼此团结起来，以党的精神去影响群众。社会民主党

过去在公开的革命中已经证明，它是阶级的政党，能够领导千百万

群众举行罢工，举行１９０５年的起义，参加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的选举，

而现在，它仍然是阶级的政党，群众的政党，仍然是一支先锋队，能

够在最困难的时期也不脱离整个大军，能够帮助这支大军度过最

困难的时期，重新团结起全军的队伍，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新战

士。

让黑帮死硬派在杜马内和杜马外，在首都和边远的地方，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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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叫吧，让反动派肆意横行吧，可是，聪明绝顶的斯托雷平先生的

每一步骤，都不能不使正在保持平衡的专制制度更接近垮台，使政

治上的奇闻怪事层出不穷，使无产阶级队伍和农民群众革命分子

队伍得到新生力量的补充。一个能够通过联系群众而得到巩固以

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的党，一个能够组织本阶级先锋队的先进阶

级的党，一个努力以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去影响无产阶级每一个现

实表现的先进阶级的党，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载于１９０９年１月２８日（２月１０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号 第１７卷第３５４—３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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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论迫切问题》一文
１７５

（１９０９年２月１２日〔２５日〕）

  这篇好文章转载自中部工业区的机关报《工人旗帜报》第７

号，它是为了回答一个召回派分子在该报第５号上的一篇文章而

写的。召回派分子的文章是作为讨论文章发表的，《工人旗帜报》编

辑部作了保留，表示不同意作者的意见。该报第７号在发表这篇文

章时，编辑部没有作任何保留，可见，这篇文章也表达了编辑部的

意见。

我们早已在《无产者报》上表示坚决反对召回主义，并且明确

指出，既然召回主义正在由一种普通的情绪变为一个派别，一整套

政策，那么它就是在脱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就是在原则上同

布尔什维主义决裂。但是，在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发表这篇

文章以后，我们应当承认，关于召回主义的问题我们过去提得还不

够尖锐，对于想把这种召回主义同布尔什维主义结合起来的人们

给我们布尔什维克派的原则坚定性带来的危险估计过低。我们肯

定地说，写上面转载的这篇文章的莫斯科的同志就象我们私下同

召回派争论时那样，把问题提得很尖锐、很明确、很有原则。我们的

莫斯科机关报天天接触召回主义的活生生的代表人物，实地看到

他们的召回主义的实际宣传有愈来愈脱离革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

的危险，所以不得不把问题提得这样尖锐、这样有原则、这样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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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它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或者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俄

国即布尔什维主义，或者是召回主义，即放弃布尔什维主义，莫斯

科的同志就是这样提问题的。这就是说，他完全同意我们在全党代

表会议之前预先同召回派同志们进行争论时对问题的提法。

我们知道，有一些工人布尔什维克现在是赞成召回主义的，但

是他们的“召回主义”多半只是由于我们的杜马党团犯了严重错误

而引起的一种暂时的情绪。文章的作者和我们在上面所谈的一切

当然不是针对他们的。但是召回主义既然被推崇为一种理论，既然

成为一套完整的政策（这是一个自称是“真正”革命性的代表的小

集团制定的），那就必须进行一场不可调和的思想战争！我们所转

载的文章的作者说得十分正确：召回派分子在《工人旗帜报》第５

号上的那些议论（这篇文章我们曾转载于《无产者报》第３９号）以

及作为一个派别的整个召回主义，等于是鼓吹“工人代表大会”等

等的改头换面的孟什维主义。下面这点他说得尤其正确：某些召回

派用来为自己的派别辩护的那些原则性的论据（不管他们自己的

政治认识怎样），客观上有使他们靠近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或者纯粹

无政府主义者的危险。

莫斯科的同志对问题的提法清楚地表明，有些布尔什维克不

愿意承认召回主义有根本性的危险，认为这里只有“实践上的分

歧”，认为召回主义是“健全核心”，而不是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思

想的萌芽，这在政治上是多么近视，尽管他们的意图都是好的。莫

斯科的同志的文章应当使他们看到，他们在思想上掩饰召回派或

者即使是在思想上对他们保持友好的中立，都是在助长召回派的

声势，变成召回派的战俘，危害布尔什维主义。

召回主义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而是拙劣的政治上面目全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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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的最恶毒的政敌才想得出

来的。这一点必须完全弄清楚。我们认为必须使所有的布尔什维

克以至每个小组都认清召回主义的真实作用，都彻底弄明白并且

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不是打着“革命”和“左派”的旗帜公开

放弃在革命以前的时期和革命烈火中形成的老布尔什维主义的光

荣传统。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在《无产者报》上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我们登载了所有的来稿，转载了国内布尔什维克所写的一切与此

有关的文章。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拒绝过任何一篇讨论文章，今

后也将这样做。遗憾的是，召回派和赞成他们的同志直到现在还很

少给本报寄材料来，他们宁愿“在私下里”议论，也不愿意在报刊上

公开和彻底地阐明自己的根本的信念。现在我们请所有的同志，不

管是召回派或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都到《无产者报》上来陈述自己

的观点。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寄来的材料印成专门的小册

子。我们必须思想明确、坚定，尤其是在目前这个艰难的时期更应

如此。

让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去掩饰自己的意见分歧，庆贺自己的

“完全一致”吧！可是人们说得对：在社会革命党人那里，从人民社

会党人的自由主义到带着炸弹的自由主义，样样俱全。

让孟什维克同切列万宁一伙在思想上和睦相处吧。让他们去

要那一套两面派的手法吧（他们在德国人面前表示同切列万宁决

裂，而在俄国的报刊上却表现得难舍难分），让他们同那些在思想

上取消革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取消派和睦相处吧，让他们干

脆用贴住分歧的巧妙办法（见《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１０—１１号

合刊），即用纸一贴就“消除了”孟什维克同普列汉诺夫的分歧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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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１７６
来掩盖自己的意见分歧吧。

既然内部的思想斗争是必要的，我们这个派别就不应当害怕

这种斗争。它会在斗争中更加巩固。我们这个派别实际上开始逐

渐地成为我们的整个的党，所以我们更应当弄清自己的分歧。我们

号召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思想要明确，要清除一切流言蜚语，不管它

们是从哪里来的。在一些最重大、最基本的问题上，喜欢象孟什维

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那样用无谓的争吵来代替思想斗争的，

现在还大有人在。在布尔什维克当中不应当有这种人立脚的地方。

工人布尔什维克应当坚决抨击这种企图，并且要求做到一点：有明

确的思想、明确的观点和原则性的路线。只有思想十分明确，全体

布尔什维克才能在组织方面象我们这个派别从来所做的那样团结

一致地行动。

载于１９０９年２月１２日（２５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４２号 第１７卷第３６６—３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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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

（１９０９年３月９日和２１日〔３月２２日和４月３日〕）

  马尔托夫同志在上面发表的文章１７７里，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

问题，确切些说，涉及许多有关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在我国革命

中的斗争目标的问题。他涉及了我们党内讨论这些问题的历史。这

些问题同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民粹主义的关系以及就这个问题发表

的各种各样的看法，总之他涉及了问题的各个方面，但是无论哪一

方面都没有说清楚。为了从实质上回答问题，必须对问题的各个方

面作个系统的概述。

一

我们先从俄国社会民主党讨论这个问题的历史谈起。这个问

题是在１９０５年初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提出来的。布尔什维克

解决这个问题的“公式”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参看

１９０５年４月１２日《前进报》１７８第１４号）①。孟什维克坚决反对这样

来确定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内容。１９０５年５月在伦敦举行

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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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和同时在日内瓦召开

的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正式说明了党内两部分人的观点。但是根

据当时的时代精神，党内两部分人的决议都没有提出关于斗争目

标和胜利的革命的一般阶级内容这个理论性的、一般性的问题，而

提出了一个比较狭隘的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布尔什维克的

决议说：“……在俄国只有经过胜利的人民起义才有可能实现民主

共和制，而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将是临时革命政府；……如果力

量对比及其他不能预先准确判定的因素对我们有利，我们党可以

派全权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无情地打击一切反革命的企

图，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孟什维克的决议说：“……社会民

主党不应当抱有夺取政权或在临时政府中分掌政权的目标，而应

当始终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由此可见，在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自己

并没有把任何象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这类的“公式”写进正式的决

议中去，而只是谈到可以参加临时政府和无产阶级“应当”“起领导

作用”（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

政”的“公式”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前在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上提

出来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又在《两种策略》①这本小册子里得

到了阐述；谁也没有想去责备布尔什维克的言论同自己的决议不

符。谁也没有想去要求从事政治斗争的群众性政党的决议必须同

马克思主义关于胜利的革命的阶级内容的定义一字不差。

从我党历史材料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重要结论：１９０５年春

天，党内两部分人都把争论问题的重心放在无产阶级以至一切革

５４３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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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点上，根本没有谈到要夺取政权的这些阶级

在这一时期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能和应当是怎样的问题。我们知道，

孟什维克既反对夺取政权这一目标，也反对分掌政权这一目标。布

尔什维克则主张“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关于武装起义

的决议），社会民主党“可以”参加临时政府，“始终保持社会民主党

这个争取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的独立性”（关于临时革命政

府的决议），“支持”农民的革命运动，“肃清农民运动掺杂的种种反

动成分，纯洁这个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内容”，“提高农民的革命自

觉性，彻底实现农民的民主主义要求”（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

决议）。在１９０５年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决议里，没有提出任何其

他的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公式”。

现在来看一看一年以后两个派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之前

制定的决议草案，在一般报刊上，特别是在我们党内，这些草案常

常被人忘记或者忽视，这是非常遗憾的，因为它们在社会民主党策

略思想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些决议草案表明，党内两部

分人从１９０５年１０月和１２月的斗争的经验中究竟取得了什么教

训。

布尔什维克在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的决议草案中写道：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但必须有一个条

件，即无产阶级这个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要引导农民

群众前进，要使农民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的自发斗

争具有政治自觉性。”①（在向伦敦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又

谈到了这一论点。见１９０７年３月４日《无产者报》第１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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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布尔什维克在这里给自己选择的“公式”说的是：无产阶

级引导农民前进。在布尔什维克的决议里，没有任何别的体现无产

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思想的公式。这个事实是必须十

分强调地指出的，因为马尔托夫同志企图在忘记或回避这个事实

的情况下，完全歪曲１９０８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决议的意义。

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草案（列宁的《报告》第６８—７０页，转

引自《党内消息报》１７９）中规定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做资产阶级革命

的推动者”——请注意，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所说的“领袖”和

“领导者”，而是推动者！——并且指出无产阶级的任务之一就是

“借助群众压力来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某些反政府措施，只要这

些措施不违背我们纲领中的要求，而能有助于这些要求的实现，成

为继续推进革命的起点”。

可见，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自己把分歧归结为

这样的对立：是做“引导”农民“前进”的革命“领袖”和“领导者”呢，

还是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某些措施的“革命推动者”。我们再

补充一点，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的孟什维克，竟不顾

布尔什维克的抗议和坚持，自行撤销了这个决议。为什么孟什维克

要这样做呢？读者只要读一读孟什维克这个决议草案中的如下一

段话，就可以得到答案，这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无产阶级要想很好

地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推动者的任务，就只有经过这样的途径，即自

己先组织起来，通过自己的斗争吸引愈来愈多的城市资产阶级阶

层和农民阶层参加革命斗争，使他们的要求民主化，推动他们组织

起来，从而为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

这显然是向布尔什维克作的一个不彻底的让步，因为在这里

不仅把无产阶级描绘成为推动者，而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还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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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成为领导者，因为它要“吸引”和“推动”农民和更多的城市资

产阶级阶层。

其次，关于临时政府问题，孟什维克的决议草案说道：“在国内

革命普遍高涨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应当到处促进工人代表苏维

埃的建立，唤起其他革命民主派分子也来建立这种机关，协助所有

这些机关联合为共同的、非党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向它们提出在

无产阶级看来可能而且应当在目前通过革命完成的全国革命任

务。”（同上，第９１页）

孟什维克的这个被人遗忘了的决议草案清楚地表明，在１９０５

年１０—１２月的经验的影响下，孟什维克已经完全乱了套，向布尔

什维克交出了阵地。这个草案里还有如下一点：“在当前的资产阶

级革命中，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提出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任务”

（第９２页），难道上一段中引用的那些话和这一点，实际上可以并

行不悖吗？后一个论点是非常原则性的论点，完全是重复（“分掌政

权”的说法例外）１９０５年的决议。但是这个论点同１９０５年１０—１２

月的经验是根本冲突的，因为孟什维克自己就把这次经验归结为

联合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民主派分子”的所有机关，组成“共同

的、非党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既然工人代表苏维埃同革命民主

派的这种机关“联合”为非党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那么很明显，无

产阶级也就提出了“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任务，参加了夺取政

权的事业。决议本身就说明，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国家

政权从反动政府的手中夺过来”。孟什维克一方面不敢明说，忌讳

“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这句话，极力回避这种吓人的东西，但是另

一方面在１９０５年以后又不得不承认，工人代表苏维埃同革命民主

派的其他“这种”机关实行“联合”是势所必然的，这种联合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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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非党的”（这样说不确切，应当说：非党的或跨党的）“人民

革命斗争组织”。这种共同的组织就是临时革命政府！孟什维克不

敢明确地直接发表主张，只是作了一番描述。事情并不因此而有所

变化。从旧政府手中“夺取国家政权”的“人民革命斗争机关”，也就

是临时革命政府。

如果说孟什维克思想混乱，语无伦次，迫不得已才考虑到

１９０５年１０—１２月的经验，那么布尔什维克则是直接明确地作出

了自己的结论。布尔什维克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草案说：“……在

这场公开的斗争中〈１９０５年底〉能够坚决反对旧政权的地方居民

（几乎完全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先进阶层），最后都认为必

须建立这种实际上成了新式革命政权萌芽的组织，这种组织就是

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其他城市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符拉迪沃斯托

克①、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及其他城市的士兵代表苏维埃，西伯利

亚和南部地区的铁路委员会，萨拉托夫省的农民委员会，新罗西斯

克和其他城市的市革命委员会，以及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边疆

区的经选举产生的农村机关”（第９２页）。草案接着指出，当时这些

机关由于分散和处于萌芽状态而遭到失败，而现在临时革命政府

则是“胜利起义的机关”。决议继续说道：“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目

前无产阶级面临一个迫切的任务，即同革命民主派一道促进起义

的联合，建立起义的联合中心——临时革命政府。”往下几乎是一

字不差地重复了１９０５年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上面引用的两派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前提出的决议草案

中的一些话，使我们能够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来研究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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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问题。每一个希望直截了当地明确回答

这个问题的人，都应当考虑１９０５年年底的经验，不想直接研究这

个经验，这就不仅意味着忽视对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最宝贵

的材料，而且也意味着必然要“挑剔地”解释公式，“捂住”和“贴住”

（按马尔托夫同志的中肯说法）原则性分歧的实质，必然要在“专

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丧失原则（“运动就是一切，目的算不了什

么”这个公式就是这种行为的最好说明）。

１９０５年年底的经验无可争辩地证明，由于“国内革命的普遍

高涨”，正在产生一种特殊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这是孟什维克

的说法；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是：“新式革命政权的处于萌芽状态的

机关”）。同样无可争辩的是，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中，创立

这些机关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其他革命民主派分子”，而

且，只要考察一下整个俄国的，特别是大俄罗斯的居民成分，就会

看到，在这些其他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农民。最后还有一点也是无可

争辩的，就是这些地方机关或组织实行联合的历史倾向是存在的。

从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必然得出一个结论：现代俄国的胜利的

革命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要回避

这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就只有“挑剔”和“贴住”分歧！如果不是只抓

住问题的枝节，不是故意地随心所欲地把城市和农村割裂开来，把

一个地区同另一个地区割裂开来，不是拿关于这个或那个政府的

成分问题来代替阶级专政问题，总之，如果能真正全面地分析问

题，那么无论谁根据１９０５年经验的具体例子也不能说明，胜利的

革命可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现在我们先把党内提出上述“公式”的历史这个问题结束一

下，然后再往下谈。我们已经看到，１９０５年和１９０６年两派观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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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切表述的。１９０７年，在伦敦代表大会前夕，孟什维克起初提

出了一个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草案（１９０７年３月

２４日《人民杜马报》１８０第１２号），后来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

另一个草案。第一个草案指出，应当把无产阶级的行动同其他阶级

的行动“配合起来”，第二个草案指出，应当“利用”其他阶级的运动

来“达到”无产阶级的“目标”，无产阶级应当“支持”其他阶级的某

些“反政府措施和革命措施”，社会民主党在“个别的特定条件下”

可以同自由主义的和民主的阶级达成“协议”。

布尔什维克的草案也象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一样，指出

社会民主党应当“迫使它们〈民粹派政党或劳动派政党，它们

“比较准确地表达了广大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利益和观点”〉站

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由此而产生的

共同行动”应当“完全服从于共同攻击的目标”。代表大会的决议

和布尔什维克的草案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根据一位波兰代表的

提议加进了“争取把革命进行到底”１８１这样一句话。在这里也非常

明确地肯定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因为这种

专政也就是这些“曾经或者正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阶级的“共

同行动”！

二

只要总的回顾一下党提出有关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问题的意

见的历史，就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大谈其挑剔和无目的的运

动，对他自己是多么不利。其实，从这段历史中得出的第一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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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就是：布尔什维克本身无论在自己的决议草案中或者在自己的

决议中，一次也没有提出过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这种说法或者

“公式”。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想否认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

间的布尔什维克的全部草案和决议完全是以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

这一思想为基础的。否认这一点是很可笑的。否认这一点，也就

是挑剔，就是用无谓地抠字眼的办法来掩盖问题的实质。列宁在

《西种策略》（《十二年来》文集第４４５页）①中的说法是：无产阶

级应当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１９０６年布尔什维克的

决议草案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农民群众；伦敦代表

大会的决议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行动”，“争取把民

主革命进行到底”。所有这些说法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这难道还不

明显吗？难道这种意思不正是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吗？无

产阶级依靠农民这个“公式”不是也完全包括在无产阶级和农民

专政的范围以内吗？

马尔托夫同志拼命否定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提法。于是他

在“和”字上大发议论。马尔托夫同志大声地说：不要“和”字，带

“和”字的公式已经被抛弃了，现在不许在中央机关报上的没有署

名的文章中加上这个“和”字！晚了，晚了，亲爱的马尔托夫同志，你

本来应当向整个革命时期的所有布尔什维克机关刊物提出这种要

求，因为所有这些机关刊物当时一直谈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

政，而谈这个专政时所根据的决议却没有这个“和”字。马尔托夫同

志在他为了“和”字而掀起的原则性战役中失败了，他所以失败，不

仅是因为时效已过，而且因为至高无上的逻辑总是离不开这个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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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的“和”字：和“联合”、和“引导”、和“共同行动”、和“依靠”、和“在

……帮助下”（最后这个说法是在波兰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的决议１８２中提出的）。

马尔托夫同志继续自己的原则性争论时说：但是布尔什维克

反对过“依靠”这个说法。不错，是反对过，但并不是为了否定无产

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因为这个“公式”在俄文表达上不很恰当。

通常都是弱者依靠强者。在布尔什维克看来，原封不动地重复“无

产阶级在农民帮助下”这一波兰代表大会提出的公式，是完全可以

容许的，当然，如果说成“无产阶级引导”，也许更好些。可以就所有

这些公式进行争论，但是把这种争论当作“原则性的争论”，这简直

是笑话。象马尔托夫同志那样试图否认共同行动的概念包含“依

靠”的意思，就是典型的挑剔。象马尔托夫同志那样引用唐恩、阿克

雪里罗得和谢苗诺夫等同志的话说，“无产阶级依靠农民”夺取政

权就是“无产阶级单独”夺取政权，只会使读者感到可笑。如果我们

说，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依靠切列万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取消

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这一思想，那么有谁会相信取消这

种思想的只是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两个人，而同切列万宁、普罗

柯波维奇之流没有关系呢？

同志们，不应当把中央机关报上的争论变成挑剔。不能用这种

手法来避而不承认下面这个无可怀疑的主要事实：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的大多数成员，包括波兰同志和布尔什维克在内，都坚决主

张：（１）承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领袖作用；（２）承认斗

争的目标是无产阶级在其他革命阶级的帮助下夺取政权；（３）在这

些“帮助者”中间，农民占居首要的、甚至独一无二的地位。谁希望

就问题的实质进行争论，他就应当对上述三个论点，即使是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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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也好，提出自己的看法。马尔托夫同志对其中的任何一点也

没有从实质上分析过。马尔托夫同志忘记了告诉读者，在上述三个

论点的每一点上，孟什维克都是采取党所屏弃的观点，党所屏弃的

错误观点正是而且仅仅是孟什维主义！孟什维克在革命中的政策

就是无目的的运动，因此也就是以立宪民主党的动摇为转移的运

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孟什维克不知道，无产阶级应不应当争取

超领袖作用？应不应当尽力夺取政权？应不应当同时也考虑某一

阶级的帮助？不知道这一点，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就不可避免地要

陷于徬徨、产生错误、毫无原则，听任自由派摆布。

代表会议没有埋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也没有保证要

把它从党的日常活动中取消，相反却肯定了它，进一步更彻底地承

认了它。伦敦代表大会承认：（１）无产阶级的作用是“在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中充当领袖”；（２）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共同行动”，“完全服

从于共同攻击的目标”，同时也是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只要再

承认当前革命斗争的目标是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就够了。

这一点代表会议做到了，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公式：“无产阶级依靠

农民夺取政权。”

我们这样说，决不是否认和掩盖布尔什维克和波兰人之间的

分歧。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在他们自己的俄文出版物中，还是在

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或是在中央机关报上，都有充分的可能来说

明这种分歧。而且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也已经开始利用这种可能性。

如果马尔托夫同志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卷入

我们的争论中，那么，任何人都会看到，我们在一切基本问题上是

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一致反对孟什维克的，我们同波兰社会民主党

只是在局部性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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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马尔托夫同志迫使托洛茨基参加了他所安排的第三者的争

论，即一切非当事人的争论。关于托洛茨基，我们根本不可能在这

里对他的观点进行全面的分析。这需要写一篇很长的专门文章。马

尔托夫同志谈到了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援引了这些观点的一些

片断，因而使读者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因为片言只语不能说明问

题，反而使问题更加混乱。托洛茨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忽视革

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没有明确的看法。从这个根本错误中产生了一些局部性错误，马尔

托夫同志以同情和赞许的态度摘引了几段话，又重复了这些局部

性错误。为了使问题摆脱马尔托夫同志所造成的混乱状态，至少我

们要指明，托洛茨基的那些得到马尔托夫同志赞许的论断是错误

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前提是：或者某个现存的资产阶级政

党掌握农民，或者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显然，无论从一般理

论观点看来，或者从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这都是错误的。阶级的

“联合”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强大政党以至一切政党的存在为前提

的。否则就是把阶级问题和政党问题混淆起来。上述两个阶级的

“联合”决不是以某个现存资产阶级政党掌握农民为前提，也决不

是以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为前提！这个道理在理论上是很清

楚的，因为第一，要农民服从某个党组织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第二，

建立农民政党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个特别困难和特别漫长的过

程，所以“强大的独立”政党，打个比方说，只有到革命快结束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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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才能出现。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无产阶级和

农民曾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实行了几十次和几百次的“联合”，但

是农民并没有“任何强大的独立政党”。譬如，当工人代表苏维埃和

士兵代表苏维埃，或者和铁路罢工委员会以及和农民代表等等采

取“共同行动”的时候，就实现过这种联合。所有这类组织大都是非

党的，但是，这些组织的每一次共同行动，无疑都是阶级的“联合”。

与此同时，农民政党形成、产生和出现了——如１９０５年的“农民协

会”或１９０６年的“劳动团”——而且随着这样的政党的成长、发展

和立场的确定，阶级的联合也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从不明确的

和不定形的政治协议，直到十分明确的和完全定形的政治协议。例

如，在第一届杜马被解散后，发出了如下三个起义号召书：（１）《告

陆海军书》；（２）《告全国农民书》；（３）《告全体人民书》。在第一个号

召书上署名的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和“劳动团”委员会。这一次

的“共同行动”是否体现了两个阶级的联合呢？当然是的。否认这

一点，恰恰就是挑剔、或者就是把“阶级的联合”这一广泛的科学概

念变成狭隘的法律的、依我说几乎是公证人的概念。其次，能不能

否认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杜马代表签署共同的起义号召书后，这

两个阶级的代表在局部的地方的起义中采取了共同行动呢？能不

能否认关于联合起义的共同号召和共同参加地方的和局部的起义

的行动必然要求作出共同组成临时革命政府的结论呢？如果否认

这一点，那就是挑剔，把“政府”这一概念完全归结为完成的和定形

的现象，而忘记完成的和定形的东西是来源于未完成的和未定形

的东西。

其次，在第二个起义号召书上署名的，除了劳动团委员会和社

会民主党党团以外，还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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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俄农民协会、全俄铁路工会
１８３
和

全俄教师联合会１８４。在第三个起义号召书上署名的有波兰社会党、

崩得１８５以及除了后面三个组织以外的所有上述党派。

这就是政党和非党组织的定形的政治联合！这就是以沙皇政

府感到威胁的形式、以告全民书的形式宣布的尚未实现的“无产阶

级和农民的专政”！在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１８６１９０６年第６

号上，关于这些号召书有如下说法：“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党同其他

革命的政党和集团缔结的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这种协议

我们一向认为是适宜的和必要的”。现在，恐怕不会有很多的社会

民主党人同意这种说法了（参看《无产者报》１９０６年８月２１日第１

号和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２３日第８号①）。不能把战斗协议同政治联盟对

立起来，因为后一个概念也包括了前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现

政治联盟的方式也不一样，有时缔结起义的“战斗协议”，有时达成

议会协议，“采取共同行动反对黑帮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等等。

在革命的整个进程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一思想通过上千

种的形式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从签署抗税和提取存款的宣言（１９０５

年１２月）或起义号召书（１９０６年７月）起，一直到１９０７年和１９０８

年的第二届和第三届杜马中的投票为止。

马尔托夫同志所援引的托洛茨基的第二个说法，同样是错误

的。说“全部问题就在于：谁决定政府政策的内容，谁在政府政策上

团结清一色的大多数”等等，这是错误的。马尔托夫同志引证这一

点作为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论据，这就更加错误了。托洛茨

基本人在这个论断中，认为“民主派居民的代表可以参加”“工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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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就是说，认为政府可以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组成。至于无

产阶级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革命政府，这是另外的问题，在这个

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很可能不但同托洛茨基有分歧，甚至同波兰社

会民主党人也有分歧。但是革命阶级专政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归

结为在这个或那个革命政府中占“多数”的问题，不能归结为社会

民主党可以参加这个或那个政府的条件问题。

最后，马尔托夫同志引用的托洛茨基的第三点意见是最错误

的，而他却认为是“正确的”，这个意见是：“哪怕它〈农民〉这样做

〈“拥护工人民主制度”〉的时候，自觉性并不比往常拥护资产阶级

制度时更高。”无产阶级既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农民的不觉悟和成见

上面（而资产阶级制度下的统治者却正是指望和依靠这些东西

的），也不能认为在革命时期农民的哪怕是寻常的不觉悟和消极状

态会保存下来。俄国革命史的事实表明，１９０５年年底高潮的第一

个浪头，就立即推动农民建立了一种无疑是独立农民政党的萌芽

的政治组织（全俄农民协会）。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反革命势

力虽然除去了第一批先进农民，但是农民（这次破天荒地在全国范

围内，即在全俄选举中）马上为无疑是独立农民政党的雏形的“劳

动团”打下了基础。在这些萌芽和雏形中，有许多不稳定的、不固定

的和动摇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既然在革命开始时就产

生了这种政治团体，那么在革命达到“结局”，或确切些说，在它达

到高度发展即实现了革命专政的时候，就一定会产生更定形的和

更强大的革命农民政党。如果不是这样地看问题，那就等于认为一

个人在成年时某些重要器官的大小、形态和发育程度仍然会象儿

童时期的一样。

不管怎样，马尔托夫同志得出结论说，代表会议在关于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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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农民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同意了托洛茨

基的见解，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上这是企图从字里行

间“抠出”那些代表会议所根本没有讨论、引述和提到过的意思。

四

马尔托夫同志在谈到考茨基的时候，又在寥寥几句话中集中

了一大堆错误。为了从实质上回答马尔托夫同志，几乎必须把一切

都向读者从头讲起。

认为“许多人，也包括给考茨基的《前途》一书写序言①的列宁

在内，都坚决否认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是根本不对的，此

外，说考茨基“宣称俄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不对的。

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普列汉诺夫曾经向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许多代表人物提出一些

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第二个问题是“社会

民主党对于按自己的方式争取政治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什

么行动”。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就包含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两个

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把革命的“一般性质”即它

的社会经济内容同革命动力问题混为一谈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

混淆这两个问题，甚至不能不经过特别的、具体的分析就直接地从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中引伸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第二个错误是：把

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同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作用混为

一谈了。的确，农民和自由派都可以归到“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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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概念里去，但是无产阶级对待这两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

必然要有本质的差别。

考茨基立刻发现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错误，并且用自己的回

答纠正了这些错误。考茨基不仅没有想否认，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

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且明确地承认这一点。下面就是考

茨基在那本被马尔托夫同志大肆歪曲了的《前途》一书中所谈的与

此有关的一段话：

“当前的革命〈俄国的〉在农村只能导致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

上出现殷实农民，从而在无产阶级和农村居民中的有产者之间掘

出一道象西欧已有的那种鸿沟。因此，即使当前的俄国革命暂时地

使社会民主党人取得政权，也不能设想，这个革命会确立社会主义

的生产方式。”（尼·列宁校订的俄译本第３１页）

列宁在该书序言中说（同上，第６页）：“不用说，所有俄国社会

民主党人关于农民运动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关于农民的小生产不

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等基本论点，考茨基是完全同意的〈黑体是尼·

列宁在序言中用的〉。”列宁在这里所指的正是上面那段考茨基的

话。

马尔托夫同志断言，列宁坚决否认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

这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列宁谈的恰恰与此相反。考茨基明确地

承认，我国革命按其一般性质即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

级革命。

考茨基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认为”，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一

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作这样或那样的回答。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即以

资产阶级为动力的革命时期，已经过去了，在俄国也是如此……资

产阶级不是当前俄国革命运动的动力，因此这一运动已不能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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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运动”（第２９页）。读者可以看到，考茨基的这段话十分明

确地说明的是什么，所指的是什么。他分明不是就革命的社会经济

内容来谈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在“革命的动力是资产阶级”这个意

义上来谈资产阶级革命的。

其次，考茨基明确地划清了“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

民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界限，从而纠正了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错误。

考茨基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就在于工业无产阶级和

农民的利益的共同性”，“没有农民，现在我们就不可能在俄国赢得

胜利”（第３１页）。值得指出的是（当谈到马尔托夫同志在原则性争

论中肆意纠缠“和”字这个毫无意思的问题时），考茨基在这篇文章

里，也就是在１９０６年，有一页上不但使用了“依靠”这个说法（“俄

国无产阶级可以依靠什么阶级呢？”），而且使用了下述说法：“无产

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同其他阶级结成的联盟，首先应当以共同的经

济利益为基础。”（第３０页）

难道马尔托夫同志不会责备卡·考茨基，说他在１９０６年预见

到要在１９０８年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二月代表会议，是存心要

“把读者弄糊涂”，“捂住和贴住”布尔什维克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

的分歧，是要“挑剔”……吗？

我们看到，考茨基在维护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

农民联盟的思想时，实质上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思想，完全是遵

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１８４８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１８７上写

道：“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指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日以后

的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即害怕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

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见梅林编的《马克思文集》第３卷，俄

文版目前只出了两卷）马克思在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９日写道：“１８４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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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对１７８９年法国革命的讽刺……１７８９年的法

国资产阶级一分钟也没有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１８４８

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

马克思在这里谈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显然是拿勾结反动

势力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和以农民为主的民主派资产阶

级加以对比。不能认为，马克思提出这种观点是由于他的社会主义

世界观在当时还没有形成。１８９２年，也就是过了４４年以后，恩格

斯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新时代》杂志第１１年卷第１册；俄

译文载于《历史唯物主义》论文集中）中写道：“……在所有三次资

产阶级大革命〈１６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１７世纪的英

国革命和１８世纪的法国革命〉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

正是由于农民〈在英国革命中是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的参与，斗争

才进行到底，查理一世才上了断头台。”①

可见，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就是２０世纪的无产阶级已

经不象１６、１７、１８世纪那样作为城市平民屈居第二位，而是升到第

一位了。

五

现在来总结一下。马尔托夫同志涉及的问题非常重要，值得在

党中央机关报上极其认真地进行辩论。但是这个问题单是“涉及”

一下是不行的，应当从实质上加以分析，分析时不仅要根据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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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恩格斯的学说，还要根据俄国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的经验。

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就是做

民粹派的俘虏，这只能付之一笑。这样发表议论的冒牌马克思主义

者，首先应当责备考茨基、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民粹派的俘虏。在

一切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比较成熟的）只是同农民结成

联盟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也是

如此。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经验和每次大的事变都实际证实了这个真

理，因为一切决定性的发动，不论是“战斗”发动或者议会发动，实

际上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共同行动”。

我们党坚持这种看法，即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

作用是领袖的作用，为了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必须和农

民共同行动，革命阶级不夺取政权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社会民主党

人如果抛开这个真理，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动摇，从事“无目的的

运动”，有时甚至去鼓吹达成无原则的协议，这样实际上也就是做

立宪民主党的俘虏，让工人阶级听任自由主义君主派反革命资产

阶级的摆布。

载于１９０９年３月９日（２２日）和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３月２１日（４月３日）《社会民主 第１７卷第３７０—３９０页

党人报》第３号和第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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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会

（不早于１９０９年３月２３日〔４月５日〕）

  我们看了《前进报》第７９号（１９０９年４月３日附刊１）登载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组织问题》一文，不得不向德国社会民主工

党执行委员会提出严重抗议。我们受中央的委托关照国外事务，因

此我们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请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

委员会密切注意业已形成的极其不正常的局面。德国社会民主党

中央机关报顽固地无视我们关于在国外成立专门的中央代表机关

的正式声明，不发表早就寄去的关于这个机构及其通讯处的消息。

与此同时，《前进报》却发表了“一个同志的报道”，谈党内正式的一

件大事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然而在报道中没有引用代

表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两个决议）的正式文本。《前进报》发表

的这封信没有引用党的正式决议，完全歪曲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中间所发生的争论和分歧，不但如此，这封信还包含着隐蔽的、反

对代表会议决定的派别性论战。这种论战尤其会恶化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各派别之间本来就不正常的关系。这种论战会激起特别的

恼怒和愤恨，同时要向德国同志说明我党的真实情况和意见分歧

也更困难了。

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请德国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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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执行委员会研究如下问题：如何在《前进报》上说明俄国的分歧，

发表有关俄国问题的文章，刊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

公报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的正式文本。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请执行委员会就以下问

题作出决定：《前进报》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内生活，是否可以

不引用中央委员会的公报和党的决议的正式文本。

在实质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认为这篇文章对真相大肆

歪曲，至少必须指出其中的三点主要的错误，因为要把所有错误都

列举出来，就得写一本书才行。

（１）代表会议就组织问题通过的第一个决议，肯定在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内，在组织政策的根本性问题上有两个派别。党在这个决

议中谴责了被称为“取消主义的”、即实际上要取消目前的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的那一派别。投票赞成这个决议的不但有全体布尔什

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全体代表，而且崩得的三个代表中也有

两个投票赞成。

（２）布尔什维克提出并经党通过的关于对目前形势的估计的

决议，一开始就指出，旧的农奴专制制度正在瓦解，它在向资产阶

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孟什维克没有提出自己的决

议草案，但是投票反对这个决议，他们提出的唯一的修正就是把

“资产阶级的”改为“财阀的”。

（３）乌克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没有表示赞同而且也不可能表

示赞同孟什维克的意见，因为乌克兰的代表没有出席代表会议。至

于提到波兰社会党同意孟什维克的意见的问题，这个党并没有参

加而且也不可能参加代表会议，因为它没有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孟什维克提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这个党合并，这个建议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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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代表会议的否决，代表会议未加讨论就转入了下一项议程。

载于１９４７年《列宁全集》俄文第４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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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

（１９０９年４月４日〔１７日〕）

  我们在《无产者报》第４２号上已经对“召回主义”和“最后

通牒主义”作了一个总的评价①。上面所载的彼得堡召回派的决

议，是他们在选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二月代表会议代表时的纲

领（遗憾的是，直到代表会议开过以后《无产者报》编辑部才收

到这个决议），谈到这个决议，我们不得不把在那里讲过的许多话

重复一下。

这个决议满篇都是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几乎每一

条都表明，起草人的思想还不成熟，或者他们忘记了社会民主党的

起码的常识。第１条写道：“……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这

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指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已经结束？大概不

是。起草人指的是群众直接革命斗争的阶段已经结束。我们应当

这样理解，免得把十分荒谬的思想加在召回派身上。既然是这样，

那他们也就是承认目前不具备群众直接革命斗争的条件。然而，为

情况所迫而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的召回派却不能从这里想出结论，

不能自圆其说……“俄国……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不

错！还只是正在走向高潮，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高潮，——根据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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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和语法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这个还没有到来的高潮的

“特点”却是“尖锐冲突”等等。结果弄得很荒谬：召回派不会说明现

在的特点，而去说明我们“正在走向”的未来的“特点”，以掩盖对这

个现在的无知。例如，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一个“贫困化的城

市小资产阶级”；不经过分析就使用这个提法；为什么未来高潮的

“特点”是贫困化的小市民的尖锐冲突，无论从哪方面都看不出来。

为什么恰好现在需要加上一个贫困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不得而

知；其实，流氓无产阶级的特点，有时候是尖锐冲突，有时候是异常

不坚定和毫无斗争能力。召回派的思想是极不明确的，因此我们并

不感到奇怪，为什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上，同两个召回

派一起投票赞成加上“贫困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个说法的，只

有两个崩得分子！我们认为，召回主义是改头换面的机会主义，这

种看法得到了极好的证明。

同谁发生尖锐冲突呢？“同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农奴主的统治

集团”。而不是同专制制度？召回派不会把在上述两个阶级之间看

风使舵的专制制度同这两个阶级的直接统治区别开来，结果弄得

很荒谬：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组织力量的秘密工作正在进行……”吸取经验，消化新

的教训，积聚力量，这些事可以并且经常是秘密进行的，但是组织

力量的工作，甚至在不合法活动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也不可能

是秘密进行的。在１９０１—１９０３年间，组织力量的工作是非法进行

的，而不是秘密进行的。召回派是在重复而且在歪曲那些死记硬背

的片言只语。

第２条写道：“在俄国阶级矛盾发展得很尖锐的时候，将会通

过革命的形式解决这种冲突……”俄国的阶级矛盾不象已经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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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任务的欧洲那样尖锐。召回派没有注意到，他

们在想深化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却逐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走

向了机会主义者。

“……革命将导致武装起义……”

关于斗争的目标，一点也没有说清楚，关于目前专制制度发展

的局势，也根本没有说清楚，但是，关于斗争的手段，召回派却急于

发表意见，以便宣称自己是“革命者”。亲爱的同志们，这是幼稚的

做法，因为你们再一次表明，你们死记硬背的片言只语虽然很好，

但是你们不理解其中的意思。在１８９７年、１９０１年和１９０５年，革命

的社会民主党人对起义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虽然在１８９７年和

１９０１年，俄国无疑是“在走向革命高潮”，走向“尖锐冲突”和“革

命”，但是直到１９０５年１月９日以后，他们才把起义提到日程上

来。只是死记硬背口号是不够的，应当善于考虑什么时候提出这些

口号合适。在“高潮”还没有到来，在最狭窄和最直接的意义上的

“革命”还没有成为现实以前（而召回派谈的是将来的革命：“将会

通过革命的形式”），只提出一种斗争手段的口号，那就使自己成了

面目全非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的决议谈到日益迫近的

革命危机和斗争的目标（各革命阶级夺取政权），而更多的东西目

前是不能谈，也不需要谈的。

那些莫名其妙的、甚至当作“彻底改革”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改

革”是怎样来的，只有天晓得。这是什么意思，看来连召回派自己也

不明白。

第３条写道：“因此，社会民主党作为彻底革命的政党，应当把

杜马外的斗争提到首要地位……”

有人（“最后通牒派”）目光竟这样短浅，甚至觉得我们同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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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意见分歧只是实际做法上的分歧，只是对实行共同的策略所

采用的手段和方法的估价不同而已！１９０７年夏天，关于抵制第三

届杜马方面的意见分歧可能只是实际做法上的分歧，抵制派的错

误可能只是在选择手段来实行全体布尔什维克共同的策略当中的

错误。在１９０９年还这样谈，那是可笑的。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

错误就是在原则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请实际地想一下：“因此”，

也就是因为我们“正在走向”高潮，冲突“将会通过革命的形式”，

“因此”，应当把杜马外的斗争提到首要地位！同志们，这简直是用

文字的堆砌来掩饰惊人的思想混乱！你们在自己的决议中根本还

没有提到杜马，却造出一个结论：“因此”——“杜马外的斗争”！因

为我们不懂得杜马的意义和党在高潮迫近时期的任务，所以我们

宣布要进行杜马外的斗争，请看，召回派的论断是多么荒谬。他们

片言只语地重复他们所不理解的布尔什维克的论断，这些话却是

在不仅宣布要进行而且有群众正进行杜马外斗争的时期说的，而

他们重复这些论断是在自己也认为“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

即群众直接斗争的条件暂时还不存在的时期。

他们死记硬背关于杜马活动要服从杜马外的工人运动的利益

和方向的正确原理，而且把死记硬背的片言只语重复得不是时候，

歪曲得面目全非。

召回派不是强调除了杜马的工作以外，现在还必须尽最大的

力量在杜马外面在群众中进行坚定的、长期的、耐心的组织工作和

宣传工作，却同社会革命党人一道大喝其“杜马外的斗争”、冲击等

等“革命的”高调。

召回派在决议（第１条）的末尾写道，“采取直接的积极行动在

目前是不可能的”，但在开头却宣布要进行杜马外的斗争。这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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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吗？

“……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完全胜利而做的工作……”先是片

言只语地谈了关于斗争手段的想法，然后再谈关于目标的想法！

……“并为了这个目标而把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

……”同志们，在首先的和“首要”的问题是巩固和恢复半瓦解的

党组织的时候，这些都是空话。

第４条（“召回主义”的妙论之一）说：“党只能利用那些不会模

糊和削弱革命斗争的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的形式……”

在“讲求实际的”最后通牒派看来，这就是对问题的“切合实际

的”提法！召回派不得不在１９０９年寻找一些为自己辩护的原则性

理由，而这样做必然会使他们陷入泥潭。“只能……那些不会模糊

……的活动的形式”这句话显然是指社会民主党人的杜马工作，指

他们利用半合法和合法组织的活动。这样说来，有的“活动的形

式”会模糊革命斗争，有的不会模糊革命斗争。为了使不会思考的

人不必开动脑筋，我们应该列一个“活动的形式”表，把那些会“模

糊”革命斗争的形式划掉，——这才是真正革命的策略吧！！

亲爱的同志们，拿合法书刊来说吧！这种“组织活动和宣传活

动的形式”会不会模糊革命斗争？当然，在斯托雷平制度下是会“模

糊”的！那就是说，应当把这种书刊取消，——召回派的结论就是如

此，他们不能指出革命社会民主党利用各种不同的形式的条件，因

而大发谬论。布尔什维克提出和通过的代表会议决议写道：“党应

当特别注意利用和巩固现有的组织，并且建立新的、非法的、半合

法的和尽可能合法的组织，这些组织可能会成为党的据点。”这个

决议同召回主义有天壤之别。“只能……那些不会模糊……的形

式”，这是一句空话，只不过是个“高调”，而不是革命性。建立党的

１７３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



非法的“工人委员会”来利用“半合法的和尽可能合法的组织”，这

是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他们考虑到了在当前局势下必须采

用的“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的形式”，善于指出各种不同“形式”的

真正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方式。

取消社会民主党的合法书刊，这是一句空话，是做不到的，因

而只是对那些明知做不到的机会主义者有利。划清愿意对自己的

合法著作向党负责的有党性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没有党性的投机著

作家的界限，这是一个困难的、然而是能够实现的任务，这会给愿

意同党一起工作的人们指出实际的工作方向。取消合法的杜马党

团，取消合法组织，这是一句只是对那些很想摆脱党的监督的机会

主义者有利的空话。不断进行这种监督，“利用”合法组织，纠正社

会民主党人的各种错误和错误的策略，——这是党的任务，我们和

一切愿意执行代表会议决定的人将来完成这个任务。

……第４条最后写道：“坚决反对反革命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

的任何勾结。”

哎！召回派总是不合时宜地重复布尔什维克出版物的一些思

想中的片言只语。同志们，应当把情况弄清楚。在第一届和第二届

杜马时期，政府还在摸索勾结的道路，而立宪民主党人却把这种勾

结当作“斗争”的口号来向人民宣传（这些口号甚至迷惑了社会民

主党内的孟什维克）。当时坚决反对这种勾结才是真正及时的口

号，迫切的任务，才能把骗局揭穿。现在，勾结的道路已经摸索到

了，沙皇政府同被召回派称为“集团”的那些阶级已经勾结起来了，

而且，谁也不会被第三届杜马中实现的勾结迷惑了。现在，把“坚决

反对任何勾结”当作鼓动的中心，那就是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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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条写道：“不能把我国的国家杜马看作是在政治自由的范

围内和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一定的自由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

议会，它不过是沙皇政府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勾结……”这里有

两个错误。不能说，不是议会，而是勾结，因为世界上的许多议会都

不过是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同各式各样中世纪制度残余

的勾结。为了不让黑帮－十月党人的议会成为俄国的第一个议会，

我们当时应当斗争，而且我们也进行了斗争，但是，不管我们怎样

努力，这已成了事实，既然历史迫使我们非经过这个阶段不可，那

么，只靠感叹，只靠唱高调来逃避这个不愉快的现实，就是一种幼

稚可笑的行为。第二个错误是，在决议的起草人看来，如果有“一定

的自由”，那就是“议会”，如果没有，那就是“假玩意儿”。这是庸俗

的民主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应该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不是马克思主

义者。第三届杜马时期的自由比第二届杜马时期要少得多，然而第

三届杜马却是比较不那么虚假的议会，因为它比较真实地表现了

当前各统治阶级和国家政权的实际关系。只要政权还掌握在沙皇

和农奴主－地主的手中，在资产阶级的俄国就不可能有任何别的

议会。这个毫无虚饰的真理，只有立宪民主党人才会加以抹杀，社

会民主党人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第６条倒是例外，它是正确的。不过这个例外所证实的是相反

的常规，因为……因为召回派在这一条中叙述的不是自己的思想，

而是通过代表会议决议的反召回派的思想。

几点结论。（一）“……杜马是……勾结……和反革命的工具

……”说得正确！“……只是巩固专制制度……”这个“只是”是不

对的。专制制度终于组织起这个杜马，从而延缓了自己的灭亡，但

它不仅没有因此而巩固，反而逐渐瓦解了。杜马是一种“掩饰”，但

３７３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



是也是一种“暴露”，因为它第一次公开地在成千的问题上表明沙

皇政府是依赖反革命阶层的，第一次大规模地显示了罗曼诺夫同

普利什凯维奇、沙皇政府同“俄罗斯人民同盟”１８８、专制制度同杜勃

洛文—伊利奥多尔一波洛夫涅夫之流的内在联盟。

至于说杜马会使沙皇政府的罪行合法化，这是毫无疑义的，但

这是一定的阶级为了一定的阶级的利益而使之合法化的，社会民

主党的任务正是要在杜马讲坛上阐明这些很有教益的阶级斗争的

真理。

“……第三属国家杜马８个月的活动表明，社会民主党不能利

用杜马……”

这才是召回主义的中心思想，而我们的“最后通牒派”说，既然

我们花了许多力量来建立党团，就不能轻而易举地把它召回来！这

种可笑的狡辩只能掩饰召回主义的错误，把事情弄得混乱不堪。

问题是明摆着的，狡辩在这里无济于事：８个月的活动证明，

究竟有没有可能利用杜马讲坛呢？召回派的回答是不正确的。虽

然党对党团进行的工作有很大的困难，但是这一工作毫无疑义地

证明，利用杜马讲坛是可能的。遇到困难和犯了错误就垂头丧气，

是意志薄弱的表现，是用知识分子的“高调”来代替无产阶级的耐

心的、坚定的和顽强的工作的表现。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党在议会

活动初期遇到的困难要多得多，犯的错误也多得多，但是它们没有

抛开任务，而是克服了困难，改正了错误。

（二）“……我们的党团……坚持机会主义策略，过去和现在都

不可能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坚定不移的、一贯忠诚的代表……”

召回派同志们，最伟大的真理也可以被庸俗化，最伟大的任务

也可以变为空谈，而你们正是在这样做。你们把同机会主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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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空谈，这只对机会主义者有利。我们的党团过去有错误，现

在还有错误，但是党团工作的经验证明：党团“过去能够、现在也能

够”坚定地、一贯地代表无产阶级。说它过去能够、现在也能够，当

然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党要指导党团，帮助它，派最好的干部去

领导，草拟指示和发言，向党团说明小市民知识分子的主张的危害

性，因为这种知识分子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总是最容易进

入各种接近议会的机关的。

同志们，要有勇气承认，在切实指导党团的工作、给党团以

实际帮助这方面，我们还做得远远不够。要有勇气承认，如果我

们能够巩固自己的组织，团结自己的党，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创

办一些经常影响广大的无产者阶层的党的机关报，我们就可以在

这方面多做出十倍的事情。我们就是在向这方面努力，凡是愿意

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人，都应该向这方

面努力。

召回派把同党团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变成了空谈，因为他们只

死记硬背了一些词句，却不懂得无政府主义者对机会主义的批判

和社会民主党人对机会主义的批判有什么不同。拿无政府主义者

来说：他们老是抓住每一个错误，抓住每一个社会民主党议员，老

是叫嚣什么甚至倍倍尔也曾经作过几乎是爱国主义性质的发言，

也曾经在土地纲领问题上采取过错误的立场，等等。的确，甚至连

倍倍尔在自己的议会生涯中也曾经犯过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由

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结论就是应当召回

所有工人代表。无政府主义者责骂社会民主党的议员，要同他们决

裂，并且一面责骂，一面反对锻炼无产阶级的政党、制订无产阶级

的政策和培养无产阶级的议员。实际上，无政府主义者的空谈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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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成了机会主义的最可靠的帮凶，成了变相的机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人从这些错误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结论是：如果

党没有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建立一个真正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团，那

么甚至倍倍尔也不能成其为倍倍尔了。但愿人们不要对我们讲：

“我们党团里没有倍倍尔这样的人。”倍倍尔不是天生的，而是锻炼

出来的。倍倍尔不是一出世就是现成的倍倍尔，好象密纳发从丘必

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１８９，而是党和工人阶级培养出来的。谁要说，

我们这里没有倍倍尔这样的人，他就是不知道德国党的历史，不知

道有一个时期，在实行非常法的情况下，奥古斯特·倍倍尔犯了机

会主义的错误，可是党纠正了这些错误，党给倍倍尔指出了方

向①。

（三）“社会民主党党团继续参加国家杜马……只会给无产阶

级带来害处……降低社会民主党的尊严和威信……”只要指出

１９０９年的预算辩论，指出别洛乌索夫的发言１９０，就可以说明，在这

些极端夸张的说法中“量变怎样进到质变”，从这种极端夸张的说

法中怎样产生了（不以召回派同志的意志和认识为转移）无政府主

义的空谈。如果认为这些讲话“带来了害处”，不能证明利用杜马讲

坛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那么意见分歧就超出了对讲话作估价的范

围，而成为在社会民主党策略的基本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

……（１）“开始广泛的鼓动……宣传‘打倒第三届国家杜马，的

口号……”

我们在《无产者报》第３９号上已经说过，这个一度迷惑了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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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召回派工人的口号是不正确的①。这要么是立宪民主党人要求

在专制制度下进行选举改革的口号，要么就是重复在自由派杜马

掩饰反革命的沙皇制度、力图妨碍人民看清自己的真正敌人的那

个时期里背熟了的词句。

（２）“召回……党团，就是强调……杜马的性质和社会民主党

的革命策略。”

这是套用莫斯科召回派的论点：召回党团就是强调革命并没

有被埋葬。这样的结论（我们把《无产者报》第３９号的话再说一

遍）不过是“强调”那些善于这样议论的社会民主党人被埋葬了。他

们就这样埋葬了自己，使自己不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丧失

了鉴别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能力，所以才挖空心思想出这个

“强调”革命空话的手法。

（３）“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组织和准备……公开的……斗争

〈因此就要放弃杜马讲坛上的公开宣传！〉……和宣传”等等。

社会民主党放弃杜马讲坛上的宣传是很不体面的，这一点召

回派忘记了。

他们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了某些最后通牒派不断重复的论点：

“把力量花在这种没有希望的杜马工作上是不合算的，让我们更有

成效地使用一切力量吧。”这不是什么合算不合算的论点，而是诡

辩，这种诡辩必然会产生（这也不以起草人的意志和认识为转移）

无政府主义的结论，因为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指出社会民主党

议员的错误的时候，都号召他们不要再“和资产阶级议会打不合算

的交道”，把“所有这些力量”都用到组织的“直接行动”上。但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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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就会瓦解广泛的全面的工作，而空喊一些由于脱离群众而软弱

无力的“口号”。只有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才会以为这是新的只是

由于第三届杜马才出现的论点。不是的，这是一个全欧洲的常见的

非社会民主党的论点。

总之，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是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

这是怎样造成的呢？孟什维克赶忙说，当然是由整个布尔什维主义

的错误造成的。这样的结论对孟什维克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不

过很可惜，客观事实不是证实而是推翻了这个结论。这些客观事实

告诉我们，不仅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发展中，而且在整个俄国马克思

主义的发展中，都有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的时期；俄国

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克服这种成长过程中的毛病、克服自己的影

响范围扩大过程中的毛病的同时巩固和成长起来的。俄国的马克

思主义是在上一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的一个侨民团体（“劳动解放

社”）的著作中产生的。

但是，只是从上一世纪９０年代的后半期起，当俄国的马克思

主义书刊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浪潮”出现的时候，俄国的

马克思主义才成为俄国社会思想的一个流派和工人运动的一个组

成部分。结果怎样呢？这个浪潮带来了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一

个是司徒卢威主义，一个是工人事业主义和“经济主义”。马克思主

义之所以能够成长壮大，就是因为它不掩饰分歧，不玩弄外交手腕

（不象孟什维克对马斯洛夫、切列万宁、库斯柯娃、普罗柯波维奇、

瓦连廷诺夫、叶尔曼斯基之流那样玩弄外交手腕），而是对俄国生

活的可悲条件和俄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转折所产生的歪曲进行

了并且完成了胜利的进攻。布尔什维主义不掩饰俄国生活的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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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反革命时期的转折所造成的歪曲正在开始把布尔什维主义

弄得面目全非这一事实，而是公开向群众解释，召回派和最后通牒

派要把党团和党引向什么样的泥潭，因此，布尔什维主义一定会成

长和巩固起来。

载于１９０９年４月４日（１７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４４号附刊 第１７卷第３９４—４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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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和

无产阶级的任务

（１９０９年４月８日〔２１日〕）

  关于工商业资产阶级“向左转”的问题，在我国合法报刊上已

经谈论很久了。人们指出并认为，十月党的报刊常常抱怨“农民”

（应读作：农奴主－地主）杜马，抱怨沙皇政府的有关政策；同时指

出并认为，工商界的许多地方性的同业团体和全国性的组织，从地

方上的交易所委员会１９１到“工商界代表大会委员会”
１９２
，近几年来，

特别是在最近，都对地主的政策表示不满。据报道，莫斯科“百万富

翁与学术界握手言欢”，即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大亨克列斯托夫尼科

夫、古容、沃尔斯基等人同立宪民主党的教授和著作家曼努伊洛

夫、司徒卢威、基泽韦捷尔之流举行秘密会议。不用说，自由派报

刊，包括孟什维克的机关报，对每个这样的消息都谈得津津有味，

而且用各种各样的调子来鼓吹自由主义的复活和更新。

资产阶级的臭名昭著的“向左转”，表现在沙皇政府的“政治”

措施和杜马的发言中。俄国商界的宠儿（同时也是官场老手）季米

里亚捷夫先生被任命为工商业大臣。３月１３日，他在杜马中发表

了长篇“纲领性的”演说，——这样的大臣演说在世界各国黑帮资

产阶级的和纯粹资产阶级的议会中叫作纲领性的演说，完全是“为

了显示自己了不起”。事实上，这位沙皇大臣根本没有谈到什么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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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只是照例发表一些空洞的议论，向资本家献殷勤，对工人阶级

进行威胁，这种威胁当然是同官方的虚伪的“同情”词句结合起来

的。３月１９日，这位大臣又同资本家的领袖在莫斯科接吻了：季米

里亚捷夫和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在莫斯科交易所协会的会议上相互

亲切致词。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在对最尊敬的季米里亚捷夫致欢迎

词时说：“俄国正在害病，但是只要妥善照料，它的病并不可怕，很

快就会好的。”季米里亚捷夫则对最尊敬的克列斯托夫尼科夫表示

感谢，并代表政府表示完全同意用斯托雷平经过考验的“过渡时

期”的办法来“照料”病人。

试问，促使资产阶级这样“向左转”的客观原因是什么，它的阶

级意义是什么呢？马尔托夫同志在《复兴》杂志１９３第１—２期合刊上

发表了一篇题为《资产阶级的“向左转”》的文章，用这位作者不很

常见的直率和明确的态度回答了这些问题。他写道：“实际生活表

明，如果进行资产阶级改造的经济发展条件已经成熟，而资产阶级

又不能成为这种改造的动力，那就是说，在这个阶级进一步发展成

为社会变革的动力以前，这种变革无法完成。”他在文章的另一个

地方又写道：“谁要认为，现行宪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和资产阶

级这两个同样的‘反革命因素’的有机结合，谁就可能以为，类似上

述的现象〈即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只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

没有必然联系的局部情况…… 只有那些事先深信社会发展的进

程肯定会使俄国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同……六三体制尖锐对立起来

的人，才会认为这些孤立的现象具有征兆性的意义。”

请把这些话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１２号的声明对照一

下：“……我们也赞同高加索人的建议〈即唐恩、阿克雪里罗得和谢

苗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不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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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君主制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而要说成是‘财阀的’，因为这

个修正根本否定了布尔什维克决议的错误论断，即俄国沙皇政府

开始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国孟什维主义的整个政治理论及其全

部结论：既然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在资产阶级没有成为这

个革命的动力时，这个革命就不能完成；资产阶级的“向左转”证

明，资产阶级正在成为这种动力，根本不能说它是反革命的；俄国

的沙皇政府正在成为财阀的、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沙皇政府。显然，

由此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要维护工人政党在我国资产阶级革命中

的机会主义策略，维护无产阶级支持自由派的策略，而反对要无产

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联合农民、不顾自由派的动摇和叛变而起

领导作用的策略。

我们看到，孟什维克的策略是赝制的马克思主义，是用“马

克思主义的”词句掩饰起来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货色。这种策略所

依据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推论方法，而是披着马克思主义者外

衣的自由派的推论方法。只要大致回顾一下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

历史和结果，就会确信这一点。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谈到１８４８

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写道：“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

于害怕人民，即害怕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

守同盟。”①马克思和德国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根据这个观点来

评价１８４８年革命和德国资产阶级后来的策略的。大资产阶级的反

革命性并没有妨碍它在比如６０年代的宪制冲突时期１９４“向左转”，

但由于无产阶级没有采取独立的坚决的行动，这种“向左转”并

２８３ 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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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产生革命，而只是产生了怯懦的反对派，促使君主制愈来愈

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制，而不是破坏资产阶级同容克即反动地主的

联盟。

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着的。相反，自由派却认为，工人由于

提出了过分的要求，表现了缺乏理智的革命性，不适时地攻击了自

由派，因而把自己可能的同盟者推到了反动派的怀抱里，妨碍了德

国自由事业的胜利。

十分明显，我们的孟什维克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掩饰赝

制的马克思主义，掩饰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变。

不论是在１７８９年后的法国，还是在１８４８年后的德国，君主制

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这是没有疑

问的。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以后，都渐渐变成了反革命阶级，这

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是不是说，在１７８９年后的法国和１８４８

年后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和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没有

基础了呢？当然不是。尽管法国资产阶级具有反革命性，但是它在

１８３０年还是“向左转”了，德国资产阶级在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也“向左

转”了。由于无产阶级没有独立采取行动，没有在资产阶级革命阶

层的帮助下夺取哪怕是一个短时期的政权，资产阶级的“向左转”

并没有引起革命（德国），只是使君主制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

的道路上又迈了几步。只有无产阶级采取独立行动，而且同资产阶

级革命阶层结成联盟去夺取政权，推翻旧政权（法国在１９世纪就

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情形），资产阶级的“向左转”才会成为新

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可是这些历史常识，我们的孟什维克居然都忘了，并且作了歪

曲，采取了自由派的观点：在资产阶级没有成为动力以前，俄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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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完全不懂历史辩证法和１９世纪的经验

教训的表现。恰恰相反，如果同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在我国是

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无产阶级不能撇开立场不稳的和反革命的资

产阶级的动摇和叛变而成为独立的动力，俄国是不会发生资产阶

级革命的。

可爱的孟什维克同志们，俄国沙皇制度不是在尼古拉二世时

期，而是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开始转变为“财阀”君主制，“开

始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但是，没有资产阶级独立的阶

级组织，沙皇制度是不可能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１９０５年

的革命使我们走上了更高的阶段，旧的斗争在政治关系更加发展

的情况下又重新开始了。第三届杜马是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治

组织在政治上已经定形的全国性联盟。沙皇政府企图借助这两个

阶级的组织来完成客观上必然提出的历史任务。它的这种企图能

得逞吗？

不能得逞。看来，不但是没有成立“上层”阶级的全国性代

表机关的财阀沙皇政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就是借助黑帮资产阶

级杜马的半资产阶级沙皇政府也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杜马在帮助

沙皇政府完成这个任务，但是这种帮助看来是很小的。促使资产

阶级“向左转”的客观事实是，尽管沙皇政府实行了斯托雷平的

革新，资产阶级的发展并没有得到保证。１９０５年以前，在沙皇政

府没有成立任何代表机关的时期，地主和贵族代表的“向左转”是

危机迫近的标志，同样，在１９０９年，在沙皇政府为克列斯托夫尼

科夫之流成立了全国性的代表机关的时期，这些大亨的“向左

转”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没有完成”、“引起

１９０５年革命的基本因素还在继续发生作用”（代表会议关于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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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的决议）的标志。

孟什维克仅仅局限于这样一个论断：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

革命，我国的资产阶级在“向左转”。仅仅局限于这一点，就是把马

克思主义从“行动的指南”变成僵死的教条，就是赝制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采取自由主义的观点。在有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可

能不会取得任何彻底的胜利，结果旧的君主制慢慢地转变为资产

阶级的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君主制（如德国）。在有的资产阶级

革命中，无产阶级可能采取一系列的独立行动，因而取得彻底胜利

而又遭到严重失败，结果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法国）。

试问，俄国的历史解决了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吗？孟什维克不

懂得这个问题，不敢提出这个问题，回避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意识

到，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就等于在政治上跟着自由派资产阶级跑。

我们认为，俄国的历史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近几年的阶级斗争

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１９０５—

１９０７年）不容置辩地证明了我国资产阶级的极端动摇性和反革命

性，证明我国无产阶级能够成为胜利的革命的领袖，证明民主派农

民群众能够帮助无产阶级取得这个革命的胜利。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孟什维克对我国劳动派农民所持的纯

粹自由派的观点。孟什维克说：劳动派充满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他

们争取土地的斗争是为了实现土地社会化或土地平均使用这些荒

诞反动的口号。“因此”，劳动派争取土地的斗争削弱了争取自由的

斗争，劳动派的胜利是农村战胜城市的反动的胜利，——这就是马

尔丁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１０—１１号合刊上发表的议

论和马尔托夫在《２０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文集１９５中发表的议

论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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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派农民的这种估计，同上面所援引的有关资产阶级革

命的论断一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肆意歪曲。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

善于识别这种在民粹派学说（把这种学说当作社会主义学说来评

价，它的确是一种荒诞的、空想的、反动的学说）的外衣下所进行的

反对整个现代地主土地占有制的革命斗争的现实意义，那是最坏

的学理主义。孟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表现了惊人的盲目无

知，他们看不到，在俄国农民的生活条件下，俄国农民的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性在意识形态上只能表现为对平分土地的救星作用的

“信仰”。“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

是正确的”①，——对恩格斯的这句话，我们的孟什维克是永远也

理解不了的。他们这些学究在揭露民粹派学说的错误时，闭眼不看

这些冒牌社会主义学说反映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现代斗

争的真相。

而我们说，必须坚决反对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人民社会党

人之流的冒牌社会主义学说，又要直截了当地、坚定不移地承认无

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必须同革命农民结成联盟。这场革命的

胜利一定会把平分土地的救星作用这个学说化为泡影，但是农民

群众在目前的斗争中，通过这个学说所反映的正是他们那种将要

肃清俄国各种各样农奴制残余的历史性活动的广泛、有力、勇敢、

热情、真诚和不可战胜。

孟什维克说，资产阶级在向左转，打倒劳动派的空想，支持资

产阶级万岁。而我们说，资产阶级在向左转，这就是说，俄国革命的

火药桶里正在装添新的火药。如果今天，克列斯托夫尼科夫之流说

６８３ 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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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在害病”，这就是说，明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就会率领民主派

农民行动起来，而且说“我们会把病治好！”

载于１９０９年４月８日（２１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无产者报》第４４号 第１７卷第４０７—４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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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１９０９年５月１３日〔２６日〕）

  苏尔科夫代表在国家杜马讨论正教院１９６预算案时的发言，以

及下面刊登的我们杜马党团讨论这篇发言稿的材料，提出了一个

恰巧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和特别迫切的问题１９７。凡是同宗教有关

的一切，目前无疑已经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使接近工人运

动的知识分子、甚至某些工人群众感到兴趣。社会民主党当然应该

表明自己对于宗教的态度。

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

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声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

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１８世纪和德国１９世纪上半叶费

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

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我们要指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

思看过该书的手稿），通篇都是揭露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杜林没

有坚持唯物主义，给宗教和宗教哲学留下了后路。必须指出，恩格

斯在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著作中责备费尔巴哈，说他反对宗

教不是为了消灭宗教而是为了革新宗教，为了创造出一种新的、

“高尚的”宗教等等。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①，——马克思的这一句名

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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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

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

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

但是，恩格斯同时也多次谴责那些想比社会民主党人“更左”

或“更革命”的人，谴责他们企图在工人政党的纲领里规定直接承

认无神论，即向宗教宣战。１８７４年，恩格斯谈到当时侨居伦敦的公

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发表的著名宣言时，认为他们大声疾呼向宗教

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指出这样宣战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

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恩格斯斥责布朗基派不了解只有

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从各方面吸引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

自觉的革命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把被压迫的群众从宗教的压迫

下解放出来，因此宣布工人政党的政治任务是同宗教作战，不过是

无政府主义的空谈而已。①１８７７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无

情地斥责哲学家杜林对唯心主义和宗教所作的让步，即使是些微

的让步，但也同样严厉地斥责杜林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禁止

宗教存在这一似乎是革命的主张。恩格斯说，这样向宗教宣战，就

是“比俾斯麦本人还要俾斯麦”，即重蹈俾斯麦反教权派斗争这一

蠢举的覆辙（臭名远扬的“文化斗争”，Ｋｕｌｔｕｒｋａｍｐｆ，就是俾斯麦

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用警察手段迫害天主教，反对德国天主教的党，

即反对“中央”党的斗争）。俾斯麦的这场斗争，只是巩固了天主教

徒的好战的教权主义，只是危害了真正的文化事业，因为他不是把

政治上的分野提到首位，而是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首位，使工人阶

级和民主派的某些阶层忽视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迫切任务而去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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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表面的、资产阶级虚伪的反教权主义运动。恩格斯痛斥了妄想做

超革命家的杜林，说他想用另一种方式来重复俾斯麦的蠢举，同时

恩格斯要求工人政党耐心地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

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①这个观点已经被德国

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接受，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给耶稣会士以

自由，主张允许他们进入德国国境，主张取消对付这种或那种宗教

的任何警察手段。“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是爱尔福特纲

领（１８９１年）的一个著名论点，它确定了社会民主党的上述政治策

略。

这个策略现在竟然成为陈规，竟然产生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

的新的歪曲，使它走向反面，成了机会主义。有人把爱尔福特纲领

的这一论点说成这样，似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的党，认为宗

教是私人的事情，对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对于我们党来说，

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恩格斯没有同这种机会主

义观点进行直接的论战，但是他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不过

不是用论战的方式而是采用正面叙述的方式。就是说，当时恩格斯

有意地着重声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

情，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

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②

从外表上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问题表示意见的经过

就是如此。那些轻率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人，那些不善于或不愿意动

脑筋的人，觉得这种经过只是表明马克思主义荒谬地自相矛盾和

摇摆不定：一方面主张“彻底的”无神论，另一方面又“宽容”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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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多么混乱的思想；一方面主张同上帝进行最最革命的战争，另

一方面怯懦地想“迁就”信教的工人，怕把他们吓跑等等，这是多么

“没有原则”的动摇。在无政府主义空谈家的著作中，这种攻击马克

思主义的说法是可以找到不少的。

可是，只要稍微能认真一些看待马克思主义，考虑马克思主义

的哲学原理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就能很容易地看出，马克思

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严谨的，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

考虑的；在迂腐或无知的人看来是动摇的表现，其实都是从辩证唯

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结论。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

宗教采取似乎是“温和”的态度是出于所谓“策略上的”考虑，是为

了“不要把人吓跑”等等，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马克思主义在这

个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也是同它的哲学原理有密切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它同１８世纪百科全书

派２５的唯物主义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样，也毫不留情地反对

宗教。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比

百科全书派和费尔巴哈更进一步，它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

领域，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

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

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

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为此应当用唯物主义观点来

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局限于抽

象的思想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

目的在于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

来。为什么宗教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中，在广大的半无产阶

级阶层中，以及在农民群众中能够保持它的影响呢？资产阶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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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激进派或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回答说，这是由于人民的愚昧无

知。由此得出结论说：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传播无神论观点是我

们的主要任务。马克思主义者说：这话不对。这是一种肤浅的、资

产阶级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不够深刻，不是用唯物主义

的观点而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说明宗教的根源。在现代资本主

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

制，面对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

磨的资本主义（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带来的灾难和折磨多

一千倍）捉摸不定的力量，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

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恐惧创造神”。１９８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

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而这种力量确实是捉摸不定的，因为

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

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

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

活活饿死。凡是不愿一直留在预备班的唯物主义者，都应当首先而

且特别注意这种根源。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

的捉摸不定的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

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

的资本统治，那么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

教。

由此是否可以说，反宗教的启蒙书籍是有害的或多余的呢？不

是的。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应当说，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论，

必须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

阶级斗争。

一个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原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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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入思考过的人，也许不能理解（至少是不能一下子理解）这条

原则。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进行思想宣传，宣扬某种思想，同维

持了数千年之久的这一文化和进步的敌人（即宗教）作斗争，要服

从阶级斗争，即服从在经济政治方面实现一定的实际目标的斗争

呢？

这种反对意见也是一种流行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见，这证

明反驳者完全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使这种反驳者感到不安的

矛盾，是实际生活中的实际矛盾，即辩证的矛盾，而不是字面上的、

臆造出来的矛盾。谁认为在理论上宣传无神论，即破除某些无产阶

级群众的宗教信仰，同这些群众阶级斗争的成效、进程和条件之间

有一种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他就不是辩证地看问题，就是

把可以移动的、相对的界限看作绝对的界限，就是硬把活的现实中

的不可分割的东西加以分割。举个例子来说吧。假定某个地方和

某个工业部门的无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先进的，是相当觉

悟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当然是无神论者，另一部分则是相当落后

的，他们同农村和农民还保持着联系，他们信仰上帝，常到教堂里

去，甚至直接受本地某一个建立基督教工会的司祭的影响。再假定

这个地方的经济斗争引起了罢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首先考虑使

罢工运动得到成功，应当坚决反对在这场斗争中把工人分成无神

论者和基督教徒，应当坚决反对这样的划分。在这种情况下，宣传

无神论就是多余的和有害的，这倒并不是出于不要把落后群众吓

跑，不要在选举时落选等庸俗考虑，而是从实际推进阶级斗争这一

点出发的，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阶级斗争能把信基督

教的工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和无神论这方面来，而且比枯燥地宣

传无神论还要有效一百倍。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环境中，宣传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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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就只能有利于神父，因为他们恰恰最愿意用信不信上帝这一

标准来划分工人，以代替是否参加罢工这一标准。无政府主义者鼓

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上帝开战，实际上是帮助了神父和资产阶

级（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始终在帮助资产阶级一样）。马克思

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即宗教的敌人，但是他们应当是辩证唯

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当抽象地对待反宗教斗争问题，他们

进行这一斗争不应当立足于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

传，而应当具体地、立足于当前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

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善于估计整个具体情

况，随时看清无政府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相对的，

是可以移动、可以改变的，但它确实是存在的），既不陷入无政府主

义者那种抽象的、口头上的、其实是空洞的“革命主义”，也不陷入

小资产者或自由派知识分子那种庸俗观念和机会主义，不要象他

们那样害怕同宗教作斗争，忘记自己的这种任务，容忍对上帝的信

仰，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而是打小算盘：不得罪人，不排斥

人，不吓唬人，遵循聪明绝顶的处世之道：“你活，也让别人活”，如

此等等。

凡是同社会民主党对宗教的态度有关的具体问题，都应该根

据上述观点来解决。例如，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司祭能不能

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人们通常根据欧洲各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对

这一问题作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但是这种经验并不仅仅是把马

克思主义学说应用于工人运动的结果，而且也是由西欧特殊的历

史条件决定的；这种条件在俄国并不存在（关于这种条件，我们到

下面再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在我国是不正

确的。不能一成不变地在任何情况下都宣布说司祭不能成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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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党员，但是也不能一成不变地提出相反的规定。如果有一个

司祭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诚意地完成党的

工作，不反对党纲，那我们就可以吸收他加入社会民主党，因为在

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党纲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同这个司祭的宗教信

念的矛盾，也许只是关系到他一个人的矛盾，只是他个人的矛盾，

而一个政治组织要用考试的方法来检验自己成员所持的观点是否

同党纲矛盾，那是办不到的。当然，这种情况即使在欧洲也是极其

少有的，在俄国则更是难以想象了。如果这位司祭加入社会民主党

之后，竟在党内积极宣传宗教观点，以此作为他主要的甚至是唯一

的工作，那么党当然应该把他开除出自己的队伍。我们不仅应当容

许，而且应当特别注意吸收所有信仰上帝的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

我们当然反对任何侮辱他们宗教信念的行为，但是我们吸收他们

是要用我们党纲的精神来教育他们，而不是要他们来积极反对党

纲。我们容许党内自由发表意见，但是以自由结合原则所容许的一

定范围为限，因为我们没有义务同积极宣传被党内多数人屏弃的

观点的人携手并进。

再举一个例子：假定有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声明“社会主义是我

的宗教”，并且宣传与此相应的观点，对这种党员能不能在任何情

况下都一概加以申斥呢？不能这样做。这种声明确实背离了马克

思主义（因而也就背离了社会主义），但是这种背离的意义和所谓

的比重在不同环境下可能是不相同的。如果一个鼓动员或一个在

对工人群众讲话的人，为了说得明白一点，为了给自己的解释开一

个头，为了用不开展的群众最熟悉的字眼更具体地说明自己的观

点，而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一回事。如果一个著作家开始宣扬“造

神说”或造神社会主义（就象我们的卢那察尔斯基及其同伙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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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另一回事。在前一种情况下，提出申斥就是吹毛求疵，甚至是

过分地限制鼓动员的自由，限制他运用“教育手段”来施加影响的

自由，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党的申斥却是必须而且应该的。“社会主

义是宗教”这一论点，对某些人来说，是从宗教转到社会主义的一

种方式，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离开社会主义而转到宗教的一种

方式。

现在来谈谈哪些条件使“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一论点在

西欧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歪曲。当然，这里是有产生机会主义的一

般原因的影响，如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工人运动根本的利益。无

产阶级政党要求国家把宗教宣布为私人的事情，但决不认为同人

民的鸦片作斗争，同宗教迷信等等作斗争的问题是“私人的事情”。

机会主义者把情况歪曲成似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

情！

但是除了常见的机会主义歪曲（对于这种歪曲，我们的杜马党

团在讨论有关宗教问题的发言时完全没有加以说明）而外，还有一

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使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对宗教问题采取了目前

这种可以说是过分冷漠的态度。这些条件分两种：第一，反宗教的

斗争是革命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在西欧，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他们

自己的革命时代，或者说在他们自己冲击封建制度和中世纪制度

的时代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完成了（或着手完成）这个任务。无

论在法国或德国都有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的传统，这个斗争在社

会主义运动以前很久就开始了（百科全书派、费尔巴哈）。在俄国，

由于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这个任务几乎完全落到了工

人阶级的肩上。同欧洲比较起来，我国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

的）民主派在这方面做的事情并不是（象《路标》１９９中的那些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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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黑帮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黑帮所想的那样）太多了，而

是太少了。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的传统在欧洲已造成了无政

府主义对于这一斗争所作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歪曲，而无政府主义

者，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屡次说明的，虽然非常“猛烈地”攻击资

产阶级，但是他们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立场上。罗马语各国

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德国的莫斯特（附带说一句，他

曾经是杜林的门生）之流，奥地利８０年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宗

教斗争中使革命的空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难怪现在欧洲社会

民主党人要矫枉过正，把无政府主义者弄弯了的棍子弄直。这是可

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

党人要是忘记西欧的特殊历史条件，那是不行的。

第二，在西欧，自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以后，自从实现了

比较完全的信教自由以后，反宗教的民主斗争问题在历史上已被

资产阶级民主派反社会主义的斗争排挤到次要的地位，所以资产

阶级政府往往故意对教权主义举行假自由主义的“讨伐”，转移群

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德国的文化斗争以及法国资产阶级共和

派的反教权主义斗争，都带有这种性质。资产阶级的反教权主义运

动，是转移工人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的手段，——这就是目前

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反宗教斗争普遍采取“冷漠”态度的根源。这

同样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应该

使反宗教斗争服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以对抗资产阶级和俾斯

麦分子的反教权主义运动。

俄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产阶级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的领袖。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成为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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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领袖，这一斗争还包括反对陈腐的、官方的宗教，反对任何革

新宗教、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种方式建立宗教的尝试等等。因此，如

果说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政党要求国家宣布宗教为私人的

事情的主张偷换成宣布宗教对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本身来

说也是私人的事情时，恩格斯纠正这种机会主义的方式还比较温

和，那么俄国机会主义者仿效德国人的这种歪曲，就应该受到恩格

斯严厉一百倍的斥责。

我们的党团在杜马讲坛上声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样做是

完全正确的，这就开创了一个先例，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次对宗教

问题发表意见时都应当以此为基点。是不是还应该更进一步，把无

神论的结论发挥得更详细呢？我们认为不必。这样做会使无产阶

级政党有夸大反宗教斗争意义的危险；这样做会抹杀资产阶级反

宗教斗争同社会党人反宗教斗争之间的界限。社会民主党党团在

黑帮杜马中应该完成的第一件事情，已经光荣地完成了。

第二件事情，也许是社会民主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明教

会和僧侣支持黑帮政府、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阶级作用，

这一任务也光荣地完成了。当然，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说得很多，

今后社会民主党人谈这个问题还会对苏尔科夫同志的发言作补

充，但是这篇发言毕竟是很出色的，我们党的直接任务就是要各级

党组织广泛宣传这篇发言。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十分详尽地说明经常被德国机会主义者

歪曲的“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一原理的正确含义。遗憾的是

苏尔科夫同志没有这样做。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在党团过去的活动

中，别洛乌索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已被《无产者报》及时

指出）２００。党团内的讨论情况表明，党团争论无神论问题，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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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说明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一著名的要求。我们不会把整

个党团所犯的这个错误都推在苏尔科夫同志一个人身上。不仅如

此。我们公开承认这是全党的过错，因为我们党对这个问题解释不

够，没有让社会民主党人充分认识到恩格斯批评德国机会主义者

的意思。党团内的讨论情况证明，这正是由于对问题了解得不清

楚，而决不是不愿意考虑马克思的学说，所以我们深信，党团在以

后发言时一定会纠正这一错误。

我们再说一遍，总的说来，苏尔科夫同志的发言是很出色的，

各级党组织应当广泛加以宣传。党团对这篇发言的讨论，证明党团

在兢兢业业地履行它的社会民主党的职责。不过我们希望报道党

团内部讨论情况的通讯能更经常地在党的报刊上发表，使党团同

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使党能了解党团所进行的艰巨的工作，使党和

党团的活动在思想上趋于一致。

载于１９０９年５月１３日（２６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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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级和各政党

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

（１９０９年６月４日〔１７日〕）

  国家杜马讨论了正教院的预算问题，讨论了还俗人员恢复权

利的问题以及旧教派２０１公会的问题，这次讨论提供了非常有益的

材料，使我们可以从俄国各政党对待宗教和教会的态度来说明这

些政党的性质。现在我们来浏览一下这些材料，主要是谈谈关于正

教院预算的讨论（讨论其余两个问题的速记记录我们还没有收

到）。

在研究杜马的讨论时特别引人注目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好战

的教权主义运动在俄国不仅存在，而且显然是愈来愈强大，愈来愈

有组织了。４月１６日，米特罗范主教宣称：“我们在杜马的第一步

活动，就是要使我们这些众望所归的人，在杜马里超越党派的分

隔，成立一个根据自己的伦理观点来阐明各方面问题的僧侣集团

……可是我们没有达到这种理想的境地，原因是什么呢？……这要

怪那些同你们〈即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分享这些席位的、属于

反对派的僧侣代表。他们最先提高嗓子说这无非是要建立一个教

权主义的党，说这是极不应该的。当然，根本谈不上什么俄国正教

僧侣的教权主义，我们从来没有这种倾向，我们所以愿意分出来成

立一个独立的集团，是为了追求纯道德的和纯伦理的目标，可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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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位先生，由于左派代表在我们弟兄中间制造不和，结果弄得

四分五裂，而现在你们〈即立宪民主党人〉却拿这一点来责备我

们。”

米特罗范主教在他的文理不通的演说中泄露了一个秘密：你

们看，左派的过错就是使杜马中的一部分神父不同意成立特殊的、

“道德的”（这个字眼当然比“教权主义的”更能欺骗人民）集团！

过了将近一个月，５月１３日，叶夫洛吉主教在杜马中宣读了

“杜马中的僧侣的决定”：“杜马中的正教僧侣绝大多数人认为”

……为了保持“正教教会的主导和统治地位”，不能让旧教派享有

传教的自由，未经官方准许不得建立旧教派公会，旧教派僧侣不准

称为神职人员。俄国司祭的“纯道德观点”完全暴露了他们纯粹教

权主义的真面目。叶夫洛吉主教发言所代表的所谓“绝大多数”杜

马中的僧侣，大概就是第三届杜马的２９名右的和中右的司祭，也

许还有８名十月党人司祭。属于反对派的看来是进步派和和平革

新党人集团的４名司祭，以及波兰－立陶宛集团的１名司祭。

“杜马（必须补充说明是六三杜马）中的绝大多数僧侣的纯道

德和纯伦理观点”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看几段发言的摘录：“我只

是说，这些〈即教会的〉改革应当从教会内部发起，而不应当从外

面，从国家方面发起，当然也不应当从预算委员会方面发起。教会

是神的和永恒的机关，它的法则是固定不变的，然而大家知道国家

生活的理想是经常改变的。”（叶夫洛吉主教，４月１４日）发言者追

溯了“令人不安的历史上的类似事件”：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期

曾把教会的财产世俗化。“预算委员会今年主张把它们〈教会财

产〉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谁能担保明年它不主张把这些财产移交

给国库，以后又把这些财产的管理权从教会当局全部转交给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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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或政府当局呢？……教规上写着，既然基督教徒的灵魂都托付

给了主教，那么教会的财产就更应当托付给主教……现在站在你

们〈杜马代表〉面前的是听取你们忏悔的神圣的正教教会，它不仅

是站在人民代表的面前，而且是站在自己的忏悔者的面前。”（同

上）

我们看到的是纯粹的教权主义。教会高于国家，正如永恒的和

神圣的东西高于暂时的、世俗的东西一样。教会不能原谅国家把教

会的财产世俗化。教会要求有主导的和统治的地位。在教会看来，

杜马代表不仅是人民代表，而且是“教子”，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

人民代表，不如说是“教子”。

社会民主党人苏尔科夫说得对，这不是穿着教袍的官吏，而是

穿着教袍的农奴主。维护教会的封建特权，公开捍卫中世纪制

度，——这就是第三届杜马中大多数僧侣的政策的实质。叶夫洛吉

主教决不是一个例外。格佩茨基也大喊大叫反对“世俗化”，认为这

是不能容忍的“侮辱”（４月１４日）。马什克维奇神父攻击十月党人

的报告是企图“破坏我们教会生活所依据的和应当依据的历史基

础和教规基础”，“把俄国正教教会的生活和活动从教规的道路移

到另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真正的教会王公——主教将不

得不把自己从使徒那里承继来的权利，几乎全部都让给世俗王公

……”“这无非是……侵犯他人的财产，侵犯教会的权利和财产。”

“报告人引导我们去破坏教会生活的教规制度，他想使正教教会及

其一切经济职能服从国家杜马，服从这个由各种各样的分子（既有

信仰我国容许的宗教的分子，也有信仰我国不容许的宗教的分子）

组成的机构。”（４月１４日）

俄国的民粹派和自由派长期拿一种“理论”来安慰自己，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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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说，是欺骗自己，说什么俄国没有好战的教权主义的基础，没有

“教会王公”同世俗权力斗争的基础等等。我国革命把民粹派和自

由派的这种幻想连同他们的其他幻想一起粉碎了。在专制制度完

整地和不可侵犯地存在的时候，教权主义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的。

警察和官僚的无限权力蒙住了“社会人士”和人民的眼睛，使他们

看不到阶级斗争，特别是看不到“穿着教袍的农奴主”同“贱民”的

斗争。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打开了农奴专制制度的第一个缺口，

秘密公开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先进分子刚刚开始运

用他们在１９０５年底争得的政治自由、组织群众的自由，反动阶级

就急忙去抓建立独立和公开的组织了。他们在完整的专制制度之

下没有组织起来，没有采取特别明显的活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软

弱，而是因为他们强大；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组织起来和进行

政治斗争，而是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有感到有很大必要建立独立的

阶级组织。他们不相信在俄国能发生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主的群

众运动。他们满以为靠鞭子就足以控制老百姓。专制制度受到的

初次创伤迫使那些拥护专制制度和需要专制制度的社会分子出头

露面。要对付那些能够造成１月９日事件、举行１９０５年的罢工运

动和１０—１２月革命的群众，单靠一条旧鞭子已经不行了。必须登

上独立的政治组织的舞台；必须让贵族联合会把黑帮组织起来，并

展开最疯狂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必须让“教会王公——主教”把反

动僧侣组成独立的力量。

第三届杜马和俄国反革命的第三届杜马时期的特点，正好就

是这种组织反动势力的活动趋于表面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要求有一个特殊的黑帮资产阶级的“议会”。好战的教权主义完全

暴露了自己的面目。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不止一次地目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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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了教权主义资产阶级同反教权主义资产阶级的冲突。既然我

们的总任务是帮助无产阶级团结成一个独立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

单独的阶级，那么这个总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要利用各种宣

传鼓动手段，包括利用杜马讲坛，向群众解释社会党人的反教权主

义同资产阶级的反教权主义的区别。

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反对极右派、反对

教权派和政府，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对教会和宗教的态度，这就

大大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任务。立宪民主党人和所谓进步派的合

法刊物，现在特别注意旧教派的问题，注意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

人一道反对政府的问题，注意他们“已经开始实行”——虽然是小

规模地实行——１０月１７日所答应的“改革”。然而我们更感兴趣

的是原则方面的问题，即包括想取得民主派称号的立宪民主党人

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对宗教和教会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我们不应

当让一些比较枝节性的问题——如旧教派同占统治地位的教会的

冲突问题，同旧教派有联系的、甚至在经费方面部分地依赖旧教派

的十月党人（据说，《莫斯科呼声报》２０２就是旧教派出钱办的）行为

如何的问题——把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政策这一根本问题

掩盖起来。

请看乌瓦罗夫伯爵的演说，此人虽然退出了十月党党团，但按

其倾向来说是十月党人。他在社会民主党人苏尔科夫之后发言，一

开始就反对把问题提到工人代表所提出的那个原则基础上去。乌

瓦罗夫只是攻击正教院和正教院总监不愿向杜马报告教会的某些

收入和教区开支总额。十月党人的正式代表卡缅斯基也是这样提

问题（４月１６日），他要求恢复教区“以利于正教的巩固”。所谓的

“左派十月党人”卡普斯京更加发挥了这种思想，他喊道：“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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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看一看人民的生活，看一看农村居民的生活，那么我们立刻就会

看到一种可悲的现象：宗教生活动摇了，居民道德体系的最伟大的

和唯一的基础动摇了……用什么来代替罪恶的概念，用什么来代

替良心的启示呢？要知道，这是不能用阶级斗争或者某一阶级的权

利的概念来代替的。这种已经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概念是可悲的。

为了使宗教这种道德基础能继续存在，能为全体居民所接受，必须

让传教者享有一定的权威……”

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想巩固宗教，想加强宗教对群众的影

响，他们感到“穿着教袍的官吏”降低了教会的威信，已经不中用

了，过时了，甚瓦给统治阶级带来了危害。十月党人攻击教权主义

的极端措施和警察监护，是为了加强宗教对群众的影响，是为了用

比较精巧、比较完善的愚民办法来代替某些过于粗暴、过于陈旧、

过于腐朽而不能达到目的的办法。警察式的宗教已经不足以愚弄

群众了，那就给我们一种更文明、更新式、更灵活、更能在自治教区

起作用的宗教吧，——这就是资本向专制制度要求的东西。

立宪民主党人卡拉乌洛夫也完全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这位“自

由主义的”叛徒（从“民意党”演变成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大声疾呼

反对“教会非民间化，认为这是把人民群众即俗人排斥于教会建设

之外”。他认为群众“失去宗教信仰”是“可怕的”（原话如此！）。他

的叫嚣完全是缅施科夫式的２０３：“教会本身巨大的价值降低了……

这不仅对教会的事业，而且对国家的事业也有巨大的危害。”狂热

的信徒叶夫洛吉说“教会的任务是永恒的、固定不变的，也就是说，

要把教会同政治结合起来是办不到的”，而卡拉乌洛夫把这种令人

反感的虚伪说法称为“金玉良言”。他抗议教会同黑帮联合，为的是

使教会“能够比现在更有力和更光荣地完成自己伟大的、神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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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基督精神的事业，即爱和自由的事业”。

别洛乌索夫同志在杜马讲坛上嘲笑了卡拉乌洛夫的这些“抒

情词句”，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这样嘲笑一番还是远远不够的。必

须阐明，而且一有适当的机会就必须在杜马讲坛上阐明，立宪民主

党人的观点同十月党人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它无非是表明，“文

明的”资本力求使用宗教麻醉剂来愚弄人民，不过采用的教会欺骗

手段，比昔日的普通俄国“神父”所采用过的要精巧些。

野蛮的地主和旧时的杰尔席莫尔达２０４通过普利什凯维奇的嘴

说：为了使人民处于精神奴隶的地位，教会同黑帮必须建立最紧密

的联盟。反革命的资产者通过卡拉乌洛夫的嘴反对他们说：先生

们，你们错了，你们用这种手段只能使人民完全离开宗教。让我们

干得更聪明、更狡猾、更巧妙一些吧，我们要排除过于愚蠢和粗暴

的黑帮分子，宣布反对“教会非民间化”，我们要在旗帜上写下叶夫

洛吉主教的“金玉良言”：教会高于政治，——只有采取这种方式，

我们才能至少欺骗一部分落后工人，特别是欺骗小市民和农民，我

们才能帮助革新后的教会完成其使人民群众继续处于精神奴隶地

位的“伟大的、神圣的事业”。

我们自由派的报刊，包括《言语报》在内，最近猛烈地抨击《路

标》文集的作者司徒卢威及其同伙。但是，立宪民主党在国家杜马

的正式发言人卡拉乌洛夫却淋漓尽致地暴露出这些对司徒卢威及

其同伙的斥责和否定是极其卑鄙虚伪的。司徒卢威嘴上所说的，正

是卡拉乌洛夫和米留可夫脑子里所想的。自由派斥责司徒卢威，只

是因为他粗心大意地说出了真相，把牌摊得太多了。自由派斥责

《路标》派，而又继续支持立宪民主党，这就是一方面谴责粗心大意

的露骨言论，一方面又继续干着符合这种言论的事情，这是最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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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欺骗人民。

关于杜马中的劳动派在讨论上述问题时的表现，没有多少可

谈的。同往常一样，在劳动派农民和劳动派知识分子之间暴露出明

显的差别，这对于更愿意追随立宪民主党人的劳动派知识分子是

不利的。不错，农民罗日柯夫的发言完全暴露了他的政治上的不自

觉，他也重复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庸俗见解，说俄罗斯人民同盟不是

有助于巩固信仰，而是有助于破坏信仰，他没有能提出任何纲领。

但是当他开始直率地讲到一些赤裸裸的事实真相，如僧侣的勒索，

神父的敲诈，他们向举行婚礼的人除了索取金钱还要求给“一瓶烧

酒、一盘小吃、一斤茶叶，有时还提出我在讲台上不敢讲的要求”（４

月１６日，速记记录第２２５９页）时，黑帮杜马就按捺不住了，从右边

的席位上发出了野兽般的咆哮。黑帮分子大喊大叫：“这是多大的

侮辱！这太不象话了！”他们感到一个普通庄稼汉讲述敲诈勒索和

圣礼的“法定价格”，比任何理论上或策略上的反宗教反教会声明

更能使群众革命化。于是在第三届杜马中维护专制制度的一帮死

硬派便威胁他们的奴才梅延多夫主席，强迫他制止罗日柯夫的发

言（社会民主党人，还有某些劳动派分子、立宪民主党人等联名抗

议主席的这种行为）。

劳动派农民罗日柯夫的发言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它清楚地表

明了立宪民主党人虚伪地、居心反动地保卫宗教同庄稼汉那种原

始的、不自觉的、保守的宗教信仰是有天壤之别的；庄稼汉的生活

条件使他们违反自己的意志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反对勒索的真正革

命的愤恨和坚决反对中世纪制度的决心。立宪民主党人是反革命

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想用革新和巩固宗教来反对人民。罗日柯夫

这类人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这一派是不开展的、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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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的、闭塞的、不独立的、分散的，但是在反对地主、神父和专制制

度的斗争中，他们却蕴藏着还远没有发挥出来的革命干劲。

劳动派知识分子罗扎诺夫是接近立宪民主党人的，而且比罗

日柯夫要觉悟得多。罗扎诺夫能说出教会和国家分离这一“左派”

的要求，但是他禁不住说了一些反动的、市侩式的空话，说什么“修

改选举法的方针应该是不让僧侣参加政治斗争”。一个典型的普通

庄稼汉在讲起自己生活的真实情况时，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革命

性，这种革命性在劳动派知识分子身上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含

糊不清的、有时简直是卑鄙无耻的空话。俄国的农民群众只有跟着

无产阶级走，才能推翻压抑他们、摧残他们的农奴主－土地占有

者、穿着教袍的农奴主、拥护专制制度的农奴主的压迫，这个真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已经得到了第一百次、第一千次的证实。

在整个杜马中，只有工人政党和工人阶级的代表社会民主党

人苏尔科夫，才把讨论据到了真正的原则高度，他直截了当地说明

了无产阶级对教会和宗教采取什么态度，一切彻底的和有生命力

的民主派应该对教会和宗教采取什么态度。“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人民的钱一文也不能给这些蒙蔽人民意识、沾满鲜血的人民

敌人”，——社会党人的这种直率的、大胆的、公开的战斗呼声是对

黑帮杜马的挑战，这种呼声获得了千百万无产者的响应，他们将在

群众中传播这种呼声，只要时候一到，他们就会把它变成革命的行

动。

载于１９０９年６月４日（１７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６号 第１７卷第４２９—４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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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的关于召开

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修改２０５

（１９０８年８月１１日〔２４日〕）

  中央委员会决定［着手］立即开始进行有关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

规定最迟在１１月１日召开。①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５卷 第１７卷第４４１页

１１４

① 用小号铅字排印的是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起草的原文。——俄文版编者注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

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提纲２０６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６日〕）

  Ⅰ．

 
成员

１２名使徒

５名［不可］侵犯者

  （天使之职）２０７

Ⅱ．（Ａ）

１．罢工运动和革命冲击；

２．改良主义与革命；

３．同民族主义作斗争的任务；

 ——向代表大会提出；

４．如何在合法团体中工作。

Ⅲ．（Ｂ）

（１）杜马党团。

（２）合法报纸。

（３）合法团体。

（４）秘密鼓动员及其秘密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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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Ｃ）

决议和对决议的宣传……

Ⅴ．（Ｄ）

代理人和他们的推选。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５卷 第１７卷第４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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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目前形势》报告的要点
２０８

（１９０９年１月２８日〔２月１０日〕以前）

  一、专制制度在怎样起变化。财阀君主制还是资产阶级君主

制？

二、第三届国家杜马和“议会斗争方式”。关于“社会革命党

人”的革命空谈。

三、立宪民主党人的沙文主义和劳动派的动摇。

四、关于想要“重蹈覆辙”的蠢人。

五、在俄国应当如何制定社会民主党利用议会的政策。

六、离开社会民主党行列的是最积极的人还是最软弱的人？切

列万宁是一个著作家典型和社会典型。

七、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非常法时期的经验有什么教益。

八、无产阶级和小市民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节日和通常时期。

载于１９０９年２月１０日（公历）以前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 第１７卷第４４５页

组公布的关于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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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走上直路》一文是１９０８年３月１９日（４月１日）《无产者报》第２６号的社

论。——１。

２ 第二届杜马（第二届国家杜马）是１９０７年２月２０日（３月５日）召开的，共

有代表５１８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

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间的界

限比第一届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

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

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人５４名，立宪民主

党和靠近它的党派９９名，民族代表７８名，无党派人士５０名，哥萨克集团

１７名，人民社会党１６名，社会革命党３７名，劳动派１０４名，社会民主党

６５名。

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右

派和十月党人捍卫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

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到最

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

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草案，布尔什维克则

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的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

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

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

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１６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

马。——１。

３ 六三政变 是俄国沙皇政府在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１６日）发动的反动政变。

政变前，沙皇政府的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

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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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６月２日（１５日）晚逮捕了他们。６月３

日（１６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

杜马同意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

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

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４４％减到２２％，工人复选人由４％减到２％），而

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复选人共占总

数６５％，其中地主复选人占４９．４％），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

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

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

杜马席位（高加索由２９席减为１０席，波兰王国由３７席减为１４席）。六三

政变标志着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

动时期由此开始。——１。

４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

行的中央机关报。１９０８年２月在俄国创刊，第２—３２号（１９０９年２月—

１９１３年１２月）在巴黎出版，第３３—５８号（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１９１７年１月）在

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５８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

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

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１９１１年６月，孟什维

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１２月起《社会民主党

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８０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

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

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

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

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

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

１。

５ 无头派 是列宁对无题派的蔑称。在俄语中“无头”和“无题”谐音；“无头”

的本意是头脑迟钝。

无题派是指１９０６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

——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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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

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

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

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

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在左派立宪民主党的

《同志报》周围。——３。

６ 这里说的伯恩施坦派是指俄国无题派之类的分子。

伯恩施坦派 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以爱·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派

别，产生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

主党的任务》（１８９９年）一书是伯恩施坦派思想体系的全面阐述。伯恩施

坦派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庸俗进化论和诡辩

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

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

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

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

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派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

济派等。——３。

７ 《工人旗帜报》（《 》）是布尔什维克的不合法报纸，１９０８年３—

１２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７号。第１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部工

业区区域局机关报出版，第２—６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

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第７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部

工业区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先后担

任编辑的有索·雅·策伊特林、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德

·伊·库尔斯基和弗·米·舒利亚季科夫（多纳特）。

《工人旗帜报》从第５号起就党对杜马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

的态度问题开展讨论，在第５号上发表了一个召回派分子的信（署名：一

工人），在第７号上发表了批评召回派的《一个党的工作者的信》（即本卷

提到的《论迫切问题》一文）。列宁对这两封信都作了分析（见本卷第

２６６—２８２页和第３４０—３４３页）。——４。

８ 非常法（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

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１８７８年１０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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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

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

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１０００多种书刊被查禁，３００多个工人组织被

解放，２０００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

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

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

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１８９０年１０月被废除。——４。

９ “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是法国作家让·拉封丹所写寓

言《变成女人的牝猫》的结束语，意思是事物的本性不能改变。寓言说，

一个男人养了一只牝猫，经过日夜祈祷，牝猫终于变成了女人，做了他的

妻子。可是一天夜里，老鼠来咬席子，新娘又象猫一样捉起老鼠来。——

６。

１０ 《言语报》（《 》）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１９０６年２月

２３日（３月８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

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

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

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６日

（１１月８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

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１９１８年８月最终被

查封。——６。

１１ 第一届国家杜马（维特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

特制定的条例于１９０６年４月２７日（５月１０日）召开的，共有代表４７８

名，其中立宪民主党人占１３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

采夫。布尔什维克抵制了这一届杜马的选举。

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立宪民主党人于５月８日

（２１日）向杜马提出了由４２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力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

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

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劳动派于５月２３日（６月５日）

揭出了以“１０４人法案”著称的土地法案，要求建立全民土地资产，把

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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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平均使用土地。沙皇政府于６月２０日（７月３日）发表声明，断然

表示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可动摇，并于７月９日（２２日）宣布解散第一届

国家杜马。

下面引的彼·伯·司徒卢威的话，出自他的《政论家的短评。十月十

七日同盟代表大会和召集国家杜马》一文（载于１９０６年２月１８日（３月

３日）《北极星》杂志第１０期）。原话是：“所有将要进入国家杜马的真正

农民，不论他们是在什么旗帜下被选进国家杜马的，在杜马中都将成为

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的真正党员，因为在俄国这个党是坚定和一致

地坚持有利于农民的根本的土地改革的唯一的议会大党。”——６。

１２ 《俄罗斯国家报》（《 》是俄国政府机关报，１９０６年２月

１日（１４日）—５月１５日（２８日）在彼得堡出版。——６。

１３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 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

１９０６年４月１０—２５日（４月２３日—５月８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

代表大会的有１１２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２２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

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６２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代表还有波

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得的代表各３

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１名。此外，还有保加利

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１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参加大会的共有

１５７人。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１９０５年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

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

两派分别制定的纲领，并按３００名党员产生一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

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

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

１１２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４６票，孟什维克则拥有６２票，而且拥

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代表大会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

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

党的统一、党的章程这几个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

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

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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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

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

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

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

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和武装起义的决议。大会未经讨

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

通过了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

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

民族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

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１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

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

并存的局面。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７名孟什维克和３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

员会和由清一色的５名孟什维克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

人的信）》这本小册子中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分析（见《列宁全集》

第２版第１３卷第１—６５页）。——６。

１４ 立宪民主党人 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

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１９０５年１０月成立。中

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

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

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

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

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府、皇室、皇族

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

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

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１９０６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

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

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

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

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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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

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

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

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１９２１年５月，该党在巴

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６。

１５ 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

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１９０６年４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

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

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

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

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

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

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

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

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

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１９１７

年６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７。

１６ 指彼·伯·司徒卢威的文章《知识分子思想的保守性》和《是策略，还是

观念？》。两篇文章都以《关于俄国革命的思考》为副标题，分别载于１９０７

年《俄国思想》杂志第７期和第８期。——７。

１７ 沙皇政府副内务大臣弗·约·古尔柯曾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作报告，为土

地私有制的完全不可侵犯作辩护。他还在一本名为《土地问题管见》

（１９０６年彼得堡版）的小册子里反复论证这样一个观点：把大地主的全

部土地或者哪怕是它的一大部分转交给农民，不仅不能提高农民的福

利，而且会使他们陷入更大的贫困。他还断言，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使

用是行不通的，在经济上对国家是极有害的。同时，古尔柯建议将村社的

每个成员所使用的一块份地分给他们，作为其私有财产。——８。

１８ 指１９０６年５月２５日《言语报》第８２号社论。这篇社论以《社会民主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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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各自如何理解地方土地委员会的任务》为标题，收入了１９０７

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帕·尼·米留可夫的《斗争的一年。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政

论集》一书。——９。

１９ 指亚·伊·丘普罗夫的《论土地改革问题》和尼·尼·库特列尔的《关于

扩大和改善农民土地占有的措施的法令草案》。这两篇文章载于１９０７年

在莫斯科出版的立宪民主党的《土地问题》文集第２卷。——９。

２０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最初发表于《卡尔·马克思（１８１８—

１８８３）》文集，署名弗拉·伊林。文集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２５周年而编

的，由克德罗夫出版社于１９０８年１０月在彼得堡出版。除列宁的这篇文

章外，文集还收有尤·涅夫佐罗夫的《卡·马克思的生平和活动》、尼·

罗日柯夫的《卡尔·马克思和阶级斗争》、弗·巴扎罗夫的《论马克思主

义的哲学基础问题》、罗·卢森堡的《纪念卡·马克思》、格·季诺维也

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加米涅夫的《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普

·奥尔洛夫斯基的《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米·塔甘斯基的《马克

思论俄国》等文。——１１。

２１ 青年黑格尔派 也称黑格尔左派，是德国的一个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产生

于１９世纪３０—４０年代，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代表。主要

代表人物有阿·卢格、布·鲍威尔、戴·施特劳斯、麦·施蒂纳等。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批判了青年黑格

尔派。——１２。

２２ 蒲鲁东主义 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

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

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

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

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

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

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

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

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思想被资产阶级的理论

家们广泛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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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巴枯宁主义 是以米·亚·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于１９

世纪６０年代。巴枯宁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及其特有的极端个人

主义的代表，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他们认为国家是剥削和

不平等的根源，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实行小生产者公社的完全自治，并把

这些公社联合成自由的联邦（按巴枯宁主义者的说法就是实现“社会清

算”）。巴枯宁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否定工人阶级的

一切不直接导致“社会清算”的斗争形式，否认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

要性，而主张由“优秀分子”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去领导群众骚乱。１９世

纪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初，巴枯宁主义在当时经济上落后的西班牙、意

大利、法国南部和瑞士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中得到传播。在巴枯

宁主义影响下，也形成了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一个派别。

１８６８年，巴枯宁在日内瓦建立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组织——社

会主义民主同盟。在同盟申请加入第一国际遭到拒绝以后，巴枯宁主义

者采取对国际总委员会的决定阳奉阴违的办法，表面上宣布解散这个组

织，而实际却继续保留，并于１８６９年３月以国际日内瓦支部的名义把它

弄进了国际。巴枯宁主义者利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在国际内部进

行了大量分裂和破坏活动，力图夺取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权，受到马克

思恩格斯的揭露和批判。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７日举行的第一国际海牙代表

大会把巴枯宁和另一位巴枯宁派首领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１９世纪

最后２５年间，巴枯宁主义者蜕化成了脱离群众的小宗派。——１２。

２４ 指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西南欧国家。——１２。

２５ 新康德主义者 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派别。新康德主义是１９世纪６０

年代在德国产生的，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特别流行。创始

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等人。１８６５年李普曼首次提出“回到康

德那里去”的口号，新康德主义因此而得名。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伊

·康德，屏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进一步发展它的认识论中

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他们宣称自然科学已证明物质可以

归结为抽象的数学公式，因此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数学

和逻辑这种“思维结构”，康德的“自在之物”只是人的思维的“极限概

念”。他们认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不存

在客观规律性。新康德主义者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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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不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应是康德的伦理学。他们

鼓吹所谓“伦理社会主义”，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又无法达到

的一种共同生活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施坦、康·施

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

徒卢威、谢·尼·布尔加柯夫是新康德主义的信徒。——１３。

２６ 米勒兰主义 是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一种机会主义策略，

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１８９９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

阶级政府而得名。列宁称米勒兰这种行为为“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见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６卷第７页）。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修正主义和

叛变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

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１７。

２７ 盖得派 是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０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

得为首的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基本成员是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期

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该派

于１８７９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１８８０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订了马

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１９０１

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

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犯有片

面性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饶勒斯派指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让·饶勒

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持修正态度，认

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

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

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

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

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

布鲁斯派 是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０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

保·布鲁斯等人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该派起初是法国工人党中改良

主义的一翼，１８８２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后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１８８３

年改称法国劳动社会联盟。该派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

模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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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也被称为可能派。１９０２年，布鲁

斯派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起组成了以让·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

会党。

１９０５年，法兰西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合并，统称法国社会党（工人

国际法国支部）。——１８。

２８ 英国社会民主联盟（Ｓ．Ｄ．Ｆ．）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在

民主联盟的基础上于１８８４年８月成立的。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

·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

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

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

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

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１９０７年，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

党。１９１１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社会

党。１９２０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创立英国共产党的工作。

独立工党 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１８９３年１月成立。领导人有凯·

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

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

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

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１９００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

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

场。——１８。

２９ 整体派是２０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党内的一个派别，整体社会主义的拥护

者，其领袖是恩·费里。整体派在一些问题上同持机会主义立场的改良

主义派进行了斗争。——１８。

３０ 革命工团主义是１９世纪末在一系列西欧国家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小

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思潮。工团主义者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

必要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工会（工团）只要

组织工人举行总罢工而不必进行革命，就能推翻资本主义，把生产的管

理掌握在自己手里。列宁曾指出：“在西欧，革命工团主义在许多国家里

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议会迷的直接的和必然的产物。”（见《列宁全

集》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１８１页）——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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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是俄国孟什维克的

国外机关报，１９０８年２月—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先后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共

出了２６号（另外还于１９１１年６月—１９１２年７月出了《〈社会民主党人呼

声报〉小报》６号）。该报编辑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

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

人呼声报》从第１号起就维护取消派的立场，为他们的反党活动辩护。普

列汉诺夫于１９０８年１２月与该报实际决裂，１９０９年５月１３日正式退出

该报编辑部。此后该报就彻底成为取消派的思想中心。——２０。

３２ 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即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为在

农村培植富农、建立沙皇制度的巩固支柱而实行的土地政策。１９０６年１１

月９日（２２日）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农民退出村社和把份地确定为个人

财产的程序的法令。这个法令经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作了若干修改并批

准后，被称为１９１０年６月１４日法令，通称斯托雷平法令。根据这个法

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

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

田庄主和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置土地，这

样，富裕农民就有可能掠夺村社土地，得到最好的地段，同时用贱价收买

贫苦农民的份地。斯托雷平土地政策加强了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和

农民的分化，激化了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１９０５—

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评论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２０９—２１３页）。——２２。

３３ 容克（德文Ｊｕｎｋｅｒ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这里是借用来指

俄国的农奴主－地主阶级。

容克从１６世纪起就利用农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长期垄断普

鲁士军政职位，掌握国家领导权。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普鲁士

在１９世纪前半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１８０７年废除了农奴制；

１８５０年３月颁布了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允许农民以高额赎

金赎免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通过这些改革，容克不仅获得了大量赎

金，而且掠夺了三分之一的农民土地；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则丧失了

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这就为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

了条件。在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容克农场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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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器，但容克仍保留某些封建特权，包括对自己庄园范围内的农民

的审判权。列宁称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普鲁士的道路。——

２２。

３４ 俄国的村社 是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

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

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

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就已存在，在历

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

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

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村社能保护农民，防止资本

主义关系侵入农民生活。早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

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９０年代，列宁粉

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

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和贫

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俄国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

具。沙皇政府改变了对村社的政策。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沙皇政府大臣会

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

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个法令颁布后的９年中，有２００多万农

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１９１６年底，欧俄仍有２３

的农户和４５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还存

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２３。

３５ 人民社会党人 是１９０６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

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

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

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

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

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

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赞成立宪

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为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

７２４注   释



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同年６月，同劳动派合并。这个

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

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１９１８年后不复存在。——２３。

３６ 社会革命党人 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

是１９０１年底—１９０２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

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

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

·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

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１９０１—１９０４年）和《俄国革命通

报》杂志（１９０１—１９０５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

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

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

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

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

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

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

战斗组织。

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

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

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

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

统一造成了１９０６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

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

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

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

，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

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

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 ，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

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

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１９２２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

解。——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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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指费·伊·唐恩发表在１９０８年《新时代》杂志第２６年卷第２册第２７期

和第２８期上的《俄国革命新高涨的条件》一文。

《新时代》杂志（《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

１８８３—１９２３年在斯图加特出版。１８９０年１０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１８８５—１８９５年

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

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

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

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论、宣传俄国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

到机会主义立场，１９１０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

物。——２５。

３８ 里加博物馆 是人们给沙皇俄国里加警察局侦缉处拷问室取的诨称。在

报纸上揭露了该警察局对被捕者采用残酷的刑讯手段的事实后，沙皇政

府竭力否认，竟声称侦缉处的那些刑具是为了“成立博物馆”而收集来

的。——２６。

３９ 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１１日（２４日）法令是沙皇政府在莫斯科武装起义高潮中作

为对工人的某种让步而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法（维特选举法）。与１９０５

年８月６日颁布的关于“咨议性”布里根杜马的条例不同，这个法律规定

成立“立法”杜马，除原定的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

选民团和农民选民团外，增添了工人选民团，并在维持城市选民团复选

人总数不变的情况下稍许扩大了城市选民的组成。但是，按照这个选举

法，选举仍然不是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六

三政变废除了这个选举法。——２６。

４０ 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１６日）沙皇解散

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１１月１日（１４

日）召开的，存在到１９１２年６月９日（２２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４４２人，

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１９１０年３月

起）和米·弗·罗将柯（１９１１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

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

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４４２名代表中，有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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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７名，十月党人１５４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７名，波兰代表联盟１１

名，进步派２８名，穆斯林集团８名，立宪民主党人５４名，劳动派１４名，

社会民主党人１９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

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

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

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

使群众脱离革命。

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

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了军队员额的

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

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３年，直到１９１１年在新的革命高潮

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１９０３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

１９１２年３月５日（１８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

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

平的土地法，于１９１０年批准了以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２２日）法令为基础

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

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

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

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

解放运动和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

不多，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

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

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２６。

４１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见他为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

争》一书写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第５９１—６１２

页）。——２７。

４２ 《法兰克福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

报），１８５６—１９４３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２８。

４３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

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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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该党于１９０５年１１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宣言。

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的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

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

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

府的对内对外政策。——２８。

４４ 和平革新党 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由左派十

月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

立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

杜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建，１９０６年６月成立。该党持介乎十月

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

领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和平革新党维护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

义方式经营的地主的利益，列宁曾称之为“和平掠夺党”。在第三届国家

杜马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进步派”，该派是１９１２年成

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是《言论报》和《莫斯科

周刊》。——２８。

４５ 指立宪民主党人同沙皇政府副内务大臣德·费·特列波夫进行的关于

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的可能性的谈判。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对

立宪民主党和大臣们谈判的揭露开始了》一文（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

２１卷）。——２８。

４６ 《无产者报》（《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１９０６年８

月２１日（９月３日）—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出版，共出了５０

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

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

２０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但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

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２１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

２１—４０号在日内瓦、第４１—５０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２０

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

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

报。该报共发表了列宁的１００多篇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４６号附刊

上发表了１９０９年６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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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

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１９１０年一月全

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２９。

４７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

议是在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不久于１９０７年１１月５—１２日（１８—

２５日）在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举行的。出席会议的代表共２７名，其中

布尔什维克代表１０名，孟什维克代表４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５名，

崩得代表５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３名。

会议议程包括关于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关于派别中

心和加强中央委员会同地方组织的联系、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

级报刊等问题。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

策略问题的报告。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发言不同意列宁对六三制度和党

的任务的看法，主张支持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十月党人。代

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名义提

出的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革命策略。代

表会议还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不容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

报刊的决议。这项决议是针对孟什维克的政论家们特别是格·瓦·普列

汉诺夫的，他曾在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同志报》上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鉴于孟什维克中心背

着党中央委员会同地方委员会直接联系，大会通过了关于派别中心和加

强中央委员会同地方组织的关系的决议。代表会议还决定，社会民主党

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团称为社会民主党党团。

这次代表会议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通过了列宁制定的决议，从而在反

动时期争取群众的斗争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武装了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２９。

４８ 《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一文是为波兰社会民主党杂志《社会民主党评

论》写的，发表于１９０８年４月该杂志第２号。１９０８年３月１０日（２３日）

《无产者报》第３０号先刊载了此文。——３０。

４９ 这是叶·德·库斯柯娃《论俄国马克思主义》一文中的论调。该文载于

１９０８年３月１日（１４日）《首都邮报》第２５１号。

《首都邮报》（《 》）是俄国的一家日报，１９０６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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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１９０７年２月起成为劳

动团的论坛。１９０８年２月被沙皇政府查封。——３０。

５０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１９０５年４月１２日—２７日（４月２５

日—５月１０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

列宁的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

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３８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２４名，有发言

权的代表１４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２１个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

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并当选为

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

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

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

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

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

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等。

列宁就代表大会讨论过的一切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

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

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

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

了发言。

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

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

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

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

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

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

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

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

第１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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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

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为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

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

报—— 《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
３５。

５１ 孟什维克的日内瓦代表会议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

于１９０５年４月举行。由于参加的人数很少（只有９个委员会的代表出

席），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就

武装起义、农民中的工作、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对其他革命党派

和反对派的态度等问题通过了决议。

列宁在《倒退的第三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０卷第２９９

—３０８页，第１１卷第１—１２４、１５１—１５７页）等著作中揭露了日内瓦代

表会议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作了非常有力的批判。——

３５。

５２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于１９０７年４月３０日—５月

１９日（５月１３日—６月１日）举行。代表大会原来打算在哥本哈根或马

尔默（瑞典）、布鲁塞尔召开。由于沙皇政府施加压力，丹麦、瑞典、比利时

都禁止在其国土上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因此已汇集在哥

本哈根的大会代表只得转移到马尔默，又从那里动身前往伦敦。

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３４２名，代表约１５万名党员，其中有表决权

的代表３０３名，有发言权的代表３９名。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布尔什

维克８９名，孟什维克８８名，崩得代表５５名，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

主党代表４５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２６名。大工业中心的

代表多数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党组织的

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了主席团。马·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

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议程的讨论几乎占用了四次会议。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

克、崩得分子就是否把主要的具有原则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列入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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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程展开辩论。布尔什维克在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

下，使一个最重要的具有总原则性质的问题即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

题列入了议程。大会通过的全部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杜马

党团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组织；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国家杜马；

“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工会和党；游击行动；失业、经济危机

和同盟歇业；组织问题；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五一节，军国主义）；军

队中的工作；其他。由于时间和经费的关系，关于国家杜马、关于工会和

党、关于游击行动的问题及组织问题只讨论了以各派名义在代表大会上

提出的提案和决议案。关于失业、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斯图加特国际

代表大会等问题没有来得及讨论。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及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的纲领

团结了他们，因而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取得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路线的胜利。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被确定为全党的统一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政

党态度的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这一决议对所有非无产阶级政

党都作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并规定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对它们的策

略。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

的各项任务，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的活动应该服从杜马外活动，应

该首先把杜马作为揭露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妥协政策以及宣传党的革

命纲领的讲坛。代表大会就“工人代表大会”问题通过的决议是在列宁

为代表大会写的决议草案《关于非党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中的无政府工

团主义派别》为基础写成的。在《工会和党》决议中，代表大会批驳了工

会“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认为必须做到党对工会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

的领导。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按照修改过的党章，在代表大会上

只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并在中央委

员会监督下工作。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的会议来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

要的问题。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布尔什维克５人、孟什维克４人、波兰社会民主

党２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１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另外３名中央委

员由崩得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后选派）。鉴于新的

中央委员会成分不一，中央的领导不可靠，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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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在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无产者报》

编辑部也加入布尔什维克中央。——３５。

５３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４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

元前３５６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

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

称。——４０。

５４ “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一语出自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再论我们的

处境（给Ｘ．同志的信）》一文（载于１９０５年１２月《社会民主党人日

志》第４期）。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里说：“不合时宜地发动起来的政

治罢工导致了莫斯科、索尔莫沃、巴赫姆特等地的武装起义。在这些起

义中我们的无产阶级表现得强大、勇敢和具有献身精神。但是他们的力

量总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本来是不难预见到的。因此本来就用

不着拿起武器。”（见《普列汉诺夫全集》１９２６年俄文版第１５卷第１２

页）——４０。

５５ 波兰社会党—“右派”即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弗腊克派），是１９０６年

波兰社会党分裂后成立的。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１８９２年１１月）确定

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１８９３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

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

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

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

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１９０５年２月起，左派逐

步在该党内占了优势，１９０６年１１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

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波兰社会党

—“左派”和波兰社会党—“右派”这两个政党。

波兰社会党—“右派”于１９０９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

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

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

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在战争期间，

以皮尔苏茨基为首的一批领导骨干脱离该党。１９１７年俄国二月革命后，

该党转而对德奥占领者采取反对立场，开展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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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１９１８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

波兰国家，１９１９年同原普鲁士占领区的波兰社会党以及原奥地利占领

区的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

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１９２０年７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

合政府。１９２６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１１月由于拒绝

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４０。

５６ 波兰社会党—“左派”原来是波兰社会党内的左派，以马·亨·瓦列茨

基、费·雅·柯恩等为首，１９０６年波兰社会党分裂后成为独立的政党。

波兰社会党—“左派”反对皮尔苏茨基分子的民族主义及其恐怖主义和

密谋策略，认为只有在全俄革命运动胜利基础上才能解决波兰劳动人

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问题。该党主张同全俄工人运动密切合作，可

是力图把波兰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除民族主义派别外的所有派别机械地

联合起来。在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期间，它主要通过工会、文教团体等合法组

织进行活动。它不接受孟什维克的在反对专制制度斗争中领导权属于

资产阶级的论点，可是与孟什维克合作，支持他们反对第四届国家杜马

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党持国际主义立场，

参加了１９１５年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１９１６年的昆塔尔代表会议。

该党欢迎俄国十月革命。１９１７年１２月，该党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

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４１。

５７ 姜汁鲟鱼是俄国上层社会享用的名贵菜肴。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

夫－谢德林在《文明人》等作品中曾用它来嘲讽俄国自由派人士，说他们

不知要宪法好，还是要姜汁鲟鱼好。他们要的宪法不过是掩饰其贪婪本

质的文明外衣，是为了更便于巧取豪夺，就象用姜汁鲟鱼来满足他们的

口腹之欲那样。——４４。

５８ 这里看来是借用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驴子》来讽

刺俄国自由派。寓言说，平素对狮子诚惶诚恐的驴子，在狮子衰老得奄奄

一息时，也跟随其他野兽把狮子踢了个痛快。——４４。

５９ 《维堡宣言》即第一届国家杜马成员在杜马被解散后发表的号召书：《人

民代表致人民书》。号召书是由一部分国家杜马代表于１９０６年７月９—

１０日（２２—２３日）在维堡市召开的会议通过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杜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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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约有２００人，其中多数是立宪民主党人。号召书是帕·尼·米留可夫

起草的，通过前曾经会议选出的一个六人委员会（立宪民主党人费·费

·科科什金和马·莫·维纳维尔，孟什维克诺·尼·饶尔丹尼亚和Ｃ．

．贾帕里泽，劳动派伊·瓦·日尔金和Ｃ．．邦达列夫）审订。号召书的

主要内容是号召人民对沙皇政府进行“消极抵抗”，在召集新杜马以前不

纳税，不出壮丁，不承认未经杜马批准而签订的债款。立宪民主党想用

这些办法把群众革命运动纳入和平的轨道。但是到１９０６年９月，立宪民

主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立宪民主党人就已公开反对实行“消极抵

抗”，背弃了维堡宣言的号召。

１９０６年７月１６日（２０日）沙皇政府对号召书签名者起诉。１９０７年

１２月１２—１８日（２５—３１日）圣彼得堡高等法院特别法庭审理此案，分别

判处１６７名签名者以３个月监禁。——４４。

６０ 解放社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不合法政治

联合组织，由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筹备，于１９０４年１月在彼得堡成

立，领导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

领包括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

自决权。１９０５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一部分地主土地强制转让并分

给少地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１９０５年

１０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

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无题派。——４５。

６１ 斯维亚堡起义是指１９０６年７月１７日（３０日）深夜开始的赫尔辛福斯附

近的斯维亚堡要塞的起义。这次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革命党

人的挑动而过早地自发爆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在获

悉斯维亚堡可能爆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曾于７月１６日通过了列宁起

草的决定，试图说服群众推迟行动（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３卷第３２８

页）。当布尔什维克确信自发行动已不能制止时，便领导了起义。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军事组织的两名布尔什维克阿·彼·叶梅利亚诺夫少尉和

叶·李·科汉斯基少尉担任起义的领导人。积极参加起义的有７个炮兵

连（共有１０个）。起义者提出了推翻专制政府、给人民以自由、把土地交

给农民等口号。芬兰工人曾举行罢工支持起义。起义坚持了３天，但终因

准备不足，在７月２０日（８月２日）被镇压了下去。起义参加者被交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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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判。４３人被处死刑，数百人被送去服苦役或被监禁。——４５。

６２ 指１０４人土地法案。

１０４人土地法案即劳动派１９０６年５月２３日（６月５日）在俄国第一

届国家杜马第十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有１０４位杜马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

法案提出的土地立法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部土地及地下矿藏和水流属

于全体人民、农业用地只给自力耕种者使用的制度。法案要求建立全民

地产。全部官地和皇室土地、皇族土地、寺院土地、教会土地都应归入全

民地产，占有面积超过当地规定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

地也强制转归全民地产，对私有土地的转让给与某种补偿。法案规定，份

地和小块私有土地暂时保留在其所有者手里，将来也逐步转为全民财

产。土地改革由经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的地方委员

会实施。列宁指出，１０４人法案“充满了小私有者的恐惧，害怕进行过分

急剧的变革，害怕吸引太广泛、太贫困的人民群众参加运动。”（见《列宁

全集》第２版第１４卷第２８５页）——４５。

６３ 指《３３人法案》。

《３３人法案》即第一届国家杜马中劳动团代表非正式会议制定的

《土地根本法法案》，由３３名代表（主要是劳动派）签名，于１９０６年６月６

日（１９日）提交国家杜马审议。法案是在社会革命党人直接参与下制定

的，代表了他们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３３人法案》提出的主要要求是：

立即完全废除土地私有制，没收地主土地，宣布所有公民都有使用土地

的平等权利，实行村社使用土地的原则，按照消费份额和劳动份额平均

重分土地。

《３３人法案》遭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甚至不同意把它

作为材料转交给杜马土地委员会。在１９０６年６月８日（２１日）杜马会议

上，该法案以７８票对１４０票被否决。——４５。

６４ 恶魔的辩护人一词出自中世纪天主教的规章制度。按照当时的规定，某

一亡故教徒要被尊为“圣者”，须经分别担任上帝的辩护人和恶魔的辩护

人的两位僧侣反复辩难：前者极力称颂这位已故教徒的德行，后者则力

图证明此人做过许多违背教规的事，不配享有“圣者”称号。“恶魔的辩护

人”后来被人们用来称呼喜欢吹毛求疵、专讲反面话或别人坏话的人。这

里则是借用来表示反面教员的意思。——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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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是列宁１９０８年为格拉纳特兄弟出版公司

出版的百科词典写的一个词条，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当时未能发表。

１９１８年，此文首次由生活和知识出版社作为社会学丛书第５１种出版。

列宁写这篇文章使用的有关土地问题的统计数字和表格，都引自《俄国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民主党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

土地纲领》这两部著作（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３卷和第１６卷）。本文的

手稿没有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仅有文章打字稿的最后６页（从本卷第

１１５页上的“……仅原来的经济中心”起），最末一页上所标的此文的完

稿日期是：公历１９０８年７月１日。——４８。

６６ 指沙皇政府内务部中央统计委员会于１９０７年在彼得堡出版的《１９０５年

度土地占有情况统计。欧俄５０省资料汇编》一书。——４８。

６７ 荣誉公民 是沙皇俄国从１８３２年起开始采用的特权称号，以敕令授予

“小市民”或“僧侣”这些等级中的有一定学历和地位的人。荣誉公民不

服兵役，不纳人头税，不受体罚，有权参加城市自治机关。１８５８年，俄罗

斯帝国共有荣誉公民２１４００人。十月革命后，这一称号被废除。——５０。

６８ 世袭租地户是指向土地所有者交纳一种固定的代役租（多为货币）而对

一块土地享有永久的占有或使用权利的农民或城市居民。世袭租佃这

种封建依附形式在西欧最为盛行，在沙皇俄国则主要存在于波兰、立陶

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作为封建土地关系残余的世袭租佃，在俄国一直

存在到２０世纪初。——５３。

６９ 列泽希 是摩尔达维亚和比萨拉比亚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组成村社，共

同使用土地，但对自己的一份土地有世袭的私有权。——５３。

７０ 新巴什基尔人是从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迁往巴什基尔地区定居的移

民。——５３。

７１ 俄国农民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阶级分为三大类：（１）私有主农民即地主

农民，（２）国家农民即官地农民，（３）皇族农民。每一大类又分为若干在出

身、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形式、法律地位和土地状况等方面互不相同的

等级和特殊类别。沙皇政府在１８６１年实行的农民改革保留了形形色色

的农民类别，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１９１７年。沙俄政府和地方自治机关的

统计部门在收集统计资料时便把农民划分为这些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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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民是按照彼得一世的法令由未农奴化的农村居民组成的一

类农民。国家农民居住在官有土地上，拥有份地，受国家机关的管辖，并

被认为在人身上是自由的。他们除交人头税外，还向国家或者官有土地

承租人交纳代役租，并履行许多义务。国家农民的成分是各种各样的，他

们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的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

皇族农民是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中沙皇俄国的一类农民。他们耕种

皇族土地，除交纳人头税外，还交纳代役租，并履行各种义务，承担供养

沙皇家族成员的实物捐税。根据１７９７年的条例，皇族农民的地位介于国

家农民和地主农民之间。在皇族农民中，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按照１８５８

年、１８５９年和１８６３年的法令实行的。皇族农民得到的土地多于地主农

民，少于国家农民。

有赐地的农民 是俄国１８６１年农民改革时获得赏赐份地的一部分

前地主农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２月１９日法令规定，地主可以按

照同农民达成的协议，以最高标准四分之一的份地赐给农民，不取赎金，

而其余四分之三归地主所有。这种有赐地的农民主要是在土地昂贵的

黑土地带。到２０世纪初，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由此而来的土地的重分，有

赐地的农民差不多完全失掉了自己的份地。

完全私有农民 是那些赎回了自己的份地，因而取得土地的私有权

的前地主农民。完全私有农民的人数较少，是农村中最富裕的上层。

有村社地产的国家农民是按照村社土地占有制使用耕地及其他用

地而没有土地私有权的国家农民。

有切特维尔梯地产的国家农民即切特维尔梯农民，是莫斯科国军人

的后裔。这些军人（哥萨克骑兵、射击兵、普通士兵）因守卫边疆而分得若

干切特维尔梯（１切特维尔梯等于半俄亩）的小块土地，供其暂时使用或

永久使用，切特维尔梯农民即由此得名。从１８世纪起切特维尔梯农民开

始称为独户农。独户农在一个时期内处于介乎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地位，

享有各种特权，可以占有农奴。独户农可以把土地作为私有财产来支配，

这是他们和土地由村社占有、自己无权买卖土地的其他国家农民不同的

地方。１８６６年的法令承认独户农的土地（即切特维尔梯土地）为私有财

产。

原属地主的国家农民是官家从私有主手里购买的或私有主捐献给

官家的农民。他们虽然列入国家农民一类，但不完全享有国家农民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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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在１８６１年改革的前夜，即１８５９年，这类农民取得了平等权利，但他

们和其他国家农民之间仍存在着某些差别。

自由耕作农是根据沙皇俄国１８０３年２月２０日的法令而解除了农

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这一法令允许地主以收取赎金等为条件释放农

奴，但必须分给被释放农奴一份土地。——５４。

７２ 指俄国１８６１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

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和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１８６１年２月１９日（３月３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

宣言和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２２５０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

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

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

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４９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统计，在改革

后，贵族拥有土地７１５０万俄亩，农民则只有３３７０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

农民土地割去了１５，甚至２５。

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

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

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

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１９

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５亿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

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象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

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

件。——５４。

７３ 引自１８４５年在圣彼得堡用德文出版的《俄国及与其毗邻的亚洲诸国研

究概论》一书第１１卷。该书由卡·马·贝尔和格·彼·格尔梅尔先主

编，全书共２６卷，由帝国科学院出资于１８３９—１８６８年出版。——５８。

７４ 粮垛租是沙皇俄国南部地区的一种盘剥性的实物地租。租地者在收割时

按俄亩交若干由禾捆堆成的粮垛给地主，所交部分达到收成的一半，有

时更多。此外，租地者还用一部分劳动为地主服各种工役。——６４。

７５ 野蛮的地主出典于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同名讽刺

故事。故事说，有一个地主生性愚蠢，总嫌农民日益增多，害怕农民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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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吃光，于是就用种种处罚来折磨农民。后来他的领地上的农民突

然全部失踪了，他这时方才感到心满意足。但他很快发现这样一来就没

有人侍候他了。他终于变成了野人。——６５。

７６ 登记丁口是指农奴制俄国应交纳人头税的男性人口，主要是农民和小市

民。为了计算这种纳税人口，采用了一种叫作“登记”的特别户口调查。俄

国人头税开征于彼得一世时代，这种登记从１７１９年开始，共进行了１０

次，最后一次是在１８５７年。许多村社按登记丁口重分土地，所以农户的

份地面积取决于它的登记丁口数。——６９。

７７ 《北方通报》杂志（《 》）是俄国文学、科学和社会政治月

刊，１８８５—１８９８年在彼得堡出版。１８９０年５月以前由安·米·叶夫列伊

诺娃任编辑，主要撰稿人是民粹派和接近民粹派的作家、政论家尼·康

·米海洛夫斯基、谢·尼·克里文柯、弗·加·柯罗连科、格·伊·乌

斯宾斯基等。该刊从１８９１年起，实际上由阿·沃伦斯基担任编辑，开始

宣传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登载象征派的作品，但也刊载某些现实主义

作家的文章。——６９。

７８ 指《泽姆良斯克县、扎顿斯克县、科罗托亚克县和下杰维茨克县农民占有

土地的估价资料汇编》，即沃罗涅日省地方自治机关１８８９年在沃罗涅日

出版的《沃罗涅日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３、４、５、６卷《附录》。——８４。

７９ 指Ｈ．德雷克斯勒尔的著作《汉诺威省某些地区的农民状况》（见１８８３年

《社会政治协会学报》第２４期）。——８８。

８０ 《欧洲通报》杂志（《 》）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

治和文学刊物，１８６６年３月—１９１８年３月在彼得堡出版。１８６６—１８６７

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

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９０。

８１ 这个材料载于萨马拉省地方自治机关１８９２年在萨马拉出版的《萨马拉

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８卷第１编。——９４。

８２ 指米·谢·乌瓦罗夫在１８９６年７月出版的《公共卫生、法医学和实用医

学通报》杂志上发表的《论外出从事副业对俄国卫生状况的影响》一

文。——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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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斯·费·鲁德涅夫的数字引自他在１８９４年《萨拉托夫地方自治机关汇

编》第６期和第１１期上发表的《欧俄农民的副业》一文。——９７。

８４ 指俄国赫尔松省地方自治局１８９６年在赫尔松出版的尼·伊·捷贾科夫

的《赫尔松省农业工人及其卫生监督组织》一书。——９９。

８５ 指１８９１年的饥荒。这次在俄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饥荒，以东部和东南部

各省灾情最为严重，使大批农民遭到破产，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和国内市

场的形成。——１０２。

８６ 列宁在这里使用的资料引自１８９３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尼·安·布拉戈维

申斯基的《地方自治局按户调查经济资料综合统计汇编》第１卷。——

１０７。

８７ 犹太人居住区是指中世纪西欧和中欧的城市中划分给犹太人居住的地

区。起初它是中世纪行会制度的一种典型表现，从１４—１５世纪起变成了

强制性的居住区，到１９世纪上半叶基本消失。——１１２。

８８ 奴仆规约是１８世纪普鲁士各省的一种封建规章，它允许容克地主专横

地对待农奴。德国废除农奴制后，奴仆规约作为农奴制的残余仍然保存

下来。容克农场和大农农场中的雇佣工人的劳动条件以及农场主对雇佣

工人的权利仍由这种规约来规定，因而使雇佣工人实际上处于被奴役的

状态。在德国，奴仆规约于１９１８年始宣布废除。——１１３。

８９ 喀琅施塔得起义是指１９０６年７月１９日（８月１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

兵和士兵的起义。１９０６年春天和夏天，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一直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准

备。１９０６年７月９日（２２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工人组织大部分

成员被捕，使武装起义的准备受到影响，但是准备工作并未停止。７月１８

日（３１日），斯维亚堡起义的消息传来，在喀琅施塔得积极活动的社会革

命党人主张立即起义，布尔什维克鉴于起义的准备尚未完成而表示反

对。在已不可能劝阻群众推迟行动时，布尔什维克根据彼得堡委员会的

指示把领导士兵和水兵的起义的任务担当起来。１９０６年７月１９日（８月

１日）夜２４时左右，按照规定的信号，地雷连、工兵连、电雷连的士兵

（１０００余人）与海军第１和第２总队的水兵（约６０００人）几乎同时展开了

斗争。部分武装的工人（约４００人）也参加了起义。但是政府通过奸细已

４４４ 列 宁 全 集  第 十七 卷



侦知起义的日期并预先作好了镇压起义的准备，社会革命党的干扰也阻

碍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到７月２０日（８月２日）晨，起义就被镇压下去

了。起义参加者有３０００多人被捕（其中有８０名非军人）。根据战地法庭

判决，３６人被枪决，１３０人服苦役，１２５１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于７月２０日（８月２日）通过了关

于举行政治总罢工来支持喀琅施塔得、斯维亚堡起义的决定。在得知起

义已被镇压下去后，取消了这一决定。——１２１。

９０ 最高纲领派 是１９０４年在社会革命党内部形成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半无

政府主义的恐怖集团，１９０６年１０月在芬兰奥布召开成立大会，组成最

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最高纲领派无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

一阶段，坚持立即实行社会革命党的最高纲领，即在实行土地社会化的

同时实行工厂社会化。最高纲领派认为劳动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同

时声明，在革命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有主动精神的少数人”，而斗争

的主要手段是个人恐怖。１９０７年，在恐怖行动接连失败和大批人员遭到

逮捕以后，最高纲领派的组织开始瓦解。

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最高纲领派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恢复了

自己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最高纲领派参加了苏维埃和全俄中央执

行委员会，但不久即告分裂，一些人走上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另一

些人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于１９２０年４月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加入

俄国共产党（布）的决议。——１２２。

９１ 《革命思想》（《 》）是以尤·杰列夫斯基（Ａ．沃林）和

Ｂ．阿加福诺夫（西韦尔斯基）为首的一批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

１９０８年４月—１９０９年１２月在国外出版，共出了６号。——１２２。

９２ 《劳动旗帜》（《 》）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１９０７年７

月１０日（２３日）—１９１４年４月出版，不定期。起初在俄国秘密出版，从

１９０８年８月起在巴黎出版，共出了５３号。参加该报编辑工作的有尼·

德·阿夫克森齐耶夫、格·安·格尔舒尼、维·米·切尔诺夫等。——

１２２。

９３ “中央的政治恐怖手段”即杀死沙皇。１９０７—１９０８年，社会革命党曾好几

次试图对沙皇行刺，但都没有成功。——１２３。

９４ 这是对《革命思想》的蔑称。——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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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 普列韦制度是指１９０２年沙皇政府内务大臣维·康·普列韦为镇压革命

运动而在俄国实行的残酷的警察制度。按照普列韦的直接指示，沙皇军

警曾向罢工工人和游行示威者开枪扫射。在采取警察恐怖手段的同时，

普列韦还用派遣奸细和政治上腐蚀工人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的办法，力

图瓦解工人运动。在普列韦任职时期，祖巴托夫政策特别盛行。普列韦还

实行挑动民族间相互敌对的政策，是南俄发生的多次暴行的罪魁祸

首。——１２７。

９６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是列宁应罗·卢森堡和莱

·约吉希斯的请求，为了向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介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

在土地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写的，载于１９０８年８月《社会民主党评论》

杂志第６期。这篇文章是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

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卷）一书的摘

要。——１３１。

９７ 旺代暴动即１７９３年３月法国西部旺代省爆发的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

革命叛乱。叛乱的大多数参加者是受反革命僧侣和贵族唆使的当地农

民。——１３５。

９８ 《教育》杂志（《 》）是俄国一种合法的文学、科普和社会政治性

刊物（月刊），１８９２—１９０９年在彼得堡出版。初期由瓦·德·西波夫斯基

和瓦·瓦·西波夫斯基主编。从１８９６年起由亚·雅·奥斯特罗戈尔斯

基负责编辑。在１９０２—１９０８年期间，该杂志刊载过社会民主党人的文

章。１９０６年第２期发表了列宁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这一

著作的第５—９章（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５卷第１３８—１９９页）。——

１３６。

９９ 健忘的伊万 意为忘记自己身世者或六亲不认、数典忘祖的人。在革命前

的俄国，潜逃的苦役犯和逃亡的农奴一旦落入警察之手，为了不暴露真

实姓名和身分，常常自称“伊万”（俄国最常见的名字），并声称忘记了自

己的身世。因此在警厅档案中，他们便登记为“忘记身世者”。这些人就被

统称为“健忘的伊万”。——１３６。

１００ 《曙光》杂志（《 》）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

编辑部编辑。１９０１—１９０２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４期（第２、３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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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

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

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

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４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

纲领》。——１４２。

１０１ 《生活》杂志（《 》）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１８９７—

１９０１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从１８９９年起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

机关刊物，实际领导者是弗·亚·波谢，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

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等。该杂志刊登过列宁的《农业中的资本

主义》和《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两文，在小说文学栏发表过马·高尔

基、安·巴·契诃夫、亚·绥·绥拉菲莫维奇、伊·阿·布宁等的作品。

该杂志于１９０１年６月被沙皇政府查封。

１９０２年４—１２月，该杂志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波谢、维

·米·韦利奇金娜等组织的生活社在国外复刊，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

出了６集，另外出了《〈生活〉杂志小报》１２号和《〈生活〉杂志丛书》若干

种。——１４２。

１０２ 指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故事《绝顶聪明的鮈

鱼》中的鮈鱼。这条鮈鱼因为感到处处有丧生的危险，便常常东躲西藏，

提心吊胆地度日，却还自以为绝顶聪明。——１４７。

１０３ 费边社 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１８８４年成立，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

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２１８—２０１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

名字为名。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

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

１９００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

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１５０。

１０４ 《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ＰｒｚｅｇｌａｄＳｏｃｊ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ｙｃｚｎｙ》）是波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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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人的刊物，１９０２—１９０４年和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在克拉科夫出版。罗

·卢森堡参加了这个杂志的工作。——１５１。

１０５ 青年土耳其党人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参加

者的泛称，也专指１８８９年在伊斯坦布尔成立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者

的政治组织“统一与进步”的成员。青年土耳其党人主张限制苏丹的专

制权力，把土耳其从封建帝国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国家，加强土耳

其资产阶级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以挽救陷于瓦解

的奥斯曼帝国和防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它的领土。１９０８年７月，青年

土耳其党人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上层资产阶级革命，迫使土耳

其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签署了召开议会的诏书。１９０９年４月忠

于苏丹的军队发动的叛乱被粉碎后，青年土耳其党人组成了新政府。青

年土耳其党人执政后很快就失去了革命性。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府保

存了君主政体，并执行反动政策。它与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

相勾结，成为他们的利益的代表者。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

后，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统一与进步”党（由“统一与进步”组织改组而成）在

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宣布自行解散。——１５６。

１０６ 《正义报》（《Ｊｕｓｔｉｃｅ》）是英国一家周报，１８８４年１月—１９２５年初在伦敦

出版。它最初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从１９１１年起成为英国社

会党的机关报。自１９２５年２月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出版，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停刊。——１５９。

１０７ 《人道报》（《ＬＨｕｍａｎｉｔ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１９０４年创办。

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

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１９１８年该报由马·加香领

导后，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

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１９２０年１２月起，该报成了

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１６０。

１０８ 这篇短评是《彼得·马斯洛夫是怎样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的》一文

的编后记。《彼得·马斯洛夫是怎样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的》一文

即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

领》一书第３章第２节和第３节（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２６４—

２７５页）。——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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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１９０８年《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６—７号合

刊上发表的《战斗的唯物主义。答波格丹诺夫先生。第一封信》。普列汉

诺夫在这篇文章里说：“您责备我经常称呼您为波格丹诺夫先生……在

您看来，称您为同志是属于我的社会民主主义义务的。但是，让上帝和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来审判我吧！我不承认有这样一项义务。我不承认的

原因是简单而明了的，这就是您对我来说不是同志。而您对我不是同志

是因为我和您是两种直接对立的世界观的代表。”（见《普列汉诺夫全

集》１９２５年俄文版第１７卷第１—２页）——１６４。

１１０ 法穆索夫 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

的人物，是一个位居要津的贵族官僚，极端仇视进步思想，为人专横暴

虐而又卑鄙无耻。——１６５。

１１１ 指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

１９０７年８月１８—２４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２５个国家的８８６

名社会党和工会的代表，其中英国１２３名，奥地利７５名，匈牙利２５名，

波希米亚４１名，意大利１３名，波兰２３名，法国７８名，美国２０名，德国

２８９名，俄国６５名。德国代表团中工会代表占多数。俄国代表团包括社

会民主党人３７名、社会革命党人２１名和工会代表７名。参加这次代表

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有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

贝格（维什科夫斯基）、波·米·克努尼扬茨、马·马·李维诺夫、阿·

瓦·卢那察尔斯基、尼·亚·谢马什柯、米·格·茨哈卡雅等人。列宁

是第一次出席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审议了下列问题：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政党和工会的相

互关系；殖民地问题；工人的侨居；妇女选举权。

在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团结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力量做了大

量工作，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的主要工作是在起

草代表大会决议的各个委员会中进行的。列宁参加了军国主义和国际

冲突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个委员会讨论奥·倍倍尔提出的决议草

案时，列宁同罗·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一起对它提出了许多原则性

的修改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决议草案的最后一段的修改意见：“只

要存在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

各尽所能，以便利用相应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这些手段自然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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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阶级斗争和一般政治形势的尖锐化程度的不同而改变和加强。如果

战争仍然爆发了的话，他们的责任是迅速结束战争，并竭尽全力利用战

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醒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加速推翻

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中，这条修改意见除了

个别文字改动外被完全采纳。这条修改意见末尾的著名论点还为１９１０

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所重申并写进了１９１２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

代表大会在殖民地问题上也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以荷兰社会民主

党人亨利克·万科尔为首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的多数派，不顾少数

派的抗议，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认为代表大会不应在原则上谴责一切

殖民政策，因为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万

科尔把荷兰的殖民政策说成典范，宣称即使在将来，社会党人也不但要

带着机器和其他文化成就，而且要手持武器到“野蛮民族”那里去。这一

机会主义决议草案得到德国代表团多数的支持。只是由于俄国、波兰的

代表，德国、法国、英国的部分代表以及没有殖民地的各小国的代表的

共同努力，才推翻了委员会的决议，通过了在实质上改变了决议内容的

修正案。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谴责了一切殖民政策。

在草拟工人侨居问题决议案的委员会中，一部分机会主义者反映

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工人贵族的狭隘行会利益，要求禁止中国和日本的

无产者移居这些国家，说他们没有组织能力。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全体会

议上没有公开发言。因此，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决议符合革命的

社会民主党的要求，也符合对各国工人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要求。

在关于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中，卢那察尔斯

基捍卫了关于工会应具有党性的列宁主义路线。代表大会就此问题通

过了确认工会的党性原则的决议。

列宁在两篇题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中对这次

代表大会及其意义作了扼要的介绍和评述（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

卷第６４—７５页和第７９—８５页）。——１６７。

１１２ 在列宁提到的这几次国际代表大会上都讨论了军国主义问题。

巴黎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的决议。决议要求加

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并责成社会党人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决议把争

取和平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结合了起来。

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威·李卜克内西和爱·瓦扬作了关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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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的报告。大会根据李卜克内西的报告通

过了一个决议，号召抗议一切准备战争的企图，并强调，只有建立起消

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各国人民带来和平，最终

消灭军国主义。但是无论李卜克内西的报告还是他提出的决议案都没

有包括同军国主义和战争作斗争的具体措施。

苏黎世代表大会讨论了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战争问题的报

告，并通过了决议。这一决议实际上重复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的一

般原则。在通过的决议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责成各国社会党投票反对军

事拨款。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对军国主义和反对军国主义的策略问题进行了

最详细的讨论。——１６７。

１１３ 《人民报》（《ＬｅＰｅｕｐｌｅ》）是比利时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１８８５年

起在布鲁塞尔出版。在比利时工人党改称为比利时社会党后，是比利时

社会党的机关报。——１７３。

１１４ 克·阿·法利埃是当时的法国总统。——１７５。

１１５ 这是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１９０８年８月全体会议的一组

文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１９０８年８月１１—１３日

（２４—２６日））在日内瓦召开。出席全会的共有１２人，其中布尔什维克５

人（列宁、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维·康·塔拉图塔等），孟什维克３

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１人，波兰社会民主党１人，崩得２人。会议议

程是：关于召开全体会议的工作报告；全国代表会议；国外中央局和协

助小组；组织中央委员会；财务；中央委员会向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工

作报告；当前的工作。

在这次全会召开以前，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激烈

的斗争。从１９０８年初起，布尔什维克就着手筹备例行的党的全国代表

会议。１９０８年２月２７日，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通过了《告各级党组

织书》，通知定于１９０８年４月下半月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但由于孟什维

克取消派的破坏，会议未能如期举行。取消派利用在俄国工作的中央委

员几乎全体被捕的时机，企图废除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中央委员会，而

代之以仅起咨询作用的“情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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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会上，布尔什维克给了孟什维克企图取消中央委员会和破坏

召开党代表会议的行为以坚决回击。全会就议程上的主要问题通过了

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案。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立即着手召开代表

会议的工作的决议。全会并拟订了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的议程。全会还

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组织中央委员会和关于组织国外中央局

的决议草案。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被选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关于召开全体会议的工作报告是同关于组织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一

起讨论的，这是因为在讨论中间获悉孟什维克和崩得之间曾进行通信，

在“改组”中央委员会的幌子下，实际建议取消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中

央委员会。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在全会上力图掩盖这一事实。列宁为此

特意发表了《关于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声明》，同时提出了《关于

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事件的决定草案》，草案被全会通过。

这次会议之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广泛开展了党的全国代

表会议的准备工作。——１７７。

１１６ 小兄弟是孟什维克的代称。崩得分子Ｍ．Ｍ．罗森（埃兹拉）给格·叶·

季诺维也夫（格里戈里）的信里用暗语说：“我已获悉，我的兄弟（指孟什

维克）对总事务所（指中央委员会）整个存在的意义表示怀疑，并建议用

某种类似情报委员会的东西来代替它。正是这种罕有的情况迫使我的

股东们（指崩得中央委员会委员）召开紧急会议，以便给我一个决定性

的指示。”——１７７。

１１７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是由１９０８年８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

体会议批准成立的，是从属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全党的国外代表机

构，由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任务是与在俄国国内活动的中央

委员会和在国外工作的中央委员保持经常联系，监督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国外各协助小组以及代表它们的国外中央局的活动，收纳国外组织

上交中央委员会会计处的钱款，并为中央委员会募捐。为了把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联合起来，使其服从全党的统一领导，１９０８

年８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这些小组的

专门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取消派所控制的国外中央局的阻挠，

在１９０９年整整一年内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未能召集起这个代表大会。

１９１０年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改组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限定它的职能

为领导党的一般事务，同时相应地加强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权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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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委员会国外局改由５人组成，其中有各民族组织中央委员会的代表

３人，布尔什维克代表１人和孟什维克代表１人。后来取消派在中央委

员会国外局的成员中占了多数。他们极力破坏党中央机关的工作，阻挠

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布尔什维克代表谢马什柯被迫于１９１１年５月退

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１９１１年６月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作出

了谴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政治路线的决议，指出国外局走上了反党的、

维护派别策略的道路，决定把国外局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提交最近召

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解决。１９１１年１１月，波兰社会民主党从中央委员

会国外局召回了自己的代表，随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也召回了自己

的代表。１９１２年１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自行撤销。——１７８。

１１８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１８７９年

８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

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

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

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

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

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

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

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

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

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

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

段。他们在１８８１年３月１日（１３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

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

在１８８１年以后就瓦解了。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

十分敬重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１８７。

１１９ 指穿灰色军服的沙俄士兵。——１８７。

１２０ 《英国和德国工人的和平示威》一文是就１９０８年９月７日（２０日）在柏

林举行的反对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的工人集会而写的，原准备在《无产

者报》第３６号上刊载，后来没有发表。——１８９。

３５４注   释



１２１ 《不列颠工人致德国工人的信》刊载于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２２日德国社会民

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第２２２号。——１９０。

１２２ 这句话引自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２２日《前进报》第２２２号上的《保卫柏林！》一

文。

《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

该报于１８７６年１０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

森克莱维尔。１８７８年１０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１８９０年

１０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

１８８４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

林人民报》），从１８９１年１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

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

种表现进行斗争。１８９５年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

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

沙文主义立场。１９３３年停刊。——１９１。

１２３ 这里说的是１９０８年秋在彼得堡爆发的俄国群众性的学生运动。这场学

生运动是由当时的国民教育大臣亚·尼·施瓦尔茨的反动政策激起

的。施瓦尔茨对残存的大学自治权大张挞伐，并力图取消１９０５年以后

大学生享有的一切自由。——１９２。

１２４ 指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３日（１６日）《无产者报》第３６号《党的生活》栏发表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决议号召社会民主党大

学生小组同大学生联合委员会的宣言划清界限，使大学生运动服从于

社会民主党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全民斗争中的任务。——１９６。

１２５ 蝎子鞭是一种末梢系有状如蝎子毒钩的金属物的鞭子，出自圣经《旧约

全书·列王记（上）》。——１９６。

１２６ 《莱比锡人民报》（《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

（日报），１８９４—１９３３年出版。该报最初属于该党左翼，弗·梅林和罗·

卢森堡曾多年担任它的编辑。１９１７—１９２２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

机关报，１９２２年以后成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２０１。

１２７ 柏林条约是在１８７８年６月１３日—７月１３日于柏林召开的国际会议上

签订的。这次国际会议是根据奥匈帝国和英国的要求召开的，出席的有

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等国政府的代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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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俄国被迫把它同土耳其在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俄土战争后签订的圣

斯蒂凡诺和约提出复审。会议对这个和约作了重大修改。根据柏林条

约，处于俄国势力范围内的保加利亚的国境被大大缩小，奥匈帝国得到

了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权利，划归俄国的土地限于比萨拉比

亚的一部分，以及巴统、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及其周围地区。柏林条约加

剧了巴尔干地区的矛盾，造成了未来外交冲突和战争的土壤。——

２０２。

１２８ 《社会主义月刊》（《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ｈｅｆｔｅ》）是德国社会主义分子

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的刊物之一，１８９７—１９３３年在柏林出

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

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２０４。

１２９ 《新时报》（《 》）是俄国报纸，１８６８—１９１７年在彼得堡出版。

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采取进步自由

主义的方针。１８７６—１９１２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

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１９０５年起是黑帮报纸。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

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１９１７年

１０月２６日（１１月８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

典型。——２０４。

１３０ 尼古拉一世派遣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一事发生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

利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匈牙利当时处在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

治之下，奥地利皇帝就身兼匈牙利国王。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制度

的匈牙利革命以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５日佩斯起义为开端，得到全国广泛响

应。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４日，在匈牙利革命军队战胜奥地利帝国的入侵军队

之后，匈牙利议会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成立匈牙利共和国。奥

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于４月２日向俄国求援。５月，俄国干涉

军１４万人侵入了匈牙利。匈牙利革命受到两面夹击而遭到失败。８月

１３日，匈牙利军队向俄国干涉军司令伊·费·帕斯凯维奇投降。——

２０５。

１３１ 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执行和通信机关，根据１９００年巴黎代

表大会的决议成立，设在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

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德，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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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

切夫斯基。从１９０５年１０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

国际局。１９１４年６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

会党国际局俄国代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实际上

不再存在。——２１０。

１３２ 《俄国论坛报》（《ＬａＴｒｉｂｕｎｅＲｕｓｓｅ》）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公报，１９０４

年１月—１９０９年１２月和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１９１３年７月在巴黎用法文出

版。１９０４年每月出版两期，以后每月出一期。

《俄国简报》（《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是一批孟什维克于１９０７—

１９１６年在柏林出版的德文刊物。——２１０。

１３３ 英国工党成立于１９００年，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工联、独立工党和

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１９０６年改称工

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

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

（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

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

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

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２１２。

１３４ 指１９０７年８月２０日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代表

大会和国际局章程》中的下述条文：

“一、下列组织均可出席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１．一切赞成下列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团体：生产和交换手段的社

会化；劳动者的国际团结和国际行动；由组织成为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

为社会主义夺取政权；

２．虽未直接参加政治运动，但站在阶级斗争立场上并宣布承认政

治活动即立法活动和议会活动的必要性的一切工会组织。”——２１２。

１３５ 《工人领袖》（《ＬａｂｏｕｒＬｅａｄｅｒ》）是英国的一家周报，１８９１年创刊，１８９３

年起成为英国独立工党的机关报。１９２２年该报改称《新领袖》；１９４６年

又改称《社会主义领袖》。——２１６。

１３６ 指紧密派。

紧密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因主张建立紧

密团结的党而得名，１９０３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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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季·布拉戈耶夫，后来的领导人为格·约·基尔

科夫、格·米·季米特洛夫、瓦·彼·柯拉罗夫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紧密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１９１９年，紧密派加入共产国际并创建

了保加利亚共产党。——２１８。

１３７ 宽广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宽广社会党人），１９０３年保加利亚社

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领导人是扬·伊·萨克佐夫。宽广派力求把党

变成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生产阶层”的宽广组织。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宽广派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１９１８—１９２３年宽广派领袖曾

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和灿科夫法西斯政府。——２１８。

１３８ 锡安社会党人是指俄国小资产阶级的犹太民族主义组织锡安社会党

（锡安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锡安社会党于１９０４年成立。在一般政

治问题上，锡安社会党人要求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

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坚持抵制策略。但锡

安社会党人认为，犹太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为取得自己的领土并建

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斗争。锡安社会党人的民族主义活动模糊了犹太

工人的阶级意识，给工人运动带来很大危害。１９０８年１０月，社会党国

际局决定不再同锡安社会党往来。１９１７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

锡安社会党同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合并为犹太社会主义统一工人

党。——２２０。

１３９ 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成立于１９０６

年。该党的纲领基础是要求犹太人民族自治，即建立有全权决定俄国犹

太人政治制度问题的超地域的犹太议会（该党因此亦称议会派）。犹太

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思想上同社会革命党人接近，并同他们一起反对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２２１。

１４０ 《对彼·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见》一文是为了答复彼·巴·马斯

洛夫发表在１９０８年９月波兰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第７

期上的《关于土地纲领问题（答列宁）》一文而写的。马斯洛夫反对列宁

在《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见本卷第１３１—１５４

页）中所阐述的布尔什维克的纲领，维护孟什维克的土地纲领。——

２３５。

１４１ 莫斯卡里是革命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

称。——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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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 无双议院是指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初期于１８１５年８月选出的议会众议

院，当选的议员几乎清一色是贵族和教士。——２５２。

１４３ １８７６年５月土耳其新奥斯曼党人发动政变。同年８月登上苏丹宝座的

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假意发表立宪誓约，于１８７６年１２月颁布了土

耳其的第一部宪法。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宣布“延期”召开议会，并于

１８７８年２月解散了议会。３０年后，即１９０８年，在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

革命后，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才被迫恢复了１８７６年宪法，签署了召

开议会的诏书。——２５３。

１４４ 召回派是１９０８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出现的一个机会主义集团，首领是

亚·亚·波格丹诺夫，主要代表人物有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安·弗

·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

夫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掩护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俄国社

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在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宣称在反动

条件下党只应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召回派的变种最后通牒派则主张向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党团必须无条件服从党中央

委员会的决定，否则即将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召回。召回派的政策使党

脱离群众，把党变成为没有能力聚集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宗派组

织。

同召回派的斗争是从１９０８年春天开始的。１９０８年３—４月在讨论

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头５个月工作总结时，莫斯科的一些

区通过了召回派的决议。５月，在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上，召回派提出

的决议案仅以１８票对１４票被否决。《无产者报》在１９０８年６月４日

（１７日）的第３１号上发表了莫斯科党代表会议的材料，并根据列宁的

建议从这一号起开始讨论对杜马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

与此同时，在各个党组织的内部都同召回派展开了斗争。１９０８年秋，在

彼得堡党组织选举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时，召回派和最后

通牒派制定了一个特别纲领，作为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案。由

于这个决议案在各个党组织得不到广泛支持，召回派才未敢在代表会

议上公开提出自己的特别纲领。在代表会议以后，根据列宁的意见，《无

产者报》登载了召回派的这个纲领。列宁并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召回主

义进行批判。

召回派的领袖人物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还同孟什维克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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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一起在报刊上攻击马克思主

义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卢那察尔斯基并宣扬

必须建立新的宗教，把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

１９０９年，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组成发起小组，在意大利卡

普里岛创办了一所实际上是反党派别中心的党校。１９０９年６月，《无产

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通过决议，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中的一个派别，同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

号召布尔什维克同这些背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反党派别进行最坚决的

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召回派的鼓舞者波格丹诺夫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

的队伍。——２５３。

１４５ 达尔杜弗是法国剧作家让·巴·莫里哀的喜剧《达尔杜弗或者骗子》里

的主角，是一个集贪婪、伪善、奸诈、狠毒于一身的伪君子的典型。——

２６４。

１４６ 布里根杜马 即沙皇政府宣布要在１９０６年１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

家杜马。１９０５年８月６日（１９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

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

条例》。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受

沙皇之托起草的。根据这些文件的规定，在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

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

主义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２５岁的人和许

多被压迫民族都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

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

‘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１卷第１７５

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认

为可以参加杜马选举并主张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１９０５年十月全俄

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１０月１７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

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２６７。

１４７ 布朗热主义 是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末出现在法国的反动的沙文主义运动，

因其领导人乔·厄·布朗热（法国将军，曾任陆军部长）而得名。布朗热

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策的不满，在法国开展沙文

主义和复仇主义的宣传鼓动，其目的是准备政变和在法国恢复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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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认为布朗热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要求法国社会主义者坚

决揭穿布朗热及其追随者的蛊惑性的沙文主义口号。布朗热运动不久

即告失败。布朗热本人于１８８９年逃往比利时，在那里自杀身死。——

２７４。

１４８ “内行人”是指在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内充当谋士角色的知

识分子集团。这些人大多是取消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如亚·尼·波

特列索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等。他们利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

处于地下状态、不能公开参加杜马党团工作的机会，企图把杜马党团的

活动引上反党的道路。拒绝这些人效劳的问题，就是由此产生的。——

２７７。

１４９ １８８４年底，德国首相奥·俾斯麦为推行殖民掠夺政策，要求帝国国会

批准发给轮船公司补助金，以便开辟通往亚洲东部、澳洲和非洲的定期

航线。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左翼反

对发放航运补助金。而以伊·奥尔、约·亨·威·狄茨等为首的党团的

右翼多数，在帝国国会就这个问题正式辩论以前，就主张向轮船公司发

放补助金。１８８５年３月，在帝国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社会民主党党团

右翼投票赞成开辟通往亚洲东部和澳洲的航线，同时以政府接受它的

一些要求，包括新的船只在德国造船厂建造，作为它同意俾斯麦提案的

条件。只是在帝国国会否决了这一要求后，整个党团才投票反对政府的

提案。党团多数的行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组

织的强烈反对。争论极为激烈，几乎造成党的分裂。恩格斯给了社会民

主党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以坚决批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３６ 卷 第 ２５８—２５９、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５、２８９、２９１、３１４—３１５、３２１

页）。——２７７。

１５０ 青年派 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

派，产生于１８９０年。核心成员是一些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主要领导

人有麦克斯·席佩尔、布鲁诺·维勒、保尔·康普夫麦尔、保尔·恩斯

特等。青年派奉行“左”倾机会主义，否定议会斗争和改良性的立法活

动，反对党的集中制领导，反对党同其他阶级和政党在一定条件下结成

联盟。恩格斯同青年派进行了斗争。当青年派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企

图宣布恩格斯和反对派意见一致的时候，恩格斯给了他们有力回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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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第８１页）。１８９１年１０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

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从此结束了青年派在

党内的活动。——２７８。

１５１ 民族民主党人是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民族民主党的成

员。该党成立于１８９７年，首领是罗·德莫夫斯基、济·巴利茨基、弗·

格拉布斯基等。该党提出“阶级和谐”、“民族利益”的口号，力图使人民

群众屈服于它的影响，并把人民群众拖进其反动政策的轨道。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该党争取波兰王国自治，支持沙

皇政府，反对革命。该党在波兰不择手段地打击革命无产阶级，直到告

密、实行同盟歇业和进行暗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曾通

过一个专门决议，强调必须揭露民族民主党人的反革命黑帮面目。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党无条件支持协约国，期望波兰王国同德、奥两

国占领的波兰领土合并，在俄罗斯帝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１９１９年该

党参加了波兰联合政府，主张波兰同西方列强结盟，反对苏维埃俄

国。——２７８。

１５２ 《俄国报》（《 》）是一种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１９０５年１１月—

１９１４年４月在彼得堡出版。从１９０６年起成为内务部的机关报。——

２７９。

１５３ 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

刺作品《一个城市的历史》中的人物，一个野蛮、残暴、愚昧无知、目光短

浅的官僚。按照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说法，这是一个“作出某种阴森

可怕的决定而又发誓将它贯彻实施的最纯粹的白痴的典型”。——

２８５。

１５４ 米特罗范努什卡是俄国剧作家杰·伊·冯维辛的喜剧《纨袴少年》中的

人物，一个粗野蛮横、愚蠢自负、不学无术的贵族子弟。列宁在这里用米

特罗范努什卡称米特罗范主教，含有讽刺意味。——２８６。

１５５ 贵族联合会是俄国农奴主－地主的反革命组织，于１９０６年５月在各省

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成立该组织的

主要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贵

族联合会的领导人是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Ｈ．．卡萨特金－罗斯

托夫斯基公爵、 ．Ａ．奥尔苏菲耶夫伯爵、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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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列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贵族联合会的许多成员都参

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２８６。

１５６ “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

说《父与子》。小说主人公——俄国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民主主义知识分

子巴扎罗夫痛恨贵族的风尚和习俗。他戳穿了贵族富孀阿金佐娃夫人

的虚伪做作，指出她对她所根本瞧不起的贵族姨妈——一个地位很高

的贵族老处女——礼数周到，殷勤备至，只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显

示自己了不起。——２８７。

１５７ 雅努斯是古代罗马的两面神，有前后两副面孔，前面是面向未来的年青

人的面孔，后面是面向过去的老年人的面孔。人们通常用它比喻双重的

或自相矛盾的立场和观点，也用来称呼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两面派人

物。——２８９。

１５８ 布尔什维克拟订的土地纲领的最后一部分是：“同时，在实行民主土地

改革的一切场合下和任何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都是：始终

不渝地争取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

他们的利益和农民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警告他们不要受在商品

生产下永远不能消灭群众的贫困的小经济制度的引诱，最后，指出必须

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消灭一切贫困和剥削的唯一手段。”（见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

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１４１页）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

的《土地问题的策略决议》里写进了这一段话。——２９４。

１５９ 指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１１月１３日）捷·奥·别洛乌索夫在第三届国家

杜马就土地问题所作的发言。别洛乌索夫的发言稿是列宁写的。发言中

使用的统计资料引自列宁当时尚未发表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１９０５—

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和《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１８５—３９７页和本卷第４８—１２０

页）。——２９５。

１６０ 这是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一组文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１—２７

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３—９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２４名代表，其

中有表决权的代表１６名：布尔什维克５名（中部工业区代表２名，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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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组织代表２名，乌拉尔组织代表１名），孟什维克３名（均持高加索地

区委员会的委托书），波兰社会民主党５名，崩得３名。布尔什维克另有

３名代表因被捕未能出席。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

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议程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以及一些

大的党组织的工作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杜

马党团；因政治情况变化而发生的组织问题；在地方上同民族组织的统

一；国外事务。

在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就所有问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

不调和的斗争，也同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召回派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

重大的胜利。在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里，根据列宁的提议建议中央委员

会维护党的统一，并号召同一切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无定

形的合法联合体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代表会议须规定党在反

动年代条件下的策略路线，讨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就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孟什维克企图撤销这一议程未能得逞。会议听取了列宁作的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但其主要思

想已由列宁写入《走上大路》一文，见本卷第３２９—３３９页），并稍作修改

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关于杜马党团问题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在决

议中指出杜马党团的错误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决定有无否决权这两点

上。孟什维克对这两点均持否定态度，并且援引西欧社会党的做法作为

依据。召回派则声称俄国本来不具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活动的条件，

杜马党团的错误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此不应在决议中指出。列宁在发

言中对召回派作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是改头换面的取消派，他们和取

消派有着共同的机会主义基础。代表会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

对党团活动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纠正党团工作的具体措施。列宁

写的《〈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决议草案中有关预算表决部分的两

种方案》中的第二种方案部分地写入了决议。《对〈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

党团〉决议草案的补充》则全部写入了决议。在组织问题上代表会议也

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其中指出党应当特别注意建立和巩固秘密

的党组织，而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团体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在关于

地方上同民族组织统一的问题上，代表会议否定了崩得所维护的联邦

制原则。此外，代表会议也否决了孟什维克关于把中央委员会移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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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取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以及把中央机关报移到国内等建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把党引上了

大路，是在反革命胜利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２９８。

１６１ 这个声明是列宁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６日）在孟什维克诺

·维·拉米什维里（彼得）作了诽谤性发言之后提交代表会议的。早在

１９０８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八月全会召开前，孟什维克取消

派就力图取消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中央委员会，把中央委员会的活动

限制在情报性职能的范围内。这种取消中央委员会的计划，写在中央委

员波·伊·哥列夫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成员亚·马尔丁诺

夫１９０８年６月《致各孟什维克组织》的信中。因为这封信的反党性质过

于露骨，连彼得堡孟什维克代表会议都没有支持它。在组织问题上经常

追随孟什维克的崩得分子也没有表示赞同这个计划。中央委员拉米什

维里当时也没有公开支持这个计划。列宁声明中说的八月全会上暴露

出来的分歧，就是指此（参看注１１５）。在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持高

加索组织委托书出席会议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费·伊·唐

恩、帕·彼·阿克雪里罗得和拉米什维里采取了共同的极端取消主义

的立场。——３０３。

１６２ 指组织问题委员会。参看本卷第３０２页。——３０４。

１６３ 这个声明是列宁在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６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８日）代表会议最

后一次会议即第九次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会议继续讨论关于社会民主

党杜马党团的决议案。在讨论决议案中关于预算表决这一项时，列宁对

决议案的这一部分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见本卷第３０５—３０６页）。马·尼

·利亚多夫对列宁的方案提出了修正案，他建议把方案最后的半句“但

最好要同中央、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代表先行商讨”改为“但最好在通

知工会代表后同中央和党组织的代表先行商讨”，理由是列宁的方案似

乎缩小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列宁就是针对利亚多夫的修正案发表这

个声明的。利亚多夫的修正案在表决时被否决。就在这次会议上，代表

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对杜马党团拥有否决权的决定。这个决定

指出，由于中央委员会要对党团的工作负责，因此“在党团的决定会给

党带来危害的一切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应当坚决地行使对党团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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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权。——３１０。

１６４ 这个声明是列宁在代表会议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６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８日）会

议讨论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决议案时提出的。声明中提到的亚·马

尔丁诺夫和波·伊·哥列夫（伊哥列夫）的信，见注１６１。——３１１。

１６５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提纲写于１９０８年或１９０９年，这是根据以下一

些情况间接推断出来的。从一些回忆录中得知，１９０９年初列宁曾在巴

黎布尔什维克小组作过哲学讲演。提纲中提到１９０７年的工业这一点，

可以证明提纲写于１９０７年之后，因为有关１９０７年工业发展的统计材

料只有到第二年年初才可能得知。根据提纲中《哲学唯物主义》部分第

６点里“现在的机会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一语，可以推测提纲的写作

时间不早于１９０８年３月下半月。当时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一文刚完稿和付印（不迟于４月３日（１６日）），在这德文章中列宁第一

次在报刊上对亚·亚·波格丹诺夫的哲学上的机会主义观点提出批

判。

提纲中的《哲学唯物主义》部分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中几乎全部有所反映，《土地问题》部分中的几点在１９０８年写的一些有

关土地问题的著作中得到阐明。——３１２。

１６６ 社会革命党第一次全党代表会议是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６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８

日）在伦敦举行的。在代表会议之后，接着举行了该党第四次党务会议，

批准了代表会议制定的决议。这些决议中的大部分发表在名为《社会革

命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党务会议在全党代表会议的公报》的单页中。列宁

在自己的文章中分析并引用了这个公报。——３１４。

１６７ 爱尔福特纲领是指１８９１年１０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

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１８７５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

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

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

争的领导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

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

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

许多批评意见。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

为基础的。——３１８。

１６８ 列宁提到的题为《改头换面的议会迷》的文章没有署名，刊登在１９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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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２９日（１１月１１日）《无产者报》第１８号上。——３１９。

１６９ 指斐·拉萨尔的小册子《论宪法的实质》。小册子收载了拉萨尔的两篇

演说，它们是作者１８６２年在柏林区市民协会的会议上发表的，并根据

会议的决定出版。第一篇演说于１８６２年以《论宪法的实质》为标题出

版。第二篇演说于１８６３年以《以后怎么办？》为标题出版。最早的俄译本

全文于１９０５年由公益出版社出版。小册子的基本思想是：“实际的宪法

仅存在于一国的现实的事实上的力量对比之中。”——３２０。

１７０ 指俄罗斯民间故事《十足的傻瓜》中的主人公傻瓜伊万努什卡。这个傻

瓜经常说些不合时宜的话。有一天，伊万努什卡看到农民在脱粒，就叫

喊道：“你们脱三天，只能脱三粒！”为此他挨了一顿打。傻瓜回家向母亲

哭诉，母亲告诉他：“你应该说，但愿你们打也打不完，运也运不完！”第

二天，傻瓜看到人家送葬，就叫喊道：“但愿你们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

完！”结果又挨了一顿打。——３２２。

１７１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待非无产阶

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

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２０６—２０７页。）——３２３。

１７２ 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１９０５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

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１９０５年７月３１日—８月１日（８月１３—１４日）

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１９０５年１０—１２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

４７０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２０万人。根据该协会成立大会和１９０５

年１１月６—１０日（１９—２３日）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协会的

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

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

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

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

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１９０７年初被

解散。——３２４。

１７３ 指《劳动旗帜》第１３号（１９０８年１１月）上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再论目

前形势和党的策略》以及《革命思想》第１号（１９０８年４月）上Ａ．沃林

的文章《革命问题》。——３２７。

１７４ 高加索的代表 是指孟什维克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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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维·拉米什维里。他们都是持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委托书出席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３３３。

１７５ 《关于〈论迫切问题〉一文》是《论迫切问题》这篇文章的编后记，发表于

１９０９年２月１２日（２５日）《无产者报》第４２号。《论迫切问题》一文是这

一号《无产者报》从《工人旗帜报》第７号上转载来的，原来标题是《一名

党的工作者的来信》。这里说的《工人旗帜报》第５号上刊登的召回派分

子的文章，就是列宁在《关于两封来信》（见本卷第２６６页）一文中批评

的一名召回派工人的信。——３４０。

１７６ 这里说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退出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

声报》编辑部的声明。这个声明本来已确定在该报第１０—１１号合刊上

刊出。在编辑部同普列汉诺夫再次会谈之后，普列汉诺夫的声明临时从

这号报纸的版样上抽掉，而报纸要目中提到这个声明的地方则被用纸

贴了起来。但是冲突并未彻底消除。１９０９年５月《社会民主党人呼声

报》第１４号上登载了普列汉诺夫的信，信中告诉读者，他已正式退出了

编辑部。——３４３。

１７７ 指载于１９０９年３月９日（２２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３号的尔·马尔

托夫的《斗争是为了什么？》一文。——３４４。

１７８ 《前进报》（《 》）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

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１９０４年１２月２２日（１９０５年１月４

日）—１９０５年５月５日（１８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１８号。列宁是该

报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

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

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

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

旧《火星报》的方针。《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

报》进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９卷第２１７页）《前进

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了各地方党委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

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

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

办。——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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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 《党内消息报》（《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

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彼得

堡出版。该报编辑部是由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和孟什维克

机关报（新《火星报》）的同等数量的编辑人员组成的。代表布尔什维克

参加编辑部的是弗·亚·巴扎罗夫、瓦·瓦·沃罗夫斯基和阿·瓦·

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孟什维克参加的是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和

亚·马尔丁诺夫。该报共出了两号。第１号于１９０６年２月７日出版，刊

登了列宁的《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第２号于１９０６年３

月２０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这一号

上还刊登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

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

克都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党内消息报》遂停刊。——３４７。

１８０ 《人民杜马报》（《 》）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１９０７

年３月７日（２０日）—４月４日（１７日）代替被查封的《俄国生活报》在彼

得堡出版，共出了２１号。——３５１。

１８１ 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波

兰代表团成员Ａ．埃克（穆欣）对《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这一

决议案第４点提出的补充（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

会。记录》１９６３年俄文版第４９０页）。——３５１。

１８２ 指１９０８年１２月在华沙市郊普拉加举行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

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这个

决议对取消主义倾向进行了反击，确定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是：为无

产阶级在革命农民帮助下夺取政权而斗争。——３５３。

１８３ 全俄铁路工会是俄国第一个铁路员工的工会组织，在１９０５年４月２０—

２１日（５月３—４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成立。在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常务局中，社会革命党人占主要地位。全

俄铁路工会的纲领包括经济要求和一般民主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等）。

参加全俄铁路工会的主要是铁路职员和高收入工人。布尔什维克在批

评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实质和斗争策略的同时，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

期内也参加了全俄铁路工会的地方的和中央的领导机构，同时在某些

城市建立了同全俄铁路工会平行的社会民主党的铁路工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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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铁路工会在实行全俄铁路政治罢工中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０５年

７月２２—２４日（８月４—６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二次代

表大会，决定立即着手进行全俄铁路政治罢工的鼓动工作。同年９—１０

月在彼得堡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代表大会，在革命群众压力下，制定并

向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自上而下选举铁路各级行

政机构，立即释放被捕的罢工参加者，撤销强化警卫和戒严，实行政治

自由、大赦、民族自决，立即召开按照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原

则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１０月７日（２０日）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开始的

罢工迅速发展成为全俄政治罢工，给了专制制度以有力的打击。１９０５

年１２月，有２９条铁路代表参加的全俄代表会议支持莫斯科布尔什维

克代表会议关于宣布举行政治罢工的决定，并于１２月６日（１９日）作

出了关于参加罢工和立即宣布全俄铁路罢工的决定。全俄铁路工会的

许多一般成员积极参加了十二月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以后，许多铁路员

工遭枪杀，全俄铁路工会事实上转入地下。１９０６年８月曾召开一次铁

路员工代表会议，讨论因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解散而举行总罢工的问题。

会议通过的决议主张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到１９０６年底，铁路工会

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丧失了自己的革命作用。１９０７年２月，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铁路系统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决定

社会民主党人退出铁路工会，这一决定为中央委员会所批准。全俄铁路

工会于１９０７年瓦解。——３５７。

１８４ 全俄教师联合会即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家联合会，于１９０５年４月

成立，领导层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拥护者。联合会有单纯为

职业利益斗争的倾向，但是在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也赞同革命民主派的

口号，表示愿意参加人民争取土地、自由和政权的斗争。联合会对第一

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进行了抵制，支持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

票的选举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联合会把根本改革俄国国民教育作为

自己的基本任务之一，提出了实行普遍免费的和义务的初等教育以及

免费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用本民族语言授课、协调各种类型的学校等要

求。教师联合会于１９０９年解散，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曾恢复。

１９０６年６月６日（１９日），列宁化名卡尔波夫向全俄国民教师代表

大会部分代表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社会革命党的报纸《呼声报》

（１９０６年６月８日（２１日）第１５号）对此作了报道。——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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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 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于１８９７年９月

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

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

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１８９８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

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

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１９０６年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１９０１

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

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１９１７年二月

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外国武装干涉和

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

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１９２１年３月崩得自行解散，

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３５７。

１８６ 《社会民主党人报》（《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

会的秘密机关报，１９０６年９月１７日（３０日）—１１月１８日（１２月１日）

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７号。该报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

表大会选出的清一色的孟什维克编辑部（费·伊·唐恩、尔·马尔托

夫、亚·马尔丁诺夫、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

实际上是孟什维克的派别机关报。——３５７。

１８７ 《新莱茵报》（《ＮｅｕｅＲｍｅｉｈ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

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在科隆出

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

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

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

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

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

和政府的迫害，１８４８年９—１０月间一度被查封。１８４９年５月，普鲁士政

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

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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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两段引文摘自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４—１７日《新莱茵报》第１４—

１７号的恩格斯的《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和载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３０日《新

莱茵报》第６０号的马克思的《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５卷第７３页和第２３１页）。——３６１。

１８８ 俄罗斯人民同盟 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１９０５年１０月在彼得堡

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

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

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

维奇等。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２３日（１９０６年１月５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

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

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

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

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各等级权利平

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１２人组成的总委员

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所设的同盟分部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内

达９００个。同盟的主要机关报是《俄国旗帜报》。同盟通过它的宣传鼓动

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

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米·雅·赫尔岑施坦、格·波·约洛斯，并两次

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

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

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

织一起被取缔。——３７４。

１８９ 密纳发从丘必特的脑袋里钻出来一语源于古罗马的神话传说。密纳发

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丘必特是罗马

神话中的最高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据古罗马神话故事，密

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一生下来，就身着盔甲，手执长矛，全副武装。后

来，人们常用“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来比喻某人或某

事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缺。——３７６。

１９０ 指１９０９年２月２１日（３月６日）捷·奥·别洛乌索夫在第三届国家杜

马讨论内务部预算案时的发言。——３７６。

１９１ 俄国的交易所委员会 是附属于交易所的常设机构，由大商人、工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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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选举产生，因而是俄国资产阶级的“代表组织”的形式之一。俄国

第一个交易所委员会于１８１６年成立于彼得堡，以后各城市陆续成立，

到１９１７年全国共有１０１个交易所委员会。交易所委员会的活动主要限

于讨论经济问题。１９０５年交易所委员会被许可派工商界代表参加国务

会议。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后交易所委员会停止活动。——３８０。

１９２ 工商界代表大会委员会是俄国大工厂主和大商人的政治组织，成立于

１９０７—１９１０年的反动时期，主要任务是对付工人罢工。委员会的头目

们乐于凭借政府的武装力量镇压工人运动，同时也向沙皇政府提出一

些诚惶诚恐的要求，责备它“老爷式地忽视”祖国工商业的利益等等。第

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委员会对俄军作战情况表示不满，要求成立能够

得到资产阶级信任的政府。１９１７年１０—１１月它和其他资产阶级反革

命组织一起被取缔。——３８０。

１９３ 《复兴》杂志（《 》）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刊物（双周

刊），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１９１０年７月在莫斯科出版。为该杂志撰稿的有费

·伊·唐恩、亚·尼·波特列索夫、亚·马尔丁诺夫等。接替《复兴》杂

志出版的是《生活》杂志。——３８１。

１９４ 指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普鲁士邦议会同普鲁

士王国政府之间发生的冲突。从１８６０年到１８６２年，普鲁士邦议会多次

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扩大军费开支以加强和改组军队的预算方案，这

是由于资产阶级担心这一改革会加强王室和容克贵族的力量。１８６２年

９月，普鲁士国王把奥·俾斯麦召来任首相。俾斯麦干脆不要议会同意

国家预算，径自拨款实行军队的改组。自由派资产阶级认为这是违反宪

法的。这样军队问题的争执便演变成为宪法的争执。１８６６年普鲁士战

胜了奥地利以后，普鲁士邦议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自宪法冲突以来俾

斯麦政府的一切支出，普鲁士资产阶级终于同反动的贵族官僚政府完

全和解，所谓的宪法冲突随之烟消云散。——３８２。

１９５ 《２０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是孟什维克的文集，由尔·马尔托夫、彼

·巴·马斯洛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彼得堡公益出版社于

１９０９—１９１４年出版。原计划出５卷，实际上出了４卷。格·瓦·普列汉

诺夫起初曾参加编辑部，后因不同意把波特列索夫的取消主义文章《革

命前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编入第１卷而于１９０８年秋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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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这里说的是该文集第１卷《运动的预兆和基本原因》的结论性

文章——马尔托夫的《政治发展总结》。——３８５。

１９６ 正教院 是俄国管理正教事务的最高国家机关，建立于１７２１年，当时称

圣执政正教院，与参议院的地位相等。正教院管理的事项有：纯粹宗教

性质的事务（解释教义、安排宗教仪式和祈祷等），教会行政和经济事项

（任免教会负责人员、管理教会财产等），宗教法庭事项（镇压异教徒和

分裂派教徒、管理宗教监狱、检查宗教书刊、审理神职人员案件等）。正

教院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宗教人士中任命，另外从世俗人士中任命正教

院总监对正教院的活动进行监督。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撤销了正教

院。正教院后来作为纯教会机构重新建立，是莫斯科和全俄总主教下的

咨询机关。——３８８。

１９７ 指俄国第三届国家杜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彼·伊·苏尔科夫在１９０９年

４月１４日（２７日）的杜马会议上讨论正教院预算案时的发言。１９０９年５

月１３日（２０日）《无产者报》第４２号《党内通讯》栏刊登的《社会民主党

杜马党团内就社会民主党对宗教的态度问题的讨论》一文，引用了杜马

党团讨论苏尔科夫发言稿的材料。——３８８。

１９８ 这句话出自古罗马诗人普·帕·斯塔齐乌斯的史诗《忒拜战纪》。——

３９２。

１９９ 《路标》是俄国立宪民主党政论家的文集，１９０９年在莫斯科出版，收有

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

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

路·弗兰克等人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路标派

妄图诋毁俄国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贬低维·格·别林斯基、

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德·伊·皮萨列夫

等人的观点和活动。他们诬蔑１９０５年的革命运动，感谢沙皇政府“用自

己的刺刀和牢狱”把资产阶级“从人民的狂暴中”拯救了出来。列宁在

《论〈路标〉》一文中对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的这一文集作了批判分析和

政治评价（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９卷）。列宁把《路标》文集的纲领在

哲学方面和政论方面同黑帮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纲领相比拟，称该文

集为自由派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泼向民主派的一大股反动污

水。——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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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 指捷·奥·别洛乌索夫１９０８年３月２２日（４月４日）在第三届国家杜

马讨论正教院预算案时提出的转入下一议程的动议。他在动议中承认

宗教是“每个个人的私事”。１９０８年４月２日（１５日）《无产者报》第２８

号的社论中曾指出别洛乌索夫的措辞是错误的。——３９８。

２０１ 旧教派也称旧礼仪派，是１７世纪从俄罗斯正教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教

派。旧教派组织的许多领导人是大商人和工业家。１９０６年以前，旧教派

受沙皇政府迫害。——４０２。

２０２ 《莫斯科呼声报》（《 》）是俄国十月党人的机关报（日报），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２３日—１９１５年６月３０日（１９０７年１月５日—１９１５年７

月１３日）在莫斯科出版。十月党人领袖亚·伊·古契柯夫是该报的出

版者和第一任编辑，也是后来的实际领导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尼·斯

·阿夫达科夫、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尼·谢·沃尔康斯基、

弗·伊·格里耶、费·尼·普列瓦科、亚·阿·斯托雷平等。该报得到

俄国大资本家的资助。——４０６。

２０３ 这里说的缅施科夫是指反动政论家、《新时报》撰稿人米·奥·缅施科

夫。——４０７。

２０４ 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

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列宁用这个形象来比喻俄国警察专

制制度的横暴。——４０８。

２０５ 关于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是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起草

的，列宁在这个草案的原稿上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决议草案，由杜勃

洛文斯基代表布尔什维克提出，为全会所通过。孟什维克提出的决议

草案实际上是要把代表会议的召开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个草案以７

票对５票被否决。——４１１。

２０６ 根据保存下来的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６日）列宁关于组织

问题的发言的简要记录，无法确定这个提纲中列举的所有问题是否都

在发言中有所反映。但是，根据提纲中提到的问题的范围，可以推测这

个提纲是在讨论组织问题时写的。——４１２。

２０７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

１２名成员。“５名”是指在俄国国内工作的５名中央委员。“天使之职”这

一讽刺语大概是针对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决议草案讲的，该草案提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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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把党的工作的全部领导权集中于俄国国内的

五人小组之手。——４１２。

２０８ 这个报告要点刊印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的海报上。

海报样式如下：

“１９０９年２月１０日星期三

晚８时３０分

在丹东街８号

科学家协会大厅

尼·列宁

作报告

题目是：

《俄国的目前形势》。”

提纲中列举的问题在列宁１９０９年的一系列著作中，特别是在《走

上大路》（见本卷第３２９—３３９页）一文中有所反映。——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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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表

（１９０８年３月—１９０９年６月）

１９０８年

１９０８年３月—１９０９年６月

列宁先后侨居在日内瓦和巴黎，编辑布尔什维克报纸《无产者报》，组织

出版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并领导该报编辑工作；筹备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３月１６日和２６日（３月２９日和４月８日）之间

写《论俄国革命的“本性”》一文。

３月１９日（４月１日）

列宁的《走上直路》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无产者报》第２６号上。

３月２１日和４月１６日（４月３日和２９日）之间

写《沿着老路走去！》一文。

３月２６日（４月８日）

列宁的《论俄国革命的“本性”》一文和《〈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一

文的补遗》发表在《无产者报》第２７号上。

３月下半月—４月３日（１６日）以前

同到达日内瓦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扬·梯什卡谈话。

在给亚·亚·波格丹诺夫的便条中指出，不把哲学上的分歧尖锐化

的情况告诉扬·梯什卡，对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取得成绩具有重要意

义。

致函在意大利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请他给《无产者报》寄材

料来；说正在大量阅读哲学著作；答应去卡普里岛。

３月下半月—４月３日（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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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卡尔·马克思（１８１８—１８８３年）》文集写《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

文，并将该文送去付印。

４月１日和１６日（１４日和日２９日）之间

写《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是否结成了联盟？》一文。

不晚于４月３日（１６日）

收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从意大利的来信，信中告知他正在为《无产

者报》写稿。

４月３日（１６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对他同意为《无产者报》写文

章和写意大利通讯表示满意。列宁在附言中写道：他本人跟那些鼓吹把

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的人以及一切马赫主义者走的不是一条

路。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告知已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

和修正主义》一文送去付印了。列宁在信中拒绝高尔基想要安排他同那

些鼓吹“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的人的会见。

４月６日（１９日）以前

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到绝不容许把著作家们关于哲学的争论

同党的事情混淆起来（这封信没有找到）。

４月６日（１９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谈到布尔什维克派别内部关于哲学

问题的分歧，认为不能因为争论而妨碍工作；告知不能在这个时候去意

大利；请他给《无产者报》寄文章来。

４月６日和１０日（１９日和２３日）之间

写信给在彼得堡患伤寒病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祝愿她痊愈，劝

她不要过于劳累，并说他本人将去意大利。

４月１０日和１７日（２３日和３０日）之间

应阿·马·高尔基的邀请，来到意大利卡普里岛，并在那里度过了几天。

列宁向亚·亚·波格丹诺夫、弗·亚·巴扎罗夫、阿·瓦·卢那察尔斯

基声明，他同他们在哲学问题上有分歧。

同阿·马·高尔基一起参观那波利博物馆及那波利近郊。同高尔基

交谈，听高尔基讲述关于下诺夫哥罗德、伏尔加河、童年和青年时代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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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俄国的故事。后来高尔基根据列宁的期望，写出了《童年》、《人间》和

《我的大学》等三部著作。

关心卡普里岛渔民的生活，详细询问有关他们子女及收入的情况。

４月１６日（２９日）

列宁的《沿着老路走去！》和《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是否结成了联

盟？》等两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２９号上。

４月１７日或１８日（４月３０日或５月１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的妻子玛·费·安德列耶娃，请高尔

基给俄国各报写一封公开信，请它们寄来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时期的报

纸和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以支援日内瓦的格·阿·库克林图书

馆。信中附去维·阿·卡尔宾斯基给阿·马·高尔基的信。

４月１８日（５月１日）

出席日内瓦五一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

４月２４日（５月７日）

在日内瓦作《对俄国革命的评价和革命可能的前途》的专题报告。

４月２５日或２６日（５月８日或９日）

在洛桑民众文化馆作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的专题报告。

不晚于４月２７日（５月１０日）

在巴黎作专题报告。

４月

阅读恩格斯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并作批注，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

验批判主义》一书和《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一文时利用了恩格斯的这

篇文章。

列宁的《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一文发表在波兰《社会民主党评

论》杂志第２期上。

４月—７月２日（１５日）以前

阅读载于《革命思想》杂志第１期（１９０８年４月）的西韦尔斯基的《迦太

基应该被摧毁！》一文并作批注，在写作《论目前瓦解的几个特征》一文时

利用了这期杂志的材料。

５月初

出席社会民主党巴黎小组委员会会议。会议作出决议，支援因梯弗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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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案在瑞士被捕的社会民主党人。

５月１日（１４日）

在社会民主党巴黎第二小组委员会组织的会议上作关于俄国革命的性

质及其前途的专题报告。

不晚于５月３日（１６日）

在去伦敦途中，在布鲁塞尔稍事停留。

５月３日（１６日）

同原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伊·罗·罗曼诺夫一起去民众文化馆会见社

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胡斯曼不在，给他留下一封信，信中请他发

给罗曼诺夫５０法郎，因他已经数月没有工作。

５月３日和２８日（５月１６日和６月１０日）之间

在伦敦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在伦敦会见费·阿·罗特施坦，就俄国革命的前途、取消派的错误

立场、布尔什维克必须把秘密组织和地下活动同合法的工作结合起来等

问题同他进行交谈。

５月１０日（２３日）

列宁的《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社论）和《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等两

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３０号上。

５月１０日（２３日）以后

收到崩得国外委员会１９０８年５月２３日（公历）的来信，信中询问列宁能

否给基辅社会民主党人著作家小组着手编辑的当代俄罗斯文学问题论

文集写一篇文章。

５月１５日（２８日）以前

写《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提纲。这个提纲是供布尔什维克中央和《无产

者报》编辑部成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出席亚·亚·波格丹诺夫于

１９０８年５月１５日（２８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哲学报告会发言时使用的。

５月上半月

起草正式声明，交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海姆律师，证明在慕尼黑被捕的索

·瑙·拉维奇、米·克·霍贾米良和季·博格达萨良均为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党员。

５月１６日（２９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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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告知在慕尼黑

有三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被捕，请他以社会党国际局的名义证明他

们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５月１６日（２９日）以后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１９０８年５月２９日（公历）从布鲁塞

尔的来信，信中告知为被捕的社会民主党人寄来了证明，并对由于选举

运动未能同列宁会见表示遗憾。

５月１９日和６月１５日（６月１日和２８日）之间

同中央委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扬·梯什卡等人一起签署致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书，建议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

５月２８日（６月１０日）以前

给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写回信，尖锐批评他的哲学观点和关于策略问

题的看法。

５月２８日（６月１０日）

写便条给米·格·茨哈卡雅，表示愿意同他谈谈。

５月底

在伯尔尼给侨民和侨民大学生作题为俄国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两条

道路的报告。

不早于５月

研读格·瓦·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并作批注。

５月底—６月初

在《无产者报》编辑部会议上，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一起拒绝亚·亚

·波格丹诺夫提出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断言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同布尔

什维克派的利益没有矛盾。

春天

会见专程前来日内瓦的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

６月７日（２０日）

写信给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自己已从伦敦返回日内瓦；对出

版人帕·格·达乌盖拒绝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表示遗

憾，请她另找一个出版人，并请寄来两三本尚未正式出版的《社会民主党

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即使是没有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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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也可以。

６月１０日和１４日（２３日和２７日）之间

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签署《无产者

报》编辑部给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维·康·塔拉图塔的声明：必须在亚

·亚·波格丹诺夫履行相应要求的条件下，消除《无产者报》编辑部同波

格丹诺夫之间的冲突。

６月１６日（２９日）以前

致函彼得堡种子出版社，谈《社会民主党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

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和《纪念马克思》文集的出版事宜。

６月１７日（３０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说在俄国有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党员被捕；告知因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１９０７年）的各种报告

准备出版，已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第一部分。

６月１８日（７月１日）以前

会见格拉纳特兄弟出版公司百科词典编辑部委员Ａ．Ｂ．特鲁普钦斯基

并与他进行谈话，他是为了请列宁尽快写完《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

题》一文而从巴黎来日内瓦的。

６月１８日（７月１日）

为格拉纳特兄弟出版公司出版的百科词典撰写《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

问题》一文。

复函在敖德萨的瓦·瓦·沃罗夫斯基，说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和

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分歧正在加剧，同他们分裂将不可避免；鉴于

即将举行党的代表会议，邀请沃罗夫斯基８月来巴黎；要求把出席代表

会议的委托书只发给地方的工作人员，只发给真正的工作人员；请他为

《无产者报》寄文章来；询问是否有可能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一书。

６月１８日和２７日（７月１日和１０日）之间

给格拉纳特兄弟出版公司百科词典编辑部寄去《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

问题》一文。由于书报检查的原因，这一著作在当时没有能发表，直到

１９１８年才出版单行本。

６月２０日（７月３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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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卡·胡斯曼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信，信中说收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报告的第一部分，并请求尽快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

会报告的第二部分寄去。

６月２５日（７月８日）

致函在伦敦的费·阿·罗特施坦，说等到中央全会开会时再就借款一事

给英国工厂主约瑟夫·费尔兹写信。这笔款是１９０７年为支付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费用而从费尔兹那里借的。

６月３０日（７月１３日）

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告知他正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

判主义》一书，请她给买两本格·伊·切尔帕诺夫的书：《阿芬那留斯和

他的学派》和《内在论哲学》；请求寄一本种子出版社排完的《十二年来》

文集第２卷第２分册，这一册里收入了《社会民主党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

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

６月底—７月初

收到格拉纳特兄弟出版公司百科词典编辑部１９０８年６月２７日（７月１０

日）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信中告知收到了列宁的《１９世纪末俄国的土地

问题》一文，感谢他对出版工作的支持，并通知寄去３５０卢布作为这篇文

章的稿酬。

６月—不晚于７月２日（１５日）

写《论目前瓦解的几个特征》一文。

７月２日（１５日）

列宁的《论目前瓦解的几个特征》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无产者报》第

３２号上。

７月５日（１８日）

写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自拟简介》。

７月１１日和２３日（７月２４日和８月５日）之间

写《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一文。

７月１９日和２３日（８月１日和５日）之间

写《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一文。

７月２０日（８月２日）

同表姐玛·伊·韦列田尼科娃会见，她是在从法国去意大利的途中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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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的。

７月２３日（８月５日）

列宁的文章《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社论）、《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

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和《彼得·马斯洛夫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

（摘自《社会民主党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

书）及列宁写的《编辑部的话》发表在《无产者报》第３３号上。

不晚于７月２７日（８月９日）

在瑞士迪亚布勒雷地区的群山中，在费尔－勒格利斯旅游数日。

７月２７日（８月９日）

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他打算在一个半月内写完自己的哲

学著作；告知曾会见途经日内瓦的表姐玛·伊·韦列田尼科娃；邀请妹

妹和母亲秋天到日内瓦来休息。

不早于７月

会见 · ．托罗舍利则并同他谈话。托罗舍利则向列宁谈了格·康·奥

尔忠尼启则、约·维·斯大林、斯·格·邵武勉等人在对待亚·亚·波

格丹诺夫问题上的立场。

７月—１９１３年１０月

把罗·卢森堡的《民族问题和自治》一文中的一小段文字译成俄文，该文

载于１９０８年９月《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第７期。

８月５日（１８日）

致函在俄国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告知《俄国史》编委会秘书曾建议

列宁写一篇关于工厂工业史的文章，征求波克罗夫斯基对这一建议的意

见并请他寄来秘密通信地址。

８月１１日—１３日（２４日—２６日）以前

出席《无产者报》编辑部讨论同亚·亚·波格丹诺夫派分歧问题的会议。

会议正式向波格丹诺夫提出建议，让他出版一本小册子，阐述他的观

点。

８月１１日—１３日（２４日—２６日）

出席布尔什维克中央会议，会上分析了在《无产者报》编辑部内部列宁同

亚·亚·波格丹诺夫在哲学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冲突。

在日内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工作，主持全会会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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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揭露孟什维克企图以“情报局”代替中央委员会。

８月１１日（２４日）

对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提出修正案。

８月１２日（２５日）

就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问题提出声明。

上午，出席中央全会会议，在讨论因召开全会而发生的事件时发

言。

《言语报》发表消息，说即将出版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一书。

８月１３日（２６日）

对关于中央委员会机构的决定的补充案提出修改。

起草并向中央全会会议提出关于国外中央局机构的决定草案。这一

草案以多数票通过。

对关于国外中央局机构的决定的修正案作补充。

对公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决议的决定的修正案作补

充。

起草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的事件的决定草案并将

这一草案提交会议（这一草案获通过）。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下午会议上，作为布尔什维克代表被

选进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８月１３日和１２月２１日（８月２６日和１９０９年１月３日）之间

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８月２８日和９月１１日（９月１０日和２４日）之间

为庆祝列夫·托尔斯泰８０寿辰而写《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

子》一文。

８月

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自拟简介》发表在１９０８

年《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第６期上。

夏天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米赫涅沃站的母亲玛·亚·乌里扬

诺娃。列宁在信的附言中称赞美国天文学家珀·洛韦尔的《火星和火星

４８４ 列 宁 全 集  第 十七 卷



上的运河》一书是部科学著作。这一著作证明火星上有人居住。

不早于夏天

研读弗·米·舒利亚季科夫的《西欧哲学（从笛卡儿到马赫）对资本主义

的辩护》一书并作批注。

写哲学著作期间，学习法语语法、语言史和研究法语特点等方面的

书。

９月８日和１０月３日（９月２１日和１０月１６日）之间

为《无产者报》第３６号写《英国和德国工人的和平示威》一文。该文在当

时没有发表。

９月１０日（２３日）以前

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告知将在１０月１日（公历）前完成《唯

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请她同出版人签订合同。

９月１１日（２４日）

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无产

者报》第３５号上。

９月１１日（２４日）以后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来信，信中说她已在彼得

堡逗留数日，同尼·谢·克列斯托夫（安加尔斯基）和康·彼·皮亚特尼

茨基商谈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有关事宜。信中还谈到

列宁的《土地问题》一书的出版人米·谢·克德罗夫、说有希望得到这部

书的两册样书并寄给列宁、告知《卡尔·马克思》文集即将出版、劝列宁

到山区某个地方去休息一下。

９月１２日（２５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告知已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

社会党国际局交纳的１９０８年度应交的６００法郎，并说不久即将把余款

付清。

９月１３日和１０月３日（９月２６日和１０月１６日）之间

写《学生运动和目前政治形势》一文。

９月１７日（３０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米赫涅沃站的母亲玛·亚·乌里扬

诺娃，告知他即将去布鲁塞尔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说打算在写完《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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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后去意大利一星期；询问妹妹玛丽亚·伊

里尼奇娜推迟来日内瓦的原因，并建议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和她一起

来。

９月１８日（１０月１日）以后

收到卡·胡斯曼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日（公历）从布鲁塞尔寄来的回信，信

中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交来的６００法郎已收到。信中还询问列宁是否

收到出席社会党国际局的请柬，会议将在１０月１０日—１２日（公历）举

行。

９月２５日和１０月２日（１０月８日和１５日）之间

载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的《卡尔·马克思（１８１８—

１８８３年）》文集在彼得堡出版。

９月２７日—２９日（１０月１０日—１２日）

在布鲁塞尔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９月２７日（１０月１０日）

下午３时，参加布鲁塞尔社会党新闻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工作，会议讨论

改进和加强各社会党期刊的联系问题。

晚上，出席在布鲁塞尔民众文化馆举行的各国无产阶级为保卫和平

而斗争的国际群众大会。大会最后一致通过决议，号召捍卫各国之间的

和平，全力反对毁灭和压迫各国人民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

９月２７日（１０月１０日）以后

收到母亲的来信，信中对列宁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心。信中还说玛丽亚·

伊里尼奇娜已经来莫斯科准备参加考试，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

罗娃已经从彼得堡回来。

９月２８日（１０月１１日）

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在讨论接受英国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

问题时发言，表示赞成接受它参加，但同时指出，英国工党实际上并不真

正不依赖于自由派，也没有执行完全独立的阶级政策；对卡·考茨基的

决议提出相应的修改，两次发言反对接受俄国锡安社会党人参加国际；

同保加利亚代表进行谈话。

９月２８日（１０月１１日）以后

收到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的来信，信中感谢哥哥邀请他到意大利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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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旅行，但因公务繁忙不能成行。

９月２９日（１０月１２日）

在布鲁塞尔出席社会党国际议员代表会议。

９月底

继续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个别地方进行补充。

９月底—１０月初

写《对彼·马斯洛夫〈答复〉的几点意见》一文。

９月

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一版序言。

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手稿交给弗·菲·哥林（加尔

金）阅读。

１０月３日（１６日）

列宁的《学生运动和目前政治形势》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无产者报》第

３６号上。

１０月３日和１６日（１０月１６日和２９日）之间

阅读并仔细分析关于社会党国际局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２日（公历）会议的报

道，该报道刊登在英国《工人领袖》和《正义报》上。列宁在写《社会党国际

局会议》一文时利用了这一报道。

１０月４日和１６日（１７日和２９日）之间

写《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一文。

１０月１１日和１６日（１０月２４日和２９日）之间

写《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一文。

１０月１１日（２４日）以后

收到尤·米·斯切克洛夫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１日（２４日）从彼得堡的来信，

信中建议列宁参加纪念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生平和活动论文集的

撰稿工作。

１０月１３日（２６日）

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指出所有刊登关于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１日

（公历）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报道的社会党报刊，都没有发表他针对

卡·考茨基关于准许英国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所提出

的修正案原文，而在转述中显然对原文理解不确切，甚至歪曲了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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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在正式的报告中可能重复这些错误，故此寄去自己的修正案的抄

件及其法文译文，并请求将修正案原文刊印在社会党国际局的正式报

告中。

１０月１４日（２７日）以前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全集》（１８４６年莱比锡版第２卷）中作记号和作

批注，在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利用了这本书。

０１０月１４日（２７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唯

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已全部写完；说出版这本书可以让步，只要

稍有可能，就签订出版合同。

１０月１４日或１５日（２７日或２８日）

复函尤·米·斯切克洛夫，就其１０月１１日（２４日）来信中建议列宁参

加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纪念文集的撰稿工作一事作了答复。

将尤·米·斯切克洛夫１０月１１日（２４日）的来信以及自己所附的

便条寄给亚·亚·波格丹诺夫。列宁在便条中说，他已给斯切克洛夫回

信，信中告知只要把哲学题目分给他，他便同意参加纪念尼·加·车尔

尼雪夫斯基生平和活动的文集的撰稿工作。

１０月１６日（２９日）以前

致函在彼得堡的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请求他协助发表阿·马·

高尔基要求赠寄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时期的报刊材料以支援日内瓦格·

阿·库克林图书馆的公开信。

１０月１６日（２９日）

列宁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和《彼·马斯洛夫

歇斯底里大发作》三篇文章发表在《无产者报》第３７号上。

１０月１６日和１１月１３日（１０月２９日和１１月２６日）之间

写短评《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怎样维护修正主义》。

不晚于１０月２２日（１１月４日）

收到《卡尔·马克思》文集，文集中载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一文。

１０月２３日和２８日（１１月５日和１０日）之间

收到孟什维克马赫主义者帕·索·尤什凯维奇１０月２３日（１１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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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建议列宁参加哲学文集的撰稿工作。

１０月２３日（１１月５日）以后

收到尤·米·斯切克洛夫１０月２３日（１１月５日）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

告知签订了出版纪念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的合同，同意把论车

尔尼雪夫斯基哲学观点的题目分给列宁。

１０月２５日（１１月７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向布鲁塞尔发出通知，宣告成立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并阐述该局的职能，其中包括同外

国社会党保持联系的任务。列宁在随通知寄给卡·胡斯曼的信中，请他

将这一通知转发所有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各国的党。

１０月２６日（１１月８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请她寄来出版

社的地址，以便寄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手稿；同意在书

报检查特别严格时把书中的“僧侣主义”一词改成“信仰主义”，并在注解

中说明它的含义。

１０月下半月，不晚于２６日（１１月８日）

写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一书。

１０月２６日（１１月８日）以后

收到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２６日（１１月８日）从彼得

堡的来信，信中说各报发表了阿·马·高尔基关于支援格·阿·库克林

图书馆的公开信，告知给列宁寄去１９０５—１９０８年的图书目录。

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１０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孟什维克马赫主义者帕·索·尤什凯维奇，拒绝他提出

的关于为准备出版的哲学文集撰稿的建议。

１０月２９日（１１月１１日）以后

收到约·费·杜勃洛文斯基１０月２９日（１１月１１日）的来信，信中认为

最近将不可避免地要同抵制派和召回派分裂。

１０月３１日（１月１３日）以前

为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捷·奥·别洛乌索夫起草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

稿，别洛乌索夫在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１１月１３日）第三届杜马中就斯托

雷平法问题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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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早于１０月３１日（１１月１３日）

收到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３日（公历）社会党国际局要求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地下组织、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等问题作出答复的通知。

１０月底

写《对目前时局的估计》一文。

１０月—１１月

列宁的《对彼·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见》一文发表在波兰《社会民

主党评论》杂志第８—９期合刊上。

１１月１日（１４日）

列宁的《对目前时局的估计》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３８号上。

１１月３日（１６日）

康·彼·皮亚特尼茨基致电阿·马·高尔基，询问能否由知识出版社出

版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１１月４日（１７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迁居巴黎的问题已

最后决定；请她转告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

义》一书的手稿已寄给维·亚·列维茨基。

１１月１３日（２６日）

列宁的《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怎样维护修正主义》和《关于两封来信》发表

在《无产者报》第３９号上。

写信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对她没有收到《唯

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手稿表示不安（这封信没有找到）。

收到姐姐１１月９日（２２日）从莫斯科的来信，信中说收到了《唯物

主义和经验主义》一书手稿。列宁回信建议，如果找不到出版人就把手稿

寄给生活和知识出版社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１１月１８日（１２月１日）

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答复他提出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地下组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关于建立卡·

马克思纪念碑等问题；同时请他寄来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书记所需要的

关于限定工作时间、关于工会、关于被迫失业者的补助、关于工厂监督、

关于女工和童工的劳动、关于矿工保险、关于重体力劳动工人的工资等

０９４ 列 宁 全 集  第 十七 卷



方面的资料。

致函维·康·塔拉图塔，答复他和扬·梯什卡提出的关于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

会的代表问题；反对梯什卡关于委派伊哥尔（波·伊·哥列夫）为中央委

员会代表的建议。

１１月２７日（１２月１０日）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来信，信中说可以同莫斯

科环节出版社签订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合同，并谈到

合同的条件。当天列宁给姐姐回电说接受出版社的条件。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对不经过知识出版

社就把事情办妥一事表示满意；请求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

罗娃尽快同环节出版社办好签订合同的手续，并在合同中要求立即出版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建议签订合同时用列宁的名字，而不

用安娜·伊里尼奇娜的名字，以免她受到出版法的追究；告知即将从日

内瓦迁往巴黎。

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以后

收到卡·胡斯曼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信中请求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

交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结尾部分，并请求设法偿还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本年度欠款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欠下的应向社会

党国际局各国议会委员会交纳的会费。

１１月３０日（１２月１３日）

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告知已尽了一切可能使社会民主党杜马

党团代表向社会党国际局交纳所欠的会费；答应过几天答复关于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向社会党国际局提交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报告的日期问题和

关于支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本年度应交的３００法郎问题；说他将于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１４日（公历）前往巴黎。

１２月１日（１４日）

列宁的《第三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４０

号上。

在日内瓦用法文写《致日内瓦读书协会主席》，告知由于迁居巴黎，

所以退出协会，对在借阅图书方面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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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以及她的母亲伊·瓦·克鲁普斯卡

娅一起从日内瓦启程去巴黎。

１２月２日（１５日）

抵达巴黎。列宁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在里昂车站迎接列宁以及同

车到达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伊·瓦·克鲁普斯卡娅。

１２月２日（１５日）—１９１２年６月初

侨居在巴黎。

１２月６日（１９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同意把《唯物

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弗·亚·巴扎罗夫和亚·亚·波格丹

诺夫的语气放缓和一些，但是批判帕·索·尤什凯维奇和尼·瓦连廷诺

夫的语气不变。列宁还强调指出，只有在出版人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

时才同意用“信仰主义”一词代替“僧侣主义”一词。

１２月１１日（２４日）

致函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谈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

义》一书的校样的问题，并对该书章节标题的字号作了具体指示。

１２月２１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３日）以前

出席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和前来参加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联

席会议，发言反对召回派关于解散《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建议以及他们企

图不召开全党的代表会议而召开单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建议。

经过斗争，列宁终于成功地否决了召回派提出的建议。

１２月２１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３日）

参加在代表会议开幕前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的工作。全会

通过决议对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表示满意。全会批准这次代表会议的议

事日程和代表们的委托书。

１２月２１日—２７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３日—９日）

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领导参加代

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活动，尖锐批判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召回派，

坚持就代表会议议事日程的主要问题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１２月２１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３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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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３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５日）

上午，在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讨论各项工作报告时发言，批判召回派，并

号召对孟什维克取消派作坚决的斗争。

下午，在代表会议第五次会议上就代表会议议事日程中的中心问题

作《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并提出由八位布尔什维克代表签

名的决议草案。

１２月２３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５日）以后

在目前形势问题委员会开会时列出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和对《关于目前

形势和党的任务》草案的意见。

１２月２４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６日）

起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发

言提纲。

下午，在代表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在讨论组织问题时两次发言，尖锐

批判孟什维克提出的为脱党分子辩解的决议草案。这次会议通过了列宁

提出的《给组织问题委员会的指示》。

提出书面的《关于决议表决程序的建议》（这个建议由代表会议通

过）；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决议草案上签字。

提出《有关事实的说明》，解释他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

１２月２５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７日）

上午，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第七次会议，代表《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

任务》决议起草委员会作报告；在讨论决议时７次发言，反对孟什维克和

崩得分子提出的修正案。

下午，出席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在讨论杜马党团问题时发言，指出

孟什维克和召回派在对待杜马党团的态度上立场是共同的；批判孟什维

克否认党对杜马党团的领导作用，反对召回派竭力贬低党在杜马中工作

的意义的观点。

１２月２６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８日）

在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第九次会议上提出《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

决议草案中有关预算表决部分的两种方案。

提出对《〈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决议草案的补充》，这一补充被

列入决议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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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关于公布代表会议决定的决议草案》（草案稍经修改后，由代表

会议通过）。

提出《对孟什维克关于取消中央委员会的草案的声明》。

１２月２７日—２８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９日—１０日）

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的工作。全会讨论了关于批准第五次全

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公布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工作报告、关于中央机

关报、关于党中央委员会核心成员等问题。

１２月２９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１１日）

在巴黎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

１２月下半月

同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的代表Ａ．

．布伊科谈话，询问有关彼得堡召回派和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情况，以及

工人对待他们的态度。

同从俄国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书记亚·巴·

哥卢勃科夫谈话，询问有关党在彼得堡的工作、召回派的言论、出席第五

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的情况等。

１９０８年或１９０９年

起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提纲》。

１９０９年

年初

同伊·费·波波夫就安排经比利时港口到俄国去的运输路线问题进行

谈话。

１月初—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编辑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号—第２５号。

１月６日（１９日）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告知给社会党国际局寄去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１９０８年度所欠的３００法郎；答应采取措施尽快准备好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第

二部分。

１月７日（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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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

总结》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４１号上。

１月上半月

在巴黎纪念１９０５年１月９日遇难者大会上发表演说。

１月２２日（２月４日）

在巴黎作报告，题为《论俄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土地关系的资本主义发

展的两条道路》。

１月２３日（２月５日）

就《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校样问题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安

·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这封信没有找到）。

１月２４日（２月６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收到了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一批校样，并随信寄去勘误表。

同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一起观看根据列·尼·安德列耶夫的

剧本所排的话剧《我们的日子》。

１月２４日（２月６日）—４月

审阅从俄国寄来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校样，进行补充和

修改，并将发现的排印错误通知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

１月２８日（２月１０日）以前

写《俄国的目前形势》报告的要点。

１月２８日（２月１０日）

在巴黎作题为《俄国的目前形势》的报告。

列宁的《走上大路》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号

上。

１月

同从俄国来的伊·格·爱伦堡谈话，询问青年的情绪、大家爱读哪些作

家的书以及其他问题。

１月—２月

在巴黎布尔什维克小组讲哲学课。

２月１日（１４日）

在《无产者报》编辑部会议上要求公开反对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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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造神说。反对造神说的题为《不同路》的编辑部文章发表在２月１２日

（２５日）《无产者报》第４２号上。

２月２日（１５日）

致电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询问母亲玛

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健康情况。

２月３日或４日（１６日或１７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请她花钱

请一位同意校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大学生。

２月４日或５日（１７日或１８日）

写信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说给寄去对《唯物主义

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校样的更正。

２月８日（２１日）

由于党内的分歧，同亚·亚·波格丹诺夫断绝私人关系。

２月１２日（２５日）以前

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人马尔采利（普·温·埃杜凯维奇乌斯）谈话，马尔

采利被委托在国外为罢工的维尔纳皮革工人进行募捐。由于国际工会书

记处主席卡·列金对马尔采利不信任，马尔采利请求列宁证实他是经过

社会党国际局授权的。

２月１２日（２５日）

列宁的文章《关于〈论迫切问题〉一文》作为编后记发表在《无产者报》第

４２号上。

用德文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证明马尔采利（普·温

·埃杜凯维奇乌斯）被委托在国外为罢工的维尔纳皮革工人进行募捐，

并请求以社会党国际局名义通知国际工会书记处主席卡·列金，按马尔

采利指定的地址寄出为罢工者募集的钱款。

２月１３日（２６日）

从巴黎去尼斯休养。列宁的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去车站送行。

２月１３日和２３日（２月２６日和３月８日）之间

在尼斯休养期间会见当地的社会党支部书记让·努韦尔。

２月１７日（３月２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谈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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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斯休养的情况；感谢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报告母亲健康好转的

消息；高度评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校样的质量。

２月１８日（３月３日）以后

收到卡·胡斯曼的来信，信中请求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提

交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结尾部分。信中还告知，给卡·列金转去

了列宁的信和列宁写的给维尔纳罢工的皮革工人寄款的地址。

２月２３日（３月８日）晚

从尼斯返回巴黎。

２月２４日（３月９日）

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卡·胡斯曼，感谢他把关于为维尔纳罢工的皮革工人

募捐问题的信转寄给卡·列金；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第

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已经完成，正在译成法文。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说随

信寄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１０和１１印张的更正；对迟迟

没有寄来校样表示不安；请求尽快出书，哪怕在３月１５日（２８日）以前

出版也好；告知已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决

裂；认为书中驳斥他们的地方不能缓和；感谢伊·伊·斯克沃尔佐夫－

斯捷潘诺夫的帮助，请代为赠送给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一本《唯

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２月２７日（３月１２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希望《唯

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尽快出版；再一次请求不要缓和书中驳斥

亚·亚·波格丹诺夫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提法。

３月３日（１５日）以前

出席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发言反对发表

尔·马尔托夫从孟什维克取消派立场出发所写的《争取什么？》一文。编

辑部通过决议，让列宁撰文答复马尔托夫的文章。列宁的《无产阶级在我

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一文就是对马尔托夫的文章的答复。

３月３日（１５日）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上讨论列宁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

的斗争目标》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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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５日（１８日）

在巴黎侨民集会上发表关于巴黎公社的演说。

３月７日（２０日）以后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莫斯科的来信，信中说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印刷工作被苏沃林印刷厂耽搁了，还

谈到她为尽快出书所采取的措施。

３月８日（２１日）

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寄去对《唯物主

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手稿第６３０页的更正（这一更正没有保存下

来）。

３月９日和２１日（３月２２日和４月３日）

列宁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

报》第３号和第４号上。

３月１０日（２３日）以前

在巴黎举行的关于目前时局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策略讨论会上发

言。

３月１０日或１１日（３月２３日或２４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寄去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四章第１节的补充《尼·加·车尔

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认为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马

赫主义者对照一下是极为重要的；还告知已看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

主义》一书部分印张的校样，以及巴黎邮政工人罢工已结束等情况。

３月１３日（２６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已收

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１５—１８印张的版样和第１—９

印张及第１３印张的清样，寄去第１５—１８印张的勘误表；询问什么时候

出书。

３月１９日和４月８日（４月１日和２１日）之间

对罗·卢森堡反对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文章进行文字修改，并指示将

修改处同作者商量。

不早于３月２３日（４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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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

会，抗议１９０９年４月３日（公历）《前进报》第７９号刊载的《俄国社会民

主党内的组织问题》一文，该文歪曲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分歧的

实质。

３月２６日（４月８日）

写信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请求采取一切措施赶快

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３月底

在巴黎举行的关于党对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态度的讨论会上发言，批

判召回派的立场，全面阐明利用国家杜马讲台作革命宣传和鼓动的策

略。

４月４日（１７日）

列宁的《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一文发表在《无产者报》第４４号《附

刊》上。

４月８日（２１日）

列宁的《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发表在《无产者

报》第４４号上。

４月１０日（２３日）以前

致函在俄国的加·达·莱特伊仁（林多夫）和瓦·瓦·沃罗夫斯基（奥尔

洛夫斯基），建议他们来巴黎参加《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

４月１０日（２３日）

致函在瑞士的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说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已到巴

黎；尖锐批评杜勃洛文斯基同情召回派；对没有从俄国收到加·达·莱

特伊仁和瓦·瓦·沃罗夫斯基关于他们前来参加《无产者报》扩大编辑

部会议的回信表示遗憾。

４月１０日和２１日（４月２３日和５月４日）之间

收到加·达·莱特伊仁从俄国的来信，信中说他同意来巴黎参加《无产

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

４月１４日（２７日）

写信给住在克里木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说妹妹玛·伊·乌里扬

诺娃正在准备考试，还谈到他同她在巴黎郊游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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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１４日和５月１３日（４月２７日和５月２６日）之间

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

４月１６日（２９日）

致函在瑞士达沃斯的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告知乌拉尔领导组织被破

坏；还谈到在《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前夕，亚·亚·波格丹诺夫为

首的召回派集团的行为给党的工作造成了困难。

不晚于４月１８日（５月１日）

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在苏沃林印刷厂印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

义》一书。

４月２１日（５月４日）

在布尔什维克俱乐部讨论亚历山德罗夫（尼·亚·谢马什柯）关于土地

问题的报告时发言。

复函在瑞士达沃斯的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谈有关筹备《无产者

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以及同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收到列·谢·佩列斯１９０９年４月１８日（５月１日）从莫斯科的来

信，信中告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已印刷完毕，即将发行。

４月２２日（５月５日）

致函在瑞士达沃斯的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说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两名

成员维·列·尚采尔和阿·伊·李可夫已于１９０９年４月２１日（５月４

日）来到巴黎参加《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告知４月２２日（５月５

日）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协助小组会议，日内瓦小组脱离了布

尔什维克中央；尽力劝说杜勃洛文斯基继续在疗养院治疗。

不早于４月２５日（５月８日）

送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一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书上题

词：“作者送给亲爱的玛尼亚莎”。

４月２９日和５月９日（５月１２日和２２日）之间

在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被

列入《图书年鉴》。

４月—６月８日（２１日）以前

主持筹备召开《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工作。

５月４日（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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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寄往柏林，赠给罗·卢森堡。

５月５日（１８日）

致函在柏林的罗·卢森堡，告知给她挂号寄去一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

判主义》，作为“关于马赫”的谈话的纪念；请求把这本书列入《新时代》杂

志的新书介绍栏；对罗·卢森堡的《革命后的头晕》一文给予好评。

５月８日（２１日）

在巴黎作题为《宗教和工人政党》的报告。

写信给住在阿卢普卡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把妹妹玛·伊·

乌里扬诺娃准备考试以及她的健康情况告诉母亲；邀请母亲秋天去巴

黎；告知收到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并对该书的印刷质量

给予好评。

５月１２日（２５日）

赠给弗·菲·哥林（加尔金）一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５月１３日（２６日）

列宁的《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无产者报》第

４５号上。

用法文致函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告知沙皇尼古

拉二世要去瑞典、意大利、英国和法国访问，建议号召各社会党和各议会

党团，象瑞典社会党人那样，对沙皇来访提出抗议。列宁在他的信中附去

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就沙皇出访欧洲所发表的质问书

的译文。

写信给住在阿卢普卡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对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印刷质量给予好评，但对书价过高表

示不满；请求她催出版人尽快支付稿费，把钱寄到巴黎来；说在即将举行

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上不可避免要同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分

裂。

５月１５日（２８日）

参加在巴黎举行的题为《反革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的自由讨论会。

５月１９日（６月１日）

《巴库信息报》发表普·阿·贾帕里泽评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一书的文章，文章作者同意列宁的关于俄国经验批判主义者的观点是哲

１０５年   表



学修正主义者的观点的看法。

５月２４日和６月４日（６月６日和１７日）之间

写《各阶级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一文。

５月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出席布尔什维克在巴士底区组织的会议。会议

讨论工会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问题。会后列宁同会上发言的布尔什维克

安·谢·格列奇涅夫－切尔诺夫谈话，向他解释说，工会只有在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自己的革命作用。

在自己的寓所同从俄国来到巴黎的布尔什维克安·谢·格列奇涅

夫－切尔诺夫谈话。

不晚于５月

读立宪民主党的《路标》文集，并在书上作记号和写尖锐的批判性的评

语。

不早于５月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乌克兰传播很广，基辅的书店

公开出售，敖德萨的公共图书馆的读者踊跃借阅，宣传员进行学习并向

工人宣讲，基辅工学院还举行了关于这本书的讨论会。

５月—９月

《复兴》杂志５月号、《现代世界》杂志７月号、《批判评论》杂志９月第５

期以及９月２９日《俄罗斯新闻》等报刊，发表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评论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文章。

夏初

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寄给在俄国的伊·伊·斯克沃尔佐

夫－斯捷潘诺夫，对他在此书出版过程中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６月４日（１７日）

列宁的《各阶级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

人报》第６号上。

６月５日（１８日）

《敖德萨评论报》发表瓦·瓦·沃罗夫斯基评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

批判主义》一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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